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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欧洲特别是德国的反犹主义，过去从未试图要杀光欧洲的犹太人，为什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1941年到1945年间却这么做了？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使反犹主义成为大规模屠杀的正当理由，而不是延续几个世纪以来的迫害方式？答案在于，希特勒及其主要宣传家们和意识形态理论家们针对处于战争与大屠杀当中的“犹太人问题”都说了些什么，以及他们如何不遗余力地通过被控制的新闻宣传去影响和塑造事件的叙述。相当出人意料的是，在大量这方面的文献资料中，《德意志公敌》竟是第一本深度探讨世界大战中纳粹狂热反犹描述的论著。他们编造了一个无辜的德国正在被国际犹太人围攻且意图“灭绝”他们的故事，并以此作为“最终解决方案”的公开宣告和正当理由。

用历史学家的行话来说，这是一本修正的意图主义（modified intentionalism）作品。它探究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历史场合中关键政治人物的意识形态意图。然而，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屠犹）并不是德国或者欧洲历史进程的必然结果。

虽然由来已久的精英和大众反犹主义传统创造了令谋杀者得以游刃有余的冷漠氛围，但它未必会产生大规模屠杀的国家政策。历史学家对意识形态起源的探索，虽把我们引向但并未带到“最终解决方案”。只有在战争的具体历史情境下，希特勒在其政治生涯开端即已采用的欧洲特别是德国最极端和偏执的反犹主义浪潮，才成为德国独裁者解说当时事件的重要因素，进而成为向大屠杀演进的一大原因。希特勒及其同伙一直相信，反犹主义为世界历史提供了唯一的解释框架。他们早在1939年就开始主张，有必要在犹太人灭绝德国和德国人之前灭绝犹太人；1941年，这些言论变本加厉了，并一直持续到纳粹政权的末日。

上一代的历史学家们用他们的工作和个人鼓励，启发并鼓舞了我和其他许多人。卡尔·布拉赫尔对纳粹政权和欧洲一个世纪以来的意识形态所作的分析，一直是历史阐述和道德明晰的典范。弗朗索瓦·菲雷考察了法国大革命时期与恐怖行为交织在一起的观念、事件和情境，他的工作既是把激进的意识形态思潮融入政治历史叙事之中的一种范式，也是对历史决定论的一味解药。托马斯·尼佩代探讨了作为德国和欧洲历史“众多连续性”（multiple continuities）当中一种的反犹主义。无论在学术思想上还是个人情感上，菲雷和尼佩代的离世都令人怅然若失。

布拉赫尔、菲雷和尼佩代是研究观念和政治相互关系这一浓厚学术传统当中的一分子。乔治·莫斯和沃尔特·拉克尔也在这一传统下工作。他们共同创办编辑了《当代历史期刊》，许多论述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重要文章已在其上发表。拉克尔对屠犹历史的研究作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激发了我对纳粹反犹宣传中秘密和公开成分混合的兴趣，并多年来不断地鼓励着我。莫斯领导了大屠杀意识形态起源的历史探索，并且以多种形式阐述了各种欧洲文化如何促成了使大屠杀成为可能的氛围。三十多年来，他一直是激励着我的老师、榜样和挚友。


无论我如何抗拒它，犹太人在各个方面都处于第三帝国话语的中心，甚至是其整个时代的观点。

——维克托·克伦佩勒，《我要作证：1942-1945》



德累斯顿，1944年7月20日

纳粹宣传的特征与其说是谎言，不如说是对世界事件强加了一种偏执狂的理解模式。

——E.H.贡布里希，《德国战时广播中的神话与现实》



伦敦，1969年




第一章 犹太人、战争与大屠杀



欧洲特别是德国的反犹主义，作为延绵几个世纪的迫害运动的根源，为什么在1941年到1945年间导致了大屠杀？对于这个问题的理解，纳粹战时意识形态和宣传的文字及图像是一个内容丰富且具有启发意义的工具。从1919年到1939年1月30日，希特勒对犹太人咆哮着可怕的恶言并以暴力相威胁。在他正制订计划要发动第二次欧洲战争时对德意志帝国议会的一次演讲中，他公然威胁，如果犹太人要煽动一场战争的话，他就要“消灭”所有的欧洲犹太人。

[1]


 在他们的公开声明中，纳粹不断地宣称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犹太人之间的联系是有因果性和必然性的，因此也暗示这并不是时机和地缘上的偶然事件。虽然希特勒对在他所选定的时间和地点发动战争已计划许久，但他和他的宣传家们却坚持认为，“消灭”犹太人是对“国际犹太人”发动对德战争的正当回应。仇恨、自以为义的愤怒与偏执的交织，是纳粹种族灭绝政策正当理由的核心部分。纳粹宣传指出，德国对同盟国的战争及其“消灭”欧洲犹太人的意图，是一场无比重要的反击和自卫战争的一部分。纳粹德国针对犹太人的公共语言的激进化，伴随和预示着纳粹政策从迫害到消灭的逐步升级。

在纳粹宣传指出第三帝国是其他人预谋的无辜受害者，与希特勒长期计划的侵略扩张政策的事实之间，显然存在着一个鸿沟。这个缺口诱使当代人假定，宣传只是纳粹犬儒们使用的一种操纵手段而已，其实他们完全明白，它颠倒了他们的侵略计划所推动的一系列事件的先后顺序。但是一些当代的观察家推断，纳粹相信他们自己的偏执逻辑。文学学者和日记作者维克托·克伦佩勒在1944年诺曼底登陆不久之后的日记中写道：“无论我如何抗拒它，犹太人在各个方面都处于第三帝国话语的中心，甚至是其整个时代的观点。”

[2]


 克伦佩勒意识到，反犹主义不仅是一组偏见和仇恨，同时也是一个对历史事件的解释框架。作为艺术历史学家而名声鹊起的小贡布里希，在英国广播公司从事翻译和分析德国战时宣传的工作。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贡布里希写道，纳粹宣传已经通过“将政治世界转化为个人和人格化（persons and personifications）之间的冲突”而创造了一个虚谎的世界，在这里，善良年轻的德国勇敢地抗击邪恶阴谋家，尤其是犹太人。犹太人是这个虚谎的黏合剂，首先是在德国内部的政治斗争中，然后是在国际层面上。正是“这个巨大的被迫害妄想症和偏执狂的虚谎，将德国宣传的各种线绳扭在了一起”。贡布里希的总结是，纳粹宣传的特征与其说是谎言，不如说是对世界事件强加了一种偏执狂的理解模式。

[3]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政权的宣传不断地声称一个事实上的政治主体，一个被称为犹太民族或国际犹太人的团体，是启动和延宕战争的“罪魁祸首”，而且有一个犹太国际阴谋正意图消灭德国和德国人。这些声称依赖于纳粹激进反犹主义一种固有的偏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环境中，这些信念将几个世纪以来的欧洲反犹主义从为传统迫害模式提供正当理由，转变为历史学家诺曼·科恩所称的“对种族灭绝的授权”（warrant for genocide）。

[4]




面对纳粹德国国家政治领导人这种观点的表达，大多数当代马克思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同时也包括大量的战后学者，对纳粹真的相信他们自己的宣传表示怀疑。然而，一项对现代政治文化的研究，则把注意力吸引到了许多非理性和虚假意识形态观点的因果意义上。在纳粹德国的案例中，历史学家已充分记录了索尔·弗里德兰德所称的希特勒早期的“赎罪式反犹主义”（redemptive anti-Semitism），它把对一个无比强大的国际犹太人的偏执幻想，与解救、拯救德国免于那致命影响的承诺结合了起来。

[5]


 伊恩·克肖注意到，希特勒在他的慕尼黑啤酒馆演说中所表现出的“对反犹的一种吞噬一切的疯狂迷恋”就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不久。

[6]


 这种迷恋在1920年4月6日纳粹党会议上的一次演讲中非常明显，那时希特勒讲道：“我们不想成为只是为屠杀营造一种心情的情绪反犹主义者。相反，我们是被一个冷酷无情且强烈的决心所驱使，是要在其根源上攻击邪恶，并消灭其根基和分支。每一个能达到我们目标的手段都是正当的，哪怕它意味着我们必须与魔鬼签订协议。”

[7]




早些年，希特勒公开指责犹太人对于德意志民族而言就是外来因素，是德国从军事战败到大萧条等问题的原因所在。然而，直到1939年1月30日，他才公然威胁要消灭犹太人。在1920年至1939年间，他经常是用最恶毒的语言，号召“将犹太人从我们的人民中间剔除出去”

[8]


 。在《我的奋斗》接近结尾的部分，他写道：“在战争初期和战争期间，如果有1.2万或者1.5万希伯来堕落者被置于毒气之下，正如我们数十万最优秀的德国战士在战场上所经历的，那么数百万人的牺牲将不会是徒劳的。”

[9]


 但是，即便他的语言很恶毒、仇恨很深，在1920年4月到1939年1月间，他并没有重复威胁要杀掉所有在德国的犹太人，或者欧洲其他地方的犹太人。他只是谈到“世界或国际犹太人”是一个拥有广泛权力且与德国为敌的既存政治主体。

[10]


 他声称，这个主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中发挥了作用，并助长了布尔什维克革命、德国的战后通货膨胀和1929年的经济危机。在1933年到1939年间，国际犹太人是造成欧洲列强和美国批评德国包括反犹主义在内的国内政策的原因。在1939年之前，希特勒毫不掩饰他对犹太人的强烈仇恨，以及他决心将犹太人驱逐出公共生活、职业和经济活动，剥夺他们的德国公民身份，然后如果需要使用武力的话，强迫他们离开德国。的确，在1933年到1939年间的反犹迫害时代，纳粹政权通过与一些犹太组织的“转移协议”，鼓励和允许六万德国犹太人以及大约一亿马克从德国转移到巴勒斯坦。

[11]


 希特勒辩称，每一次迫害犹太人的升级，都是对他所断定的国际犹太人先前发动的侵略行为的一种回应。但是，从1933年1月到1939年1月，通过六年的反犹迫害、抵制、蛮横逮捕、盗窃、清洗及1938年11月大屠杀的逐步升级，希特勒在没有对犹太人宣战的情况下，不断重复着国际犹太人对德国构成威胁的声明。

[12]


 然而，在1939年的1月，他发出了明显是更加激进和凶残的腔调。

在宣扬犹太人对纳粹德国威胁的同时，希特勒正准备在东部发动一场旨在争取生存空间的战争。这样一场军事行动能在美、英封锁的情况下为德国提供原材料和食物供应的安全保障，并为随后力争攻击美国和统治世界打下基础。

[13]


 希特勒将自己公开展示为一个爱好和平，虽激进但地方化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仅仅是要把国联的民族自决权原则应用到中欧地区讲德语的民族当中。

[14]


 事实上，在通往世界统治的道路上，他的取胜战略需要准备一系列对孤立敌人的闪电战争，而这些胜利能提供有利于进一步扩张的资源。尽早发动战争能发挥纳粹德国的军备领先优势，延迟则会削弱它那最初的优势。

[15]




在驱使事件走向战争和大屠杀上，希特勒是一个核心并起决定性作用的历史人物。但是，纳粹党和纳粹政权的宣传却指出，希特勒和德国仅仅是在回应其他人的动议、不公和威胁。这种宣传叫嚷着无辜和自以为义的愤怒，以及把德国与犹太人的权力关系颠倒过来：德国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而犹太人却是无比强大的。从1933年到1939年，反犹意识形态转换到迫害政策，是以犹太人对德国和德国人所作所为的正当回应的形式呈现出来的。在1939年1月30日，一个明显的转变发生了，因为希特勒将他要发动的战争描述为针对国际犹太人面向德国一长串进犯的最终回应。根据希特勒的偏执逻辑，犹太人已经发动了战争，所以纳粹被迫发动针对欧洲犹太人的反击战争。在1月30日对德意志帝国议会的演讲中，希特勒首次明确公开威胁要消灭（那是指谋杀）——不只是迁移、驱逐或是打败——“欧洲的犹太种族”，即在“欧洲内外的国际金融犹太人”发起一场新的世界战争的情况下。在1939年1月30日到1943年2月24日期间，他至少在随后的六个场合中公开重复着种族灭绝的预言。

[16]


 与他在1919年到1939年间的公开实践相比，在随后的几年里，希特勒以前所未有的清晰、不讳和频繁，演说和叙写着要实施他那消灭欧洲犹太人的威胁计划。他将自己扮成先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进一步证实国际犹太人的确已经行动，旨在摧毁德国和德国人。

希特勒及其主要宣传家们能够同时容纳两个完全矛盾的事件版本：一个根植于优等民族和统治世界的宏伟理念，另一个则是无辜被困受害者的自怜偏执。

[17]


 宏伟和偏执是同一种狂热意识形态的两极。

[18]


 纳粹宣传将他们自己侵略及屠杀的意图和政策归罪于他们的受害者，尤其是犹太人。马克斯·霍克海默和西奥多·阿多诺抓住了纳粹主义的这一方面，他们在1944年写道：“盲目的凶手（blind murderer）总是视他的受害者为自己的迫害者，因而他必须进行自卫。”

[19]


 从开始到结束，宣传中所呈现的偏执叙述，一直伴随着纳粹政权的宏伟侵略战争及其种族灭绝政策，并为它们提供正当理由。

纳粹德国战时宣传的激进反犹主义也构成了一个解释棱镜：随着事件的开展，纳粹领导人就借以观察并曲解它们。的确，因为希特勒将他要发动的战争描述为针对国际犹太人面向德国一长串进犯的最终回应。在《德意志公敌》中，我探究了将反犹意识形态转化为叙述，以及定制（tailoring）日报和周刊新闻以配合这一叙述的过程。

[20]


 像在此之前和之后的其他偏执狂型的政治实践者一样，纳粹相信他们自己已经揭开了现代历史和政治的深层秘密，而大多数人由于深陷于事件之中而未能获悉这个秘密。就在他们进入了一个完全虚谎的世界的同时，他们让自己和无数的其他人相信，他们的公共启蒙和宣传部正在教育民众事件背后的幕后黑手及实际驱动力量。

[21]


 在激进反犹主义的“疯狂叙述”中，所有的谜底都被解开了，所有的历史偶然事件都被清除了，一切都变得可解释。

[22]




研究反犹主义和大屠杀起源的历史学家，充分记录了其在欧洲，特别是在德国和奥地利社会及文化上的广度与深度。用一种特定的视角，他们已经解释了“迫害时代”的根源。

[23]


 这个引人注目的学术团体解释了通往反犹“共识”的道路。

这个共识导致了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纽伦堡种族法的出台，以及针对犹太人的公民身份剥夺、经济贫困和人身监禁。

[24]


 法西斯和种族主义的先驱历史学家乔治·莫斯大胆地宣称，基于体征贬损和拔高的标签化种族主义，“是将德国民族主义从歧视发展到大灭绝的走火入魔的催化剂”

[25]


 。但是，不管这个共识怎样卑劣，或者那被假定的雅利安人和犹太人外貌的熟悉漫画多么可憎，都没有产生大屠杀的国家政策。对反犹主义长期历史的思考，留下一个尚未解答的问题：为什么大屠杀在1941年到1945年间而不是更早的时候发生了。

[26］




答案在于，纳粹政权高层的激进反犹主义者们如何不遗余力地对国际犹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和展开中的角色赋予某种言之有理的意义。纳粹领导人相信，展开的战争事件证实了他们激进反犹主义意识形态的真实性，并增强了将犹太人从地球表面清除的必要性。

激进反犹主义基于这样一个信念：犹太人是一群紧密团结、政治上积极活跃的主体，一个通过种族纽带而在全球范围内联合起来的团体，且这个纽带胜于任何对民族国家的忠诚。在纳粹的眼里，这个强大和自治的实体——国际犹太人，控制着各式各样服务于其邪恶利益的傀儡和共犯。与那种不太激进和非种族灭绝式的仇犹不同的是，犹太国际阴谋论的这种观点并不对其强加给犹太人的所谓身体外貌赋予什么重要性。的确，纳粹宣称犹太人是伪装专家，因此“大众启蒙”的不懈努力在暴露他们和他们统治世界的目标上是必要的。如果不能被认定和摧毁，纳粹宣传家们担心犹太人将会消灭德国人民。因此，希特勒及其同伙在众多场合公开声明，他们将会在犹太人能够消灭德国人之前“消灭”犹太人。“犹太人的阴谋”这一观念在纳粹执政之前的几十年里由大众出版物《锡安山长老协议》推而广之。

纳粹宣传家们的技能是，使这个阴谋论得以实时更新，并用20世纪中期欧洲和美国公认杰出人物的名字和脸谱来滋养它。国际犹太人阴谋的理论对这个表面上看似难答的问题提供了答案，这个问题是：为什么英国在1940年参战了而不是进行谈判？为什么随着1941年6月德国的入侵，苏联政权像一个纸牌屋一样倒塌了？为什么富兰克林·罗斯福会反对希特勒？为什么红军在1943年春天之后继续向中欧推进，而反希特勒同盟却保持完整？在一个拥有广泛权力的国际犹太人阴谋在幕后操控的观念下，纳粹领导人相信他们已经找到了这些问题的答案，以及现代历史的许多其他谜底。

虽然也有一批论述纳粹宣传的杰出著作，但没有一部专注于激进反犹主义向战时宣传文字和视觉图像的转换。

[27]


 《德意志公敌》利用众多资源去追踪这个转换过程：阿道夫·希特勒的相关演讲；公共启蒙和宣传部部长约瑟夫·戈培尔的演讲、文章和多卷日记；帝国新闻主管奥托·迪特里希及其工作人员，在柏林新闻会议上发给报纸和期刊编辑们上千份日报和周刊新闻指令选集；受政府控制的报纸的头版文章和新闻提要；在第三帝国期间侵入无数德国人日常视觉体验的有关反犹主义的黑白或彩色墙报和海报。其中一些文字和图像是众所周知的；其他的在那时虽说是为人所熟悉，但即便是在纳粹宣传学术研究中也被忽视了。那绝对重要的新闻指令——《每日要闻》，在对奥托·迪特里希的纽伦堡战后审判中就已为人所知，但异乎寻常地未被充分利用。色彩鲜艳的反犹政治海报同样也几乎未引来任何的考察。

[28]


 借助这些丰富的材料，我主张，纳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激进反犹主义宣传，是与纳粹动机及其发动战争和实施“最终解决方案”紧密融为一体的。

“反对犹太人的战争”意味着什么？对于露西·达维多维奇这样一位在其开创性工作中使这一短语耳熟能详的学者来说，它意味着大屠杀，即欧洲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

[29]


 。随着大屠杀学术研究接踵而至的爆发，两个学术团体形成了。一个由军事历史学家构成的团体继续关注传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场叙述，而另一个更加详细地探究了大屠杀的历史。当军事历史学家们在叙述斯大林格勒战役和诺曼底登陆的时候，其他人在研究万湖会议和奥斯维辛集中营以及其他死亡集中营。虽然这样的二分法让位于在时间、空间和意识形态灵感上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大屠杀进行对接的尝试，但达维多维奇的短语“反对犹太人的战争”仍然在我们的脑海中清晰地唤起对欧洲犹太人大规模屠杀的记忆。

[30]


 更广泛地去理解“反对犹太人的战争”的时机已经到了，且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其中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

当纳粹领导人在私人会谈、办公备忘录或公开声明中将犹太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联系在一起时，他们指的是一种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大屠杀合并在一起的末日战争。他们并没有把他们与他们所称的国际犹太人的战争的含义限定在“最终解决方案”之内。相反，他们认为“最终解决方案”——具体内容没有在公开场合讨论过——是更广泛的防卫战争环境下所采取的一种必要的反击行动，是纳粹德国发动的旨在反抗国际犹太人、世界犹太民族，以及并未被频繁使用的“犹太人”。在纳粹领导人的意识和公开声明中，所有这些人都在打同一场战争；这是一个天大的国际阴谋，犹太人幕后操控体量超大的势力对付德国及其同盟，而他们的非犹太人共犯，主要是指同盟国，只是敌人的公开外表。纳粹叙述将巨大的自主权和力量归给了犹太人，而否认这些归于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中有名无实的领导人——富兰克林·罗斯福、温斯顿·丘吉尔和约瑟夫·斯大林，这些人被认定为犹太人的木偶、共犯、傀儡和奴仆。

纳粹德国视它的敌人为一个无以类比的阴谋。国际犹太人处于中心位置，拉扯着木偶线来控制他们的傀儡——苏联、英国和美国的领导人。从1939年9月战争开始之前的几个月，直到希特勒在柏林地堡的最后日子，纳粹叙述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消灭欧洲犹太人的意图是防卫战争的组成部分，旨在反抗一个拥有无限权力的国际犹太人阴谋所发动并逐步升级直至获得胜利局面的侵略行为。纳粹反犹主义的激进和极端，并不仅仅表现在有关犹太人的外貌特征或他们所谓的性取向这些既熟悉又令人作呕的种族主义漫画。这些偏见和恐惧在第三帝国之前早就已经是欧洲反犹主义的稀松平常之事。的确，正是由于纳粹领导人很担心他们所认为的犹太人将自己伪装成非犹太人的能力，因此他们恢复了一个中世纪传统，即强制要求犹太人佩戴具有识别功能的黄色大卫星，以迫使他们公开犹太人身份。现代反犹主义的阴谋性一面，在培养它的激进和种族灭绝内涵时至关重要。对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的渴望，是与这一纳粹观点分不开的，即犹太人是一个国际上有组织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事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政治势力。

毫无例外，连希特勒最强烈的反对者都很难相信，他会把他说过的关于消灭和根绝犹太人的言论当真。这里我要强调一下公开宣布的意图和实际政策之间的相似性。

[31]


 关于纳粹政权公共语言中委婉和明晰（所扮演）的角色，我们需要修正传统的思维。实际上，当它的领导人在1938年后公开发表他们意图对欧洲犹太人做什么的时候，即他们要消灭和根除的意图，杀害所有的欧洲犹太人，是昭然若揭和毫不含糊的。乔治·奥威尔有这么一句名言：极权主义专制体制的言论和宣传是“委婉隐晦、回避问题和完全朦胧含糊的”。他认为，为了努力“辩护那些站不住脚的观点”，极权主义直接用简陋的抽象替换了那些直接关于暴力犯罪的简单明了的名词和发自肺腑的动词。

[32]


 奥威尔的观点可以很好地适用于执行欧洲犹太人种族灭绝任务的机构——帝国安全总部——内部的办公备忘录；适用于以大屠杀本身而出了名的“最终解决方案”；当然同样也适用于参与大屠杀的工作人员用来向其受害者掩盖他们将要面临的可怕命运的恶毒骗术。

[33]


 但是，纳粹德国的公共话语并不限于那些臭名昭著的委婉语言。正如汉娜·阿伦特在她的经典著作《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所言：“我们应该回想希特勒频繁使用的话语，他对运动真实目标的定义是完全真诚和毫不含糊的，但是公众对这种一致性并没有做好准备，以致简单忽略了其真实目标。”

[34］




事实上，纳粹政权公共话语把对“最终解决方案”的任何事实的全面压制，与对谋杀意图野蛮的，有时是粗鲁的宣布结合了起来。德语中两个关键的动词和名词是这个大规模屠杀语言中的核心：vernichten和ausrotten。这些可译为“使灭绝”、“使消灭”、“使完全毁灭”和“去谋杀”；以及名词Vernichtung和Ausrottung，可翻译为“灭绝”、“消灭”、“完全毁灭”和“谋杀”。

[35]


 无论是采用字典中的字面意思，还是将其放在它们被提及过的演讲稿、段落及句子的语境当中，意思都是相当明确的。当希特勒和其他纳粹领导人及宣传家们说出这些词来描述他们对犹太人意图做什么时，在他们声称正是犹太人不仅意图要消灭和根绝纳粹政权、纳粹党和德国军队，还要灭绝全体德国人之后，他们几乎一直都是这么干的。当纳粹将消灭和根绝政策归罪于国际犹太人时，那个文件中的明确意思是，犹太人正在支持一个针对德国的种族灭绝政策。到了1941年的夏秋两季，希特勒和戈培尔就公开宣布对犹太人的灭绝威胁是当下官方政策的组成部分。

对于德国听众和读者，这些词汇的特殊意义是明确的。

[36]


 对于军人而言，“毁灭之战”（Vernichtungschlacht）这个用语有一个为人熟悉的克劳塞维茨指环（clausewitzian ring），并表示敌方军队的完全溃败。为了将全部犹太人描述成纳粹德国的敌人，纳粹叙述试图将要消灭和根绝（犹太人）的威胁，放置于常用或至少是已知的战争用语之中。当这样做时，它远远超过了克劳塞维茨的正统说法。对于那些记得德国在非洲殖民主义历史插曲的人来说，“毁灭”可能唤起了他们对德国于20世纪前十年在纳米比亚发动的“灭绝战争”的记忆。

[37]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头几个月，在比利时和法国对士兵和平民的模糊区分，可能已为指挥战争攻击人民而不是军队提供了先例。

[38]


 但是，正如研究希特勒东线战场意识形态的历史学家所论证的，德国将军们理解这将不会是一个传统克劳塞维茨术语意义上的“毁灭之战”，而是“战争破坏”，也就是跃过一个超越任何欧洲先例的鸿沟。

[39]


 从1941年到1945年，所有德国人的普通和日常经历都被暴露在激进反犹主义的宣传之下，其赤裸裸的意图就是为大规模屠杀犹太人提供理由。“普通”的男人和女人所见所闻的是一种甚至在几个世纪的反犹仇恨背景下都非同寻常的激进反犹主义。纳粹政权努力把既异常又带有种族灭绝的语言融入表面上看似普通或更加传统的战争叙述当中去。

[40]


 在纳粹传播的文字和图像中，欧洲的犹太人不是任何人的无辜受害者，而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负有主要罪责的当事人。因此，消灭犹太人并没有抹除对平民和战斗人员的区分：正如纳粹领导层所认为的，所有的犹太人都在跟纳粹德国交战。

将意识形态转化成新闻形式的事件连续叙述的任务被交给了宣传部，特别是迪特里希的帝国新闻办公室。在每日和每周，这个办公室都会给新闻机构发布指令，命令他们该如何叙述当下事件。

[41]


 虽然对被控制的新闻机构所发布的无数指令，在战后对迪特里希的纽伦堡审判中就已真相大白，但是它们在学术报告中却扮演着一个不起眼的角色。但是，这些指令还是说明了宣传家们如何利用激进反犹主义去解释事件的进程。虽然戈培尔在纳粹宣传历史中明显扮演着核心角色，但是他在清除和控制日报和期刊出版中并没有发挥关键的作用。当那些既丰富又很吸引人的证据在1947年和1948年对戈培尔的纽伦堡审判中被呈现时，它表明这些任务是由帝国新闻主管奥托·迪特里希实施的。迪特里希不像戈培尔，他每天在希特勒的办公室里工作，并且每天早上递交国际新闻简报给希特勒。然后，迪特里希向他在柏林的工作人员传递希特勒的建议和意愿，告知德国新闻机构应该写什么或不写什么。在战争进程期间，数以万计的机密“新闻指令”在柏林每日新闻会议上以口头和书面的形式传达。这些必须服从的指令随后被传达到几千份报纸和期刊那里。通过迪特里希及其工作人员，在对德国日报和期刊的事件记录的影响上，希特勒比以前所公认的更重要和直接。在宣传和新闻控制领域中，政权展示了协同和效率，即便是在面对内部的个人冲突和组织纠纷时，仍展现出在核心政策目标上的统一战线。用伊恩·克肖的话来说，戈培尔和迪特里希两位都“为希特勒工作”。但是，迪特里希是每天而不是定期接触希特勒，不需要凭经验猜测他想要什么。希特勒直截了当地告诉他。

[42]




纳粹宣传的另一重要维度涉及《每周要闻》的墙报内容，其中文字、肖像和图片的混合清晰可见。每周发行几万份，有时几十万份，在图片机械化印制的新时代，它们是纳粹主义视觉攻势最普遍和最具侵入性的一面，不管是黑白还是彩色的。德国墙报是一种新闻社论、政治传单、政治海报及记者文摘的独特结合体，采用现代印制技术，并针对一个日常生活和工作节奏以步行和公共交通为特点的社会。纳粹主义的一些视觉特征——纽伦堡集会、火把游行、通向奥斯维辛的大门、阿尔伯特·施佩尔大楼、《意志的胜利》（莱妮·里芬施塔尔关于纽伦堡集会的纪录片），还有臭名昭著的反犹主义电影《永恒的犹太人》和《犹太人苏斯》——早已是熟悉的现代观念的图标和纳粹时代的记忆。但是，除了每周的《新闻汇辑》，没有一种纳粹视觉宣传形式能像《每周要闻》那样对政权的当下事件描述作出如此至关重要的贡献。

[43]


 一个人毕竟可以决定不去看电影或《新闻汇辑》，然而一个人无法避开《每周要闻》墙报。从1937年到1943年春天的每一周，大概有12.5万份黑白或彩色的墙报被张贴于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和缝隙。《每周要闻》墙报被张贴在德国和奥地利的市场广场、地铁站、公交站、就业办公室、医院候诊室、工厂咖啡厅、酒店、饭店、邮局、火车站、学校和街边电话亭。在人口稠密的德国，人们出行主要依靠步行和公共交通；政治墙报被策略性地放置于大众在任何给定的一天都会集散的节点，是强行侵入无数人视线范围的最有效手段。

的确，运用现代广告、机械化和图像式印制技术，以及纳粹党与政权的组织性武器，纳粹宣传家们使得政治墙报在大规模传播政治宣传中成为一个有效的手段。每周，许许多多的纳粹党积极分子，德国劳工阵线的成员，以及酒店旅馆老板、园丁、外科医生、退伍军人和地主的先锋组织在派发和张贴它们。

[44]


 基于领导人的想法和目标与无数德国行人及乘车上下班的人的日常体验之间强有力的联系，这些特别的文字和图像值得从历史写作和思考的边缘移到中心位置。它们加强并详尽说明了受政府控制的如《人民观察家报》之类的报纸所传达的信息。

接下来的证据和观点将详述纳粹政权跟德国人说了什么，而不是“普通”德国人或“大多数”德国人明白了什么。纳粹声明的记录比其在大众意识上更加广泛和具体。纳粹政权评估公共意见的努力，被收集和报告（公共意见）所使用的非典型、非科学的方式所污染。战后证据常遭受记忆和政治利益的扭曲影响。

[45]


 虽然这里所呈现的证据不能解答大多数德国人相信什么的问题，但它确实比以前更加翔实地说明了，希特勒及其同伙在众多场合告诉德国民众他的政府实施消灭和根绝欧洲犹太人政策的程度。如果一个人能懂德语，阅读一份主要报纸，有规律地去收听广播新闻，浏览无所不在的纳粹政治墙报，他或她就会知道这个基本的事实。那个人就会知道，德国政府坚持认为，当前事件只有与国际犹太人的权势、犹太人正在阴谋摧毁纳粹政权和谋杀德国人民联系在一起才能被理解。

现存证据似乎表明，一个嵌入纳粹党及其先锋组织之中的狂热但为数并非很少的少数群体相信这些信息是真的，并且它的成员将这些信息散布于一个反犹主义的温和形式已然稀松平常的社会之中。将关注点从普通德国人是怎么认为的，转移到纳粹专制主义本身的文本和图像，我在本书中将寻求解决那个至今仍未被解答的问题，即为什么在1941年，在欧洲历时最持久的仇恨阴暗史中，反犹主义第一次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激进主义，并被用于为欧洲大陆大规模屠杀（屠犹）政策提供正当理由。

[46]







第二章 构建反犹共识



纳粹在1933年1月的掌权，为将会伴随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大屠杀的反犹运动带来了两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要素。第一，希特勒和他的一些亲密同伙组成了一个经验丰富的反犹宣传核心。第二，纳粹组建了一个庞大的新机构——帝国公共启蒙和宣传部，其德语简写为RMVP。纳粹党自身变成了工具，在整个德国社会中传播着来自党和政府的官方信息。在魏玛时期，纳粹宣传家们学会了如何将基本的意识形态原理转化为一种事件的连续叙述。这种叙述以一个存在严重偏见的善恶故事为特征，故而容易传播到广大受众当中去。

[1]


 希特勒仍是关键的讲故事人和宣传家。他的演讲被印刷发行，通过电台播放，摘录在成千上万的海报上。虽然反犹主义只是纳粹多种选票力量资源中的一种，但1933年后希特勒将反犹理论家——其中最重要的人物是约瑟夫·戈培尔、奥托·迪特里希和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放置于关键舆论塑造机构的顶端。在以“领袖主义”为依托的专制体制中，希特勒的反犹信念决定了政策。

塑造大众舆论始于对新闻出版自由的摧毁。1933年1月30日之后的几周和几个月里，大约有2000名德国记者，包括犹太人、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不大关心政治的作家、社会民主主义者以及共产主义者，被解雇、逮捕或流放，有时是并用以上三种措施。绝大多数记者则保留了他们的工作。对新闻出版机构的控制发挥了一石二鸟的作用：一方面驱逐和压制疑似异议者，把工作岗位腾出来给纳粹党成员；另一方面也促使记者投机适应，和新政权下的保守主义精英同流合污。

[2]


 共计有200种社会民主党的报刊和35种共产党的报刊被关闭了，而它们的总发行量约为200万份。在1933年7月，莫斯出版公司的报刊，包括德国自由主义佼佼者之一的《柏林日报》，屈服于“协调”——纳粹术语，即清洗、合并和控制德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各种机构。

[3]


 在1933年10月4日，由帝国新闻主管奥托·迪特里希制定的《编辑控制法》，使得所有保留的报纸和期刊编辑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从而结束了新闻出版自由的任何伪装。编辑们必须是“雅利安人”，并且不能与一个非雅利安人结婚。法律由此禁止犹太人以及那些与犹太人通婚的人从事记者职业。所有的编辑被要求成为帝国德语新闻出版联合会的成员，而迪特里希是这一机构的主席。法律建立了由联合会管辖的法庭，它能够惩罚和清除被视为已违反法律要求的编辑。

[4]


 在1933年12月12日，主要的德国新闻出版服务机构被合并为官方德国通讯社（DNB），这反过来使其处于宣传部中迪特里希的新闻办公室的监管之下。德国的新闻出版已然变成了一种国家垄断。

纳粹政权也通过购买各种报纸和期刊以获得对新闻出版机构的控制，并经常是以低廉的价格进行收购。在这一过程中，一个关键的参与者是马克斯·阿曼（Max Amann，1891-1957），一个通过帮助《我的奋斗》获得商业上的成功并帮助希特勒成为一名富人而获得希特勒青睐的出版商。在1933年之后，希特勒任命阿曼为帝国新闻出版所（Reich Press Chamber）的理事长和德国报纸与期刊出版商协会的主席。在他的指导下，纳粹的德国新闻出版机构产权拥有量显著地扩大，从1933年占所有报纸出版社的2.5%，生产约120种日报与周刊，总发行量约为100万份，扩大到1939年的1500家出版社和超过2000种报纸。到了1945年，纳粹控制的新闻出版机构占了总发行量的82.5%。

[5]


 到了1939年，纳粹控制的弗朗茨·埃尔出版社单独就控制了约200种报纸，且发行量达到1320万份，并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出版公司。尽管有2200种报纸仍属私人拥有，但也受制于来自执政当局详细的指令体系。

[6]




在1933年1月之后的政权宣传活动中，纳粹党通过它的强大等级制度扮演了核心的角色。在1928年，纳粹党拥有96 918名成员。到了1933年1月，伴随于魏玛共和国的大萧条和政治危机，其成员已翻了近八倍，达到849 009名。1933年之后，成员急剧增长，在1935年达到2 493 890名，1939年达到5 339 567名，1941年达到710万，1943年达到730万，在1945年5月则超过了800万。

[7]


 希特勒站在纳粹党的顶端，被担任着各种内阁职务的副手和拥护者环绕着，诸如马丁·鲍曼、约瑟夫·戈培尔、奥托·迪特里希、海因里希·希姆莱、罗伯特·莱、汉斯·弗朗克、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从属于国家领导人的则是纳粹省党部负责人，或称为地区行政长官或地区领导人，负责与德国各州州域相一致的区域；县级领导人负责整个城市或都市地区，社区点领导人和基地领导人或地方领导人则各自负责一部分城市或小城镇。在最基层的是支部领导或单元领导，最后是区块、街道或街区领导。

[8]


 自1936年起，有33个纳粹省党部、772个专区和21 041个社区点及基地。在1938年奥地利和苏德台地区并入之后，又增加了6个纳粹省党部。

[9]


 到了1939年，又增设了6个地区办公室。

[10]


 到了1943年，根据纳粹党的最新组织编制书，数量已经增加到43个纳粹省党部，869个专区，26 103个社区点，106 168个支部和559 020个街道或街区团体，并争取到约8000万的人口。

[11]


 由于被纳粹政权统治的领土通过德国武装力量而扩大，纳粹党在东欧和西欧设立了新办事处。纳粹省党部的1943年地图说明了，它的扩张进入了被占领的波兰和捷克领土。

[12]


 与这些官员协作的是安全服务机构（SD），其定期向柏林报告关于对政策和宣传的大众情绪和公众回应。

[13]


 这个广泛的组织武器对于纳粹信息在德国社会许多领域中的传播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

在1933年3月，希特勒任命戈培尔为新创建的宣传部的部长。戈培尔是纳粹党的主要宣传家和反犹仇恨的鼓动者。他已从海德堡大学获得德国文学博士学位，并已在魏玛时期作为纳粹周刊《攻击》的编辑而表现突出。

[14]


 作为宣传部的主管，管理着一个已升至1300人的工作团队，他变成了纳粹宣传的公共面孔。到了1939年，他的部门包括了宣传、国内新闻、海外新闻、期刊出版、电台、电影、作家、剧院、美术、音乐和流行文化等管理分部。

[15]


 它的预算从1937年到1942年几乎翻了一倍。

[16]


 每天他都举行会议，以传达命令给纳粹党和政府内的宣传机构。他在1933年3月16日召开的第一次新闻出版会议上讲道，宣传的本质是“简单、力量和集中”。客观性是一个神话，“世界上不存在没有倾向性的事物……没有一件事情是绝对客观的”

[17]


 。只有权力才能解决真理和谬论的问题，并且权力现在集中于纳粹党国之中。

戈培尔的权力和职位反映了在纳粹德国中政党与国家的混同。他身兼柏林的行政长官、帝国公共启蒙和宣传部的部长、纳粹党帝国宣传指挥部的主管。帝国宣传指挥部包括了新闻出版、演讲者训练、民众会议、文化、电影、电台和积极宣传办公室等分部，它们配合演讲者，监管小册子的写作和海报生产。这些办公室大多存在于纳粹省党部和专区，在某些情况下，也存在于地方层面。

[18]


 如果海报需要分发，会议需要组织，希特勒或戈培尔的文章需要引起“民众”的关注，纳粹党和政府的组织武器就做好了准备来执行任务。

[19]




戈培尔是多产的。他的私人日记涵盖了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1945年4月整个时期，超过40卷，每卷600页。虽然在30年代，他的文章在《人民观察家报》的首页定期发表，但戈培尔也寻求拥有一本具有一定水准的政治和文化周刊，以针对德国及海外的知识分子读者。他在《德意志帝国》杂志找到了答案，从1940年5月26日到1945年4月15日每周在其上发表文章。杂志的发行量从1940年10月的50万份到1941年的80万份，最后到1944年超过140万份。

[20]


 从1941年开始，他几乎每周都在杂志上发表社论，直到1945年的4月，每篇他都获得2000帝国马克（比一个熟练技工年收入的三分之一稍少一点）。

[21]


 他或者其他人随后在全国电台里朗读它们。

[22]


 《德意志帝国》成为纳粹化的德国政治和智力机构阅读的最重要的杂志。它是纳粹政策的领头羊，并为宣传部长提供了一个周刊平台，在此他能够比那些大众流通报纸更好地联系到忠实的纳粹分子和一群更加精明、政治敏锐的读者。

虽然他在《德意志帝国》上的218篇社论很少专门论及犹太人，但反犹主义动机是普遍存在的。如“模仿”（1941年7月20日）、“犹太人有罪”（1941年11月16日）

和“战争和犹太人”（1942年5月9日）等文章，就详尽阐释了关于余下的战争岁月在许多其他文章和广播演说中出现过的更为简略的观点。

[23]


 这些反犹主题支撑着关键的论点，或者在社论中策略性地出现，以处理英国、美国、苏联、同盟国对德国城市的轰炸、西方与苏联的结盟、战争的起源、“全面战争”中民族团结直到最后的必要性、德国的胜利与失败等问题。受过更多教育的《德意志帝国》的读者，以及电台上戈培尔社论的经常听众，吸收着一个一致的故事和一系列事件的建构，在这里激进的反犹主义扮演着核心的角色。

纳粹政权反犹叙述中一个不太出名但起决定性作用的人物是奥托·迪特里希（1897-1952），1937年到1945年的帝国新闻主管。在历史学研究中，迪特里希被赋予的角色不能和戈培尔相提并论，与美国诉讼团在1949年结束的所谓“纽伦堡部长审判”中赋予他的意义形成了鲜明对比。那个团队的一个成员亚历山大·哈迪（Alexander Hardy），在涉及宣传方面甚至称他为“迄今为止最重要的”纳粹领导人，当然这也包括戈培尔。

[24]


 在很大程度上基于战争和大屠杀期间由迪特里希签发的每日新闻指令文件，法庭以战争罪和反人类罪指控他。

[25]


 法庭的部分判词如下：

由此很清楚的是：这一深思熟虑、不断重复和旷日持久的运动，旨在激起德国人民对犹太人的仇恨，它是由新闻部门及其负责人迪特里希培养和指导的。毫无疑问，这部分或那部分可能受到了戈培尔的煽动，但是迪特里希核准和授权了每一次的发布……运动的唯一理由就是钝化人们对于正在被执行的迫害和谋杀运动的敏感度……这些新闻和期刊指令不仅仅是政治论战，它们不是毫无目的的反犹表述，也不只是被设计去在战争中团结德国人民……它们清楚和明确的目的是激发德国人对犹太人的愤怒，为已经和将要采取的针对他们的措施而辩护，并压制任何对犹太人所受到的种族迫害措施的正当性产生的质疑。借助它们，迪特里希有意识地实施并通过提供借口和理由，参与了针对犹太人的反人类罪。

[26]




戈培尔在很多方面对反犹运动都是至关重要的，但他并没有控制新闻机构，那是迪特里希的任务。指出迪特里希在纳粹宣传攻击的日常运营中的角色，可以把注意力吸引到对纽伦堡审判中已被曝光但很奇怪未被充分研究的证据上，以及希特勒本人在塑造德国新闻业中所扮演的显著角色上。

随着戈培尔和希特勒的适时死亡，迪特里希的律师试图将戈培尔置于新闻控制的中心位置，并最小化他当事人的牵涉。然而，对迪特里希而言不幸的是，他已留下大量演讲和书籍的书面记录，以歌颂他与希特勒紧密且重要的关系，并详细说明在纳粹主义下新闻的任务。

[27]


 甚至更具决定性的是，从他的办公室传达到新闻机构的秘密每日指令在对他的战后审判中被曝光。迪特里希通往纳粹政权顶端的道路是一条较为熟悉的途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服役于德国军队之后，他在慕尼黑大学、法兰克福大学和弗莱堡大学研习政治科学，并获得了一个博士学位。然而自相矛盾的是，他在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那里工作，那是一位德国犹太人。在埃森市商会做研究助理工作之后，他转职做了记者。1928年，他成为保守的《慕尼黑奥格斯堡报》的商业部门主管。1931年，他成为《艾赛尼派国家报》的副编辑。1929年，他加入纳粹党，并成为希特勒的私人新闻顾问和联系鲁尔区煤钢执行主管的一个渠道。希特勒在1931年任命他为纳粹党帝国新闻办公室的主任，一个管理希特勒竞选活动的职位。1932年，他加入了纳粹党卫军，且希特勒在纳粹党内称呼他为“全国领袖”（Reichsleiter）。在1933年，作为帝国新闻出版所的副理事长，他在清除德国政治对手的新闻机构中起了积极的作用。在1937年，希特勒任命他为国务秘书，形式上处于戈培尔的宣传部之下，实质上直接负责处理德国新闻、海外新闻和期刊。从1938年到1945年3月，迪特里希是帝国新闻主管、宣传部中新闻部门的国务秘书以及帝国新闻出版所的理事长。

[28]




迪特里希的影响力基于他与希特勒的联系。他每天在希特勒的办公室里工作，首先是希特勒还在柏林工作时的战前，然后是希特勒迁居东普鲁士的战争期间。每个工作早晨，他递交从外国新闻中挑选的“元首材料”给希特勒。这些每日简报影响着希特勒对海外事件的理解，也是他信任迪特里希判断的证据。根据德国海外办公室的新闻部主管保罗·卡尔·施密特的法庭证词，由迪特里希选取的“元首材料”是“详细宣传指令的基础，希特勒几乎每天让迪特里希在德国媒体进行发布，以及让戈培尔对海外国家进行整体宣传”

[29]


 。迪特里希和他在柏林的工作人员然后将希特勒的建议转化成每日和每周的新闻指令。因此将迪特里希带回纳粹宣传的历史，可以将希特勒再次插入纳粹政权每日、每周告知德国人和世界的那个故事的日常建构当中。

对新闻出版控制的核心机构，是一个由大约150名记者参加的宣传部每日午间新闻会议。1933年到1945年间，新闻办公室传达超过7.5万份秘密新闻指令，也称之为《每日要闻》，在每个可想到的政治主题上，他们告诉新闻机构哪些故事应该报道，如何来呈现它们，使用哪种语言，什么信息资源要借鉴。从1938年到1945年，迪特里希及其工作人员控制了它们的内容。迪特里希自己偶尔穿着他的党卫军制服，在纳粹礼致敬后指导着新闻会议。不过通常，他的工作人员赫尔穆特·苏德曼、阿尔弗雷德·英格玛·贝恩特或者汉斯·弗里茨会这样去做。

[30]


 对问题的探究是不被允许的。关于对机密材料规则的违反，会被认定是叛国罪并做出相应的处置。紧跟着会议，新闻办公室通过电传打字机将指令发送给纳粹省党部新闻办公室和宣传办公室。他们反过来将指令分发给他们的地区报纸，从而保证它们在新闻出版控制和监视的地方化模式下及时到达。《每日要闻》指令一天分发到超过3000份德国报纸那里。每周，帝国新闻主管的办公室还发布《期刊服务》指令给期刊。它们对日报的编辑也是有效的。

[31]


 期刊收到命令的数量从4000升到6000，在7000万到9000万读者之间传播。

[32]


 每日和每周的指令都处于政权反犹宣传运动的中心。以帝国新闻主管的身份，迪特里希处于纳粹省党部、专区和社区点层次的纳粹办公室等级的顶端，将希特勒关于日常事件的宽泛指示扩散给德国的每一份报纸和期刊，其中包括反对犹太人的宣传攻击。

戈培尔对迪特里希控制新闻会议感到不满，并试图控制它，或用他自己那早一小时开的每日部长会议取代它。部分借鉴了对戈培尔以前同事的采访，历史学家杰伊·贝尔德（Jay Baird）推断，“戈培尔与迪特里希之间的关系是极端对立的”

[33]


 。

到了1942年的夏季，对新闻指令控制的冲突变得如此紧张，以至于希特勒自己发布“1942年8月23日的元首命令，以确保帝国宣传部和帝国新闻主管之间的合作”。它要求戈培尔只能通过迪特里希来给新闻机构发布指令，并且确认迪特里希和他在柏林每日午间会议的代表，是希特勒召集新闻机构的唯一官方渠道。

[34]


 在支持迪特里希的特权方面，希特勒是在保卫他自己对政府指示德国媒体的控制权。

[35]




《人民观察家报》是纳粹党和政权的全国官方日报，是政权反犹运动的一个关键机构。它那醒目的红与黑大字标题和头版故事传达着从迪特里希新闻会议发出的核心宣传主题。《人民观察家报》在1920年成立。在1923年，被称为纳粹党主要反犹理论家之一的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成为它的编辑。他待在那个职位上直到1938年。他在20世纪30年代的伪学术著作《20世纪的神话》中传达了种族主义、反犹主义和神秘思想的一种交织。在他的领导下，《人民观察家报》的发行量在1933年增长到33万份，1940年超过100万份，在1944年一天就销售了约170万份。

[36]


 这是一份由纳粹信徒创办并为其服务的报纸，为那些想知道政权的官方政策是什么的任何人。

[37]


 罗森贝格在《人民观察家报》的继任者是威廉·魏斯（1892-1950）。他担任《人民观察家报》的编辑直到1945年4月该报停止出版。在那个职位上，他忠实和坚定地将每日新闻指令转化为醒目的红与黑大字标题和头版故事，这些是纳粹政权反犹主义运动以及纳粹意识形态转换到连续反犹事件叙述的核心要素。

[38]


 反犹主题构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人民观察家报》头版头条新闻相当大的比例。从1939年9月到1945年4月，2100多种日报中的84种载有受纳粹政权的激进反犹主义鼓励的头条新闻，其余是谴责和攻击通常所理解的纳粹德国的敌人，以及庆贺纳粹政权的成功。反犹标题以一系列的集中火力出现。1939年有2个反犹标题；1940年没有；1941年有17个；1942年有4个；1943年有50个；1944年有10个；1945年春季有2个。大部分的反犹标题出现在四个时期：1941年7月到8月（7个），1943年4月到7月（26个），1943年10月到11月（13个），1944年5月到6月（9个）。26个反犹标题在战争和大屠杀期间的其他时间出现。

在宣传部的积极宣传办公室里，由埃伯哈德·陶贝特管理的反共产国际办公室制造了很多针对东欧和苏联的反犹宣传。它也提供反犹材料给宣传部、外交部、军事统帅部、被占领土的行政办公室等其他机构。

[39]


 在1939年11月，随着《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和反苏宣传的中止，办公室的预算被削减了30%，以及20名工作人员被解雇了。

[40]


 但是，它继续制作反犹宣传。在1940年12月，它已经拥有约40名工作人员。

[41]




在积极宣传办公室里，第二个反犹宣传家的聚集点是犹太人问题研究所。

[42]


 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是它的创建人。从1939年开始，他保管着书籍、档案、纳粹所占领欧洲的犹太图书馆和宗教机构里的珍贵物品等，以防有人偷盗。1939年11月，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之后，一个反犹行动办公室设立了，并从陶贝特和罗森贝格的办公室抽调了人员过去。就在这个反犹行动办公室里，一本对反犹主义运动有一定重要性的双周刊《犹太人问题》被编辑和发行。它的1200名订阅者集中在宣传部、纳粹党、反犹思想库、一些大学及报纸和期刊出版社。在柏林时尚的夏尔洛滕贝尔格/威莫斯多夫区的威莫斯多夫大街95号，这本杂志及与其相关的新闻剪辑档案馆和图书馆，为一群反犹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宜人且位于中心地带的聚集点，他们负责撰写这本备受关注、发行量小、针对纳粹政权官员和纳粹党成员的杂志。它从1937年到1943年以略有不同的名字被出版发行。

[43]




像它第一期所宣称的，杂志将会关注下面的主题：犹太人作为一个种族；犹太人在现代国家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中的国内和国际影响；唤醒“对犹太异族因素的批判否定”，以及在德国和海外舆论制造中培育反犹主义的任务；“在新德国犹太人问题的解决”；犹太人自己通过建立自己的国家努力“解决犹太人问题”。

[44]


 帝国新闻办公室的指令，定期关注《犹太人问题》上发表的文章和作者，并提供办公室的地址和电话号码，以方便编辑在反犹文章的发表中寻求额外的帮助。在约40位杂志投稿人中大概有9位拥有德国大学的博士学位，这给了它声誉和学术的外衣。

反犹运动所衍生的最后一个核心机构是宣传部积极宣传分部中的办公室，负责政治海报类型的视觉宣传。然而，有效的电影虽然传送着基本的刻板印象和煽动着主要的仇恨，但它们并没有提供一种事件的解释性叙述。每周的《新闻汇辑》有助于那样的努力。

[45]


 正如在第一章中所提到的，政权的《每周要闻》墙报是1937年到1943年的纳粹德国日常生活中最具侵略性和普遍性的视觉宣传形式。它的图像简直是随处可见。

[46]


 为了使颜色和制图有效使用，墙报美化了墙面，特别是设计了玻璃门前的观赏箱和每个可想象的公共场所的电话亭。正如对瓦尔特·本雅明的一种解释，《每周要闻》墙报在机械复制时代是令人震惊的宣传工作例子。

出于与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德国运动和空间组织有关的原因，墙报里宣传的视觉呈现是非常重要的。绝大多数的德国人并没有靠私家车外出。实际上，日常出行的主要形式是步行、骑自行车和乘公共交通工具——火车、有轨电车、地铁和公交车。在1939年，每1000个德国人只有25辆机动车，或者40个人有1辆；汽车的拥有者比美国少十分之一（每1000个美国人有227辆汽车，或者每4.4个美国人有1辆）。德国的汽车拥有者比法国要少（每1000个法国人有54辆汽车，或者每18.5个法国人有1辆），也比英国人要少（每1000个英国人有51辆汽车，或者每19.6个英国人有1辆）。

[47]


 在世界上的最大城市中，只有在伦敦和纽约每天乘坐有轨电车的人比柏林多。

[48]


 尽管拥有了机械化速度的公众形象和对航空魅力的痴迷，第三帝国主要还是一个步行者的国度。日常生活的节奏将“大众”聚集在主要公共场所，当人们进入和走出各种形式的交通工具，在那里，旁观者能够花上一到两分钟观看绚丽多彩的《每周要闻》的文章。

在1936年，希特勒将绘画艺术家汉斯·施韦策（以“雷神之锤”而闻名）任命到艺术形式创作帝国代表的职位上。他被指将纳粹意识形态转化为“艺术形式”和各种表演场地的独特风格——制服、图章、标记和海报。

[49]


 施韦策在20世纪20年代作为主要纳粹海报艺术家已建立了名声，以赞美希特勒、描绘德国的经济危机、妖魔化和谴责犹太人的形象而闻名。在那些年，他也已与戈培尔紧密合作，而戈培尔也成为他的仰慕者之一。在1937年10月，他们和其他帝国宣传指挥部的视觉艺术家和记者开始出版和分发《每周要闻》。帝国宣传指挥部的月刊《我们的意志和道路》，对地区和地方官员讲道：“《每周要闻》在任何地方都不能缺席，它是纳粹党的唯一官方墙报。它呈现了帝国宣传指挥部出版的统一标准语言，涉及最为重要的主流政治事件。《每周要闻》必须渗透到国家的每一个社区。”初版在1936年3月16日被派发。到了1941年1月，800万印制件已经被派发，大约为每周12.5万份，每份都标记为《每周要闻》：纳粹党官方墙报。

[50]




海报高100厘米、宽212厘米。它们是用大型且醒目的字体来印刷，用意是从几英尺或稍近的距离就能被读出。几个人能同时读一份海报，因此一个小型的、分享型的公共阅读和观看体验就这样被创造出来。海报的设计“不仅放慢了行人的步伐，同时也迫使他去阅读”它们。它们的有效分布对于宣传家们而言是一个重要的任务。每周都有一个新的海报出现。不管纳粹党的官员决定将海报贴在哪里，“最关键的事是，它们应该总是处于行人的视线范围内”，一个帝国宣传指挥部的官员写道。

[51]


 海报的派发和维护成为纳粹政治活动的一种形式。每周，旧海报需要被取下，新的要被换上。他们所陈列的海报框必须保养得很好。如果玻璃破了，就需要换掉。出现了任何涂鸦（尽管这很少），就必须被清除。根据一个时事评论员的说法，这种努力是成功的。他写道，海报包括了“我们每天都听到和读到的”

[52]


 。与20世纪中期欧洲的现代海报美学相比，他们的美学是传统的。然而，其醒目的色彩、大胆的类型和技术的现代性，抓住了德国行人的眼球，他们已被告诫要反对表现主义、包豪斯主义、达达主义，以及其他现代主义美学的“堕落艺术”。在1936年到1940年间，反犹主题是稀少的。在1940年，海报中只有三幅谈起它们。从1941年到1943年的冬季，则约有四分之一的海报包括对犹太人的攻击。

[53]


 《每周要闻》在大屠杀期间是政权反犹宣传一个重要的视觉组成部分。更有甚者，在一个所有的死亡集中营都已开始全面运行的时期，从1942年1月到同年7月所生产的27幅海报中，有12幅部分或全部被专用于反犹攻击。

1939年9月23日，在希特勒以入侵波兰而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几周之后，戈培尔发了一份题为“纳粹党官方墙报宣传实施指南”的备忘录给所有的地区行政长官和省党部宣传官员。

[54]


 他写道，纳粹党的政治宣传将会包括集会、演讲和影片。

[55]


 但是，他在海报上比其他地方投入了更多的空间。帝国宣传指挥部将会派发给地区官员新闻指令，“尤其是《每周要闻》”，来处理当下的事件。“帝国交通密集的任何地方，纳粹党的海报板都会被安装起来。”地方党组织使它们处于一个良好的状态下，将送过来的新海报立即贴上去。“所有的交通工具（火车、有轨电车、地铁、公交等）都会收到海报，且被放置于每节车厢、火车站台、售票窗口，也放置于这些公共交通方式的入口处。如果公共交通（城市公交）正被张贴商业广告，这些也会被相片海报所覆盖。”纳粹党要负责张贴海报，“尤其是在市场广场，也包括在门店的窗口。工厂也会收到海报，被要求张贴于海报板、咖啡厅、走廊和其他等候室。同样地，海报将提供给州、城市、政党、银行、财务室、福利机构、邮局等公共服务办事处，也包括公共服务的其他机构”

[56]


 。

帝国宣传指挥部1940年4月和5月文件中的一份报告，对于将上述宣传与日常经验联系起来提供了更多的洞察。它的内容在图表中总结为“1940年春季/夏季《每周要闻》的认购订单”

[57]


 。它记录了来自各个机构对《每周要闻》的63 121份认购。其中，超过一半的认购即34 635份来自德国劳工阵线的地区和当地办公室，它的领导人罗伯特·莱以其暴力反犹雄辩术而为人所知。另一个显著的认购数目即10 940份来自外科医生组织。5960份认购来自饭店所有者组织，众多的家庭客栈、酒吧及酒店。镇市长、园艺组织、战争退伍军人的纳粹组织也认购了海报。另一个来自帝国宣传指挥部文件的1940年备忘录提及春夏两季对海报的149 422份申请。它们来自镇市长办公室、德国劳工阵线、外科医生、园丁、饭店、客栈经营者、酒店所有者、房屋所有者组织、退伍军人福利组织、商会、纳粹学生联合会，当然也包括纳粹党宣传官员的地区办事处。

[58]




为了促进《每周要闻》计划的有效性，纳粹支持了各类魏玛时期政治海报的研究。在1938年和1939年，帝国宣传指挥部出版了欧文·肖克尔的《政治海报：一个心理学上的评定》的第一版和第二版，作为一系列打算仅由纳粹党宣传家们使用的指导手册的第一个。

[59]


 该作品调查了魏玛时期所有主要政党的政治海报。肖克尔赞扬了20世纪20年代汉斯·施韦策的一些作品，包括一个他的早期反犹作品“打倒金融奴役！投票给国家社会主义者！”，注明日期为1924年。在它上面，一个犹太男人，肥胖、秃顶，着正装和戴大礼帽，挥舞着鞭子和手杖，被讽刺为站在一个身材高大、肌肉发达的被困锁着的男人肩上，锁链上标记有“道威斯计划”。身材矮小、不习惯于体力劳动的犹太人与一个被人奴役的男子形成对比；这个男子带着希望和决心，看向海报左上角的纳粹卐字。肖克尔还注意到另一张来自1924年选举的海报“幕后操纵者”。漫画中超重的犹太男人手握着控制下层民众的木偶线。这张背景里带着工厂烟囱的海报，让人想起了描绘得意的资产阶级剥削工人阶级时代的诸多左翼海报。然而，“幕后操纵者”将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阶级冲突转换为犹太人与德国民众之间的民族与种族斗争。幕后操纵者的形象将会在战时宣传中被广泛地再生产。肖克尔总结道，关于海报宣传，这里“没有新的理解”：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已经掌握了可能性。所有继续要做的就是将他的深刻见解转化为广泛的实践活动。

[60]




在1941年，弗里德里希·马德巴赫（Friedrich Madebach）的《战斗中的海报：使命、实质和政治海报规则，以奋斗岁月1918-1933年的海报为例》出版了。

[61]


 马德巴赫明确地表达出，在一个电台、电影和报纸的时代里海报的持续重要性。张贴于道路和公共广场的墙上，“无论一个人是否想看它们”，海报都可被注意到。其他的宣传方式取决于观看者和收听者的决定；但是海报被放置于人们过着他们日常生活的公共空间，迫使他们去面对和回应它的内容。

[62]


 与报纸形成对照，政治海报以集中的形式表达一个观点。马德巴赫利用《我的奋斗》以得到大众影响的“基本规律”：知识的简化，几个要点的限制，那些要点的重复，聚焦于一个主观立场以排斥其他，诉诸情感，并在善与恶、真理与谎言之间形成鲜明对比，而不是细微差别或灰色阴暗。海报的图像设计应该是简单的，适合于民众的“有限艺术视觉欣赏能力”；与众不同但又不单调；能够唤起情感。“形式和颜色必须符合民众的原始情感”，精炼或调制的颜色使用是不被提倡的，宁愿去优选一些清晰可见的颜色，这将会有一个简单的情感效果（红和白、红和黑、黄和黑，等等）。线条（lines）必须表达一个类似的“简单情感节奏”。

[63]




艺术平庸不是问题，扩散是关键。在1940年4月的《我们的意志和道路》上发表的一则呼吁，表达了海报传播的范围和精神。放在两幅海报旁边，一幅声明“在我们的旗帜下取得胜利”，另一个则是“注意，密探，谈话时要小心”，文章呼吁“官员们！宣传家们！你们自己应该找到最佳的地方来张贴这些海报！在道路和广场、酒店大厅、饭店、咖啡厅、电影院、剧院、工厂、商铺、餐厅、火车站、邮局。它们必须在全德国范围内支配街景布置。它们不能失去任何一个地方，不管是在城市还是乡村，它们必须被张贴在容易被看得见的显著位置，以至于它们总是在人民的同志面前去增强他们迈向胜利的意志和提醒他们的义务”

[64]


 。

到了1941年1月，宣传部宣称已生产和派发“超过”700万幅海报、200万份小册子、6000万份期刊和墙报、6700万份传单。纳粹党的宣传家们已经指导了每月大约3万个幻灯片播放和4.5万个电影之夜（！），已经组织了大约20万次集会和示威。超过6万个收音机被派发给军队。1200个幻灯片播放给超过13万士兵，“大约3000万”名士兵已经看了电影，为了放松和娱乐，显然包括重复的入座率。

[65]


 纳粹党宣传官员也发出较为详细的指令，关于宣传工作应该如何执行，直到该如何举办一个有效晚间节目的具体事项。

[66]




短文、著作和每周海报来自宣传部，新闻指令出自迪特里希的帝国新闻办公室，《人民观察家报》、希特勒和其他领导人在媒体发表和在电台播放的演讲稿、戈培尔的短文，以及发行量少的反犹期刊和思想库的文章，是反犹运动的核心要素，目标是国内和武装部队中的德国人和奥地利人。的确，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的邪恶反犹报纸《先锋报》也作出了贡献，但与戈培尔和迪特里希的运营相比，其40万份的发行量是逊色的。尽管存在着著名的个人竞争对手和官僚主义的困惑，但在各种各样办公室和个体之间的协调和合作是有效的。一次又一次，纳粹官员关注于对彼此努力的赞赏，因此增强了经由纳粹党的大量组织得以扩散的书籍、短文、文章和视觉图像的影响。

当这个巨大的宣传机器致力于谴责在德国广泛的犹太人权力时，以下关于魏玛共和国60万德国犹太人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的事实应该被牢记于心。

[67]


 犹太人在德国人口中的比例已经下降了，从1880年仅超过1%的最高点到1933年的0.76%。

[68]


 归因于那个下滑的出生率，德国大学中的犹太人注册登记从1894年到1895年的9.4%下降到1932年到1933年的4.7%。

[69]


 这个少量且又逐渐减少的少数族裔集中于德国那些最大的城市里，以商业和专业工作的形式，给予了它与自身数量不成比例的社会能见度。在1933年，所有德国犹太人的54.5%生活在人口50万或更多的城市中。在所有的德国犹太人中，有16万或32.1%生活在柏林，在1933年前后对于约瑟夫·戈培尔来说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事实。几乎四分之三的德国犹太人靠贸易、商业或银行为生，牢固集中于销售、白领和办公室工作。

[70]


 反犹主义偏见在1918年之前使得犹太人在司法机构、行政部门、外交使团和大公司里保持在最低的数量。毫无例外，犹太人在德国大公司的董事会和主要执行职位上没有影响力。因此，一个不成比例的数量进入了法律和医药领域，两个专业都对犹太人开放。

纳粹专注于所谓的德国专业领域的犹太人控制，不管与之相冲突的实际情况。在1933年，根据德国的官方统计，犹太人占了德国医生的10.9%和牙医的8.6%，律师的16.3%，法官和地区律师的2.8%，大学教授的2.6%，工程师的0.7%。反犹主义者宣称的被犹太人控制的文化和知识领域，1933年的官方统计显示同样不高的比例。犹太人占了德国音乐家的2.4%，编辑和作家的5.1%，舞蹈者和演员的3%，视觉艺术家的2.4%，摄影师和电影摄像师的1.6%，导演和制片人的5.6%。

[71]


 在政治代表的中央论坛、帝国议会，犹太人明显地未被充分代表。在1930年9月14日选举产生的577名议员中，17名是犹太人出身，1932年7月31日选举的608名议员中，14名是犹太人出身。

[72]


 广泛的犹太人权力的阴谋概念没有基本的事实基础，虽然犹太人取得了专业领域内的成就，这在柏林是特别引人注意的。柏林所在的州，且戈培尔作为纳粹党的一位领导人而活跃的地方——普鲁士，在1925年犹太人占了所有律师的26.6%和医生的15.5%。在1930年，2138名医生在柏林执业，占全市所有医生的三分之一到一半。

[73]


 在1933年，大都市柏林48.5%的律师、法兰克福45.3%的律师、布雷斯劳35.6%的律师是犹太人。

[74]


 对于一个在柏林或法兰克福的非犹太人律师或医生，纳粹反犹主义者许诺要消除大量的竞争。

犹太人的经济和社会进步有合理、符合常识、与阴谋无关的解释。纳粹却拒绝那些合理的解释，而站在偏执一边。当阴谋理论家们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已经对犹太人做出谴责的时候，纳粹宣传家们说服他们自己及其追随者们，对进程的常识性解释是具有迷惑性的，并会产生错觉。犹太人的数量少、经济脆弱和缺乏政治影响力，仅仅是表面现象而已。真相是，一群少数且看不见的阴谋家在翅膀的阴影下控制着国家和国际事件的进程。纳粹的反犹立法暴风雪在摧毁德国犹太人经济和社会地位上的迅速和轻而易举，并没有改变纳粹对犹太人权力的看法。

[75]


 到了1933年底，52.5万中的3.7万名德国犹太人已经离开了这个国家。

[76]


 对于一个没有被灌输纳粹意识形态的人来说，很显然，纳粹政权已经发动一场迫害少数族裔的运动，而这个少数族裔没有途径获得必要的工具，以向纳粹德国或任何其他民族、国家发动“战争”。

从纳粹党的创立到1945年希特勒在柏林地堡里的咆哮，政权反犹故事情节的关键主题，是对在一个强大且邪恶敌人手里牺牲的义愤、报复的承诺，以及把积极的种族灭绝意图投射到他人身上。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对犹太人的攻击，以及戈培尔在20世纪20年代末在《攻击》里对犹太人诽谤的核心，并没有专注于种族主义生物学。的确，大量的讽刺对准老一套的犹太人体征；但是，攻击核心所关心的是“犹太人”或“犹太民族”作为一个政治参与者而被认定，据称对德国已罪恶累累、罄竹难书。

[77]


 在1927年7月，戈培尔写道，德国已经变成“国际犹太人的一个剥削殖民地”，控制着它的铁路、经济和资金。300万德国人由于犹太人发动的对抗“德国人纪律和德国人工作”的凶残经济战争而失业。

[78]


 “犹太人”与资本主义剥削有关，也与共产主义有关。他们“靠国家的崩溃而生活，不管他们将自己隐蔽为国际资本主义还是布尔什维克的形式”。犹太人是危险的，因为他们寻求“消灭”民族、“毁灭”种族、“使血性同志相互对抗”。纳粹主义是为自由而进行民族斗争，反抗由犹太民族所强加的“奴隶枷锁”

[79]


 。紧接着希特勒，戈培尔将德国人与“犹太人”之间的斗争呈现为一个没有妥协余地的斗争，“要么是犹太人的奴仆，要么是犹太人的敌人”。引用墨索里尼的话，他讲道，使这样的民族“从视线中消失”不是恐怖行为，而是“社会卫生”，正如“一个医生将杆菌排出体外”。

[80]




戈培尔在他一篇较为出名的短文中总结了他的犹太仇恨——“为什么我们是犹太人的仇敌”，在1928年7月30日的《攻击》上发表。“犹太人”是“我们被奴役的原因和受益人”，他们撕裂着国家，因此是“大战失败和1918年到1919年战后革命”的真正原因。犹太民族已击碎了德国的权力。“正因为犹太人，我们变成了整个世界中被鄙视的民族。”截至20世纪20年代末，犹太人已经“击败我们和我们的未来”。纳粹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是犹太人的敌人，是因为“民族主义是关于血统和种族的学说”，而“犹太人是以血统为基础的团体的敌人和毁灭者，我们种族的故意毁灭者。我们民族荣誉和民族自由的永久敌人”。作为德意志民族的成员，国家社会主义者是犹太人的敌人。“犹太人是我们不幸的最大根源。”犹太人也是“世界的敌人”，因为犹太人控制着“国际高端金融业”。

[81]


 “在面对世界敌人渴望权力的情况下”，只有纳粹党没有接受一个“可耻的投降协议”。

[82]


 当德国处于一个“长期紧急状态下，每一个手段对于击败敌人都是正当的”。虽然纳粹反犹的激进化发生在1939年到1941年间，但是这种歇斯底里的口气，以及与“犹太人”的冲突是一个实在的生死问题，却形成了纳粹反犹主义中的一种常态。

将每一个新反犹措施正当化为对先前犹太人侵略行为一种回应的模式，是建立在政权的头几个月。虽然希特勒并没有重复他在1920年要谋杀犹太人的公然威胁，但他反复地将“国际犹太人”描述为一个既存政治力量，对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布尔什维克革命、战后通货膨胀和大萧条在内的许多灾难负责。

[83]


 作为总理，希特勒在1933年3月29日宣称和辩解说，对犹太人商业活动的抵制，是一项“反抗犹太人海外凶恶宣传的防卫措施……犹太人必须明白，一场对抗德国的犹太人战争会引发针对德国犹太人的严厉措施”

[84]


 。两天后，戈培尔于1933年4月1日在柏林的一次演讲中有样学样，呼吁抵制犹太人生意。在德国电台里播放的“反抗世界犹太人的残暴运动”中，他提及，“国际犹太人最后的权力，由于已经扩展了范围并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因此对新政权而言意味着一种危险”。犹太人是幼稚可笑的，如果他们真的相信“他们可以号召一个国际性的世界权力”以增强他们在德国的道德立场。德国犹太人将会对英国和美国犹太人对德国的批评负责。在没有具体说明海外犹太人对德国事件所说的是什么的情况下，戈培尔谴责了“谎言的运动和残暴的故事”。事实上，德国政府在任何犹太人的头上“没有动过一根头发”，“我们为此所得到的感谢是，在伦敦和纽约他们（犹太人）发动一场抵制运动并煽动世界新闻机构反对德国”。之前政府已经“太温和了”，但现在“他们（犹太人）发起挑战并煽动斗争”。境外的犹太人传达了“一幅错误的德国图景”。如果犹太人的“残暴运动”停止了，德国人将会回到“正常的环境……但是如果没有，那么抵制（德国犹太人的商业活动）将被设计成消灭德国犹太人的一种方式来进行！”

[85]


 因此，紧张的来源是政权反犹政策的海外批评，而不是政策本身，其规定犹太人的商业活动应该被抵制，犹太人应该被赶到集中营，犹太人的商店、教堂和会堂的窗户应该被砸碎。

[86]


 戈培尔的“反抗世界犹太人的残暴运动”的广播包含了持久的纳粹主题，即将犹太人问题和战争与和平的大事相联系。纳粹政权坚持认为，它想与所有的国家和平相处；然而，由于“国际犹太人”威胁德国，和平破灭了。犹太人权力的证据就在伦敦和纽约新闻界的抗议和批评社论之中。如果德国的犹太人拒绝告诉他们境外的同伙停止他们的反德活动，德国政府将会护卫自己和“摧毁”国际犹太势力阴谋的德国分支。一旦因果关系和时间顺序的方向被颠覆了，戈培尔就将纳粹党抵制犹太人商业活动的计划，呈现为对犹太人在全世界范围内谎言运动的回应，以及对在内容和形式上仍未详细说明的“残暴故事”的回应。

[87]




从1933年起，对所断言的美国特别是纽约市的犹太人权力的攻击上升了。根据《人民观察家报》中的文章，纽约与莫斯科和伦敦一起，是世界“反德”煽动的中心之一。

[88]


 在1937年纽约市意大利裔天主教徒市长费奥雷罗·拉瓜迪亚发布关于纳粹主义的全球危险的警告之后，《人民观察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纽约市犹太人市长是政治流氓”的文章。拉瓜迪亚，根据纳粹政权的说法，是“世界和平与人民相互理解的舍我其谁的敌人”。犹太人拉瓜迪亚同时是“莫斯科的工具”和一个“做死亡生意的人”。“在一个以现代方式管理的国家里，像拉瓜迪亚这样的罪犯将会变得无害。”

[89]


 对拉瓜迪亚这样的攻击和他是犹太人的声称，反映了纳粹叙述的一个持久方面：政权的敌对者不是犹太人就是被犹太人统治和控制。非犹太人的反对派，或者一个“半犹太人”如意大利裔天主教徒拉瓜迪亚（他的母亲是犹太人），进一步证实犹太人在幕后操控。

戈培尔在“种族问题与世界宣传”中不断重复着在国际舞台上的无辜及投射的主题，这是他在1933年9月2日的演讲，于纳粹夺权后的第一次纽伦堡纳粹党集会上。在全国电台上播出的演讲中，他将纳粹反犹政策描述为一套防卫措施，反抗一个所谓的“犹太人威胁……犹太人……正试图动员世界来对抗我们，并暗地里孕育着一个希望：它能因此重新占领”由于纳粹自1933年1月以来的政策而“在德国所失去的领土”。

[90]


 这些努力只会给犹太人带来更多的危险。戈培尔随后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犹太人已经利用境外影响力淹没德国的知识分子和文化生活，以及支配德国的医药、法律和大学领域程度的完全错误的论断。“任何一个有自尊的人都不会容忍这个可怕的形势哪怕一分钟，逆转它只是德国觉醒的一次行动。”

[91]




20世纪30年代的纳粹党纽伦堡集会——在每周的《新闻汇辑》里所展示的，在莱妮·里芬施塔尔导演的纪录片《意志的胜利》里所捕捉的——经常被记住的更多是他们所展现的极权主义和谐的视觉场面，而不是指挥台上演讲的内容。

[92]


 然而，希特勒和其他纳粹党领导人利用集会以重申和详述纳粹意识形态的观点，并宣布从它那所产生的政策。在1935年的9月15日，在纽伦堡的“针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纳粹党集会”上，希特勒为纽伦堡种族法定了基调。他讲道，它是“完全的犹太人因素造成的，这些因素是作为民族冲突及其内部分化的挑拨者而出现的”。来自美国的抗议和号召抵制德国产品，只能印证国家社会主义反犹政策的正确性和新反犹立法的必要性。

[93]


 戈培尔的演讲——在题为“没有面具的共产主义”下重印——奠定了纳粹反犹主义里的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基础，并详细说明了由布尔什维克主义和犹太人所造成的威胁。

[94]


 布尔什维克主义，他讲道，是犹太人反对文化的“战争宣告”。它将会引发西方成就的“完全毁灭”，为了一个“无根的和流浪的阴谋家国际集团”的利益。

一小撮犹太阴谋集团已经统治着苏联。

[95]


 国家社会主义的任务是阻止“世界的布尔什维克化”。事实上，“布尔什维克国际”是“一个犹太人国际”。

[96]


 根除布尔什维克主义，意味着攻击其所假定的蕴含在犹太人文化中的根源。希特勒已经拯救了德国和欧洲，通过建立“大坝”以抵抗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威胁。他惋惜西欧知识分子在苏联共产主义上“缺乏认识”，由于犹太人“欺骗艺术的精通”而产生的一种愚昧无知。纳粹启蒙相当于撕掉共产主义的面具，以揭露一个由“一小撮恐怖分子，主要是犹太少数民族”统治的苏联。

[97]




这一揭露努力对于国家社会主义防止“国际性的世界布尔什维克”的“世界任务”是极为重要的。戈培尔将布尔什维克的威胁形容为一种生死抉择。布尔什维克公开计划“消灭民族和国家”，也包括“毁灭”资本主义社会。在1935年，戈培尔使其听众习惯于把“消灭”和“毁灭”这样的词汇和莫斯科“犹太马克思主义武力统治”的目标联系起来。

[98]


 宣传部长问“竭力毒害世界的背后人物”是谁。他的答案是布尔什维克国际，“实际上是一个犹太人国际”。布尔什维克唯物主义正开展一场“针对西方文化的斗争”，为了“国际犹太人”的利益。

[99]


 纳粹正防止西方文化免于“完全毁灭”

[100]


 。在纽伦堡集会上，戈培尔将国家社会主义与欧洲——实际上是整个西方世界——的拯救相联系，而不是毁灭。纳粹德国宣称继承西方世界守卫者的衣钵。

1936年纽伦堡纳粹党集会的主题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世界威胁”。希特勒在9月9日的演讲中讲道：“我们都知道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目标是消灭现有的血统、有机根植的（organically rooted）民族领导阶层，并以犹太人外国元素来取代雅利安民族。”这个构成了问题的“国际”维度。希特勒宣称，98%的苏联工农政权领导人是犹太人，他称他们是“过于细化的、寄生的世界知识分子”。而在西班牙，犹太人移民正在寻求“消灭”西班牙的原住民领导人。

[101]


 戈培尔在他的演讲中重复着这些主题。布尔什维克已经由犹太人创造和管理，他们现在计划“欧洲文明民族”的“消灭”或“毁灭”。紧随消灭的将是“一个国际犹太人世界统治的欧洲”。纳粹的任务是说服他们的德国同胞“这个种族的寄生危险”，打开世界的眼光去看清犹太人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真实本质。因此，纳粹政权将会不厌其烦地公开声明：“犹太人有罪！犹太人有罪！”戈培尔将纳粹德国呈现为一个勇敢地抵抗犹太人权力哥利亚的大卫。由于犹太人的目的在于世界统治，与他们作斗争就是“最真实意义上的一场全球斗争”。德国并不寻求欧洲或世界的统治，而仅仅是忙于一场有正当理由的防卫战，反抗一个已经存在的、寻求共同目标的犹太人运动。的确，希特勒和德国人现在是“最好的欧洲人……欧洲文化的一个前哨站”，“一个更好、可防御、高尚和更幸福欧洲”的捍卫者。

[102]




希特勒在1937年9月13日纽伦堡集会的演讲中，又回到了假想的犹太人在政治和经济上占支配地位的影响力。犹太人谋求“一定的经济影响力”，已经引起了“客居民族”的反应。这种“自然的防卫”已经导致犹太民族通过同化以寻求获得一个“直接和政治上的影响力”。另一方面，犹太人组成了“犹太世界革命先锋”。他重复着他的错误断言，即犹太人在苏联占据了“98%的领导职务”。因此，不是无产阶级，而是与大卫星相联的种族，已经变成“所谓的无产阶级国家”的象征。他问道，谁已是巴伐利亚州议会共和国、斯巴达克联盟和德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每一种情况下都是犹太人，尽管新闻界和民主派的领导人不会让他们自己如此公开地承认。犹太人要对引发700万德国人失业，希望能煽动一场革命，并“因此要消灭我们人民的民族知识分子”负责。

[103]




面对纳粹独裁体制的巩固和希特勒重整军备及扩张的计划，希特勒的潜在对手却是分裂和优柔寡断的。在1938年3月，纳粹德国吞并了奥地利。在慕尼黑，1938年9月末，对政权的绥靖主义达到顶峰，英、法违背捷克政府的愿望，同意希特勒将苏德台地区移交给第三帝国的要求。希特勒对自身天赋的信念连同大众所接受的一贯正确的形象，在后慕尼黑政治胜利气氛中增加了。外交政策的胜利使希特勒增强决心，以在国内推进一场逐步升级的反对犹太人运动。1938年11月9-10日夜的全国性反犹屠杀，被展现为对一个被断言的国际犹太人阴谋的报复。在1938年11月7日，赫歇尔·格林斯潘，一个在巴黎的17岁波兰犹太难民，为其苦苦挣扎的家人在德国与波兰边境所受的迫害而寻求复仇，枪击了恩斯特·冯·拉特，一名德国大使馆的职业外交家。在枪手开枪后的几个小时，德国新闻通讯社指示德国编辑对这则消息给予最高的关注。“在你们的评论中，你们要指出，这个犹太人的阴谋必须让犹太人承担最不幸的后果，也包括在德国的外籍犹太人。”

[104]


 在11月8日，地方纳粹党领导人煽动着大屠杀，包括犹太教堂的焚烧、犹太人财产的毁坏和犹太人个人的虐待。11月9日，在纳粹党人聚集在慕尼黑为纪念1923年11月啤酒馆暴动失败的日子，冯·拉特死于枪伤。与他的平日习惯不同，希特勒并没有对聚集在旧市政厅的纳粹党退伍军人讲话，而是在与戈培尔低声交谈之后离开了会场。戈培尔然后通知聚在那里的纳粹党员外交家的死讯，并发表了一份激烈的长篇演说“国际犹太人”。没有明确如此说，但他清晰地表达出纳粹党应该组织和实施“示威”，在全国范围内反对犹太人。

[105]


 戈培尔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来到位于旧市政厅的党接待处。巨大的骚乱。我将此事解释给元首。他决定让示威继续，并撤回警察。犹太人应该至少在这一次感受到人民的愤怒。说的没错。我立即将相应的指示发给警察和党部。然后我简短地跟党的领导讲了话。暴风雨般的掌声。所有的眼泪都直接落到电话上。现在人们将行动起来。”

[106]




纳粹党最高法庭随后发表的一份秘密报告显示，戈培尔的演讲被纳粹党的领导人理解为，“从表面上看党不会有挑起示威的表象，而事实上它将要组织和实施它们”

[107]


 。大屠杀的后果是相似的：约100个犹太会堂被捣毁，700个其他建筑被焚烧，至少8000个犹太商铺被毁坏，以及数不清的公寓和房屋被肆意毁坏和拆除。100个左右的犹太人被谋杀，更多的被打伤和虐待。3万名男性犹太人被逮捕并送去达豪、布痕瓦尔德和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在1938年11月12日《人民观察家报》的一篇文章中，戈培尔否认政府与大屠杀有任何关系，这是一个被激怒民族的一次自发性大爆发。

[108]


 纳粹党最高法庭的一份秘密报告推断，很显然纳粹党已经实施了这个行动。

[109]


 戈培尔的否认未能说服已经见证暴力的外国记者。

[110]


 在11月25日，大屠杀两周之后，戈培尔在柏林歌剧院的欢乐组织（Joy organization）上对帝国文化与力量协会的第五次年会发表了演讲。政权已经打碎了犹太人对德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支配。“德国的新闻由犹太人撰写。德国的电影由犹太人制作。一个没有犹太人的剧院是不可思议的。写作只有犹太人作为其主要的代表。音乐创作和音乐评论完全是在国际和境外犹太人的手里。”但是，现在纳粹已经从德国文化生活中消灭了犹太人，它“可以真正兴旺起来了”。

[111]




大屠杀之后的那天晚上，希特勒在慕尼黑对出版商和主要编辑发表讲话。借助于解释国际形势的种族分析，他认定对于那些能体会言外之意的人，条件有利于发动被《慕尼黑协定》所推迟的战争。

[112]


 希特勒已经建立了一个“盲目狂热”追随他的政党。现在是时候把“全体德国人民”带上了。为使这些得以实现，“新闻界盲目地接受元首正确行事的观念”，并“总是强调领导的正确性”是必要的，从而创造一个统一的民族。他那世界政治的种族分析，导致了全球权力平衡的一种乐观评估。希特勒讲道，德国的种族构成是现有国家中最好的。如果将全部美国人口中的德意志人、意大利人、黑人和犹太人去掉，那里只有6000万盎格鲁——撒克逊人。俄罗斯只有5500万或5600万俄罗斯人。大英帝国只有4600万英国人，而法国只有3700万“真正的法国人”。意大利有超过4000万意大利人，波兰只有1700万波兰人。但在1938年，德国拥有“一个8000万人的种族，并且这8000万几乎生活在我们周围，在人种上真正属于我们。谁不相信这群伟大人类的未来，那他自己就是一个懦弱之辈。我毫无保留地相信这个未来”

[113]


 。如果种族能推动历史的力量，正如希特勒所相信的，那么俄罗斯人、美国人、法国人和英国人将不会有动力去进行对抗他们所假设的在柏林的种族盟友的战争。

然而，富兰克林·罗斯福对希特勒内外政策的反对，在第三帝国最早期的日子里是很明显的。纳粹对罗斯福和美国的态度是从共同利益的可疑认定出发的，在“新政”期间，到成长为敌意，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变成狂怒。最初，《人民观察家报》发表文章强调“新政”和国家社会主义之间的共同点。根据纳粹的新闻，两者都是受宠的强势国家，公益超越私利，乃至由一个强势国家领导人的权威统治来克服市场的缺陷。

[114]


 然而在1934年和1935年，德国新闻界却专注于纳粹经济复苏的成功与美国持续的失业和罢工之间的对比。反过来，这些都归因于罗斯福对自由民主的支持，以及由此导致国家权力的式微，而这与希特勒政权形成了鲜明对比。纳粹德国经济的复苏和美国“新政”早期未减轻的失业率，成为纳粹攻击美国民主体制的一个重要元素。纳粹新闻强调自由民主体制被假定的退化和经济劣势。

[115]


 在20世纪20年代，一些德国的保守派就已指出美国作为生产主义者未来的典范，但到了1936年和1937年，《人民观察家报》则将反美文章与警告美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激进主义交织在一起，并说这些问题在国家社会主义的德国已被消除了。

[116]




带着浓厚的反犹色彩，蔑视和轻视美国走在了前头。认同政权的学术和通俗作家区分了一个“坏的”（那是犹太人统治的）美国和“日耳曼——凯尔特的”大多数的美国。

[117]


 在罗斯福1937年10月在芝加哥的“隔离侵略者”的演讲之后，德国的宣传对罗斯福和美国采取了一种毫不含糊的敌视语调。德国的宣传家们，也包括大使汉斯·迪克霍夫（Hans Diekhoff）在内的驻华盛顿的德国外交家们解释道，罗斯福试图将日本、意大利和德国描述为“和平的敌人”，是在转移美国国内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视线，是在为他通过把矛头指向国外的独裁者进而寻求独裁权力而招致的批评进行辩护。

[118]


 希特勒在1938年4月28日对帝国议会的演讲中，挖苦地“回答”了罗斯福的请求，他没有攻击欧洲的独立国家。

[119]


 希特勒将自己呈现为一个和平爱好者，寻求克服《凡尔赛和约》那被假定的不公正。指向门罗主义和罗斯福关于德国对欧洲意图的问题，希特勒宣称他不是试图发动一场战争，而仅是纠正过去的错误和保卫国家利益，正如英国、法国和美国在它们的外交政策中所实施的。欧洲的问题不是德国的侵略，而是德国被潜在对手所包围，反对《凡尔赛和约》领土条款的合理修订。

[120]


 虽然罗斯福政府并没有将反犹迫害置于它对德政策的中心，但从1938年起反犹主义在纳粹对美国的看法中却变得越来越重要。

[121]


 一份来自1939年1月德国外交部的备忘录，“犹太人问题在1938年的外交政策中作为一个因素”，将美国描述为“世界犹太人”的“总部”，并断言罗斯福已经使自己被犹太顾问们簇拥着。

[122]


 在1939年1月4日的《国情咨文》中，罗斯福警告了对和平构成的威胁，以及在面对侵略行为时，民主国家的冷漠和中立所带来的危险。

[123]


 在1939年的冬季和春季，《人民观察家报》在以下标题下撰写故事：“F.D.罗斯福的希伯来海报”和“犹太人独裁体制下的美国”。

[124]


 根据德国的新闻，罗斯福是犹太人的一个仆人，并正在抵抗德国的政策，目的是为了转移国内问题的视线。

希特勒在德国的宣传中总是一个关键的人物，不管是通过他自己的话，还是通过发给他同伙的消息。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使这夸张的暴力有所控制，因为他试图在国内外将自己呈现为一个和平爱好者。但从1937年9月的纽伦堡纳粹党集会开始，这种相对节制让位于回到并逐步升级的反犹威胁。

他第一次在一个重要公共场合讲道，“犹太民族”意图“消灭”德国的“民族知识分子”

[125]


 。在1938年纽伦堡集会上，他控告“犹太世界敌人”企图“消灭雅利安人的国家”。

[126]


 到了1939年的1月，纳粹政权已经用反犹宣传和立法淹没了第三帝国。其结果是，一个反犹共识在德国和奥地利社会已变得普遍起来，这有利于撤销犹太人的公民身份，摧毁他们的经济前景，将他们从专业领域清除出去，没收他们的财产，使他们屈从于任意的逮捕，并从德国然后是从欧洲其他地方驱逐出去。根据这个共识，德国和奥地利犹太人的“毁灭”相当于对他们权力的消除，如果可能的话，驱逐到世界的其他一些地方。它不是一个支持大屠杀的共识。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几个月里，希特勒及其纳粹宣传才开始为大规模谋杀提供辩护，如果他正在计划的战争要开始发生的话。20世纪30年代塑造的反犹共识为针对犹太人的公开仇恨、轻视和冷漠制造了一个必不可少的蓄水池，使得第三帝国不断向前，直到“最终解决方案”成为可能。

[127]


 埋葬于那个共识之内的是另一个更为激进的反犹主义，希特勒在1939年1月30日将其推到了前沿。




第三章 “国际犹太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



在西边绥靖及东边与苏联有着《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时代，希特勒以及其他纳粹核心领导人声称，一个强大的国际犹太人阴谋正在动员反对第三帝国。这是一个糟糕的历史讽刺：20世纪30年代末期是以国际反纳粹力量缺乏团结和犹太人政治软弱为特征的，而恰恰是在这个时期，纳粹的妄想症开始发作。如果国际犹太人已组织了一个有效的反德政治阴谋，为什么它一直没能力对希特勒的计划施加任何有效的威慑？为什么国联一直是如此之羸弱？为什么英、法追求绥靖政策且冷淡对待苏联“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建议？为什么美国——纳粹声称它被犹太人所统治——未能在早期更积极地介入欧洲事务以阻止希特勒？已被希特勒和戈培尔描述为一个犹太人独裁体制的纳粹德国的大敌苏联，为什么最终在1939年8月与纳粹政权签订了一份《苏德互不侵犯条约》？难道犹太人是如此之聪明，以至于他们通过绥靖政策来支持和平，以便保存实力为日后作斗争？

无论如何，纳粹宣传从未指责“国际犹太人”短期内支持和平以便长期内有利于同盟国取胜。没有事实能够驳斥反犹阴谋理论的断言。

按照希特勒对孤立、无准备的国家发起一场早期攻势的战略，他已决定在1938年到1939年的冬季发动战争，即紧随其在慕尼黑会议上所假定的延迟策略。1939年1月30日，在他对帝国议会的年度演说和他入侵波兰之前的八个月里，他提出了什么会是即将到来的冲突核心的纳粹叙述。他控诉了国际犹太人计划消灭——那是去谋杀——所有的德国人。那时，希特勒处于他的权力之巅，且在德国受到民众的拥戴。知识界、文化界、经济界和工业界的精英都已支持或接受他的统治。他在慕尼黑取得明显成功后，外交和军事机构的最后怀疑者也站在了他这边。政治反对派、新闻自由、独立的司法制度和法治都已被碾碎。以军事开支和巨大公共工程项目为燃料的经济复苏，建立了一个广泛的民众支持基础，这远远超出纳粹党的范围。德国犹太人的一半已被驱逐，留下少数穷困潦倒的人，被一群怀有巨大敌意或冷漠的基督徒多数所包围。警察权力和法律强制的所有工具都在纳粹政权手上，尤其是在希特勒和希姆莱的手上。宣传部歌颂了希特勒的绝对正确。英、法已满足了他吞并苏台德地区的欲望，并已保证如果他不进一步扩张的话，将不会对他宣战。

在两个多小时帝国议会演讲的中间段，希特勒提到“犹太世界敌人”在“德国境内”已经被打败，但是现在要在境外面对付它了。一项关于德国侵略意图的认定是一个“可恶的诽谤”，出于“病态的歇斯底里……谎言……无良奸商的利益”，“尤其是国际犹太人”，他们希望“满足他们对复仇的欲望和对利润的渴望”。他不断重复着所受遭遇的冗长故事，抓着犹太人要对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败、战后的普遍饥荒，以及20世纪20年代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危机负责不放。

[1]


 他警告道，如果“犹太民族”利用其手上的“报刊、电影、电台、广告、剧院和著作，再次成功地煽动和驱使民众中的数千万人陷入对他们而言毫无意义的互斗之中，并且只服务于犹太人的利益”，那么德国对犹太人的政策就会在其他地方产生反响。“人民不再渴望在杀戮的战场上死去，因此这个无根的国际种族就能在战争生意之外捞取经济利益，并满足其《旧约》中的复仇欲望。一个更高的口号将会超越犹太人的语言‘全世界的无产者，团结起来’——那就是：‘全世界的生产者，认出你们共同的敌人！’”紧跟着这个到目前为止为人所熟悉的，德国人在国际犹太人手里所受遭遇的故事，希特勒自1920年以来第一次回到了大规模屠杀的公开威胁。

在我的人生当中，我常常是一位预言家并通常被嘲笑。在我为权力而斗争的时候，最初犹太人只会嘲笑我的预言——我终有一天会接管国家及德意志整个民族的领导权，然后在其他事情上也会使犹太人问题得以最终解决。我相信德国犹太人的这个虚伪笑声已深入其骨髓。我今天想要再次成为预言家：如果欧洲内外的犹太国际金融势力成功地将各国再次带入世界战争，其结果将不会是地球的布尔什维克化从而是犹太人的胜利，而是欧洲犹太种族的灭绝！

[2]




在至少四次于电台播放并在德国和世界报纸发表的演讲中，希特勒重复着预言。正如早先提到的，他又这么做了两次，1942年2月15日和1943年2月24日，他的讲话在他缺席的情况下向纳粹党官员宣读。

[3]


 谈到“国际犹太人”，希特勒心里认定一个国际阴谋正在幕后操控并主导着美、苏、英的政府政策。对于那些缺乏由纳粹意识形态提供洞察力的人来说是看不见的，这个阴谋被希特勒及其党羽视为现代历史的驱动力量。当主要大国反对纳粹德国时，他们作为“犹太奴”（Judenknechte）而如此做。

希特勒1939年1月30日的“预言”，假定一个被称为“国际犹太人”的现存历史主体，对他和其他纳粹精英是一个真实的威胁，正如对美、苏、英、法这样的民族国家。对于纳粹而言，出现在“欧洲内外”的犹太民族有着消灭德国人民的战争目标。一场战争的开始必定是由于国际犹太人的侵略行为所致。希特勒承诺，无论如何，这样一场战争的结果将会是欧洲犹太种族的灭亡。这个结果将会被实现，因为“非犹太民族所宣传的不设防”是过去的事了，关于犹太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现在已有打算和能力来“启蒙”世界了。一个基于阶级的国际主义将会被一个基于由雅利安人以及欧洲和美国社会的生产者所构成的种族所取代。

在1939年3月14日，违反他早先在慕尼黑签署不到六个月的协定，希特勒命令德国武装部队入侵和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剩余领土。结果很明显的是，巴黎和伦敦的领导人已错误假定希特勒的目标限于诸如奥地利和苏德台地区这些讲德语领土的合并。在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英、法声明它们将愿意保卫波兰，如果纳粹德国也要入侵它的话。希特勒的入侵导致了绥靖时期的结束，并增加了丘吉尔以及那些对德国威胁所具有的扩张天性早已发出过警告的人的可信度。

纳粹政权的反犹知识分子相当艰难地解释着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在1939年3月21日出版的《犹太人问题》上，由鲁道夫·乌尔班博士所撰写的题为“中欧的犹太人统治结束了”的头条文章，将侵略归罪于“世界犹太人”和犹太人所支持的布拉格“贝奈斯集团”。德国的介入使犹太人的威胁变成了“一个决定性的犹太人挫败，即把世界犹太民族驱逐出它在中欧的最后基地”。德国不会容忍一个“犹太民族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据点”在其领土之上。受犹太人影响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在镇压犹太民族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威胁方面已“完全失败”。乌尔班失望地发现，捷克的报纸和期刊表达了对犹太人的支持和同情，捷克政府逮捕了攻击犹太人商业活动和犹太会堂的“反犹组织”成员（实际上就是纳粹先锋组织）。“因此，我们再次看到那些与犹太人接触的人很快就被交给他们了。”捷克人因犹太人而该责备自身的命运。

[4]




在一篇德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十天之后发表的文章“谁想要战争？”中，戈培尔将更广泛战争的前景归咎于在巴黎、伦敦和纽约所形成的一种“战争精神病”。英国和法国的“普通公民”并不关心苏德台地区是否重回德国，甚至都不知道这个地方在哪。对战争的讨论出自“对战争感兴趣的派系和圈子”。广泛的战争精神病，他声称道，也已获得来自美国的强大动力：罗斯福使自己被一大群犹太顾问簇拥着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可以想象，他们在他的耳边嚷嚷着些什么。但是这跟美国人民有什么关系呢？由于并不存在什么原因使得美国去关心德国的边界，因此那里的战争热必定有另一种解释。“一定是有一个巨大的权力正站在所有事情的背后……这跟在魏玛德国战斗时期，我们国家社会主义者所面对的权力是一样的……犹太人有罪！如果在黑暗时期战争有一天将在欧洲爆发，这个哭号一定会在我们整个地球回荡。犹太人有罪！他们想要战争，他们正尽其所能将人民拖进去。他们相信他们不会是这样一场战争的受害者，而是受益者。因此，在整个世界内，他们促成了这场地狱般的战役，政治迫害德国和意大利，呼吁建立一个民主的战斗集团以反对专制国家。”犹太人（和共济会）想要战争，因为这会使他们“在德国和意大利重获旧时权势”

[5]


 。1939年5月20日，在他的题为“圈子”的一篇短文中，戈培尔谴责了在伦敦一个由封建领主、工人阶级领导人、花花公子、肥胖律师、“肮脏”犹太人和“寻求复仇移民”组成的联盟。

[6]


 这个“伦敦圈”说德国的侵略是“不存在和未被计划的”。接下来的一周，戈培尔将英国人描述为最大的犬儒，他们的虚伪在他们乐意将德国处于苏联专制体制的“包围圈”中是显露无遗的，不管伦敦和莫斯科在世界观和制度方面的巨大差异。

[7]




没有一个事件比1939年8月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能更有力地反驳不管是一个国际犹太人阴谋，还是犹太人统治苏联的概念。在希特勒寻求权力的过程中，似乎没有一样东西更清晰地暗示其犬儒主义的深度或他对意识形态原则的鄙视。事实上，这是他能将战术灵活性和长期意识形态连贯性相结合的一个范例。

[8]


 斯大林，凭借犬儒主义和意识形态的类似混合，签署了条约。被共产主义正统思想所蒙蔽，他假定“帝国主义”国家将会——正如它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那样——相互耗尽资源，并使欧洲大陆激进化，并为非交战国的苏联打开一个缺口，耐心等待以从中渔利。

[9]


 因采取这一立场，斯大林给整个欧洲的犹太人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他停止了1935年到1939年人民阵线时期的共产主义反法西斯斗争，并使得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不必担心东西两线同时作战成为可能。更为甚者，斯大林同意签订一个《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是在希特勒第一次公开抛出他那凶残反犹预言仅仅八个月之后。签署条约极好地证明苏联党和政府内犹太人影响力的缺失。这个转折点清晰可见于斯大林替换其犹太外交部长的决定，一个主张以人民阵线来反对法西斯的人——马克西姆·李维诺夫，连同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

[10]


 正如丘吉尔所说的，李维诺夫是“一位杰出的犹太人，德国敌视的目标，在当时就像一个被折断的工具一样被抛至一旁……李维诺夫的解职标志着一个时期的结束。它见证了克里姆林宫对于和西方列强达成安全协议并组织东方阵线以对抗德国的可能性已放弃一切信心……犹太人李维诺夫走了，希特勒的主要偏见被安抚了”

[11]


 。李维诺夫的解职既是一场戏剧性外交政策转变的一部分，也是开始将犹太官员从苏联外交部及党和政府其他职位上肃清的组成部分。

[12]




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中达到极点的集体安全崩溃，使得希特勒在1939年和1940年发动和快速赢得对波兰、低地国家和法国的战争变得极为容易，而苏联眼睁睁地看着而袖手旁观。如果犹太人是幕后的权力，他们怎会坐视不管？如果是犹太人掌权，为什么他们会相信希特勒坚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承诺，让苏联军队如此措手不及，或拒绝听从来自世界各地的警告，关于他们将成为主要目标且即将发生的攻击？

[13]


 纳粹答案的一部分指向犹太人的无能，且仍更坚持的是希特勒的天赋异禀。纳粹没有认识到难以置信的德国好运，它所面临的主要对手原来长期陷于混乱、不团结、疏忽失策并低估了它的力量。相反，纳粹领导人认为他们自己在阻挠国际犹太人的聪明计划方面是绝妙和英勇的。如果希特勒的追随者问为什么“犹太人”已允许希特勒攻击波兰而又不必担心来自苏联的报复，戈培尔将会回答希特勒是一个已经以智取胜犹太人的政治天才。如同犹太人那样强大，他已展示出犹太人并非不可战胜。推卸责任、互不信任、未能阻止德国扩张以及威慑的崩溃，这些现在耳熟能详的故事并不能削弱纳粹对一个强大犹太人阴谋的叙述。

[14]


 犹太人无力阻止帝国新闻办公室把这个协议描述为“这些民族关系中一个极好的转折点”，继续着“德国与俄罗斯政治的传统共性”。

[15]




希特勒以一种无端的侵略行为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由政权制造的边界事件的投射与谎言加以支撑。接下来几个月的宣传，把希特勒正计划发动的战争归咎于波兰。希特勒声称，波兰军队已参与对上西里西亚的格莱维茨一个德国电台站的无端军事突袭。事实上，这个捏造的“突袭”是由纳粹党卫军实施的；已被注射致命毒液然后又被枪击而致死的波兰集中营囚徒的尸体留在了现场。

[16]


 那天晚些时候，希特勒声明道：“昨晚波兰用正规军对我们的领土开枪。从5点45分起，枪击已停止。从现在起，双方将会以投掷炸弹相对抗。”

[17]


 在1939年9月1日，随着德国军队入侵波兰，帝国新闻办公室指令提及“波兰人在波兰袭击德国人”

[18]


 。同样在那天，帝国新闻办公室里的《期刊服务》通知记者，叫他们不要用“战争”这样的词汇去提及德国的入侵。相反，这是德国“对波兰攻击的回应”

[19]


 。迪特里希的工作人员指示媒体，将希特勒在1939年9月1日对帝国议会的演讲，一份把战争的爆发完全归咎于波兰、英国和法国的演讲，作为“当前形势下所有须考虑事情的基础”

[20]


 。在英国对德宣战的两天后，希特勒指示纳粹党成员，“我们的犹太——民主世界敌人成功地煽动英国人民进入与德国交战的状态”

[21]


 。《期刊服务》指令在几周后指示编辑，要坚持认为犹太人因他们的煽动而要对英国的宣战负责。波兰并不是原因，而仅仅是英国对德宣战的借口。“英国人和犹太腓力士人在反对德国领导反抗英国——犹太资本家统治的解放进程方面，有着一个共同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在这场战争的早期，编辑应该避免攻击整个英国人民。德国期刊被要求将英国绥靖政策的反对者，诸如达夫·库珀、安东尼·艾登、莱斯利·霍尔——贝利沙，当然也包括了温斯顿·丘吉尔，与犹太人联系起来。这个所谓的联系，说明了他们其他无法解释的反纳粹主义。

[22]


 指令的语气传达了深层次的确信。

针对纳粹德国各式国家敌人的纳粹种族主义，与针对犹太人的纳粹种族主义之间存在着相似之处。首先，纳粹反波兰宣传强调波兰人的劣等性。在1939年10月23日，《期刊服务》指令声明波兰人对欧洲文化毫无贡献，并指示德国期刊将“波兰人”、“波兰”和“波兰的”这些词汇与讨厌的及粗心大意的行为相联系。“波兰人和犹太人在德国的等同化必须被鼓励。”波兰人是“天生的奴才并应以此而被对待”

[23]


 。两周后，明显是在回应德国士兵和波兰女人之间暧昧的报道，1939年11月3日，指令阐明：“德国人和波兰人的每一次混血都会导致拥有德意志血统的种族数量下降。”杂志应该告知德国的男人、女人和儿童，“任何与波兰出身的人联系”都是危险的。波兰人被视为“与犹太人和吉卜赛人处于同一个层次上”。总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德国人和波兰人之间的隔离”

[24]


 。但是，纳粹宣传的确也在波兰人和犹太人之间做了一个区分：这个“相同的层次”并没有扩张到将波兰人或吉卜赛人视为一个强大国际阴谋的一部分。纳粹把那个指控限定在犹太人身上。

在战争的头几年里，纳粹党是宣传家活动的一个蜂巢，即便很多纳粹党的成员已经应召入伍。

[25]


 根据由宣传部提供的数字显示，几乎是可笑的准确，在战争的头十六个月里纳粹党组织了约20万次政治会议。从1939年9月到1940年10月1日，纳粹党宣传指挥部制作了9部幻灯片（包括《我们的元首》、《德国的种族政策》、《财阀和犹太民族》、《世界海盗英格兰》、《走向胜利之路》）。41个纳粹省党部办公室组织了29 674次幻灯片播放晚会，430万的出席人数。每周有900万到1000万的人观看每周的《新闻汇辑》。印制件的生产同样是令人望而生畏。从战争一开始，纳粹党宣传指挥部就生产了190万《我们的意志和道路》的印制件，为纳粹党演讲者的230万信息材料印制件，3250万纳粹党每周引文的印制件，6500万的小册子。文字海报印刷量在40万到50万之间。图片海报可能有30万个（《防空掩护》）、65万个（《我们的旗帜是胜利》），甚至是100万个（《打倒德国的敌人》）。截至1940年底，70万幅希特勒的照片已经被生产和派发；2.3万幅彩色海报被生产以伴随电影《永恒的犹太人》。

[26]




在1939年9月3日，奥托·迪特里希通知在柏林被召集的新闻机构，德国记者的任务随着战争的爆发而改变了。新闻人不再只是“一个报道者……我们是……德国人民的战士。今天我们建立了一道心灵的西部高墙，并构成了现正在波兰东部战斗的我们军队的支撑力量”。他继续道：“报社的任务是将希特勒的意志和决心传达到全国人民当中去。”迪特里希宣布，他将会在希特勒的总部工作，但是会与报社进行定期联系。他期望“德国媒体每天都会有社论和头条文章，这将会以你所知道的论据巩固后方”，国家和纳粹党办公室“会给你们这些非常有用的素材”。他继续道，报社需要改变它对国际新闻的报道。它不能“讨论我们敌人的每一个演讲”，或传达他们的观点，那“相当于是在替敌人做事”。帝国新闻办公室将会发表一个国际政治发展的概述。报社是“让读者感觉他将会［结果是］被告知世界上正发生事件的真实进展”

[27]


 。换言之，报社不是在印刷诸如丘吉尔或罗斯福的演讲、《大西洋宪章》，提供有关德国战争罪行细节的同盟国声明，或者来自卡萨布兰卡、德黑兰和雅尔塔的联合公报。相反，报社要呈现纳粹政权对事件的看法。迪特里希的指令禁止刊发外国领导人的声明，对于压制“最终解决方案”的相关信息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新闻指令被秘密保存。它们的丢失或将它们的内容与未被授权的人交流是一种罪行，将被处以失业或监禁宣判的惩罚。总编辑将亲自负责保存指令的秘密，并被要求在收到它们的六个月内烧毁或撕碎。文件销毁的书面记录将予以保留。

[28]


 在不同程度的意识形态认同、机会主义和恐惧中，德国编辑和记者们顺从了。至此，在纳粹德国的新闻里几乎没有真实的报道。

事实上，绥靖政策的提倡者内维尔·张伯伦，在1940年5月仍是英国的首相，而这并没有阻止帝国新闻办公室将反犹主张纳入其反英宣传之中。一个1939年9月的指令陈述道：“我们观点的说服力必须直接针对英国，但不针对英国人民本身，而是反对那些永久的好战者，他们的行动代表着犹太人、国际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及财阀统治集团。”正如英国的宣传在它的声明中所寻求的将德国政府与德国人民区分开来，因此德国的媒体应被引导为，它必须“清楚地强调英国政府与被误导和欺骗的英国人民之间的差别”。英国统治集团“想要一个世界战争！”

[29]


 在关于美国的文章中，新闻要注意避免暗中破坏罗斯福的反对者。1939年9月23日的一个新闻指令，下令在美国国内中立地位的争论上的“最大慎重和保留”。要尽一切努力避免增加对美国孤立主义者是“希特勒代理人”的怀疑。“每一个对我们友好的、代表他们利益的立场，将立即遭到犹太媒体的攻击。”正如它的孤立主义者将会失去1940年的美国大选，“我们不能被视为等同于他们，以免他们的失败会被解释为德国的失败。这种语言规则需要被特别注意”

[30]


 。

在德国攻击波兰之前的紧张时期，哈伊姆·魏茨曼——世界犹太复国组织的主席和一个英国公民——宣称犹太人站在英国和民主这边，并反对纳粹德国。以纳粹政权反犹政策的观点，这显然是任何犹太领导人都会说的话，虽然魏茨曼不能代表全体犹太人说话，但这就是纳粹宣传家们怎么看待他的声明的。由沃尔夫·海因里希斯多夫在1939年9月18日的《犹太人问题》上发表的头条文章“犹太人的决定：犹太人站在英国一边”，视为魏茨曼以及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对英国的支持，并作为反犹叙述的确证。“元首关于国际犹太人和财阀犹太人对战争爆发有罪的明确声明已经被证实。在英国参战之后不久，犹太世界组织就已将自身置于支配地位。哈伊姆·魏茨曼认为，再次确保对英国同情和支持‘所有的犹大’是合适和必要的。这个决定并没有使我们感到惊讶。相反，它证实了我们的经验和知识。每个人都有他应得的盟友。英国有犹太人站它这边。我们并不妒忌。”

[31]


 作者写道，犹太复国主义者已批评过英国在巴勒斯坦的政策，但坚定地支持它参战。这个决定“不仅是可理解的，而且明显暴露了英国上层阶级的严重犹太化……今天我们知道我们在英国所面对的是谁——世界头号敌人：国际犹太人以及对权力饥渴、充满仇恨的世界犹太民族”

[32]


 。

纳粹对抗英国的反犹弹幕（anti-Semitic barrage）在它的战时宣传攻势中构成了一个重要的章节；然而，重要的是要注意，正如一位历史学家已经注意到的，这里“很少庆祝……1939年至1945年间英国对欧洲犹太人的政策”。英国政府带头阻拦犹太难民逃离欧洲的路线。在《1939年白皮书》的允许下，它允许不超过7.5万名犹太人移民到巴勒斯坦。它并没有在巴勒斯坦以外的广阔大英帝国为犹太难民提供避难所，即使犹太复国主义者愿意合作以转移难民到安全的目的地。虽然英国给了欧洲非犹太人抵抗运动以援助，诸如1944年波兰国内军队在华沙的起义，然而对于犹太人没有一个人是乐于相助的，比如1943年华沙犹太人聚居区的起义。不管丘吉尔如何同情犹太人，英国外交部的官员有时视他们为讨厌的人，鉴于英国担心战争期间阿拉伯对纳粹德国的支持。

[33]


 从未有英国或其他地方的犹太人改变了英国的战时政策。如果犹太人具有纳粹宣传所认为的任何权力和影响力，那么英国对难民的政策可能已被很好地修正，在欧洲的犹太人抵抗可能会更大，集中营以及通向那里的铁路可能已被炸毁。

这一切对纳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英国与第三帝国交战。以纳粹政权的反犹观点，这个不可理解之决定的唯一原因是犹太人的过度权力。1939年10月23日帝国新闻办公室关于“英国犹太人”的指令，包括关于反犹主义在英国如何服务于削弱公众支持战争的明确指示。

目标：英国人民与英国上层阶级之间的矛盾，受犹太人的影响，并源自他们。犹太人在英国公共生活的指挥所。犹太人作为英国旨在统治世界的政策的鼓吹者和受益人。

组织：着重点是议会的滥用和犹太人利益的新闻。对犹太人有敌意的声音（集中营里莫斯利的追随者，反对侨居的医生，反对艺术贸易）。英国人（清教徒）和犹太人之间文化上的亲和性。英国——犹太人的利益共同体，尽管存在巴勒斯坦冲突。社会悲剧。

避免：对犹太血统的声明，如不能明确证明。（在大多数情况下证明非常困难！）攻击英国人民。

[34]




这样的指令说明了，反犹观点是从纳粹的思想库扩散到政府然后扩散到媒体的，因此提供了各个政府机构有效协调以支持共同目标的证据。《期刊服务》指令表明，对英国和犹太人的所有这些洞察，全方位展现了一个根深蒂固的反犹知识分子群体：犹太人问题研究所，在所谓的宣传部反犹行动办公室之中；纳粹党犹太人问题研究所，位于法兰克福，由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创立；外交部新闻办公室；以及柏林的政治学院新闻档案馆。他们的地址和电话号码都放在指令里，以帮助那些需要更多资料的编辑，正如许多表面上的学术著作的标题，包括《犹太人与经济生活》，由维尔纳·松巴特撰写，以及他那追溯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短文“商人和英雄”；一个由海因里希·赫斯特发表的作品（其真实姓名是赫尔曼·埃里希·塞弗特）《巴勒斯坦：犹太人的国家？》；由沃尔夫·迈耶——克里斯蒂安（Wolf Meyer-Christian）撰写的关于“英国——犹太人联盟”的文章，发表在1939年秋季的《犹太人问题》杂志上。

[35]




对犹太人和英国人之间一种选择性亲和的认定，是一个持久的战时主题。一些更为突出的作品要好好提一下，多产的纳粹宣传家彼得·阿尔达格1939年的两卷本作品《犹太人在英国》，包含了《犹太人占领英国》和《犹太人统治英国》。阿尔达格提供了一个英国历史的反犹解释，用大量的脚注引用表面上看似学术的著作。历史涵盖了古代历史，第一批犹太人移民到英国，1290年犹太人被驱逐和他们的返回，阿尔达格认同奥利弗·克伦威尔与1688年的光荣革命。此后，他察觉出犹太人、英国国教和君主制之间日益紧密的联系，也包括清教主义和犹太教之间在知识和神学上的联系，根植于清教徒认为自己是上帝选民的自我观念。

[36]




希特勒在1940年元旦对全国的每年新年讲话中再次声称，战争的爆发和一个消灭德国和德国人的犹太人计划之间的联系。他警告道：“我们所面对的犹太资本主义世界敌人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消灭德国和德国人民。”希特勒声称，他已经寻求一个与波兰的和平方案和一个与英国的协议；“然而，在资本主义民主国家里的犹太反动战争贩子等这一刻等了很多年。他们已经为此准备好了，不会愿意放弃他们消灭德国的计划。”

[37]


 虽然德语对“打败”或“征服”有着极好的合适术语，但是希特勒谨慎地选择他的措辞，当他将自己的致命目标投射到敌人身上时。将种族灭绝战争归罪于纳粹德国的敌人，特别是犹太人，仍然是战时宣传的一个核心要素。

麻烦的事实对纳粹宣传并没有什么太大影响。英、法开始所谓的消灭德国的运动，但在1939-1940年秋冬却克制参与任何军事进攻。波兰单独作战，并在六周内被打败。法国仍然躲在他们的防御要塞马其诺防线的背后。英国的努力集中于不顾一切的措施，以保护船只免于德国潜艇的攻击。在希特勒重复着犹太人正密谋消灭德国的同一个月份，张伯伦撤掉了他的犹太裔陆军大臣莱斯利·霍尔——贝利沙。霍尔——贝利沙已在保守党的右翼中树敌，因为他是绥靖政策的一个强烈反对者，反对绥靖政策以及明显同意丘吉尔对德国的评估。帝国新闻办公室1940年1月8日的秘密新闻指令，通过将“犹太裔陆军大臣霍尔——贝利沙的‘辞职’视为一个狡猾欺诈策略，而去扭曲霍尔——贝利沙的故事”。它声称道，他离开的真正理由是“他那犹太——摩洛哥人血统被揭露”，这使得他的留任“无法容忍”。更进一步，“国际犹太人”指望一个短期战争和快速胜利，因此希望有一个犹太人担任陆军大臣。现在英国陷入了一场艰难的战斗之中，“这个犹太民族不再乐意将战争的责任归到一个犹太人手里”。而且，军官集团害怕军队中反犹主义的传播，因此，霍尔——贝利沙离开内阁是“犹太民族的一个狡猾举动”，动机主要是“想要隐藏犹太人的影响力”。事实上，霍尔——贝利沙就生于伦敦。帝国新闻办公室指令，将张伯伦因政策分歧而撤掉犹太裔陆军大臣的决定，说成是犹太势力在幕后操控的一个聪明诡计。霍尔——贝利沙的故事说明了反犹阴谋理论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这是一个封闭的体制，对反驳或证伪免疫。如果霍尔——贝利沙仍是陆军大臣，或者如果马克西姆·李维诺夫仍是苏联的外交部长，纳粹宣传将会指出他们是国际犹太人的例证。

[38]


 他们被解职是犹太人机智地在幕后操控的证据。事实上，将李维诺夫和霍尔——贝利沙被解职视为犹太人的挫败和对反犹主义的让步是可信的。对于纳粹来说，这样一种解释说明了常识的肤浅，以及它是多么容易被表象所迷惑。只有激进的反犹主义者才能理解潜伏在阴暗处的真相。

虽然英、法在1940年冬春并没有发起进攻，但是他们也拒绝接受以希特勒所开出的条件而进行谈判。一份于1940年2月28日在明斯特发表的演讲中，题为“让我们赞美使我们困难的东西”，戈培尔声称他们拒绝与德国签订和平协议是由于受到犹太人和“财阀”的影响。他讲道，犹太人并没有从1933年在德国降临到他们身上的大灾难中吸取教训。他们已变成“英、法发动反对帝国的财阀战争的知识分子领导者”。他继续抨击道：“财阀……一个在数量上很少的西方统治阶级却拥有整个地球”，正试图阻止“努力拼搏的年轻人去寻找光明之地”。虽然英国人谈论着人道和文明，但他们实际上是想要打败希特勒主义，“目的是消灭德国人民”，并将国家带回四分五裂和支离破碎的状态，如同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

[39]


 没有时间幻想了。“如果英国财阀成功了，它会毫不犹豫地消灭所有德国人民。”

[40]


 即便是在战争的早期，在英国或法国已发动对德国武装部队的任何攻击或者已经轰炸任何德国城市之前，戈培尔就已使用“消灭”这个动词来描述英国的战争目标。这些战争目标已经被犹太记者所策划，他们已经逃离了纳粹德国，并且现在是“反对德国的财阀战争的知识分子领导者”。但是，英国的犹太人和财阀集团是在浪费他们的时间，因为这里不会再有第二次后方的崩溃，正如他所宣称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已发生的。此外，这个最强硬的反共人士指出，德国现在拥有“世界上人口最多、实力最强的世界强国”在其一边——也就是苏联。因此，它可以专心集中于西线战场。凭借希特勒的英明领导和民族牺牲精神，德国的战争有着光明的前景。

[41]




在战争的头几年，甚至在预测1941年夏秋两季莫斯科的“犹太布尔什维克”很快会崩溃之前，反犹主义都是一种必胜自信的基础。在1940年6月16日的电台演讲“时间不能并行”中，戈培尔承诺德国的听众，战争将不会是1914年到1918年间两线作战的重蹈覆辙。

[42]


 不仅仅是希特勒的外交天赋促成了与苏联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通过将纳粹政策在英、美、苏所受到的批评都归咎于犹太人身上，戈培尔希望已有的反犹主义将会削弱它们对对抗第三帝国的支持。将第二次世界大战描述为一场“犹太人战争”，即德国作为一方而国际犹太人为另一方的两者之间的战争，将会——他希望是——扭转各地大多数非犹太人反对第三帝国的战争努力。

[43]


 1940年4月，在《我们的意志和道路》上的一个放映幻灯片和演讲的公告声明道，“在这场战争中，我们专门对付世界敌人犹大”，希特勒德国的“存在”是为阻止“一个世界性国家和犹太人统治的古老犹太人梦想的实现”。德国并非面对“两个分离的敌人阵营”；相反，“犹太帝国的财阀集团很大程度上等同于那个政治上的犹太民族”。

[44]


 国际犹太人与同纳粹德国交战的政府的等同化，仍是纳粹战时宣传一个组成部分，就像犹大（Juda）这种词汇的使用那样。

对法国的责备在纳粹战时宣传中扮演着一个过分温和的角色，主要是因为法国在六周内就被打败，并被识时务的维希政权所取代。

[45]


 这里也一样，承认犹太人的破坏作用有助于理解为什么法国被打败了。1940年7月26日的一份《期刊服务》指令声称，法国的战败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法国将其领导权交到犹太人手中”，而他们反过来成为“法国的掘墓人”。

[46]


 指令列入了一部关于所谓的在19世纪和20世纪犹太人控制法国的压缩版反犹历史，并提及相关作品以支持这一叙述。德国的宣传期望将法国的战败描述为一个“法国疯癫政策的最后结束”，并声称犹太人要对战争负责；然而，德国期刊应该避免攻击“与牧师、教会联系的法国反犹运动”。

[47]


 紧跟着德国于1940夏季在低地国家和法国的胜利，当犹太人逃离或试图逃离纳粹控制的西方国家时，一份《期刊服务》指令谈到了“欧洲从犹太人的统治中获得解放”

[48]


 。

温斯顿·丘吉尔在1940年5月10日成为英国首相。从那时到战争的结束，戈培尔和迪特里希对他发出了源源不断的辱骂。他们在纳粹反犹叙述中找到了英国敌对的一种解释。希特勒赢得世界大战的战略是，在美国能够有效介入之前，赢得一系列针对政治上孤立的欧洲对手的短期的决定性战斗。

[49]


 他在1928年未出版的“第二本书”中已经主张，虽然德国建立了一个大陆帝国，但它应该集中于东部的生存空间和寻求修好与英国的关系。在这里，他写道：“英国对德国的永久敌意是毫无根据的。”如果这样的敌意再度出现，那是因为“世界犹太人……也在英国发挥控制作用”。虽然英国人能克服对德国的“战争精神病”，“但同样确定的是，全世界的犹太人不会为了消除古老的敌意而作出任何贡献”，阻止欧洲的和平，并促进布尔什维克化。他总结道：“一个人不能谈论世界政治，如果没有将这个最为可怕的权力考虑进去的话。”

[50]


 这个“可怕的权力”在纳粹宣传中变成一个关键的要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瞄向英国和丘吉尔。

希特勒的种族思想已然遮蔽的事实是，英国从来都是在反对那些寻求在欧洲大陆建立霸权以及消灭独立国家体制的任何权力。在这个传统中，丘吉尔在他与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通信中以及他的主要演讲中都认为，如果在短期内战败是可以避免的，那么在长期英国会找到一种赢得战争的途径。如果希特勒对未准备好的和孤立的敌手取得快速胜利的最初战略能够被挫败，那么时代将会属于他的敌人。针对丘吉尔的纳粹宣传如此凶猛，是由希特勒所提供的反犹解释而产生的。戈培尔用尖锐的讥讽发出他对丘吉尔的第一次战时攻击，是1940年6月16日的文章“论英国人的虔诚”，在丘吉尔取代张伯伦的五周之后，以及英法联军撤离敦刻尔克的三周之后。他列出了一系列侮辱和成见的清单。英国财阀对欧洲而言是外国人，一个殖民帝国中势利、无教养、懒于思考的老爷，他们通过狡猾、欺骗、谎言和暴力聚在一起。的确，在他们“残忍、说谎、虔诚的虚伪和虚假信仰”的混杂中，他们是雅利安人中的犹太人，并属于那群在人们希望能好好跟他们说话之前首先要被“打掉牙齿的人”

[51]


 。在他对这些“雅利安人中的犹太人”的谴责中，戈培尔将思想库、杂志和大学中工作的政权反犹作家所发出的观点纳入大众宣传之中。英国人那所谓的犹太人身份，变成了纳粹战时宣传的另一个持久主题。

在他的7月24日部长会议中，戈培尔仍在指导宣传部官员去单独攻击“英国财阀……而不是整个英国人民……我们的官方宣传媒体要清楚指出，被财阀统治的英国人与他们毫无共同之处，也不觉得与他们有任何联系”

[52]


 。鉴于犹太人的统治已造成法国的战败，因此对于帝国而言，英国被犹太人统治也是幸运的。但是到了1940年8月，在反英宣传中一个转变发生了。在与英国战斗之中，帝国新闻办公室1940年8月16日的《期刊服务》指令声称，英国“在相当程度上掌握在犹太人手中”。鉴于犹太人承担着大陆人民种族崩溃的罪责和英国已经变成“世界犹太人的中心”，它也因此播下了自身即将崩溃的种子。但是“犹太化”在英国比在法国走得更远。在英国，犹太人已经“渗透到财阀集团”，也渗透到全社会。指令要求编辑不要把对英国政策的责任只归咎于犹太人，以及他们在王室、贵族和官僚内的朋友，“人民也是有罪的”

[53]


 。指令包括了一个由政府出版社出版的书籍和短文的摘要，揭露所谓的犹太人统治着英国的政治、教育、经济、文化和娱乐业。它声称犹太人支配着电影、剧院、音乐、电台和新闻界，连同剑桥、伦敦和伯明翰大学的教学人员。

[54]


 反犹分析现在对于纳粹而言是一种乐观主义的源泉。如果犹太人的主导地位已经在纳粹的狂轰滥炸面前导致了一个又一个国家的倒塌，那么战胜看似更犹太化的英国岂不是一件短时间内就能搞定的事情吗？犹太人给各国抵抗德国扩张的斗争增添负担，而德国成功的前景一片美好，这些难道还需要更多证据吗？

但是，英国人并没有在1940年8月崩溃；他们处于丘吉尔所说的“决胜时刻”。他们为什么会这么顽强呢？这里有一大堆看似合理的理由导致英国的抵抗，与世俗以及不是很世俗的因素有关，比如英吉利海峡、皇家空军装备精良和训练有素，以及普遍认为希特勒确实威胁到了英国所代表的一切。这个决胜时刻的纳粹与众不同的反犹解释，出现在1940年10月14日的《期刊服务》指令上，关于“英国——犹太人联盟”。它大量取材于一个反犹作家沃尔夫·迈耶——克里斯蒂安的同名文章，提供了迪特里希帝国新闻办公室和戈培尔宣传部内反犹行动办公室之间协调的证据。

[55]


 这个指令包括了宣传部内反犹行动办公室的地址和电话号码，并要求编辑参考宣传部所青睐的反犹作家的其他作品，包括延斯·罗尔森的《不列颠：世界犹太民族的腹地》和阿尔达格的《犹太人统治英国》和《犹太人占领英国》。

[56]


 帝国新闻办公室将后一本书看作反英宣传中一个“格外重要的贡献”，对记者而言是一本“杰出的参考书籍”。

[57]




10月14日的指令声称，战争起源于英国人和犹太人的“统治圈”，他们寻求“消灭”德国的政治和经济力量。德国期刊要解释“我们的主要敌人（英国——犹太人联盟）的真实本质”，以及“英国政治内部的犹太化”。重要的是，要强调“犹太人——英国人的利益共同体”不仅仅是宣传声明。它已经把英国的本质渗透到它的核心。在没有犹太人的影响下，英国作不出重要的决定。英国“世界统治的政策”与犹太民族的利益是交织在一起的。重要的是，编辑要理解1940年奠定于英国历史和文化的英国——犹太人联盟的根源，特别是在英国的清教主义里。和犹太教一样，清教主义依靠的是《旧约》。清教徒的“现世性”以及接受财富作为上帝祝福的印迹，显示了其与犹太人之间的选择性亲和关系。的确，“《旧约》衔接了英国人和犹太人”

[58]


 。

在1940年11月8日的《期刊服务》指令中，帝国新闻办公室要求，“评论政治出版物的所有期刊都应该评论迈耶——克里斯蒂安关于英国——犹太人联盟的文章”。指令通知编辑，“该文章展示了英国人和犹太人之间广泛的认同，以及为理解当前战争的深层次原因提供了必要的前提，一个同时是英国的和犹太人的战争”。另外，该文章还提供了一个“与英国——犹太人的世界列强做最后对抗的知识框架”

[59]


 。

迈耶——克里斯蒂安问为什么英国和英国的上层阶级表面上是如此之犹太化。为了回答那个问题，他将英国在1939年对纳粹德国的反对，也包括它对一个犹太人祖国的支持，放置于四个世纪以来英国历史的一种反犹解释的内容当中。英国上层阶级已经宣告：“英国人的就是犹太人的，犹太人的就是英国人的！”然而，德国的犹太人是现状的批评者和反对者，但英国的犹太人是上层阶级“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欧洲和德国的犹太人问题，只有当“传统英国上层阶级和世界犹太民族的领导阶层的联盟”被“彻底地打碎”才能得到解决。

[60]


 英国——犹太人联盟出现的关键在于“清教主义和基督教的英国特殊形式”。如果没有“两个民族基本情况的相似性，包括资本主义的思维方式和对世界统治的要求”，犹太人和英国上层阶级之间的联盟就不会出现。的确，“没有人比基督教独裁者奥利弗·克伦威尔最先认识到这一点，并使其成为他的政治基础”。他召回先前被驱逐的犹太人回到英国的决定，从而“使得他们帮助建立如今的大英帝国”。“英国上层阶级的退化”不是“爱情的意外结晶”，或粗心大意的个人主义的结果。相反，它是基于犹太人的一种精心策划的努力，从而“使得英国贵族有五分之一是世界犹太人”

[61]


 。

那个努力成功了，因为清教主义和英国的犹太人之间是一种选择性亲和，以及“英国基督教和犹太教之间的紧密联系”。两者都公开声称是“资本主义的宗教。他们认定财富的积累是上帝的旨意。两者都是宗教铰接的利己主义”。两者都“依赖于选民的观念。在犹太人和英国人之间，政治优越感和狂妄是建立在这种宗教之上的”

[62]


 。迈耶——克里斯蒂安连接犹太人和资本主义的解释，直接被引用到维尔纳·松巴特的《犹太人与经济生活》之中。

[63]


 英国帝国主义从清教的宗教起源中推导出其权力和无所顾虑，这反过来就是“犹太人的”。在其指向《旧约》的导向中，加尔文教派已经使其自身疏远真正的基督教，并选择了一个现世生活，这与犹太教所规定的教规相吻合。“清教主义和犹太教是完全相同的。”1939年政治上的英国，“没什么比一个现代化的犹太民族更窝藏统治世界的野心”。“因此，对于整个世界而言，迫切的结论必须是敌视犹太人等同化敌视英国。只有这样做，欧洲才能摆脱英国——犹太人联盟。”

[64]




英国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提供了英国清教主义的斐洛犹太本质的进一步证据。

[65]


 迈耶——克里斯蒂安认为，英国——犹太人联盟已经导致英国对一个巴勒斯坦犹太国家的支持。

[66]


 国家社会主义反对一个犹太人的国家，是因为这将只会是“一个凌驾于非犹太种族的国际权力中心，一个公民不居于其内却遍布全球的国家”

[67]


 。这将会是一个“权力中心”和“一个世界犹太人的关键基地”，一个群体享受一个新国家的公民身份，而不用放弃欧洲国家或美国的公民权利。大多数的犹太人将会留在其他国家，并“与伪国家合作有助于犹太民族权力增强为一个世界权力”

[68]


 。

迈耶——克里斯蒂安视犹太人在20世纪30年代与英国关于移民到巴勒斯坦的争论，是犹太人正在变成或已经变成一个世界权力的进一步证据。在1940年秋季，对他和帝国新闻办公室的官员而言，英国对纳粹的抵抗以及支持一个巴勒斯坦犹太人国家，似乎证实了他们意识形态观点的正确性。在英国，与“世界犹太人”相衔接的“同一个圈子”，正在发动对德战争和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在纳粹最早提及“犹太人战争”的一本书中，迈耶——克里斯蒂安写道：“英国人的战争是一场犹太人战争，是英国犹太人的上层阶级针对日渐强势的德国和帝国所仰仗的民族主义发动的预防性战争。对于阿拉伯人而言，德国是英国——犹太人联盟的第二个共同敌人。”

[69]


 迈耶——克里斯蒂安视哈伊姆·魏茨曼的声明是对英国参战的支持，也包括英国内阁大臣达夫·库珀于1940年1月6日在华盛顿支持巴勒斯坦犹太人的演讲，视为英国——犹太人联盟的进一步证据。

迈耶——克里斯蒂安是多数纳粹公法学者中唯一一个在战争早期公开抨击犹太复国主义的人。在一个层次上，这似乎是反犹观点的一个必然结果。但是，鉴于苏联和阿拉伯国家后来指控纳粹德国和巴勒斯坦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进行战时合作，回顾纳粹德国反对在巴勒斯坦或其他地区建立一个犹太人国家的观点是很重要的。

[70]


 在1933年到1939年间，六万德国犹太人能够在“转移协议”的条款下移民到巴勒斯坦。虽然它允许犹太人转移一亿帝国马克到巴勒斯坦，但它并不意味着支持建立一个犹太人国家。当战争爆发后协议就结束了。

[71]


 反对一个犹太人国家的建立，基于相信这只会加剧国际犹太人阴谋控制全球的危险，目的在于消灭德国和德国人。阴谋理论掩盖了巴勒斯坦作为一个德国犹太人可以被驱逐的地方的想法。随着战争的逼近，纳粹德国手中已握有700万犹太人，驱逐出境的问题变得无实际意义。以纳粹的观点，犹太复国主义仍是一个阴谋的内容。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提出了这个观点的早期版本，他轻蔑地驳斥了犹太复国主义者主要是集中从事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建立一个定居点的运动这一“谎言”。“当犹太复国主义者使世界上的其他人相信犹太人的国家意识在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家后就会得到满足，那么犹太人再次狡猾地欺骗了默不作声的非犹太人。以生活在那里为目的而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国家的想法，甚至就没有进入过他们的大脑；所有他们想要的是一个他们的国际性世界骗局的中心组织，赋予其主权权利并远离其他国家的干涉：恶棍无赖的一个避难所和新生骗子的一所大学。”

[72]


 对于希特勒和纳粹政权而言，犹太人移民到巴勒斯坦不可能是一个“解决方案”，最终或者说其他欧洲“犹太人问题”解决方案的组成部分。纳粹反对一个犹太人国家是根植于核心意识形态信念：一个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国家将会变成“国际犹太人”努力控制全球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可能是非常总部。

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虽然也确信存在一个犹太人阴谋，但他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短文中关于犹太复国主义却比希特勒发出较少的警告。

[73]


 罗森贝格在这一主题上的关键文本是《敌视国家的犹太复国主义》，它在1921年首次出版，并于1938年在主要的纳粹出版社再版发行。在该书中，他认为犹太人缺乏治国能力。如果一个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国家被建立，它将会崩溃，且犹太人将会再次变成一个“国际民族”。犹太复国主义是“一个无能民族从事生产活动而徒劳无益的努力。多数情况下，它是野心勃勃的投机商人建立新舞台的一个工具，以便获取全球范围内的高额利息”

[74]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中期，希特勒对一个犹太人国家将会为国际犹太人阴谋提供另一个基地的看法取代了罗森贝格的轻蔑看法，并形成了反犹主义和反犹太复国主义的一种趋同。

[75]




吉泽尔赫·维尔辛的《在巴勒斯坦的英国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出版于1939年（四个版本和一万份印刷件），界定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目标：“建立一个世界犹太教廷。建立一个牢固的基地，以便今后几年里犹太世界政策得以休养生息。”

[76]


 维尔辛认为，一个犹太人国家将会促进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与工作于欧美金融业的业已被同化的犹太人之间的合作，从而增强他们现存的政治和经济权力。

[77]


 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目标，使得纳粹宣传家们开始关注他们所认为的阿拉伯情感。1939年6月13日的《期刊服务》指令，指示编辑不要使用“反闪米特主义”这样的术语，因为这样做冒犯了阿拉伯人。描述纳粹政策适当的术语是“防备犹太人”和“敌视犹太人”。

[78]


 五年后，帝国新闻办公室再次表示担心术语“反闪米特主义……会破坏我们与非犹太闪米特人的关系，也就是说，泛阿拉伯世界对我们很重要”。因此，新闻界要用诸如“反对犹太人”、“敌视犹太人”或“反犹太教”这样的表达来取代“反闪米特主义”这样的词汇，“反闪米特主义”一词具有“对抗犹太人”或“反犹太人”之意。

[79]




在1940年的夏秋两季，英国的“决胜时刻”给英国带来了空战的胜利，一个与美国形成的联盟，第一次打败了希特勒赢得短期战争的战略。

[80]


 这个对希特勒有效抵抗的首次行动，使得纳粹领导人对丘吉尔大为震怒，但对胜利仍是信心十足。在1940年12月12日，在对惺惺相惜的纳粹地方长官的一次演讲中，希特勒自信满满地说：“在军事上，战争几乎等于赢了。”英国被孤立了，并将会被逐渐打败。

[81]


 但是英国拒绝接受战败——尽管它在大西洋战役中遭受严重挫折，因为德国潜艇使其商船付出惨重的代价。在1941年冬春两季的短文中，戈培尔叫嚷着对丘吉尔的个人辱骂——“死肥犬儒者……犹太人和财阀的狐朋狗友……政治和军事的门外汉……没教养的蠢材”——在希特勒的手掌里他是不可能会取得胜利的。

[82]


 1941年2月5日《人民观察家报》的头条文章鼓吹道：“丘吉尔将德国作为战利品许诺给了犹太人；世界寄生虫的团结又死灰复燃了。”

[83]




在1941年1月30日对帝国议会的演讲中，希特勒提出，他过去的威胁已经导致国际犹太人迫使西方列强对德国采取一种包容的态度。因此，他在1941年那更新的威胁将会导致犹太人迫使英国与德国缔造和平，目的是拯救欧洲的犹太人。一面怀着暴徒心理，一面幻想着犹太人影响英国政策的权力；怀着这种怪异结合，他每年对帝国议会的演讲中重复着其关于战争和犹太人的预言。仿佛为了在战争和对犹政策之间强调他内心的联系，他错误地把预言的第一句话注明为1939年9月1日，即他下令入侵波兰的那一天。

不要忘记我已于1939年的9月1日［实际上是1939年1月30日］在帝国议会所发表的评论，即如果世界被犹太民族拖入一场全面战争，那么欧洲犹太人的整个角色就要结束了……今天，他们［犹太人］可能仍在嘲笑［那个声明］，正如他们早先嘲笑我的预言那样。现在我们的种族知识正在各国当中传播。我希望那些仍反对我们的人有一天会认识到他们更大的国内敌人，然后会与我们联合起来，对抗国际犹太人的剥削和各国的腐败！

[84]




整个演讲的文本用德语出版，并在国际的出版社被翻译出版。《纽约时报》编辑随后几天的回应——他们在纳粹领导人的眼里是美国“犹太新闻界”的领导者——说明了，在理解希特勒上，即便是最有经验和见多识广的观察家也会有困难。他们写道：“在德国内外，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会从阿道夫·希特勒那里得到真相。八年如一日，就像昨天在体育宫通过纳粹党雇用的捧场者们机械式喧嚣那样，他对一个声音被淹没的民族行使绝对权力。在那段时间里，没有一个先例可以验证他要履行诺言或者实施威胁。在他的记录中没有任何保证，事实上，他唯一不会做的事就是他说他要做的事。八年来，他已经成为德国唯一和无可辩驳的发言人——如今德国这个词是毫无价值的。”

[85]


 《纽约时报》的编辑发现，正如他们之前的许多希特勒的敌手一样，很难去想象这样一个技艺高超和愤世嫉俗的骗子也是一个将会实现其威胁的狂热理论家。

两周后，在发表于《德意志帝国》的一篇短文中，戈培尔向他的读者保证，英国没有他们所想象的那样聪明。很多德国人已经错误地夸大德国犹太人的聪明。“［德国］犹太人那出了名的聪明还有什么？”在过去，德国小资产阶级在犹太人面前是一个懦夫。在纳粹着手此事之后，很明显的是，犹太人的“才智优越感只是表面现象，相应的，他们的权力也会土崩瓦解……这也适用于英国人，称他们是雅利安人中的犹太人并非毫无根据”。当要面对英国人时，浮出水面的是，他们只是“一群泥足巨人”。希特勒一直在打“正确的牌”，丘吉尔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一个又一个被打败。德国代表着未来，英国已成过去。它的领导人正变成世界的“笑柄”。正如纳粹，面对巨大的胜算，已经“打败了”德国的犹太人，他们也会对英国的犹太人做同样的事。

在《德意志帝国》1941年冬春两季的社论中，戈培尔再三归咎于英国那可怕甚至是种族灭绝的战争目的。如果丘吉尔拥有权力，他在1941年2月23日的一篇短文中写道，他将会“抹掉德国”，并将其拆分成大约四十个由“财阀”统治的小国，跟着他们英国主人的曲调而翩翩起舞。

[86]


 再加上恐怖的情节，“犹太人自然会恢复他们的旧时权力，那就是，他们将再次主宰政治、经济、金融和文化”。议会将会被恢复，给英国统治一个合法的外衣，而德国人将再次被允许写小说、谱写交响乐、绘画、写诗和思考，同时忍受着生活水平被降低到最低限度。

[87]


 在发表于1941年3月30日《德意志帝国》的文章“不列颠尼亚号支配着海浪”中，戈培尔写道：“如果他能够，他［丘吉尔］将会灭绝德国，消灭我们的人民，将帝国夷为平地和化为灰烬。”

[88]




纳粹领导人明白，美国援助英国对于保持英国的战斗力是至关重要的。其结果是，他们加强了攻击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宣传。在20世纪30年代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美国社会和政界，犹太人是一个边缘族群，只有微弱的政治影响力，生活在一个仍然被强大的反犹主义所笼罩的社会中。鉴于他们数量较少，因此并不会惊讶于他们对美国外交和军事政策的影响力是如此微不足道。随着四个世纪的移民，480万的美国犹太人占据了美国人口的3.7%。虽然广泛分布于全国，但几乎一半生活在纽约州，大多数在纽约市内或周边。

[89]


 1940年到1941年间的美国众议院即第76届国会的六个犹太人中，有四个来自纽约州，另两个来自芝加哥和费城。在美国参议院中没有犹太人。纽约州州长赫伯特·雷曼（Herbert Lehman），1932年当选，在1934年和1936年重新当选，是犹太人。

[90]




虽然纽约的犹太人是罗斯福最早期和最忠诚的支持者之一，但在罗斯福政府的关键政府部门里却没有犹太人身居高位处理着外交和军事事务。科德尔·赫尔，罗斯福从1933年到1945年的国务卿；1940年到1945年的战争部部长亨利·斯廷森，是声誉良好的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成员。没有一个美军参谋联席会议的成员是犹太人。反犹主义在美国军官集团中仍有一定的势力。罗斯福的犹太裔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游说扩大犹太人移民到美国，但在国务院的抵制下收效甚微。

[91]


 的确，引证国内的反犹主义，并展示一些他们自己的，国务院官员力求避免任何对犹太人迫害的关注，以免加剧已经相当大的国内对美国介入欧洲战事的反对。一些犹太领导人也赞同，并担心升级问题将只会增加美国的反犹主义。

[92]


 虽然富兰克林·D.罗斯福从一开始就鄙视纳粹政权，并认为它的反犹政策是令人厌恶的，但是总统抵抗希特勒德国的公开事例中并没有专注于反犹迫害。相反，他按照传统的理解认为，纳粹德国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一种威胁。如果希特勒打败英国，控制欧洲大陆，实现在大西洋的海军控制，罗斯福相信德国将会对美国构成直接的威胁。就这一点来说，他表达了一种与美国政治和军事机构所共享的观点，特别是海军的领导层。

[93]


 政府内外的美国犹太人未能说服政府提升移民配额以援助犹太人逃离德国。

归功于崇尚学习的传统，美国犹太人在专业领域取得了长足进步。当苏兹贝格家族使得《纽约时报》达到全国报纸发行量的最高纪录时，大多数的美国报社仍由保守的出版商控制着，其中一些支持20世纪30年代的孤立主义。

[94]


 在医药和法律领域以及在大学里，即便是在面对持续的反犹歧视下，一小部分有才华的犹太人还是得以崭露头角。在20年代和30年代，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制定了配额以限制录取犹太人的数量，配额制度被很好地保留到战后时期。

[95]


 尽管在法律领域有一些进步，但是收入最高、最具权势和名望的企业及华尔街律所大部分仍然未对犹太人开放。

[96]


 在企业界，正如《财富》杂志的编辑在1936年所阐明的，“不管怎样对犹太人垄断美国工商业进行暗示，都是没有根据的”。他们对主要银行高管的调查表明，犹太人在金融业的主要机构未被充分代表，而在重工业、交通、电力、通信、农业甚至更少。关于政治，编辑反对“新政就是犹太人政策”的反犹观点。事实上，“犹太人在罗斯福政府里的影响力是微弱的”

[97]


 。

《财富》的编辑把杂志的整期都献给美国犹太人的话题，也是商业机构里反犹持久性的证据，最为显著的反犹主义由汽车巨头亨利·福特所支持和资助。他资助着声名狼藉的反犹伪造物《锡安山长老协议》的出版。他在《迪尔伯恩独立报》上发表的攻击美国犹太人的文章，煽动着美国人生活中反犹主义的火把。他们为纳粹宣传中一种跨大西洋回音提供素材。

[98]


 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查尔斯·林德伯格和美国优先委员会的成员认为，是犹太人驱使美国介入欧洲的事务。

[99]


 舆论研究公司（ORC）从1939年到1941年的四项调查发现，当被问及“这个国家的犹太人是否想要把美国带入欧洲战争”，大约三分之一的美国人回答说“是的”。战时调查的最惊人发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反犹主义实际上在美国社会上升了。根据一项系列民调，它在1944年春季达到高点，即在盟军诺曼底登陆期间。在1938年到1946年的14份民调中，ORC问“你认为犹太人在美国有太多权力了吗？”那些回答“是的”的数量从1938年3月的41%上升到1940年8月的42%，1942年2月的47%，1944年5月的56%。

[100]




1940年8月开始，ORC问“这个国家的哪一个民族、宗教或族群对美国是一个威胁？”并收到了明确的回复。从1940年8月到1945年6月的8次民调数据统计中，有6次犹太人被认为是对国家最大的威胁，除了1941年12月，那时是日本人取代了他们，另一次是德国人，在1942年2月（当时德国潜艇击沉大西洋海岸的美国船只）。当美国军队猛攻诺曼底海滩，一定比例的美国人认为犹太人对美国是一种威胁达到了顶峰。

[101]


 很大程度上由于罗斯福的领导，反犹主义在战前和战争期间被降到了美国政治的边缘。但是，正如已经被很好记录的，官方的中立、美国犹太人的数量少，以及他们逊色的政治影响力、大众的反犹主义和担心反犹主义反弹，这些都致使对迫害然后是大规模屠杀欧洲犹太人的讨论，处于战争期间美国政府政策和公共讨论的边缘。

[102]




纳粹理论家和宣传家忽略了这些麻烦的事实，即犹太人在美国社会中处于边缘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在1941年3月28日，犹太人问题研究所在法兰克福设立了。在开幕式上，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发表了一篇题为“犹太人问题是一个世界问题”的演讲，后来播放于电台并发表于第二天的《人民观察家报》及其他主要报纸的头版。

[103]


 在转向美国犹太人之前，他将抨击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犹太人——英国人高端金融的包围圈政策”作为开场白。虽然“犹太人在德国的统治已经破碎”，但是犹太人已经扩大了他们在美国的权力。在这里，罗森贝格在关于犹太人在美国的专业和政治收益上，连接了实际情况和变得越来越有名的夸大之词。的确，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是最高法院的一名法官；萨缪尔·罗森曼已是纽约州最高法院的一名成员，并且是罗斯福总统的顾问；亨利·摩根索是罗斯福政府的财政部长。无论马库斯·洛夫、阿道夫·朱克尔、萨缪尔·戈尔德温和路易斯·迈尔如何成功，美国电影业不能说是“100%都属于犹太人的”。但这并不能阻止罗森贝格，一个在犹太人课题上自我标榜为专家的人，声称“这些人拥有所有的电影制作。这里几乎没有美国人的电影［产业］，而只有犹太人的”

[104]


 。

反犹主张在1941年的纳粹反美宣传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1941年4月，随着一系列西奥多·塞贝特（Theodor Seibert）的文章在《人民观察家报》上发表，纳粹党的弗朗茨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著作《美国谜底：罗斯福时期美国的军事政策》。

[105]


 要解开的谜底是，为什么美国支持英国和反对纳粹德国。塞贝特在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性格和犹太人在美国的权力中找到了答案。罗斯福的“内在本质是非美国人、新荷兰人和英国人”。他也是一个纽约人。塞贝特写道，纽约是“美国领土的一个异域”，一个财富聚集、尚未美国化的移民城市，一个哈莱姆的黑人城市，尤其是“大量犹太人聚集的城市，世界上最大的犹太人城市”。在这一点上，它与伦敦和巴黎作为它们各自代表国家的首都形成对比。没有什么地方的犹太人像在纽约的犹太人这样强大。罗斯福的智囊团，包括亨利·摩根索、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和萨缪尔·罗森曼，在纽约就已聚集在他周围，并已经陪同他到华盛顿。

[106]


 那些记得魏玛时期的人，他写道，能大致看到在纽约和美国的东海岸，“希伯来人的数量、金融和政治上的影响力要比纳粹前的德国大上好几倍”

[107]


 。罗斯福“愚蠢的”介入之路只能在提及“一个非常强大的政治和金融权力持有者集团”时才能被解释，他们想要“拯救犹太人和盎格鲁——撒克逊的民主”。以这样一种对美国外交政策决定因素的分析，塞贝特声称：“罗斯福的政策不再是一个谜。”

[108]




在1941年5月的下旬，在他的“来自无限机会的大陆”的短文中，戈培尔将美国介入的主流声音描述为犹太人、资本家、实业家、银行家以及报业主企图用“狡猾和欺骗”来操纵美国。这些集团憎恨纳粹德国，是“因为它拿走了他们种族和宗教同志们的特权”。他们寻求美国介入战争，为的是恢复他们的特权，这个计谋当然“跟美国的利益无关”，并被“一个纯粹的犹太人计划”所代替。

[109]


 反犹框架解释了为什么清教徒团体的后代，如富兰克林·罗斯福会如此坚定地反对希特勒和纳粹主义。

[110]


 在1941年5月30日，在“来自美国的消息”一文中，戈培尔反驳了罗斯福关于纳粹计划扩张到大西洋和对整个美洲构成威胁的警告。事实上，戈培尔写道，德国并没有这样的计划，而仅仅是反击英国对海洋的控制。罗斯福的“犹太人顾问”是说服罗斯福武装干涉的一个关键力量。

[111]


 同一天晚上，戈培尔在日记中透露，虽然“纽约的犹太新闻界试图促使他更进一步”，但是罗斯福在他的中立政策中暂时克制住了自己。

[112]




从反犹智囊团以及戈培尔控制的宣传部积极宣传办公室所形成的同一主题，在由迪特里希及其帝国新闻办公室工作人员所签发的每日新闻指令中是非常明显的。1941年5月30日和6月6日的《期刊服务》指令关于“美国犹太人”就特别显著。

[113]




为什么现在相关：英国最终被犹太人所统治；美国的真实情况也是一样；相应的，英国——北美占领世界的计划服务于背叛者的灭绝计划，并以这种方式广泛消灭人类的所有非犹太人。起初是什么让我们无法理解美国对德国的敌视态度，一旦认识到美国非犹太公民已落入煽动战争的犹太人手中的程度，就变得可理解了。

目标：清楚美国犹太人不惜一切代价摧毁和消灭德国的目标，目的是及时抓住犹太人的危险。

框架：着重点在美国，甚至比英国多，这里有一个犹太人的平行政府与正式的美国政府一道。后者于是乎变得不重要了，更多的是被从平行政府中挑选出来的犹太人充满着。今天，这个进程被视为已经完成。

[114]




文章继续讲道，美国犹太人传播着不真实的德国，并正将美国推入一场报复战争，进而他们可从中牟取经济利益。期刊不应该“因他们明显地接受犹太人的奴役，或者他们在反抗犹太民族及其奴隶上的懦弱，而去伤害或嘲弄非犹太美国公民”。德国期刊也不应该暗示，1941年春季对于反抗美国犹太人的压迫已经“太晚了”

[115]


 。

5月30日的指令吸引人们关注希特勒在《我的奋斗》里的主张，即犹太人要对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负责。当前的“备战”因此是第二次犹太人反德运动。指令声称，富兰克林·D.罗斯福有“犹太人血统”，可追溯到17世纪荷兰的犹太祖先。然而，纳粹战时宣传更多关注于罗斯福作为犹太人的一名奴仆，而不是作为一名犹太人本身。指令罗列了他那作为银行家的犹太人朋友和顾问伯纳德·巴鲁克；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纽约州州长赫伯特·雷曼；纽约市市长和“半犹太人”费奥雷罗·拉瓜迪亚，被描述为一名“有名的反德煽动者”；“犹太教授”和最高法院的成员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本杰明·科恩，一位白宫顾问；纽约州最高法院法官萨缪尔·罗森曼；国务卿科德尔·赫尔，他娶了一名犹太女子。在纳粹的战时想象中，这些人仍留在恶棍的核心团体之内，是国际犹太人阴谋美国分支的名字和面孔。但是问题远不止这么少。指令声称，占绝对优势的清教徒团体后代的政府部门的大多数成员是犹太人。指令提供了在美国争取权力的犹太人的工作地址和个人身份，在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美国犹太人组织的清单中，包括了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美国犹太人代表大会、美国犹太复国组织、美国——希伯来人教会联盟、正统犹太人教会联盟、反纳粹同盟、哈达萨、基督徒和犹太人全国组织。最后一个组织的目标除了“建立犹太人的世界统治”就没其他什么了。

[116]




接下来的几周里，更多“美国犹太人”的材料从反犹行动办公室和宣传部的“档案馆”散发出来。再次，为了促进联系，新指令给编辑们提供了部长办公室的地址和电话号码。

[117]


 广泛借助于《美国犹太人》年刊，它将关于美国犹太人的数量和位置的真实报告，与关于犹太人在大众文化、法律、金融上的影响力的扭曲结合了起来，也包括对犹太人在传统“生产性”产业（煤炭、交通、重工业、林业、建筑）缺失的扭曲。指令告知德国的编辑，在纽约，非犹太人“知道当面对一个犹太人律师时，他们在经济纠纷中几乎是没有任何权利的”。

尽管警告不要将非犹太人标签为犹太人，但这个指令告知德国编辑：“如今美国银行业和股票交易的最具权势者是犹太人J.P.摩根。”摩根肯定不是犹太人，但纳粹在许多权力的高位上都发现了犹太人。

美国犹太人在犹太政府的帮助下掌握权力，敲骨吸髓并压制他们……美国犹太人对待［那里的］非犹太人正如《锡安山长老协议》所规定的那样。犹太人正在摧毁和消灭美国的路上，那就是非犹太人的美国。在这一过程中，直到他们的最后胜利，他们使用少量的非犹太人（为更有效地伪装自己）。美国的非犹太居民面临被犹太人消灭的危险。犹太人想加快他们目标的进度，通过试着将美国拖入战争。如果是这样，美国（那就是非犹太人的）人民必须付出巨大的经济、文化和身体上的牺牲，而犹太人得益于巨额战争利益。犹太人也会从整体贫困中获益，因为战争使他们得以在低价位收购非犹太人的财产和生意。

[118]




犹太人不仅仅威胁要“消灭”德国人，他们也意图“消灭”非犹太美国人。

这样的指令，促使协议的秘密争论得以更新，被散发到几千份报纸和期刊那里。纳粹宣传家们现在能在公共场所指出犹太人的名字和面孔。以这种方式，1941年5月和6月的新闻指令将激进反犹偏执带到了前沿。他们将一个国际阴谋论的抽象概念转化为适当的名字、地点和组织。这样就可以简单地解释为什么美国给予英国援助和被一个反对纳粹主义的总统领导着。亨利·摩根索和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是罗斯福的好友和政治支持者。

作为纽约州曾经的州长，富兰克林·D.罗斯福与城市和州的犹太人社区和选民建立了牢固的联系。纽约的意大利裔天主教徒市长费奥雷罗·拉瓜迪亚，的确是一名强烈和直言不讳的纳粹主义和意大利法西斯反对者。对于任何理解美国政治和种族运作的人而言，这些关系在一个多元的社会里是民主生活完全正常和合法的表达。它们与任何一种阴谋论都扯不上关系。

犹太人在美国政治和政策制定上的脆弱地位是明显的，清晰可见于罗斯福不愿意将欧洲犹太人的被迫害和灭绝作为美国参战的一个主要依据。在珍珠港事件和希特勒对美宣战之前，罗斯福只关注于纳粹德国将会对美国构成的威胁，如果它打败英国然后夺取对大西洋船只的控制。纳粹宣传家们意识到美国社会反犹主义的存在，总是将美国介入欧洲的提倡者与犹太人联系起来，并希望借此削弱对那个政策的支持。这样做，他们表现出信仰和算计的特有交织。新闻指令表明，纳粹政权的高级官员们相信——或所有迹象使其相信——犹太人正驱使美国卷入欧战。而且，不管是上千份战时备忘录还是更为私人的文件，如戈培尔的日记，确实找到了希特勒、戈培尔、迪特里希或他们的工作人员不相信他们正在写的东西，或者视他们的反犹主张为一个愤世嫉俗的计谋以愚弄易受骗民众的证据。然而，无论这些人如何机智或聪明，却陷入了一种深深扭曲自己对现实理解的妄想之中。他们所想象的犹太人权力的程度和范围，是他们自己权力程度和范围的一种投射而已。

纳粹领导人不明白也不会去领会，犹太人政治上软弱和边缘化的现实、美国政治的反对意见、各种压力集团在罗斯福政府里工作，以及在美国防卫机构里所形成的大西洋主义者对国家安全的定义。对美、英、苏的意识形态幼稚的认知，加剧了纳粹政权对其第二次世界大战敌手的系列误判和低估。纳粹主义的崛起部分归于其敌人的低估。纳粹意识形态的一大特征是不能把握现实，连同其激进反犹主义，纳粹政权亲手酿成了自己的战败。

戈培尔在1941年4月、5月、6月的日记中说明了他看待美国的真实情况。戈培尔在公开将想法更充分发展之前先在私下里提出来。他在日记中承认，很难在美国成功地传播纳粹宣传。美国人对介入的讨论正在加强。“我们正在尽可能煽动着，但是面对压倒性的犹太人的声音，我们的声音几乎被淹没。”

[119]


 在美国参战之前，戈培尔想确保，对罗斯福和武装干涉的批评不会与对美国孤立主义倡导者如查尔斯·林德伯格的公开称赞相伴随。他在日记中透露，著名的飞行员是反对美国介入的“一个勇敢少年”！“我们有保留地回应，为的是不伤害林德伯格……罗斯福是有点收敛了。他不能再满怀热情地行动，而必须考虑到公共舆论。”

[120]


 戈培尔自信地表示，美国“四年”内不会准备战争。鉴于英国商船在大西洋因德国潜艇而遭受损失，英国将不得不“在即将到来的秋季投降”

[121]


 。他在1941年6月8日的日记中谈到美国媒体的文章。戈培尔写道：“这些犹太人想要战争。总有一天，他们将会因那个愿望窒息而死。”

[122]


 对于他们的巨大挫折，纳粹不能打败英国或迫使英国谈判，反犹主义的解释是罗斯福及其幕后操控的顾问使得英国免于战败。

在希特勒入侵苏联这一极为重要的战争决定之前几周，戈培尔开始将庞大的宣传机器重新导向他那已惯用的连接反犹主义和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主题，其关注点将会是“斯大林及其背后的犹太人”

[123]


 。戈培尔确信苏联将会被很快打败。“事实上，再没有人会认为对于一场德国的入侵将会有严重的抵抗。”

[124]


 在1941年6月16日，戈培尔在帝国总理府会晤了希特勒。后者估计胜利将会在他们所预料的四个月内实现。戈培尔认为比这更快。“布尔什维克将会像一个纸牌屋一样倒塌。我们站在一场空前胜利的战役之前。”一个完整的苏联正牵制着西线战场所需的德国150个师。随着苏联的崩溃，英国将会失去在大陆的最后希望，因此会同意与纳粹德国达成一个妥协的和平。

[125]


 在6月16日的同一个会议，戈培尔听到了德国政府在波兰的首脑汉斯·弗朗克的评论。弗朗克期待“能够铲除犹太人。波兰的犹太人正逐渐分崩离析。这只是煽动人民和鼓动战争的一种惩罚。元首预言这正是要发生在犹太人身上的”

[126]


 。

在他宣布德国于1941年6月22日进攻苏联的《对德国人民宣言书》中，希特勒将他入侵的决定归咎于在莫斯科当权的“犹太布尔什维克”。他们已经卷入一场跟英国一起的“包围圈政策”。一个“犹太人和民主党人、布尔什维克和反动派之间的相似阴谋”已经在国际层面出现，这概括了魏玛政治的错误路线。它的目标是阻止一个德国全国政府的出现，一旦那个目标失败了，就改为力使那个国家疲弱无能。

[127]


 随着入侵以及苏联与英国之间反希特勒同盟的开始，纳粹宣传家们有了新的一套要求解释的事件。

正如他们之前所做的，他们将反犹框架转为说明“国际犹太人”是怎样组织和领导越来越多地反对第三帝国的国际战争。在1941年夏秋两季，纳粹宣传关注于所想象的存在于“国际犹太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领导人环节。宣传如此做的同时，纳粹政策从迫害时代走向了灭绝时代。




第四章 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和财阀之联盟的战争



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期间的暂停之后，纳粹宣传对“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猛烈攻击在1941年6月22日德国进攻苏联时得以完全恢复。同盟国的迅速溃败，给纳粹正统意识形态提供了一个受欢迎的回归，其核心元素即为反犹主义和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交织。事件的进程似乎再次证实了纳粹种族意识形态的基本假设，即一个国际犹太人阴谋正寻求世界统治。1941年夏季带来了纳粹宣传机器第一次战时反犹口角的猛烈炮火，连同通过海报媒介的反犹视觉宣传不断上升的扩散。1941年夏季也恰逢和促使希特勒对战争的最大误判，那就是苏联是一座纸牌屋并会很快轰然倒塌。义愤填膺的无辜以及依旧愤怒投射的宣传，在虚假和邪恶之上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在1941年夏秋两季，纳粹的反犹宣传将其战时角色设定为大规模屠杀的一个公开的正当理由。

带着义愤填膺，希特勒声称入侵是一场自卫战争，并已阻止了一场即将到来的苏联进攻。

事实上，巴巴罗萨计划的实施完全出乎斯大林的意料，他坚决拒绝相信来自他自己及外国情报机构准确预测到即将到来的入侵的报告浪潮。从1939年8月到1941年6月22日，苏联已经船运了大量原油和其他战略原材料及农产品给纳粹德国。的确，运载着苏联的原材料和食品开往德国的最后一趟货物列车，在入侵开始前的几个小时穿过了苏联边界。

[1]


 然而，《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是生效的，斯大林终止了所有的反法西斯宣传，并实施着对工作在苏联外交政策机构和媒体的犹太人的大规模解职。由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代替犹太人外交部长马克西姆·李维诺夫，标志着苏联支持人民阵线反法西斯的结束。正如苏联历史学家米哈伊尔·海勒（Mikhail Heller）和亚历山大·尼克里奇（Alexander Nekrich）所说，“自苏联政权建立以来，反犹主义第一次变成了官方政策。”

[2]


 在入侵后的头几周和几个月，苏联武装力量准备得是如此之糟糕，以致截至1941年秋季有超过300万的士兵已经沦为战俘。在德国进攻之前或在1941年夏秋两季的事件进程中，斯大林没有任何行动可以支持纳粹所声称的即将到来的苏联进攻。

这些事实并没有给纳粹政权对事件进程的反犹解释造成任何困扰，且没有阻止希特勒——或从而是戈培尔和迪特里希——重复着纳粹进攻是预防性战争的一个例子的谎言。在1941年6月22日的部长会议上，戈培尔记录道：“国家社会主义是以一种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斗争运动而开始的。”那场斗争已经被搁置了两年，直到希特勒“揭露了布尔什维克统治者的背叛”。戈培尔讲道：“国家社会主义和德国人民正在恢复起初驱动他们的原则，即为反对财阀和布尔什维克主义而斗争。”虽然希特勒估计东线战争将会持续三个月，而戈培尔却告诉他的工作人员，“这只需要八周”

[3]


 。在东线战争的早期阶段，反犹主张较少强调犹太人的权力，更多强调的是“犹太布尔什维克”政权那被假定的羸弱无能，它将会在德国军队的猛攻下轰然倒塌。

在德国入侵之前的几周内，来自英国情报机构的报告警告过斯大林一场入侵的逼近。的确，一个统一的反希特勒同盟的缺失，使得希特勒极为容易地在1939年发动战争，然后在1941年6月进攻苏联。然而现在，温斯顿·丘吉尔，布尔什维克的长期严厉批评者，立即提出英国与苏联结盟。

[4]


 1941年6月22日晚丘吉尔在英国广播公司发表演讲，他将纳粹政权描述为“是与共产主义最糟糕的特征难以区分的”，并补充道，“就残酷无情侵略的程度而言，它胜过人类邪恶的所有形式”。他不会收回任何对共产主义的严厉批评。正当纳粹声称正面对一个统一的国际犹太人阴谋时，丘吉尔也在呼吁结束希特勒的对手之间的不团结。讲到内心对最近的过去的误判，他说：“过去，连同它的罪恶、愚蠢和悲剧，消逝了。”

[5]


 英国政府，他继续道，“只有一个目标，一个单一且不可撤销的目标。我们决心摧毁希特勒和纳粹政权的所有残余。”英国将永远都不会与希特勒谈判。“任何个人或国家与纳粹帝国的战斗都将会得到我们的援助。任何个人或国家与希特勒勾结都是我们的敌人……这就是我们的政策和我们的宣言。因此，我们将尽一切可能帮助俄罗斯和俄罗斯人民。”丘吉尔注意到，希特勒希望“一个接一个地消灭他的敌人进而使他长期兴旺发达的进程”将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他控制整个西半球。“俄国的危险，因此是我们和美国的危险，正如任何俄罗斯人为他们的家园而战斗的事业，就是全球各地自由人和自由民族的事业。让我们从残酷的经历中吸取教训。让我们加倍努力，齐心协力抵抗到底，而生命与力量生生不息。”

[6]


 希特勒已从他对手的不团结中受益。这个状态现在必须被一致的抵抗所取代。

在6月24日的部长会议上，戈培尔讲到德国的宣传任务在于“揭露英俄的阴谋”。他视丘吉尔两天前在英国广播公司的演讲为那个阴谋存在的“最佳证明”

[7]


 。第二天，戈培尔告诉他的工作人员，当英、美表示支持苏联时，“资本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旧时知名阵线现在再度出现在外交政策里”

[8]


 。德国的宣传应该利用西欧和美国现有的反共情绪。

[9]


 在6月25日，一份宣传部给媒体界的秘密指令指示它的读者，德国的入侵不是“孤立的战斗”，而是代表着“团结所有欧洲人民以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连同对英战争也应被提到。“犹太财阀与布尔什维克的叛逆合作应该总是被提及。”

[10]


 他在《德意志帝国》上的社论“老阵线”于1941年6月26日发表，戈培尔专注于英、苏之间反希特勒同盟的形成。“莫斯科——伦敦反对帝国的阴谋现在在财阀和布尔什维克主义之间被捕捉”，为他证实了一个“旧疑问”，即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时期纳粹从未被遗忘。

[11]


 他声称，苏联已经利用那段时期以准备一场长期战争，英、苏合作在1941年之前就已存在，纳粹入侵实际上是在面对苏联进攻计划时的一种先发制人。

[12]




鉴于纳粹对“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主张，因此关注犹太人在苏联政治生活中的实际角色是重要的。借助收集于苏共每年党代会的数据，历史学家本杰明·平库斯（Benjamin Pinkus）评估了犹太人在苏共权力机构中的数据统计和组织代表性——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秘书处、政府官僚机构。他总结道，声称布尔什维克政权是在为犹太人工作是“没有历史根据的”

[13]


 。在1917年苏共2.3万名成员中，大约1000人或约5%是犹太人。

[14]


 到了1917年8月，21名中央委员会中有6名是犹太人：列夫·加米涅夫、格里戈里·索克尔尼科夫、雅科夫·斯维尔德洛夫、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列夫·托洛茨基和莫伊塞伊·乌里茨基。1922年苏共的党员调查显示有19 564名犹太人，占总数的5.21%。到了1927年，49 627名犹太人占所有党员的4.34%。平库斯估计，1940年苏共内犹太人的比例为4.3%或更少。截至1939年，只有10%的中央委员会成员是犹太人。在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在1926年退出领导层之后，没有一个犹太人留在政治局里。在20世纪30年代的斯大林时期，拉扎尔·卡冈诺维奇（Lazar Kaganovich）是政治局里唯一的犹太人——规则的例外情形。

[15]


 417名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组成苏联统治精英的人群中（中央执行委员会、党中央委员会、苏联部长会议、俄罗斯共和国、各部委、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等成员），27名或6%是犹太人。比例在30年代全面地下降了，部分是由于大清洗，因其有强烈的反犹色彩。

[16]


 在大屠杀期间，斯大林政权关于纳粹政策里针对犹太人方面所提甚少。到了1943年秋，或许更早，纳粹死亡集中营处于苏联空军的打击范围之内。但是，斯大林并没有命令它去摧毁毒气室和火葬场。

[17]


 因此，纳粹关于犹太人统治苏联的宣传在事实上没有根据。这完全是凭空捏造。

迪特里希和戈培尔的工作人员一起工作，让最新的宣传小册子成为媒体的关注点，而这个小册子就是从反犹行动、反共产国际和《犹太人问题》杂志等办公室的联合行动中形成的。1941年6月27日，《期刊服务》指令推荐了小册子《为什么跟斯大林开战？》，由宣传部反共产国际办公室制作。

指令阐明：“处理犹太人问题是与苏联进行意识形态对抗最好的出发点。”

[18]


 在1939年之后，它继续讲道，德国政府期待苏联领导层中犹太人影响力的下降，但苏联政府是不愿意“打破或限制苏联的绝对犹太人统治的”。为了确保犹太人被锁定，新闻办公室制定出犹太人如何被命名的明确规定。名字芬克尔斯坦被加在苏联犹太领导人的姓氏之前。因此，马克西姆·李维诺夫变成了“芬克尔斯坦——李维诺夫”（Finkelstein-Litvinov）。指令使用了这个规定，当它声称“芬克尔斯坦——李维诺夫”在1939年被免去外交部长职务并不是政策的改变，因为他继续在中央委员会的外事部门工作之时，“一小撮犹太人消失了，但是最重要的仍留在和占据新的关键职位。由犹太人建立的苏联今天仍然被犹太人统治着”，包括由“犹太人卡冈诺维奇”所组织的斯大林身边的集团。根据指令，军队被一个“犹太领导集团”及其随从政委统治着。经济、出版、文化和学术生活以及共产国际都已经“犹太化”

[19]


 。在7月14日，另一个对新闻界的指令声称：“犹太人芬克尔斯坦——李维诺夫的再度公开出现——一位为着欺骗的目的而甘居幕后达两年之久的犹太人——提供了一个特别的机会，以指出苏维埃国家的犹太人统治。”

[20]


 在1941年8月1日，《犹太人问题》这一期以头版文章总结了它的论点，并建议订阅人阅读小册子《为什么跟斯大林开战？》。

[21]


 所有相关的媒体和宣传办公室通力合作，从而将对苏联的进攻并入持久的反犹共识当中去。

《为什么跟斯大林开战？》重复着纳粹对苏联的进攻是一场先发制人战争的观点，这对于避免德国、欧洲其余地方乃至整个人类被消灭是至关重要的。它提及一个“犹太人和民主党人、布尔什维克和反动派的阴谋”所组织的对德国“充满仇恨的围攻”，其目标是使德国陷入“疲弱无力和痛苦不堪”之中。

[22]


 小册子引证了希特勒关于英、苏在1941年6月之前就已形成联盟的断言。它提及“西线和东线战争的共同根源”，并将丘吉尔和罗斯福公开抨击为战争贩子，不管美国当时还没有参战的事实。它直接解答了苏英同盟为何会出现的困惑。

“这怎么可能？”新盟友“不是各自的天敌吗”？这难道不是一个为了便利才形成的联盟，一有机会就会被如释重负地弃置一旁吗？答案是断然否定的。如果同志们能够召回魏玛时期的盟友，那么他们将会知道，“这个联盟是世界上最自然的一个。表面上看，财阀和无产阶级专政是水火不容的，但事实上，他们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他们的公约数是犹太人”

[23]


 。英美的财富，可能是基于对殖民地的剥削，被国家社会主义威胁着。“因此，英美的财阀早在1933年就决定发动对帝国的战争。”他们发现帝国“已超越了阶级”，因此必须被“摧毁和消灭”，以防止“它的例子在全世界所有被压迫和被剥削的民族中引发一场风暴，这将会摧毁和铲除财阀中的犹太剥削者。这是西方战争的最深层次原因”。

[24]


 德国正发动一场反对西方侵略的自卫战争的观点，反帝反殖民主义论述的开展，犹太人在反希特勒同盟中是“公约数”的断言，仍是战时宣传的持久特征。

小册子对大清洗和《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时期苏联犹太人所承受的苦难毫不在意。苏联体制是一种倒退的财阀统治，制造无数人的奴役和痛苦，其“唯一受益人是犹太权力持有者”。少数在领导岗位上的非犹太人是“广告员，其唯一的任务就在于对外部世界隐藏犹太人主导的彻底性”。李维诺夫在1939年春被撤职，仅仅是一场欺骗行动的一部分，其目的在于模糊苏联侵略欧洲计划的连续性。“一些犹太人消失了”，但是其他的，如拉扎尔·卡冈诺维奇、所罗门·洛索夫斯基（Solomon Losovsky）、苏联驻英国大使伊凡·迈斯基，仍然控制着苏共和国家。小册子然后罗列了在苏共、中央委员会、军队、经济界、出版界、知识界的犹太人的名字，以支持犹太人统治的声称。

[25]


 的确，它继续道，美英“金融界犹太人”妒忌“他们在苏联信托基金（Soviet trusts）高层的犹太人同行”，因为他们不必与在西方仍然被容忍的工人阶级组织作斗争。犹太人在莫斯科的统治是“犹太人的绝对理想”，寻求“依赖于剥削和恐怖的世界统治”。比起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失败，西方财阀的失败也会是“一个犹太人的失败”，一点不少，也一点不多。这就是为什么两个表面上看如此不同的制度会“风雨同舟”，为什么“他们都仇恨同一个敌人”——纳粹德国及其新兴民族共同体。

[26]


 在宣传和政策里，纳粹主义正回到它的核心信念。

由于对苏联的入侵是一次突然袭击，因此之前并没有进行过反苏的宣传攻势。在入侵之后，宣传办公室将关于如何呈现东部政策的戏剧性转变的指令发送给全国各地的官员。在1941年7月21日，纳粹党帝国宣传指挥部的启蒙和演讲者信息材料办公室派发了一本题为《德国已经进入与杀人的犹太布尔什维克制度的决战》的小册子，以指导地方纳粹党的演讲者、宣传者和全国各地相关宣传办公室里的官员。

[27]


 宣传者首先要强调布尔什维克“背信弃义的两面手法”和“英国和布尔什维克之间的秘密合作”。一旦帝国摧毁了布尔什维克主义，这也会给英国以沉重的打击。其次，官员和纳粹党的演讲者要将战争呈现为德国“争取自由的伟大斗争”的一部分，而这必须摧毁“犹太民主党人、布尔什维克和反动派之间的一个阴谋”。

入侵带来了明朗，“现在我们认出了我们的旧敌——世界犹太人。在德国境内被打败之后，它现在体现为盎格鲁——撒克逊的财阀和布尔什维克国家资本主义，并试图从境外达到它的目标”。在1941年夏季，“德国的社会主义与美、英、苏所主导的世界资本主义”的“最后对抗”近在咫尺了。纳粹党的宣传家们现在已经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所施加的禁锢中解放，能够回到“我们所熟悉的反布尔什维克宣传”和攻击“世界冲突的犹太布尔什维克煽动者”，他们寻求统治德国和欧洲。希特勒在1941年6月22日对军队宣布的最后判决是特别重要的。入侵的谋划不仅是为了赢得战争，而且是为了“拯救欧洲的文明和文化”。在纳粹省党部、专区和社区点层次纳粹党的演讲者要在会议上传达这些主题，并要通过“口头方式加以宣传”

[28]


 。

巴巴罗萨计划以两种方式表现出对正统的一种回归。它带来了一次更新，即纳粹主义存在已久的仇恨“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它主张一个国际犹太人阴谋密谋反对德国，在正在展开的战争事件中暴露无遗。小册子将布尔什维克主义描述为“一个犹太罪犯及其同伙的制度，其目的在于剥削和奴役人类”

[29]


 。英苏结盟的决定是“财阀与布尔什维克主义完全一致的新证据”。演讲者需要回答这些“经常被提出的问题”——“非常富有的英国财阀和美国的财富王朝怎么可能将会与（所想象的）反资本主义苏联当权者手拉手？因为莫斯科的胜利将意味着这些富有民族和阶层的末日”

[30]


 。纳粹宣传以声明的方式直接回应了这个战争的中心悖论：“财阀和布尔什维克主义有一个共同的主人——犹太人！……这个问题的答案［苏联人、英国人和美国人是同盟者］是在以下这个观点中找到的，即财阀集团和布尔什维克主义都是由一个权力所领导，其代表在三个国家中以同样的方式塑造人民的命运，并使他们屈从它的意志。那个权力就是国际犹太人。这些强大的力量包括，这里仅举几例，名字如下：在美国，希夫、沃伯格、古根海姆、摩根索、戈德曼、巴鲁克、布里特、昂特迈耶等；在英国，霍尔——贝利沙、萨尔蒙、斯特恩、雷丁、格雷、艾萨克斯等；在苏联，卡冈诺维奇、贝尔曼、施韦尔尼克、梅赫里斯、迈斯基等。住在美国的犹太银行家希夫……资助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反对沙皇。英国媒体通过消息放风，显示英国人是如何看待苏联犹太人的。这里，你只能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抱成一团。”

[31]




“犹大想要世界统治”的短语出现在页面的空白处，与之并排的正文下一段是关于一个可能的位于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国家。没有犹太人真的想要去巴勒斯坦：“这些寄生虫不想要工作，而且不需要他们自己的一个民族国家。他们想要世界统治，而他们的生活将牺牲不得不为他们工作的其他人。”

[32]


 由“卡尔·马克思——末底改”创立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犹太人实现这个目标的工具。

这个混乱、灭绝和恐怖的体制由犹太人所构想和引领着。这是犹太种族的行动。通过颠覆和宣传，世界犹太人试图将被连根拔起和种族低劣的所有民族聚集起来，为了主导一场灭绝战争，反对积极向上的事物，反对传统习俗和民族，反对宗教和文化，反对秩序和道德。其目标是通过世界革命引入混乱，并在犹太人领导下建立一个犹太人国家。

[33]




小册子然后继续采用纳粹宣传一个重要和不断被重复的工具：极为具体的谎言。文件讨论了苏联政权成员中有名声的犹太人的名字，并提及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的犹太老婆和美国犹太银行家雅各布·希夫之间具体且荒谬绝伦的联系。尽管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的斯大林大清洗中苏共上千名犹太成员被降职和监禁已是众所周知，再加上《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本身，作者还是声称苏共领导层、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都被犹太人控制着。

[34]




冗长且又具体的名字清单是纳粹宣传的一个主打产品。如果对手完全忽视这样的清单，纳粹将沉默不语解释为证实他们陈述的正确性。相反，如果他们试图花时间去反驳它们，争论就会聚焦于纳粹所框定的话题之上，从广泛指控犹太人寻求世界统治，到争论关于莫洛托夫的犹太老婆（斯大林已将其送去古拉格集中营）和雅各布·希夫之间真实或想象的联系的细节。甚至怀疑者不得不承认拉扎尔·卡冈诺维奇是犹太人，丘吉尔与斯大林结盟，罗斯福将要运送军用物资到莫斯科，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是一名最高法院的法官和总统的一位朋友。这还需要知道其他的吗？《每周要闻》系列中反犹谴责的步伐加快，这在1941年7月23日的周版里是明显的。“他们接到了命令！”展示了一张据报道是波罗的海和乌克兰公民的照片，被“犹太布尔什维克制度”所谋杀和被“得胜的德国军队”所发现。它提及“财阀——布尔什维克犹太人和犹太人的奴仆对世界已见证的可怕暴行所共担的责任”

[35]


 。在下一周，即1941年7月30日，《每周要闻》的“那就是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展示了一张尺寸更大的战场上的尸体照片，并宣布“那就是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连同丘吉尔和英国财阀，正在与德国作战！德国人民要感谢元首，使得他们免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死亡威胁”

[36]


 。

在1941年7月1日，命悬一线的苏联向美国发出了第一个援助请求。在7月4日的对全国讲话中，罗斯福总统谈道：“在专制独裁的沙漠之中，美国绝无可能作为一个既幸福又繁荣的绿洲而存在。”自由因暴政而濒临灭绝，美国人必须准备好，如果需要的话，献出生命来保卫它。

[37]


 到了1941年7月11日，罗斯福以“怀着同情和钦佩的心情观察俄罗斯人民当前在自卫战争中的英勇斗争”这样的用词，来回复苏维埃主席米哈伊尔·卡里宁（Mikhail Kalinin）发来的对独立纪念日的问候。

[38]


 大量美国军用物资被送往苏联稍后就开始了。罗斯福希望美国对英国和苏联的援助将会在不需要美国参战的情况下有效击败纳粹德国，或者至少在美国介入冲突之前阻止纳粹的胜利。他，跟丘吉尔一样，觉得纳粹政权对犹太人的迫害是令人厌恶的；但是，他并没有将这一点作为美国介入欧洲战争的主要依据。罗斯福相信，纳粹控制欧洲所有的自然和经济资源以及打败英国，按照传统看法将会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一个可怕和直接的威胁。

[39]




与他作为公共启蒙和宣传部部长的职位相一致，戈培尔给其在1941年7月6日《德意志帝国》上的周社论命名为“面纱被揭开了”。这是纳粹宣传自夸揭示了许多个未解之谜中的一个。戈培尔现在声称它已经解决了关于苏联的问题。

[40]


 他确信，丘吉尔身边的犹太同伴已“使其更为容易地找到通往克里姆林宫的道路”

[41]


 。当纳粹开始在东线的战争，以及特遣部队和治安警察开始在队伍后面进行大规模射杀时，戈培尔把德国的东线战争描述为“一场整体上对抗灵魂堕落、公德下滑及灵魂、肉体与犯罪恐怖主义的伦理人道主义战争”。德国士兵是“欧洲文化和文明的拯救者，对抗来自一个政治地狱的威胁”

[42]


 。捍卫纳粹德国作为“新欧洲”，他回到了他在纽伦堡纳粹党集会上演说的主题，反对1935年和1936年的布尔什维克主义。

[43]




随着德国的入侵，苏联政权回到人民阵线时期的对外政策。斯大林呼吁俄国的爱国主义，并转而寻求俄国东正教的支持。

[44]


 在他1941年7月10日的日记中，戈培尔称这种苏联对宗教的兴趣为一种“欺骗。布尔什维克犹太人，在这种情况下，总是模仿”——那就是，他们使自己适应于变化中的欧洲形势。

[45]


 在斯大林让马克西姆·李维诺夫重新出现在公共场合以寻求英国的援助之后，戈培尔写道：“很明显，他［李维诺夫］只是形式上站在后台，这样他就不会在我们面前充当一个危险信号。现在［苏联］不再需要担心冒犯我们了，他们不再需要将犹太人……放在后台并隐藏他们。他们可以再次在台上公开活动了。自然地，我们要让德国公众对此事引起注意。”

[46]


 纳粹德国的公众启蒙意味着揭示公开外表，以揭露犹太人的背后秘密。1941年7月10日的《人民观察家报》，以“布尔什维克主义暴露了它的犹太人面孔；芬克尔斯坦——李维诺夫从幕后浮现”为头条文章。

[47]


 在他7月11日的日记中，戈培尔指出伦敦电台正在播放苏联的报道，是关于德国特遣部队犯下的暴行。

[48]


 广播还提供了国际犹太人阴谋的进一步证据。“犹太人非凡地在两边活动［东方和西方］。”

[49]


 谈到“犹太人问题”时，他高兴地指出：“在所有被占领土上［在东线］已经特别起作用了。对我而言很重要的是，对犹太人问题的处理不能脱离对政治形势的评估。相反，犹太人在财阀——布尔什维克阵营里的影响力应该被呈现出来。”

[50]




对德国暴行的报道，在1941年夏季开始出现在海外媒体中。戈培尔和迪特里希都完全忽视了它们，或者如果他们提到它们的话，只是谴责它们为谎言和犹太人工作的进一步证据。通过绝不提及指控的内容，领导们使它们远离德国的媒体。纳粹官员矢口否认特遣部队正在谋杀东线战场背后数以万计的犹太人。相反，他们讲苏联或英国的媒体正在再次印刷关于德国的谎言——没有提到“谎言”是什么。

[51]


 在1941年9月17日的日记中，戈培尔提到了苏联外交部的副政委和负责处理西方新闻的苏联情报局副局长所罗门·洛索夫斯基的报告。这些报告虽然聪明，却因“浮夸和确实难以置信的数字”而如此引人注目，以至于“在全世界丧失信用，而只能在国内使用”

[52]


 。在20世纪30年代被纳粹清洗的媒体，使得任何一个可能会问不受欢迎问题的记者都保持沉默，主要是关于来自同盟国首都的未详细说明的“谎言”内容。

在7月14日的一次会议上，希特勒鼓励戈培尔把反犹的火焰烧得更旺些。那个晚上，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布尔什维克主义和财阀之间的阴谋被揭露了。1932年的敌人再次面对我们，如今他们将会失败，正如他们1933年1月在德国境内那样。”希特勒已经提供了一个“清醒和现实的判断”，即“东线的战争基本上已经赢了”。

[53]


 他们都同意，释放反布尔什维克“怨恨”将再次变得重要起来。［纳粹］党很高兴看到《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邪恶妥协”结束了。政权的宣传路线现在清晰了：“我们必须再次揭露布尔什维克主义和财阀之间的合作，并始终强调这个阵营的犹太人特征。在接下来几天里，刚开始是缓慢的，反犹运动将会被启动，我确信以这种方式我们能够使得越来越多的世界公共舆论倒向我们这边。”

[54]




希特勒想必给了奥托·迪特里希同样的命令。1941年7月18日的《期刊服务》指令阐明了，美、苏、英之间出现合作是由于“同一个主人的命令，即世界犹太人”。在他们的服侍当中，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已经密谋反对欧洲人民，所有人类文化的家园……所有伪装的努力都是无意义的。欧洲认出和正在反抗世界犹太人的两种表面形式——布尔什维克主义和财阀”

[55]


 。与这次运动一致，1941年7月23日《人民观察家报》上的头条文章是“罗斯福是犹太共济会的主要工具；耸人听闻的文件揭示战争贩子与国际集团的勾结；罗斯福的希伯来仇恨德国是从哪里来的”

[56]


 。文章马不停蹄地报道一张罗斯福及其儿子由梅森陪伴的“秘密照片”，这被说成证明了他是“犹太人世界阴谋的一个工具”。照片被认为是确认了《人民观察家报》一直在说的事情，也就是说，罗斯福的政策是对美国人民的一种“背叛”，并只有作为如摩根索、拉瓜迪亚、法兰克福特、昂特迈耶、布鲁姆、科恩和罗森曼等这些人的建议的产物才能被理解。

[57]


 第二天，宣传部发出了一份秘密指令给媒体，是关于“耸人听闻的”照片，以强调罗斯福在共济会中的会员身份不仅就其本身而言的重要性，同时也因为它强调了他的身份是一名“共济会的好战分子”

[58]


 。

一篇题为“模仿”的短文发表于1941年7月20日的《德意志帝国》，这是戈培尔撰写的他对犹太人最重要和最广泛攻击的文章。

[59]


 他提供了1941年夏季政治事件的一种反犹分析。犹太人，他写道，擅长“适应环境而不失本质，他们研习模仿”。一个人唯有成为“犹太人的学生”，方能“揭露他们”，因为“犹太人是撒谎的高手”。

[60］




犹太人的肆无忌惮已经麻痹了整个人类的智力和情感，从而使其在面对布尔什维克主义时毫无防备，即犹太民族能带给一个民族“最为邪恶的感染”。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一种达到“对一个民族进行完全犹太人统治的工具。最粗鲁的财阀利用社会主义以建立最粗鲁的金钱专制体制”。来自苏联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传播将会以“犹太人的世界统治”而结束。国家社会主义一直是“对这一努力的致命打击”，并且会继续这样做。当“国际犹太人的领导圈”认识到布尔什维克化并不能通过“政治煽动”来实现时，他们便抓住“即将来临的战争的巨大机会”，并寻求使战争“尽可能地”持续下去。他们希望之后可以“攻击欧洲，使其筋疲力尽、被榨干、无力回天，并用暴力和恐怖行为使其布尔什维克化”

[61]


 。

所有阴谋论的特征都在否定历史的偶然性，这在“模仿”一文中充分展示出来。犹太人的阴谋是不会被肤浅的头脑所识别的，他们只能专注于偶发事件和真实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的大杂烩。但是，一旦纳粹揭示了这个阴谋，一切都变得清晰和可解释。莫斯科在战争中的策略，戈培尔继续道，是基于攻击纳粹德国的计划，当它不能促使西线战争快速结束时。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决定进攻苏联；这个决定“用德国利剑，将这个谎言和阴谋的细屑扁篮砍成碎片”。直到进攻的那一刻，他继续道，苏联已机智地将犹太领导人，如李维诺夫和卡冈诺维奇，隐藏在台下，“可能是错误地假设［苏联］因此能够欺骗我们”。“犹太人以更为阴险的方式继续在幕后工作，并试图给我们这样一个印象，即莫斯科的犹太布尔什维克与伦敦及华盛顿的犹太财阀是死敌。然而，在背地里他们之间走得非常近，为了让他们想要粉碎我们的包围能力变得更强。当这个恶毒的方案被揭露的那一刻，所有这些都变得清晰可见了，他们之间守望相助。”

[62]




虽然戈培尔重申纳粹进攻是一场预防性战争这一观点，但短文的关键主题是他对犹太人的控诉。“最重要的是，他们是同一个犹太人，在两边，不管是公开的或伪装的，他们定调并确定路线。当他们在莫斯科祈祷并在伦敦奏唱国际歌时，他们正在做已经做了许久的事情。他们研习着模仿。”

[63]


 他们适应、隐藏并混入。因此，犹太人自然对纳粹怒不可遏，因纳粹声称“我们揭露了他们”，这个愤怒使得犹太人心理失衡。

[64]


 当苏联和西方的媒体发表关于德国暴行的具体文章时，德国的宣传将报道解释成为国际犹太人工作的进一步证据。正如戈培尔所说，“莫斯科犹太人捏造了谎言和暴行故事，伦敦犹太人引用和传播它们。”

[65]


 德国人不负任何罪责。相反，“‘犹太人有罪！犹太人有罪！’对他们的惩罚将会是毫不手软的。正如一个觉醒德国的拳头曾经猛烈地打在这个垃圾种族上一样，总有一天一个觉醒的欧洲拳头也会这么做。到时犹太人的模仿将会毫无用处……那将是人民正义战胜他们那毁灭和衰败之源的日子。打击将会被实施，没有怜悯和仁慈。世界公敌将会崩溃，欧洲将会迎来它的和平。”

随着“模仿”一文的发表，纳粹领导层在1941年夏季公开宣告，它已经准备好“没有怜悯和仁慈地”对这个“世界公敌”伸张正义。

[66]


 戈培尔的故事，是犹太人犯罪然后德国对其进行惩罚的故事。在宣告犹太民族对发动然后延宕第二次世界大战负有罪责中，戈培尔详细说明了希特勒的著名预言。随后的宣传运动建立了发动和扩大战争之间一种因果和暂时的联系，以及一个对欧洲犹太人从迫害到大规模屠杀的纳粹政策转变。既然已发现犹太人有罪，戈培尔就为将会导致他们“毁灭和垮台”的打击做了辩护。

除了可怕的威胁，“模仿”一文还提供了战争中不管是可能的成功抑或失败的一种解释。如果苏联是一个纸牌屋，那完全是因为“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苏联抵抗的持久性且英国仍待在战争中，证明了“国际犹太人”的确有纳粹所声称的那样强大。

不管哪种情况，“模仿”一文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与扩大连接到一个“报复犹太民族”的决心当中去。在宣传机器不同部分之间有效协作的另一个展示中，宣传部提供了显著的视觉辅助以详细说明模仿的含义。

在他的反犹照片集《美国犹太人》——42万印制件，由纳粹出版社在1939年和1941年出版——汉斯·迪伯有两张摄影的对比，据称提供了犹太人努力伪装和模仿的视觉证据。

[67]


 第一个对比是在选举胜利之夜，纽约州州长赫伯特·雷曼的一张竞选海报上有一张笑眯眯的雷曼兄弟的照片。

[68]


 迪伯将雷曼的宣传海报描述为一个“犹太民族欺骗花招的典型例子”，因为它显示了雷曼是一个“100%的美国人，就相貌而言，人们可以将其放入最优秀的总统之列”。但是，选举之夜的照片揭露了真实的雷曼，一个笑眯眯的犹太人之中“正统的犹太人”。第二个对比是工业巨头和银行家查尔斯·施瓦布的两张照片。迪伯声称，照片是“犹太人模范的一个有趣的例子”。一张巨大照片上显示了一个笑眯眯的施瓦布，“他的面部显示出……犹太人的元素”；另一张早期拍摄的、位于左下方的照片则显示了“一副完全非犹太人……的美国佬面具”，二者形成鲜明对比。

[69]


 施瓦布不是犹太人。但是，鉴于犹太人如此会伪装，一个人又怎么确定谁是或谁不是犹太人？“国际犹太人”能隐藏在诸如金发、蓝眼、直立姿势或六英尺的身架这些体征之后。谁真的能确信现在臭名昭著的种族体征的刻板印象真的是揭露犹太人的关键？

[70]




出现在《每周要闻》墙报系列上的反犹信息的步伐加快了。在1941年夏季或秋季的一个版本，“犹太人想要战争！”专注于英国和犹太人，并从编辑对战争起源的解释中引出了凶残的暗示。用蓝色背景的粗体黄色字体，该文本抛出了引人注目的断言。

[71]


 犹太人想要的不仅是战争。墙报使读者或观察家习惯于这样一个观念，即“世界犹太人”还正通过其代理人指挥反对德国的战争。因此，德国将会指挥一场反对犹太民族的战争，直到它被“消灭”：

为了使世界屈从于犹太人的金钱和血的统治，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作为世界犹太人的工具，已经选择了战争。他们也已收到战争的回敬！德国军队已对其敌人进行了果断的打击，并直到取得最终胜利及犹太人被消灭才会停止。现在犹太民族所应得的命运将会无情地被实现。它将会根据其自身的律法而灭亡，“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连同那些做此生意的人一起。丘吉尔应被归入这一类人当中！

[72]




这是墙报系列第一次展示纳粹政权消灭犹太人的意图。

那个夏季，纳粹宣传加强了对富兰克林·D.罗斯福和美国的攻击。反犹主义处于攻击的核心。随着时间的推移，罗斯福与犹太人一同成为纳粹主义的主要仇恨对象。1941年8月19日，《人民观察家报》以“罗斯福的目标是让犹太人统治世界”为头条文章。它的发表是在以下事件之后，即罗斯福和丘吉尔在7月签署《大西洋宪章》，以及罗斯福警告纳粹德国扩大在中南美洲影响力的努力。

[73]


 在1941年7月24日，《人民观察家报》大标题宣布：“一个庞大的犹太人消灭计划；罗斯福要求对德国人民进行绝育手术；德国人可能会在两代人内被消灭。”一本提倡“消灭”德国人民的书籍《德国人必须被消灭！》，其作者是被称为美国和平联盟主席的“犹太人西奥多·考夫曼”。

[74]


 《人民观察家报》继续道，考夫曼是“纽约犹太人萨缪尔·罗森曼的一名亲密伙伴”，而萨缪尔·罗森曼是罗斯福总统的一名顾问。“在纽约的犹太文化圈子里，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罗斯福他自己授意了该书的主要命题，并私下口述了这本可耻作品的最重要部分。”

[75]


 计划号召使德国的战俘不孕不育，送他们到劳动集中营以帮助其他国家的战后重建，使德国人口的剩余部分不孕不育，从而德国将会在两代人内灭绝，然后在其邻国中间拆分德国的领土。美国的官方政策，就是号召一个“庞大的消灭计划”。这个关于考夫曼书籍的故事在另一些德国报纸上刊载着，诸如《法兰克福报》、《最新消息》和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的《先锋报》，也包括所谓的高格调周刊《德意志帝国》。

[76]




虽然考夫曼和他的书确实存在，但他并不是被纳粹宣传所描述的那样有影响力的人物。根据《时代》周刊的一篇文章，《德国人必须被消灭！》在现实中是西奥多·考夫曼的第一本和唯一一本书。没有一个美国出版商想出版它。考夫曼找到了阿盖尔出版社，并通过美国邮政办公室自己来印刷和分发，而不是通过书店。该书只收到一些评论，是高度不表示同情的。虽然销售数量无法获知，但它的分销模式就已表明它们是最低的。没有像美国和平联盟这样的组织，考夫曼也没有卷入任何其他的美国犹太人组织，不管是主要的还是外围的，或者以任何方式与罗斯福政府联系在一起。

[77]


 他是一个独立人士，可理解的非常愤怒的犹太作家，出版他自己的书籍。但是，他的书在美国政界或知识界、在罗斯福政府内外是不受重视的。

然而，戈培尔迫切地抓住这个机会，将又一个名字、面孔和文章分配给国际犹太人阴谋的抽象概念及其宣称消灭德国的计划。在1941年7月24日的日记中，他将考夫曼与美国的政策连接了起来。如此做，他在书本命名上犯了一个明显的错误。“在美国，犹太人考夫曼的书以《德国人必须被消灭！》为名而刚刚出版，书中清晰地预言了威胁是什么……并严肃地建议通过绝育来消灭整个德国人民。像这个计划一样愚蠢和荒谬，它展示了我们敌人的心理。”

[78]


 戈培尔将考夫曼，一名新泽西的独立作家，变成了“敌人”心理的典型代表。在读了考夫曼英文版论著之后，戈培尔在他8月3日的日记中透露：“假如他是受命写书，他真的不可能为我们做得那么好、那么有利。我会把这本书在德国发行数百万册，尤其在前线，并会写一个序言和后记。它将会对每一个德国男人和妇女都具有教育意义，去看看德国人民会发生什么情况，如果同1918年11月一样出现软弱的迹象。”

[79]




在1941年8月19日一次与希特勒的谈话中，戈培尔提出德国出版考夫曼书籍片段的想法。希特勒批准了。

[80]


 戈培尔然后指派宣传部电台分部的主管沃尔夫冈·迪威尔格，编辑和评论考夫曼的《德国人必须被消灭！》。

[81]


 他认为迪威尔格的工作是“卓越的”，并为它写了后记。他将会出版500万份印制件。“尤其是，”他写道，“这个小册子最终将会涤除目前温和态度的最后残余。阅读这本小册子，即便是最为愚笨的傻瓜也能指出威胁我们的是什么，如果我们变得软弱的话。”

[82]


 这也是戈培尔和迪特里希每日每周新闻指令努力协调的又一个例子，1941年9月5日的《期刊服务》指令“犹太撒旦的谋杀计划”，提及“犹太人消灭德国的计划”，并一再指责该计划“受到鼓励”，甚至其中一些“关键的部分由罗斯福总统口头授权”。这份指令敦促编辑使读者注意考夫曼书本中的冒犯段落。

[83]




在1941年9月，宣传部出版了沃尔夫冈·迪威尔格的小册子，以“世界财阀的战争目标：美国和平协会主席著作的文献出版，西奥多·考夫曼，《德国人必须被消灭！》”为标题。

[84]


 封面拼画由汉斯·施韦策自己制作，象征着战争和大屠杀时代其中一个典型的反犹视觉图像。它展示了一个中年男子穿戴着眼镜、背心和领带在打字机旁工作的照片，被假设为考夫曼自己。在右下方是一张富兰克林·D.罗斯福、丘吉尔和军事领导人的照片，也许是纽芬兰会晤时在《大西洋宪章》签署仪式期间高唱“前进吧！基督徒战士”。拼图描绘了一个关键的反犹比喻：犹太人智囊，安全地躲在幕后，谱写着由愚蠢的非犹太挂名负责人吟唱的歌词，英文版著作的歌词（包括带下划线的短语：“德国必须从这个地球上消失！”）在图片的中间和右边是显而易见的。三十二页的小册子穿插引用了带有迪威尔格评语的考夫曼的著作，“透露”书本的信息涉及“对德国人民的消灭：包括妇女和儿童，以及大德意志被其邻国分解”。这项计划以解除德国的武装和实施“所有男人、女人和小孩绝育”而宣布大功告成。

[85]


 鉴于纳粹已经实施了并继续实施的无数强制绝育，故而这是将犯罪者的罪行投射到受害者身上的一个特别怪异的案例。

[86]




迪威尔格声称，考夫曼的作品是“纽约、莫斯科和伦敦的世界犹太人在对德国人民实施完全消灭上取得一致意见的进一步证据”

[87]


 。他将考夫曼描述为“犹太人大屠杀”的一个鼓吹者。他已经“公开讲出世界犹太人的愿望和希望：屠杀德国人民”

[88]


 。德国现在面临一个选择：“胜利或毁灭。”到1941年，德国人明白了“国际犹太人”站在“全球范围内的世界财阀和战争贩子”的战争目标的背后。但是，德国决不坐以待毙。“谁应该去死，德国或犹太人？”如果“不是8000万德国人而是2000万犹太人，按照他们同族同志考夫曼的提议被处置，又会怎么样呢？那么和平就有保障了。因为在世界上只有犹太人在制造争端和破坏和平”

[89]


 。戈培尔在其未签名的后记中写道：“你知道你永远的敌人和对手打算对你做什么。这里只有一个方法来反抗他们的消灭计划：胜利！阅读这个犹太谋杀计划将会钢化你，且只会增强你那取胜的意志。”

[90]


 在德国死敌及其他敌人手中大规模死亡的巨大恐惧，仍是纳粹宣传的一个持久主题，并成为它屠犹政策的一个关键的公开正当理由。的确，随着战争形势转为攻击第三帝国，巨大的恐惧加深了。它促成了可怕预言的自我实现，也加剧了德国对同盟国战争努力的抵抗。西奥多·考夫曼变成了纳粹反犹宣传一个熟悉的面孔。一个据说是考夫曼的男人的一张整页照片出现在迪伯的《美国犹太人》里。

[91]


 标题写道：“他呼吁对德国人民的完全消灭。”

[92]


 1941年10月10日的墙报，也关注于考夫曼。“总是同一个目标：必须消灭德国！”把引自希特勒的话与《伦敦每日邮报》和“犹太人考夫曼，共济会成员罗斯福的一名亲密顾问”中的引用语并列在一起。

[93]




来自帝国新闻办公室1941年8月8日的《期刊服务》指令，继续着反犹宣传的攻击。“与世界犹太人战斗！”将第二次世界大战描述为：

世界犹太人以不可估量的仇恨来对抗雅利安民族的战斗，诸如反对他们的精神、世界观和文化。在伦敦、纽约，尤其是在莫斯科的犹太幕后操纵者，以无耻的煽动运动来计划和准备这场战争……其结果是，各国联合起来反对地球上的雅利安权力。世界犹太人有意扩大战争，希望以雅利安敌手的枯竭作为结果而赢得战争。世界犹太人以三种形式参与这个冷酷无情的战斗：首先作为犹太人；其次作为犹太人出身的财阀；最后作为犹太布尔什维克。雅利安人的抵抗主要集中于轴心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世界犹太人谋求什么？千百年来，它除了犹太人的世界统治就别无他求。这个目标早已存在于犹太人的《旧约》中，因宗教而隐蔽但显露无遗。几个世纪以来，犹太人不断地接近其目标，然而一次又一次，雅利安民族阻碍着犹太人的计划。今天犹太民族再次寻求世界统治。英美财阀为一方而布尔什维克为另一方，表面上不同的政治目标却只是犹太人的一种伪装而已。犹太人为着世界统治而奋斗，其目的在于为了自身的排他利益而抢劫和掠夺世界，毫不犹豫或迟疑半刻。

［94］




德国期刊编辑的责任是阐明战争的依据，解释如何认识“犹太人精神”，说服其他欧洲人，德国和意大利在战争中的战斗也是为他们的利益。报纸要强调，犹太人不管是以丘吉尔周围的财阀、莫斯科的共产主义者或者像共济会成员罗斯福这样的帝国主义战争贩子等形式出现，都是不相干的。雅利安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会予以反击。

[95]




戈培尔在他的日记中留下暗示，即至少希特勒一直都在告知他，对犹太人的大规模屠杀正在进行之中。戈培尔在1941年8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元首相信他过去在帝国议会所说的预言正在被证实，如果犹太人再次成功发动一场世界大战，它会以犹太人被消灭而结束。在近几周或几个月，这种观点带着奇异的确定性出现了。在东线，犹太人正为此付出代价。在德国，他们已经部分付出代价，在未来他们将会付出更多。”犹太人将会对“即将来临的世界笑不出口”。受前一天与希特勒谈话的鼓舞，戈培尔很高兴希特勒批准了为犹太人引进黄色大卫星、将他们驱赶出市中心，并将犹太人从柏林驱逐出去的建议。“柏林，”他继续道，“必须成为一个没有犹太人的城市……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不要有感情用事的时候。”一个人需要想象，假如犹太人有了权力，他们会怎么对待我们，才能知道在我们有权力的时候该做什么。

[96]


 以上条目说明，希特勒和戈培尔已在对欧洲犹太人大屠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扩张之间建立了一个因果关系。希特勒告诉戈培尔，在他们都理解的术语中，大规模屠杀随着德国对苏联的入侵就已开始了。

戈培尔对“最终解决方案”的主要贡献在于为大规模屠杀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正当理由。但是，他在柏林犹太人的被驱逐中也扮演了实际操作的角色，犹太人在战时的存在使其“难以忍受”

[97]


 。在1941年9月下旬，戈培尔会晤了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希姆莱在帝国安全总部（正在实施“最终解决方案”的官僚机构）的主要副手，以讨论“关于犹太人问题的一些重要事情”。“尽快把犹太人从柏林驱逐出去……我们尽快解决在东线的军事问题。他们最终应该被送到布尔什维克所建造的集中营里去。”

[98]


 在1941年10月19日异常轻率的日记中，戈培尔提及了“在乌克兰对犹太人大规模射杀的报告”。戈培尔的回答是增加在被占领土的反犹宣传。“布尔什维克主义已经渐渐地弱化了苏联人民的反犹本能。可以这么说，我们必须从头开始。”

[99]


 在10月下旬，他写道，政权已经开始驱逐犹太人，从柏林到“东线”。“目前在更广阔的世界面前讨论这个问题是有点不大合适”，但要点是柏林将摆脱犹太人的束缚，他“直到这个目标被完全实现才会心里踏实”。

[100]


 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即便是政治敏锐的、被意识形态驱使的、如戈培尔和迪特里希这般与希特勒亲密的官员们，也无法推知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已经在1941夏季伊始在东部发生了。他们已经认定，在反对第三帝国的战争中犹太人是关键的参与者，作为政策正当理由的所有纳粹反犹宣传超越了对犹太人发动“战争”的迫害。

虽然美国尚未参加欧洲的战争，纳粹领导人明白，罗斯福对英国然后对苏联的支持，对于挫败纳粹希望早日获胜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在力求利用美国现存反犹主义中，纳粹宣传力图将罗斯福、他那所谓的犹太智囊团及幕后的权力、纽约的权力（较小程度上的好莱坞），与“真实的”即非犹太美国人进行对比。查尔斯·林德伯格表达了他对希特勒德国的仰慕以及对美国参加欧战的反对，在戈培尔看来，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林德伯格对我们很有用，最重要的是，我们对他在我们媒体界的活动不要过多关注，如此他就更具独立性，且不必面对他是第五纵队的一名成员的反对声。

[101]




尽管林德伯格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戈培尔担心孤立主义者将无法阻止罗斯福的介入。罗斯福，戈培尔在1941年9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是一个真正延长战争的人，如果他不在那里，英国可能很早就屈服了”。不幸的是，他写道，反干涉主义缺乏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林德伯格有一个很好的品质，表现也好，并提出很好的观点。但是他在面对犹太人、商人和腐败财阀的红色合唱时，在智力上显然是不对等的”

[102]


 。到了1941年9月，戈培尔——想必希特勒也一样——认为美国参战仅是时间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能阻止罗斯福将美国拖入战争，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阻止他把责任推给我们。”

[103]


 如果欧洲战争变成一场世界战争，那么罗斯福而不是希特勒，将会对此负责。随着与日俱增的愤怒、挫败和仇恨，纳粹的宣传谴责丘吉尔、罗斯福，以及据称控制他们的犹太人，阻止了纳粹德国赢得曾经似乎唾手可得的早日胜利。

在1941年10月下旬，在罗斯福警告纳粹德国已经计划从欧洲扩张到中南美洲之后，迪特里希的每日新闻指令命令德国媒体，“将罗斯福的演讲谴责为一个撒谎和伪造者的演讲，是犹太人散布谣言和歇斯底里地煽动战争的产品”

[104]


 。虽然纳粹宣传一般不会声称罗斯福本身是犹太人，但这个指令提及他为“犹太人血统的罗斯福”。“以这个傻瓜的演讲内容而进行严肃的政治辩论是毫无意义的。”相反，媒体要用“所有我们易于争辩的方法”去“面对罗斯福从而是犹太人伪造的精神，罗斯福的身份必须如此被确定”。

[105]


 同样在那一周，与宣传部里戈培尔和迪特里希派系对罗斯福的协同攻击相一致，彼得·阿尔达格在《犹太人问题》上发表文章，把“世界统治计划”归到了罗斯福头上。根据阿尔达格的说法，罗斯福对欧洲的政策是起因于献身于《旧约》的“一小撮团体”的建议，更感兴趣“国际犹太人的利益”，以及他们自身的经济回报，而不是那些美国人。

[106]




随着夏季攻势的巨大胜利，以及超过300万苏联战士被俘获，希特勒和他的将军们相信东线的战争已经赢了。奥托·迪特里希自己，穿着党卫军制服，在10月的一次媒体会议上传达了这个消息。在1942年10月10日，一篇用红与黑粗体字母的《人民观察家报》首页头条新闻宣布：“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军事完结，东线战役已经决定了……战略上无可比拟的妙举。”文章声称闪电战已实现其目标，已对苏联实施了“致命的打击”，从而使其“永无翻身之日”。

[107]


 由于德国在东线的成功，纳粹德国现在能够获得安全的石油供应，并从东线撤离大部分空军以装备对英国的战争。现在大西洋的夜晚正变得更长，德国潜艇在击沉盟国船只中将会更为成功。即便是美国真的参战了，也已回天乏力。得益于纳粹对东部工农业部门的控制，德国能免疫于英、美的海上封锁。英、美公共舆论的紧张形势正在增加，而罗斯福发表对苏联的支持是造成其国内政治困境的原因。

1941年10月15日《犹太人问题》上的头条文章“犹太人的战争罪责”，重复着与日俱增的熟悉指控，并提供了纳粹宣传者如何使用证据以支持指控的一个典型范例。

[108]


 这位未署名的作者将一些犹太领导人及鼓吹者在30年代中后期号召与德国斗争的语录串联在一起。他将它们视为“国际犹太人”正发动对欧洲战争的证据。一个犹太人的一篇演讲或一个貌似显赫的犹太人物足以论断所有的犹太人。作为非犹太政治领导人的“幕后操控者”，作者列出了一张熟悉的姓氏名单：“苏联的芬克尔斯坦——李维诺夫和卡冈诺维奇；英国的霍尔——贝利沙、萨缪尔勋爵、梅尔切特勋爵、罗斯柴尔德勋爵；法国的莱昂·布鲁姆、乔治·曼德尔；北美的巴鲁克、法兰克福特、摩根索、拉比怀斯”。作者对年代的把握并不令人满意。他将法国总理莱昂·布鲁姆、英国陆军大臣莱斯利·霍尔——贝利沙和苏联外交部长马克西姆·李维诺夫所创建的反希特勒同盟，记为1941年6月苏联被纳粹入侵之后而出现。而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爱德华·达拉第作为法国总理在1938年已经取代莱昂·布鲁姆。张伯伦在1940年1月已撤销了霍尔——贝利沙陆军大臣的职务。斯大林在1939年5月撤了李维诺夫外交部长一职，即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协商期间。未被破坏其核心论点的事实和年表所吓倒，作者强调犹太人及其盟友已然疲于奔命。法国已经被打败和占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权力已经倒塌。英国焦灼地思考着它的命运。北美的犹太人能够最终实现犹太人的目标吗？”作者最后引用希特勒在1939年1月30日的预言威胁，即“欧洲犹太种族将会被消灭”，如果“国际犹太金融势力”发动另一场战争的话。在他1941年10月9日的日记中，戈培尔驳斥了美国对纳粹宣传的反驳，即犹太人的权力基于服务于罗斯福政府的少数犹太人。“犹太人，”他写道，“并不需要待在政府里去建立和维护他们的权力地位。他们留在后台以便在那里拉扯着使木偶翩翩起舞的线弦。”

[109]


 不管是犹太人在场或缺席，戈培尔在反犹诉状中都得出了完全一致的结论。

在他1941年11月的周年演说中——对在慕尼黑纪念啤酒馆暴动的纳粹党成员的讲话——希特勒发表了一份如今很熟悉的谴责，将犹太人谴责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煽动者、英苏联盟的创建人。

[110]


 他强调“国际犹太人”是“所有世界事件背后真正的纵火者和教唆犯”。得益于种族问题的科学分析，他“首先知道犹太人是事件背后的驱动力”。犹太人总是能找到“准备好为他们工作的稻草人，部分是因为没有个性，部分被买通了，或者是想做生意；这些人每当有流血事件发生，就跃跃欲试要做生意”。他告诉他的同志，“这个敌人”在魏玛时期就已驱动力量反对纳粹，且纳粹在德国境内已打败了他们的敌人。“随着在德国境内的失败，同样的敌人自然会在境外与我们对峙。他们［犹太人］是世界联盟反对德国人民和第三帝国的鼓动者。一旦他们利用了波兰，之后就会迫使法国、荷兰和挪威也为其服务。从一开始，英国就是一个驱动力。很显然，列强终有一天会向我们发起进攻，由犹太精神最为明显地主导着：因为犹太民族最大的奴仆是苏联。”

[111]


 一些人想知道，他继续道，苏联的“民族倾向”是否胜过犹太政委的“巨大组织”。事实上，国家的领导人“除了是全能犹太民族手中的一个工具之外就什么都不是了。当斯大林站在台上或幕前，他的背后站着卡冈诺维奇以及无数犹太人从上到下领导着这个强大的政府”

[112]


 。在这个演讲中，希特勒自信地表示他自20年代所采用的对事件的解释，仍是解开1941年国际事件复杂性的关键之所在。他以极其地方化的方式，把被意识形态扭曲了的对过去的解释适用于战争年代的事件，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纳粹政权终结。

到了1941年的早秋，希特勒已命令希姆莱将东线大规模射杀犹太人的行动扩大为谋杀所有欧洲犹太人的一个大陆计划。

[113]


 在10月下旬，戈培尔走访了东线战场及维也纳的犹太人区。他的情绪表达在1941年11月2日的日记中，传达了在纳粹政权高层已形成的种族灭绝共识。

[114]


 “这里，”他写道，“犹太人互相蹲伏，不忍直视，更不用说接触了……犹太人是文明人类的虱子。他们要以某种方式被消灭；否则，他们将会再次扮演让人折磨和讨厌的角色。只有当人们用必要的暴力对付他们的时候，我们才能跟他们有个了断。当你饶恕他们时，你随后就会成为他们的受害者。”

[115]


 在他《德意志帝国》和德国电台上的重要短文“犹太人有罪”之中，戈培尔的反犹仇恨和他对大规模屠杀的公开支持比在1941年11月16日的“模仿”一文里喷发得更为详细。

[116]


 短文第一次记录了纳粹政权的一个主要官员宣布“消灭”欧洲犹太人的内容已经转移了，从包括希特勒著名预言在内的假想概念或威胁转移到进行中的行动。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前的三周，戈培尔讲道：“世界犹太人对这次战争爆发和扩大的历史罪责已经充分说明没有必要在此事上浪费唇舌。犹太人想要他们的战争，现在他们已经得逞了。”

[117]


 戈培尔描绘了一个活跃的主体，“国际犹太人”对一个无辜、受害的德国的攻击。纳粹德国正在发动一场国家防卫战争，其强度和残酷性正不断增长，以回应犹太人可能发动的对德战争。

但是，犹太人在释放这场战争中已然失算，世界犹太人对其所支配的力量完全误判了。现在它正承受一个逐渐被消灭的过程，而这本是欲施加于我们身上的，如果它有能力如此做的话，那么它将会毫不犹疑地对我们实施。它现在因其自身的律法而遭受灭绝：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在这个历史争端中，每一个犹太人都是我们的敌人，不管他是在波兰犹太人区过单调呆板的生活，还是在柏林或汉堡享受寄生生活，或者在纽约或华盛顿吹响战争的号角。由于他们的出生和种族，所有的犹太人都属于一个反对国家社会主义德国的国际阴谋。他们希望德国的失败和毁灭，并竭尽全力来实现它。

[118]




“犹太人有罪”一文的发表结束了威胁时期。犹太人已经发动战争。他们现在正承受着一个“逐渐被消灭的过程”，一个他们起初欲施加给德国的。戈培尔以对犹太人的十点控诉而作出总结。他们已经发动战争并想要“消灭”德意志帝国和人民。

所有的犹太人，毫无例外，是德国人民“不共戴天的敌人”。每一个德国士兵的死亡“都作为欠债记到犹太人头上。但他们觉得心安理得，因此必须付出代价”。由于犹太人承担了发动战争的罪责，所以德国给予他们的处理并非不公正。“他们是罪有应得”，因此，彻底解决犹太人问题是政府的既定政策。

[119]




“犹太人有罪”一文是纳粹反犹宣传的一个范例。它对于一般性政策直言不讳、毫不委婉，但是这种极端主义话语对于这个大屠杀何地、何时以及如何发生的细节却讳莫如深。这是非常特别的语言，嵌入一个较为普通的战争叙述中。它是如此之怪异，以至于许多与戈培尔同时代的人都很难相信这跟德国专制体制的实际政策有关。

[120]


 短文同时展示了言语上的粗暴和故意模糊。毕竟，除了大屠杀外，提及一个“逐渐被消灭的过程”究竟意味着什么？这里有足够的德语名词来表示贫困、歧视、驱逐出境和疾病；但是戈培尔和希特勒不断提及“消灭”。怀疑者注意到，戈培尔是一个成功的撒谎者，毕竟他是宣传部长。对此他也在撒谎吗？人们有充足的理由对戈培尔的评论作出最为激进的解释，但他的阐述也留有足够的不确定性和细节空缺，以便在漠不关心或者半信半疑的广大受众之间促成貌似合理的推诿逃脱。那个晚上，宣传部长在他的秘密日记中重复着他所传达给广大受众的是什么。“犹太人目前所遭受的命运并不是一个不公正。相反，这仅仅是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我的犹太短文在全世界的新闻中被引用……反犹主义正在欧洲增长，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它将会变得越强大。”

[121]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持续，胜利被证明是困难的，军事伤亡不断增加，德国城市忍受着同盟国的轰炸。

纳粹希望和期待犹太人对发动和拖延战争的罪责，将会导致战争中所有国家反犹主义的上升。德国领导人试图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呈现为“犹太人的战争”，希望这样做可以激怒被纳粹所占领的欧洲内外的大众舆论，支撑着德国人的战斗意志，同时侵蚀敌人继续战斗的意志。

作为海德堡大学的博士，戈培尔先生更喜欢其他人以这个头衔来称呼他，因为这非常有利于传达纳粹的宣传给德国的精英。1941年12月1日对德国学术界所作的一次正式讲座，在柏林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学新的主报告大厅中，他详细说明了他在夏秋两季已提出的反犹主题。帝国新闻办公室的指令那天指示编辑们将此讲座文本作为首页故事加以发表。

[122]


 第二天，柏林的《德国全民报》在其头条文章中描述道：“大批将军和其他官员，包括许多荣誉奖章的获得者、其他官员、纳粹党及其办事处的主要负责人，警察和德国劳工服务机构的成员，也包括许多外交家及其夫人，德国学术、艺术、经济及国内国际媒体的主要人物”都参加了这次讲座。

[123]




戈培尔采用一副学者的腔调，承诺会提出超越日常政治争论的“基本原则和命题”

[124]


 。他表示出对战争的信心，并再次将其说成是必要的，鉴于苏联要“无情地消灭帝国”这一迫在眉睫的威胁。

[125]


 “很明显”，他继续道，苏联的“首要任务”将会是对“民族知识分子和文化领导阶层的消灭”。

[126]


 东线战争因此是事关国家存亡的大事。然而，他认为整个战争形势还是进展不错的。德国潜艇正在击沉大量出入英国的船只。同盟国对德国的海上封锁威胁已经被突破。英国回归大陆“以目前的形势来看，似乎完全是痴人说梦”。美国的援助不是惊慌的理由。“苏联的攻击力量……被粉碎了”，英国“正在被打败的路上”。与丘吉尔的观点不同，胜利在纳粹德国这边。

[127]


 即便是罗斯福有能力使英国保持战斗，戈培尔自信地认为，美国武器和物资将会很难穿过危险的大西洋抵达英国。相反，德国已经在整个欧洲建立了通信和交通的安全内部线路网。更为甚者，反德国联盟是基于愤世嫉俗的机会主义，从而导致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一个协定，而纳粹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的联盟是基于共同的“世界观和道德”。

戈培尔然后转到战争的起源和“犹太人问题”：

世界犹太人对这次战争爆发和扩大的历史罪责被如此充分地证明，以至于我们不需要浪费任何唇舌在其之上。犹太人想要他们的战争，现在他们得逞了。但是元首于1939年1月30日在帝国议会所明示的预言现在也被证明是真实的——那就是，如果国际犹太金融势力将要驱使各民族再次进入一个世界大战，其结果将不会是地球的布尔什维克化从而是犹太民族的胜利，而是欧洲犹太种族的灭绝。

我们现在正经历这个预言的实施过程。犹太民族因此正忍受一个艰难但更是应得的命运。同情甚或悲叹是完全不合适的。世界犹太人在释放这场战争中完全错误地评估了其所能支配的力量。故而现在正遭受一个被消灭的渐进过程，这本是它欲施加在我们的头上的，如果它有能力如此做的话，它会毫不犹豫地将其实施。它现在正因自身的律法而遭受灭亡：“以牙还牙，以眼还眼。”

[128]




戈培尔的用词并非模棱两可，在他提及不管是“消灭”抑或“灭绝”的“一个渐进的过程”时。当戈培尔为对苏联的突然袭击辩护时，他使用名词“消灭”以提及苏联将会对德国做什么，如果希特勒不先发制人的话。在那种情况下，他的意思是苏联将会谋杀德国的“民族知识分子”。几分钟之后，他用同样的词汇来表达同样的事情，关于德国对犹太人的政策。可能他的一些受众认为在“消灭过程”之前加上形容词“渐进的”可能意味着缓慢饥饿而死的曝光，一种德国版本的苏联集中营，而不是在一个尚未充分运行的死亡集中营里被射击或投毒而突然死亡。然而，文本和内容两者都提示戈培尔的意思是纳粹政权当时正在执行希特勒的“预言”——那就是，它正在实施对“欧洲犹太种族”的大屠杀。这不是委婉、官僚主义避责或陈词滥调的语言，这是异乎寻常和直率的话语。戈培尔正在告诉那群精于世故和心思缜密的受众，以他们能理解的语言，德国政府已经开始实施对欧洲犹太人的屠杀。

戈培尔重复着他已在“犹太人有罪”一文中所提出的控诉。他讲道：“在这个历史争端中，每一个犹太人都是我们的敌人，不管他是在波兰犹太人区过单调呆板的生活，还是在柏林或汉堡享受寄生生活，或者在纽约或华盛顿吹响战争的号角。由于他们的出生和种族，所有的犹太人都属于一个反对国家社会主义德国的国际阴谋。他们希望德国的失败和毁灭，并竭尽全力来实现它。”

[129]


 在德国一个著名大学的主报告厅里，他进一步加重了他那些词汇的可怕解释。

最有效的措施要求“无情和冷酷地反对我们民族的腐蚀者，反对这场战争的煽动者……犹太人对导致这场战争是有罪的。因此，他们并没有因我们所施加的惩罚而遭受不公正。他们是罪有应得。对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将会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首要和最为重要的任务”。欧洲将不会有和平，直到这被完全阐明，以及犹太人对欧洲大陆“统治”的终结。

[130]


 唯恐他的受众不能从他那残忍的声明中清楚地得出杀人的结论，戈培尔使用了各种各样的可怕动词去描述大灾难将会降临到德国，如果犹太人赢得战争的话。德国的敌人一致认为德国“必须被消灭、灭绝和歼灭”

[131]


 。战败将会比第二个《凡尔赛和约》更为糟糕。胜利者将会释放“《旧约》复仇幻想”。他们“赤裸裸的毁灭意志”将产生一个“地狱”。面对这一可能的大灾难，对基本生存的需求要求德国人团结在希特勒和纳粹政权周围，以避免自身被消灭和灭绝。接下来的四年正是如此，制造恐惧与反犹叙述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这是其必要组成部分之一。

这是戈培尔描述对犹太人发动先发制人打击理由的必要组成部分之一——的确，作为一种防卫行动——说明了对大屠杀各方面的否认是这个行动本身的必要组成部分。它的行凶者将大屠杀呈现为德国正在从事的战争的一个典型和共有特征——的确，作为它的大敌正欲强加给德国的一个政策。为大屠杀进行辩护和对细节保持沉默的平衡，是纳粹宣传在大屠杀期间的特点。那个晚上，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他（希特勒）非常满意我对柏林知识分子的呼吁。”

[132]


 第二天晚上，他补充道，德国学术机构已经为他和宣传部提供了“一个巨大的讲台，在那我们能够对国内外的知识界发表谈话”

[133]


 。

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希特勒随着事态的发展而表达了对戈培尔的满意。他认为美国的精力将会被牵制在太平洋，从而远离欧洲战区。

[134]


 1941年12月7日的帝国新闻办公室指令，声明“东亚”的战争实际上是“战争贩子和世界罪犯罗斯福的杰作，他是仅次于丘吉尔的犹太走狗，一直在不停地发动战争。他最终在远东实现了目标”。

[135]


 媒体最为重要的任务就是去描述“美国总统所铺设的可怕道路”，从而使“每一个读者都会对这个时代最大的伪君子及其帝国主义政策充满厌恶”。媒体将罗斯福作为“一个战争贩子”并与“犹太财阀”对接起来加以描述。

[136]




在1941年12月10日，即希特勒宣布对美战争的前一天，宣传部发送了其日常的12.5万份《每周要闻》印制件，以张贴于熟悉的黄金地段，从而在全国引起最大的视觉冲击。“犹太人阴谋”提供了一张详细的甚至是错综复杂的图表，其中列有“犹太幕后操纵者”及其参与了国际犹太人阴谋的“傀儡和共犯”的名字和影响力渠道。

[137]


 这里，以黑与黄为主色调，巨大的阴谋被描绘得所有人都能看见。海报对特定个体的人名及其之间所谓联系和影响的貌似精准，是激进反犹宣传的妄想狂版本的一个范例。在黑色背景下出现黄色（一个与纳粹宣传中犹太人相联系的颜色），墙报把文字和图像结合起来，首先将目光转向一个反犹漫画，一张耳朵、鼻子和嘴唇过大，头发鬈曲、眉毛很重、胡子小的男性面孔——在图画的中心就是犹太人。耀眼的黄色宽箭头，显示出影响力的方向，由两颗大卫星而出，并以国际阴谋中的两位重要人物而命名：美国的伯纳德·巴鲁克，以及“摩西之孙”——讽刺地提及苏联政治局成员拉扎尔·卡冈诺维奇。巴鲁克对非犹太人罗斯福和丘吉尔发挥了直接的影响，同时对犹太银行家希夫、沃伯格、卡恩、卡普也一样，这些名字被刻在两颗大卫星之间。巴鲁克与“罗斯福的密友和主要顾问”也有直接的联系，被认定为“犹太人！”：亨利·摩根索、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纽约州州长赫伯特·雷曼、费奥雷罗·拉瓜迪亚、索尔·布鲁姆（国会外交委员会主席）和一个未被认定的科恩。影响力的箭头源于“摩西之孙”卡冈诺维奇直至“芬克尔斯坦——瓦拉赫”——那就是前任苏联外交部长马克西姆·李维诺夫。

[138]


 “摩西之孙”卡冈诺维奇影响了非犹太人斯大林。影响力圈子是由连接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的一条黄线所完成的。

一旦行人的好奇心被这些醒目的颜色、箭头、漫画及熟悉的犹太人名字所吸引，看客的注意力就会转向海报的文字，其显示了这个巨大且强大阴谋的秘密。在左边，文本认定巴鲁克、莫塞森、希夫、芬克尔斯坦和迈斯基为犹太人，并声称他们与非犹太人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结盟。在下面，关于犹太“幕后操纵者”的文字介绍了识别图像以及它们之间联系的四个要点：例如，“犹太人……巴鲁克”是“最大的战争贩子之一和世界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获益者，《凡尔赛和约》的制定者，共济会犹太人雇员罗斯福的密友和顾问，与丘吉尔是私人朋友，如今被称为美国的非正式总统”。拉瓜迪亚、摩根索、布鲁姆、法兰克福特、雷曼、科恩和考夫曼是“罗斯福的密友和伙伴”。卡冈诺维奇，或“拉撒路（Lazarus），摩西·卡冈诺维奇的儿子”，是“斯大林唯一信任的助手，最为亲密的顾问、副手和岳父”。马克西姆·李维诺夫和伊凡·迈斯基同时被提到，也正如活跃在英国政坛的犹太人莱斯利·霍尔——贝利沙和罗斯柴尔德勋爵。

在1941年12月的第二周，路过这些墙报的无数德国人之中，那些停留很长时间去阅读文字的人可能并不知道罗斯福是否真的是一名共济会成员，丘吉尔是否是一个犹太人的岳父，斯大林是否娶了卡冈诺维奇的女儿。他们只能略知谁是巴鲁克、卡冈诺维奇以及其他人；然而，特别是在12月11日希特勒对美宣战之后，他们确实知道苏、英、美三国正在跟德国打仗。墙报的图像和文字提供了犹太人如何在数量如此之少的情况下成功地密谋反对德国的一个貌似令人信服的解释。也许路人就会对具体的名字和影响力箭头的图解印象深刻，更不用说它提及的专家鉴定了。对于那些全神贯注纳粹文章的人，它也传达了一个复杂、充分研究和令人信服的因果解释的印象，关于为什么世界上三个最具权势的国家会跟德国打仗。肯定不是所有的名字都是虚构的。显然，这个阴谋的某些部分是存在的。宣传部并非无中生有地将伯纳德·巴鲁克和拉扎尔·卡冈诺维奇牵扯进来。当然，对于纳粹德国之外的人来说，墙报看上去就像今天看上去一样是怪诞离奇的现实主义；它建立在精神错乱、政治幻想、无厘头仇恨、错得可悲的因果联系和臆测的结合基础上，这一切构成了病态荒诞的弄虚作假。但是，德国人在那个短暂、寒冷、大多数时间天空灰蒙的十二月天里注视这个墙报，却在纳粹主义的预料之中，因此没有其他办法可以解释政治决定是如何在莫斯科、伦敦和华盛顿作出的，以及犹太人如何或是否对他们有影响。数量未知的一些行人带着厌恶和愤怒离开了墙报，对执掌他们政府的罪犯的歪曲事实感到震惊。但是，一群数量同样未知但规模更大的行人却很可能相信“犹太人阴谋”给他们讲了许多关于真实世界的故事。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在接下来的一年里，纳粹宣传家利用图片在媒体的大规模印制，从而将面孔添加于具有影响力的名字和箭头上，装饰无所不在的、在1941年12月那重大的第二周所张贴的墙报。在这一过程中，国际犹太人阴谋变得不再抽象，而是一群现实当中实实在在的人。

在1941年12月11日，希特勒宣布对美战争的一次对帝国议会的演讲，在德国电台里播放并在德国媒体全文印发。

[139]


 他讲了近90分钟，并在攻击富兰克林·D.罗斯福及其周围的犹太人上达到了仇恨的高潮。他的核心观点是，“一个光棍”罗斯福“和操纵他的力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

[140]


 “美国新总统必须为其服务的智囊团由在德国与我们为敌的同一拨人组成，作为人类的一种寄生外貌，且我们开始将其驱赶出（德国）的公共生活。”

[141]


 罗斯福，希特勒继续道，试图通过外交政策来转移“他那整个经济纸牌屋坍塌”的视线。“围绕他周围的犹太人圈子”鼓励了他的外交政策积极性。他们“被《旧约》的贪心所驱动”，且他是一个“完全邪恶不忠”的人。这个转移视线的策略是罗斯福干涉欧洲事务的一个关键原因。

[142]




反犹主义处于希特勒攻击罗斯福的中心位置。“我们知道什么权力站在罗斯福的背后。永恒的犹太人认为，现在是时候让我们遭受在苏联害怕看到和必须经历的了。”他继续道：“这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和犹太人摧毁一个又一个国家的图谋。”

[143]


 战争是各国“生存或灭亡”的大事。如果一有机会，罗斯福和犹太人将立即“消灭国家社会主义德国”

[144]


 。罗斯福统治下的美国正谋求“无限的世界统治权”，并拒绝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国家存在的必要性。

对于“国家社会主义者”而言，他继续道，“并不惊讶于盎格鲁——撒克逊犹太资本主义世界［发现］自己与布尔什维克主义站在统一战线上。”这是魏玛时期的反纳粹联盟扩展到世界舞台之上。

[145]




罗斯福和美国在战争起初就已激怒了希特勒，就在美国参战之前。他确信如果罗斯福不支持丘吉尔，英国早已同意谈判解决，随着德国1939年和1940年的胜利。在1941年的夏季，罗斯福提供援助给苏联的决定，挫败了德国在东线快速取胜的愿望。到了1941年12月，除了中立国和他的盟友外，希特勒已入侵和占领欧洲大陆大多数国家，并将战争归咎于大西洋彼岸一个国家的总统。他和他的宣传家们将纳粹德国呈现为其他人侵略扩张的无辜受害者。希特勒对他单方发动和扩大的战争从未接受过任何责任。

希特勒在12月12日的一次纳粹领导人的集会上发表讲话。

[146]


 戈培尔报告道：“关于犹太人问题，元首决心将其彻底解决。他预言过如果犹太人再次引发战争，他们将会经历他们的灭绝。这不是一句空话。战争正在发生。灭绝犹太人必须是必然的结果。对这个问题不能感情用事。我们在这里不能表达对犹太人的同情，而只能表达对我们德国人民的同情。因为德国人又一次在东线战争中牺牲了16万名战士，所以这场冲突的发起人必须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为那些牺牲者］。”

[147]


 希特勒再次赋予战争以因果和必然性，而不是意外或偶然性，用他那消灭犹太人的意图连接着。随着德国战士在战斗中的死亡人数和德国平民在同盟国轰炸中的死亡人数不断增加，纳粹领导层越是强调所谓的一个国际犹太人阴谋、英苏美反希特勒同盟、德国人民的死亡和痛苦，以及贯彻希特勒预言的必要性之间的关联。纳粹宣传把控告指向犹太人，作为德国每一个死亡和受伤者的犯罪当事人。如此做，宣传为“报复”犹太人提供了一个私人理由。以这种方式，对于千百万德国人而言，“犹太人有罪”的抽象口号则具有直接的情感意义。对于那些接受这个逻辑的人，对犹太人的仇恨将会加深，随着德国人被杀害和受伤数量的增加。纳粹宣传的偏执投射似乎在现实经历中出现了。同盟国越是扭转局势以攻击德国军队，纳粹宣传越是声称犹太人是有罪的，并将会为此付出代价。

可以理解的是，日本和太平洋战争并不是反犹叙述最为突出的方面。然而，他们以新奇的方式使之适应故事。由“Gü”撰写的“日本与世界犹太人的斗争”一文，于1941年12月24日作为头条文章发表在《犹太人问题》上，在亚洲事务上对纳粹党和政府宣传家提供启迪作用。

[148]


 自从日本在亚洲寻求生存空间和领导权，他写道，它不得不面对来自“两个比邻犹太人国家……犹太——布尔什维克苏联”和“犹太——财阀美国”的敌视，也包括来自英国的。它们都支持蒋介石的中国。虽然“德国在欧洲的胜利”已经减轻了苏联的威胁，但来自美英“犹太财阀”及其“包围圈”政策的威胁却变得更加严峻了。没有提及对珍珠港的偷袭，“Gü”写道，日本已经“履行了防卫的责任”，以反抗“国际犹太人政治上的代表”，他们认为自己能够粉碎日本。现在日本已经进入“年轻人自由抗争的时期，这对于打败财阀世界统治是必要的”。然而，日本并没有对美、英构成威胁，它决心打败“犹太金融资本”和想要开发中国经济潜力的美英犹太人圈子。

日本已经“认出”罗斯福是犹太人的一个工具，他的政府是一个“犹太人政府”，是由国际犹太人和共济会所控制的好战帝国主义。虽然犹太人在日本的威胁目前并不“严重”，但是犹太人在中国的影响力却是“无限的”。根据《犹太人问题》的说法，蒋介石也是一名共济会成员，他从犹太金融和工业集团那里获得支持。西方民主国家的犹太势力得以在中国喘息，在一个坚定且果断的犹太民族那里——那就是在中国的3.7万名犹太人，大多数在上海，从纳粹控制的欧洲地区逃离过来的。

[149]


 日本在亚洲的经济领导权将会破坏“犹太人在中国的霸权”。日本人认识到，“在丘吉尔尤其是罗斯福的帝国主义中，他们正面对国际犹太人对统治权癫狂般地追求”。文章写道，1938年出版的《犹太人对日本的攻击》一书已经指出，“犹太金融资本在中国的影响力是中日冲突的主要原因之一”

[150]


 。这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是反犹框架所不能解释的。

到了1941年末，反犹和反美的交织先在《每周要闻》里出现，并在希特勒的演讲和德国媒体的文章中受到强调，它在纳粹出版社发行的沿着相同路线的大量材料中发现了一个较为安静的回声。《罗斯福背后的权力》，由多产的反犹作家约翰·冯·莱尔斯撰写，到1942年已出版到第三版，印刷了2.8万份。

[151]


 冯·莱尔斯提供了美国的一个反犹历史，专注于自19世纪90年代之后犹太移民的增长和犹太人力图将美国带入战争。“犹太人的报纸，阿道夫·奥克斯的《纽约时报》，是这场煽动的前沿阵地。”冯·莱尔斯将一篇1925年奥克斯对犹太人在美国享受的“权力和特权”表示感激的演讲解释为新获权力的证据。“那同一个犹太人”，曾谈到过与欧洲民主国家的联系。像其他的纳粹宣传家一样，冯·莱尔斯着迷于夫妻一方有可能是犹太人身份。他找了大量的证据去证明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的妻子是犹太人，尽管赫尔没有提出纳粹迫害犹太人的问题。美国介入欧洲事务是站在法国前总理莱昂·布鲁姆、苏联前外交部长马克西姆·李维诺夫、英国前陆军大臣莱斯利·霍尔——贝利沙这边，“以色列的三个儿子”构成了一个“非雅利安三人团”，一致对抗纳粹德国并试图“毁灭欧洲！”

[152]




冯·莱尔斯专注于那些如今很熟悉的疑犯：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金融家伯纳德·巴鲁克；最高法院法官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以及在新政（冯·莱尔斯称之为犹太人新政）里因他帮忙而获得职位的一些青年律师；工会领导人西德尼·希尔曼；萨缪尔·J.罗森曼，在罗斯福圈子里崛起的犹太人中最为危险的一个，且是罗斯福的亲密顾问。冯·莱尔斯总结道，犹太人控制了美国的财政和劳工部门，并在国务院有相当大的影响力。J.埃德加·胡佛，联邦调查局的主管，是第32级的共济会成员。虽然胡佛不是犹太人，但是他连接着一个与犹太人有关的阴险国际组织。费奥雷罗·拉瓜迪亚是一个“西西里岛半犹太人”。对于冯·莱尔斯而言，早在1933年犹太人新年时，罗斯福对美国犹太人的友好表示就在争论上赢得胜利。在1933年，罗斯福“对那些在美国有犹太教信仰的所有人发出了热情的问候：我们感谢犹太人许多伟大的思想，它们丰富了我们的国家和世界。愿我们的犹太同胞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幸福和兴旺发达”

[153]


 。冯·莱尔斯以这个引用结束了一章，好像不需要进一步的评论。罗斯福亲切的话语结束了这个例子。

冯·莱尔斯呼吁“真正的”美国，而不是纽约、华盛顿的新政或者好莱坞的电影。相反，正是广泛的非犹太中心地带，将会结束罗斯福政府非美国政策的地方。冯·莱尔斯并不是一个疯狂的街头演说家，而是工作于主要纳粹出版社的反犹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他和他的老板不明白或者简单地拒绝承认，30年代和40年代的美国军事和外交机构里的绝大多数仍然是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如果纳粹宣传家能够找到来自国务院或军事部门的犹太人面孔以粘贴于《每周要闻》的书页上，他们肯定会将他们放上去。纳粹不明白或不相信美国的政治、外交和军事领导层有理由来反对纳粹的统治和扩张，且与欧洲犹太人的命运毫无关系。

美国参战和美苏英反希特勒同盟的巩固，似乎为反犹解释的正确性和犹太民族是反希特勒同盟的驱动力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在1941年12月31日的日记中，戈培尔表示：“发达资本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之间的合作现在是显而易见的。自然地，国际犹太人聪明地玩着牌并确信他们现在能够在后台使出王牌。”

[154]


 反犹框架推卸了纳粹政权把一群不大可能的伙伴组成敌对联盟的责任，与此同时也为原则如此不同的政权为何可以结盟提供了一种解释。到了1941年末，一个统一且协调的事件叙述在希特勒的演讲、戈培尔的社论和演讲、几千份报纸和期刊的头条新闻和头条文章、充满色彩和无所不在的《每周要闻》墙报、来自纳粹出版社的书籍和小册子，以及由纳粹宣传家和官员发表的在地区和地方层面的上千份会议讲话中出现了。在广大纳粹组织领导人及其追随者的心目中，美苏英反希特勒同盟的出现最有力地证明了，一个专注于国际犹太人阴谋存在的反犹解释说明了事件的实际进程。如果不是犹太阴谋者的幕后演习，为什么其他如此奇怪的伙伴会共同对付第三帝国？是不是很明显，多亏了希特勒的重整军备，不然罗斯福及其背后和周围的犹太势力早已站在那看似非常诱人的早日胜利之路上？最为可怕的是，国际犹太人已经组织了一个巨大国际联盟，根据希特勒、戈培尔以及德国媒体的文章，正在意图“消灭”——那就是谋杀——所有的德国人。到了1941年后期，纳粹宣传已经将反犹的古老仇恨转化为大规模屠杀的一个公开正当理由。在1942年，纳粹宣传反复强调这几点，重复着犹太人将会付出代价，因他们过去和现在的罪恶和错误而被消灭和根绝。




第五章 死亡集中营阴影下的宣传



在1942年冬春两季，六个主要的纳粹死亡集中营都已经开始运作。它们的毒气室和焚尸炉满负荷运行。希特勒在报刊印刷及电台播放的几个重要演讲中，重复着他那“消灭”和“灭绝”欧洲犹太人的决心。同时，德国媒体里反犹头条新闻和文章的数量下降了。然而，在1941年6月到1942年12月所派发的每周墙报中，它们则在继续，甚至被加强了。

[1]


 《每周要闻》深入德国社会的日常生活中，但它在德国境外的影响力并不是那么明显。在1942年冬春两季，普通的德国媒体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斗作了更为传统的系列报道，它们一般是扭曲的、不完整的且错误百出的描述。1942年1月7日来自迪特里希帝国新闻办公室的每日新闻指令，命令不得报道“东部被占领土的犹太人问题”

[2]


 。事实上，从“最终解决方案”的最初到最后，奥托·迪特里希、帝国新闻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以及被清洗和恐吓的德国“新闻业”如此之精诚合作，以至于没有一个关于种族灭绝的事实出现在德国报纸和期刊的页面之上。

如果德国的新闻业是名副其实的话，那么媒体将被欧洲20世纪最令人震惊的故事填满。在1941年10月和11月，19 827名犹太人被12辆火车从德国运到波兰的罗兹犹太人区。

[3]


 在1941年12月，第一个死亡集中营在波兰的切姆诺开始运行。到了1943年4月，15万到30万名犹太人已在那里被毒杀和射杀。在1942年1月20日，在万湖会议上，莱因哈德·海德里希提出，谋杀700万欧洲犹太人的计划需要政府各部门官员之间的通力合作。没有任何信息被透露给媒体——如果有的话，也不会被印刷出来。

在1942年3月，随着波兰贝尔泽克死亡集中营的开工，纳粹官员在大屠杀工厂化中打开一个更为广阔的章节。几乎所有的贝尔泽克受害者都是犹太人。不像配备了移动杀人装置的切姆诺集中营，贝尔泽克配备了永久性毒气室——这是第一个拥有它们的集中营。这些毒气室有能力一天杀死1.5万人。到了1942年11月，60万名犹太人在那里被杀害。他们的尸体被埋葬在露天万人坑里。在1942年5月，波兰索比堡的死亡集中营开始了它的杀人运作。到了1943年10月，20万到25万名犹太人在那里被杀害。在1942年8月和9月，两个临时毒气室被添加到波兰马伊达内克的死亡集中营。到了1942年10月，三个永久毒气室处于运行状态。在1941年10月开始运行的马伊达内克的集中营，纳粹党卫军杀害了无数的苏联战俘。从1942年7月到1943年秋，50个民族的30万名囚犯中有23.5万名被杀害，其中大约12万名是犹太人。在1942年7月，波兰特雷布林卡的死亡集中营开始运行。从那时直到1943年的秋季，来自波兰中部、德国、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荷兰、比利时和希腊的75万到80万名犹太人被毒杀，且他们的尸体在大量的柴堆上焚烧。在1942年的春季，运载着犹太人的火车开始从欧洲各地到达奥斯维辛集中营——最大的死亡集中营。

从那时直到1945年，100万到150万人——其中90%是犹太人——在它的毒气室被杀害，且他们的尸体在其庞大的火葬场里被火化。在1942年7月中旬，海因里希·希姆莱命令波兰犹太人区的整个犹太人口在年底要被杀死。华沙犹太人区35万名居民中的大多数，在7月22日到9月12日间被杀害在特雷布林卡死亡集中营里。

[4]


 总之，纳粹以惊人的速度进行着谋杀。截至1943年秋末，200万到250万名犹太人在6个死亡工厂里被杀害，其中5个完成了它们的任务并被关闭。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毒气室和火葬场，到1942春季开始满负荷运作，继续发挥作用。

[5]




德国媒体对涉及几百万受害者的死亡集中营和大规模射杀只字不提，几百名高级官员、数以万计的罪犯、数量未知的旁观者在整个时期都是见证人。这种对“最终解决方案”事件的无任何报道，必须被认为是迪特里希也包括戈培尔的纳粹领导的主要“成就”之一。相反，打气和煽动则以希特勒不时的演讲、戈培尔在《德意志帝国》的社论，以及《每周要闻》墙报中几乎每周一剂的反犹仇恨的形式出现。

[6]


 纳粹政权不但掩盖对几百万平民的大屠杀，而且也压制关于德国军队损失程度的真相。在1941年12月，希特勒报告给帝国议会，自1941年6月以来已有16万名德国士兵在东线战场牺牲，这使得议会大为震惊。根据一份重要的最新研究，到11月末实际数字为282 330名。到了1941年12月底，自巴巴罗萨行动以来的八个月死亡人数已升至324 528名。德国国内受众从未听过这些数字：1942年是57.2万，1943年是81.2万，1944年是180.2万，1945年1月到8月是154万。

[7]


 在1942年3月6日的日记中，戈培尔提供了东线战场在1941年6月22日至1942年2月20日期间的以下伤亡数字：199 448人死亡，708 351人受伤，44 342人失踪。这些数字在计数中虽代表了一定的意义，但他在日记中写道：“现在将这些数字公之于众并不合适。我们会等一个更为有利的时机。当我们能够展示新的军事胜利时，它们的公布才会更有效。”

[8]


 对于戈培尔在后方保持士气的计划，沉默和误报显然是很重要的。

在1942年元旦，戈培尔在国家电台宣读了希特勒对德国人民和国防军的“新年问候”。希特勒自信地表示，轴心国及其新盟友日本将会成功地抵制“盎格鲁——撒克逊列强”。他为日本攻击珍珠港作了辩护。“这对于我们而言是可理解的，日本终于厌倦了有史以来最疯狂的战争贩子［富兰克林·D.罗斯福］一直以来的讹诈和明目张胆的威胁，并转而采取自我防卫。其结果是，现在存在着一个从英吉利海峡到远东地区的民族国家的强大阵线，以反抗犹太——资本主义——布尔什维克的世界阴谋。”

[9]


 提及在东线的德国战争，希特勒写道，1941年已收获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胜利”之一，并承认它所带来的牺牲。然而，德国人“并不知道可怕的灾难将会发生在德国和欧洲，如果犹太——布尔什维克及其与丘吉尔和罗斯福的联盟赢得胜利的话。因为丘吉尔和罗斯福将会把欧洲交付给斯大林！”关于犹太人，他放弃了假设性的声明：“犹太人将不会消灭欧洲的人民。相反，他们将成为他们自己攻击的牺牲品。”

[10]


 希特勒的新年声明向公众提供了一个他早在12月就已对纳粹领导层表达得较为详细的简短版本。美国站在英国和苏联一边参战，使得国际犹太人的“世界阴谋”公之于世。希特勒现在将会报复“犹太人”。

报复犹太人并不意味着让他们那些傀儡得以脱身。在1942年1月11日《德意志帝国》的社论“我们搭建了一座桥梁”中，戈培尔抨击了英、美与苏联的结盟。接下来段落的个人侮辱和谩骂直指丘吉尔和罗斯福，他声明德国及其盟友是“反抗正威胁欧洲的蒙古风暴的最后一道墙”。英国已经“背叛”了欧洲，因为它“将自己卖给了莫斯科”。

[11]


 在1月14日的《每周要闻》中，“他们想要战争！！”一文攻击“罗斯福及其犹太煽动倡导者”，因为他们想要和制造战争。随着他跨越大西洋竭尽全力补给英国，以及他公然挑战美国的中立法案，罗斯福已然驱使美国进入战争。在丘吉尔之后，他是头号“战争贩子”

[12]


 。在1942年1月20日与戈培尔的会谈中，希特勒将丘吉尔描述为“这场战争的主要战犯”

[13]


 。戈培尔在1942年1月25日的《德意志帝国》的社论中继续加以描述，他谴责“幕后人物”指挥着丘吉尔和罗斯福，他们再三表达出所谓的“消灭德国人民的意志”。

[14]




接下来一周的《每周要闻》详细说明了什么仍是纳粹宣传的关键主题：“丘吉尔对欧洲的背叛”

[15]


 。它特别引述了丘吉尔在1920年强烈反对俄罗斯“世界革命狂热者”的原话。文章断言：“从那时起”，布尔什维克已经布局“对欧洲的血腥屠杀”，斯大林已经将俄国人转变为“一群庞大且堕落的奴隶，针对欧洲文化国家进行一场犹太——布尔什维克灭绝战”。它继续道：“犹太人卡冈诺维奇那嗜血的女婿已经残忍地杀害了3000多万人，通过枪杀、饥饿和放逐。”在1941年，面对“第二个成吉思汗”的欧洲正为其生存而战，以及丘吉尔正领导着英国人民，“这个战犯［丘吉尔］把欧洲出卖给布尔什维克谋杀者，并运送武器给他们”。“欧洲的年轻国家”将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个烂醉如泥的丘吉尔”的背叛，并将会继续从事“一个唯一的目标：消灭布尔什维克怪兽，消灭那些肆无忌惮地煽动反对欧洲的人：丘吉尔及其同伙！！”

[16]


 当丘吉尔让左翼政治人物如斯塔福德·克里普斯进入他的联合政府时，戈培尔告诉他的工作人员这是英国布尔什维克化的证据。

[17]


 他将伦敦及华盛顿出现一定程度的联合政府，解释为共产主义和犹太人影响力的进一步证据。在每一种情况下，纳粹宣传都将反希特勒同盟呈现为一个无以类比的阴谋，虽隐而不见但积极活跃的主体，真正的指挥权仍握在“国际犹太人”手中。到了1942年8月，戈培尔称丘吉尔为“克里姆林宫的囚徒”，他已抛弃了反共信念，因政治利益而不得不“跟着苏联的曲调翩翩起舞”。

[18]


 宣传部出版了海报“犹太人阴谋反对欧洲”，1941年夏季所形成的英苏联盟之起源的一个鲜明多彩的视觉描述。它展示了一名苏联政委与一名英国肥胖资本家握手的老套形象。他们站在一张地图旁，并把他们的握手直接放在德国的上空。当苏联人和英国人在合谋时，那从高空俯视大地、安全远离地上行动的，是一个带着满意微笑的漫画式的犹太人脑袋。那个男性人物有胡子、鼻子和嘴唇，用以唤起老套和空洞的犹太人形象。

[19]




虽然希特勒的公开现身变得罕见，但他们仍保持着纳粹宣传的关键议程设置文件。在1943年冬春两季，希特勒在德国电台对犹太人进行了三次恶毒的广播攻击。第一次且最为广泛记录的是他在1942年1月30日纪念他上台执政的对帝国议会的周年讲话。他勃然大怒，辱骂着丘吉尔和英国，并放弃了对英国统治阶级和普通平民之间的区分。他现在认定英国为“势不两立的敌人”。希特勒继续道：“他们仇恨我们，因此我们必须仇恨他们。”然后把注意力转移到了犹太人身上，他说：

我们很清楚，战争只会以雅利安人或欧洲犹太人其中一方被消灭而结束。1939年9月1日［事实上是1939年1月30日］，在德意志帝国议会里，我已经声明——我并没有发出过早的预言——这场战争不会以犹太人所想象的那样发展，即欧洲的雅利安人会被消灭。相反，战争的结果会是犹太民族的灭绝。第一次，真实的古老犹太律法将会应验：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斗争越是扩大，反犹主义越是传播……它会在每一个战俘集中营、每一个最终明白到痛苦根源的家庭里找到支持。过去几千年最邪恶之世界敌人被消灭的时刻将会到来。

[20]




希特勒再次以无数个人传记链接了雅利安欧洲与国际犹太人之间战争的宏大历史叙述。战争的持续将会传播反犹主义，因为无数个人和家庭会把他们的个人痛苦和损失归咎于犹太人。这种责备归因有助于解释，当欧洲的犹太人正被谋杀时，为什么反犹主义在德国和纳粹占领的欧洲实际上变得更加致命了。戈培尔认为，随着早日胜利的希望破灭，希特勒的演讲对于维持战争支持度是极有用的。

[21]




两周后，希特勒在一次与宣传部长一对一的会谈中发表了反犹的长篇大论。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一种邪恶学说……这个犹太恐怖主义在欧洲必须被斩草除根。这是我们的历史任务”。他向戈培尔宣布他“决心毫不手软地铲除欧洲的犹太人”。这里“不存在感情用事的冲动”。犹太人应承受“他们正经历的灾难。随着我们的敌人被消灭，他们也会经历他们自己被消灭。我们必须冷酷无情地逐步升级这个进程。如此做，是为了那些已经忍受犹太人几千年迫害的受苦受难的人，我们正在履行一项规模难以估量的服务。这个清晰的反犹立场也必须传达和灌输给我们人民当中那些不情愿听的人”

[22]


 。这次在柏林的会面之后，希特勒回到了东普鲁士的军事总部。戈培尔对希特勒的离开表示遗憾。他希望希特勒能够留在柏林，“因为与他进行的这些对话是永远不断更新的力量源泉和内在安全”

[23]


 。在传达这些反犹信息给戈培尔中，希特勒知道它们将会在戈培尔的控制下出现在媒体上，例如《每周要闻》和《德意志帝国》，而迪特里希办公室发布的每日新闻指令将会暂时不进行反犹运动，由于死亡集中营已开始全面运作。或许在他那前所未有的种族灭绝事业进入高速发展的时期，希特勒不希望在德国媒体出现任何有关纳粹犹太政策的讨论。

1942年2月11日的《每周要闻》提供了由纳粹党帝国宣传指挥部所发动的反犹攻势持续加强的一个显著例子，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政权有能力扭曲文件内容，从而使得无法阅读原件的人们识别不出。

[24]


 在1941年5月20日，《华盛顿邮报》报道称，吉尔伯特·雷德芬（Gilbert Redfern）——一位与美国前总统赫伯特·胡佛一起工作，以政府外的力量来减少战乱欧洲所面临饥饿的美国官员——声称，在拒绝胡佛总统为比利时贫困儿童和成人提供粮食的建议上，英国“已铸成大错”。结果是，普通的比利时人都指责美国“试图通过瘟疫和饥荒而赢得战争”

[25]


 。《每周要闻》视雷德芬为罗斯福的“煽动者”之一，以下完全虚构的陈述，谎称在《华盛顿邮报》的文章中出现过：“这场战争的目的不是去营救民主体制，而是通过美国政府所参与的封锁，将德国及其盟友置于被虱子、老鼠、疾病和饥饿的征服之下。”

[26]


 墙报随后声称：“欧洲文明世界对于一名昭然若揭的职业煽动者所策划的犹太财阀战争目标会摇头表示不信。”雷德芬，它继续道，已暴露了罗斯福和丘吉尔意图把欧洲交给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后果，以满足“世界犹太人虐待狂般的统治欲望！！”

[27]


 墙报将一段描述纳粹宣传的英国战争目标的引用语，转变成了罗斯福本人的一个“代理人”据说倡导那些目标。不管如何处理，有一点是清晰可见的，即战败将意味着德国人大祸临头。

戈培尔一年大约写了300万字，包括给《德意志帝国》的每周社论、许多演讲，以及他日记中一晚最多能写的1.5万字。但是，他从未记录关于“最终解决方案”的任何具体细节——虽然毫无疑问他想要欧洲的犹太人通通死掉。在看完帝国保卫处报告的关于东线游击战情况之后，他于1942年3月6日写道：“犹太人作为教唆犯和煽动者可谓是到处滋事。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必须为他们的活动付出生命的代价是可理解的。总之，我认为在这场战争中犹太人被清理得越多，战后局势就越巩固。我们不能允许任何错误的感情用事。犹太人是欧洲的祸害。不管怎样，他们必须被消灭，否则我们就有被他们消灭的危险。”

[28]


 在第二天的日记中，戈培尔写道，读了从帝国保卫处那里得来的关于“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方案”的大量备忘录。备忘录提及欧洲“超过1100万的犹太人必须首先被集中到东部”，最终“在战后送到一个岛上”，例如马达加斯加岛。欧洲将永无宁日，除非犹太人被“驱逐出欧洲的领土”。即便涉及半犹太人、亲戚和配偶这样的“微妙问题”，它记录道：“现在的形势已经为提出一个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做好准备。后代将不会有充沛的精力和本能的警觉去做这件事。因此，我们彻彻底底地加以推进就显得尤为重要。今天我们所承受的负担将会是我们子孙后代的有利条件和幸福之源。”

[29]


 戈培尔早已声明，在1941年秋季犹太人正在经历一个“被逐渐灭绝的过程”。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已被告知关于1942年1月20日万湖会议所传达的决定。因此，他提及“战后”时期和马达加斯加岛明显是为了子孙后代而撒谎。到了1942年3月，马达加斯加计划已经被欧洲的“最终解决方案”所取代。

希特勒于1942年3月15日在柏林所发表的15分钟演讲中再次攻击了犹太人，那是一个纪念军队英雄的场合。

[30]


 他把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所遇困难的责任推到英、法、美身上。这些“犹太——资本主义”国家已证明在大萧条中不能降低失业率。不去学习纳粹的经济和社会政策，这些“本质上由犹太分子所掌控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前敌国的领导人，在纳粹“刚一”掌权之后就开始了对它的攻击。“今天我们知道，早在1935年和1936年的英、法特别是美国，发动新战争的决定就已由真正唯一起决定性作用的犹太人圈子及隶属于他们的政治统治集团作出……而我们今天才认识到敌人的全部准备工作。今天我们看到世界范围内犹太幕后操纵者的合作在扩散。他们把民主国家和布尔什维克主义团结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参与了由一个希望能够消灭欧洲的阴谋所发起的共同攻击。”德国战胜“这个犹太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联盟”，靠的是英雄们的纪律和勇气，他们经受住了过去一年的艰苦考验。

[31]




事实上，纳粹在执政之后不久就已受到欧美的批评，因为它摧毁了德国的民主，囚禁政治反对者，破坏新闻自由，以及迫害德国犹太人。希特勒其余的声明都是子虚乌有。远非像他所说的决定发动对德战争，其实英、法已姑息他很久，美国一直保持中立并专注于国内，而苏联对西方民主国家的不信任如此之深，以至于它与希特勒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确，希特勒意识到，其敌人的不团结和准备不足，是他希望能够迅速战胜孤立的和军事上稍逊的对手的一个关键因素。其实，没有一个地方是犹太人能够迫使其政府卷入战争的。但对其信徒而言，希特勒的反犹观点合理地解释了为什么一个矛盾对立的联盟——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和共产主义专制国家——联合起来反对德国。正是那些普遍存在的犹太幕后操纵者悄悄地组织了这个国际阴谋，并统一了这个多元化的联盟及其目标。

次日，在另一次含蓄地提及东线正在开展的大屠杀中，戈培尔在日记中暗指帝国保卫处报告所提到的被占东部领土的游击队，其领导人是共产党政治委员，“尤其是犹太人”。他总结道：“因此射杀犹太人就尤为必要。只要犹太人仍然活跃，这些领土就不会有秩序。”他再次写道，“感情用事”是放错了地方。

[32]


 将对基本人权的尊重等同于“感情用事”，是戈培尔喜爱的用语之一。1942年3月20日，在普鲁士总部与希特勒交谈后，戈培尔记录道，关于犹太人，“元首仍然是毫不手软的。如果必要的话，犹太人必须用最残忍的手段被从欧洲驱赶出去”

[33]


 。随着所有主要死亡集中营开始运作，说犹太人正被“驱逐出欧洲”显然是在撒谎——那就是去另一个地方。相反，他们被阻止离开欧洲并被杀害在那里。用机关枪杀人仍在继续，但现在被工厂化的大规模屠杀所淹没；并且大规模屠杀与东线的游击战毫无关系。纳粹对犹太人的政策不是对他们作了什么回应，而是希特勒和他的同伙所想象的犹太人正在做什么。因此，在东线对犹太人的大规模射杀并不是战争行为。

在1942年3月27日的日记中，戈培尔尽可能地在纸张上记录他所知道和感受到的关于毒气室和焚尸炉的细节。

始于卢布林，犹太人正被船运到东部军政府［波兰］那里。一个相当野蛮的程序被采用了，其细节我不会过多描述。犹太人没有多少被留下来。共计60%的犹太人必须被清理，而只有40%可以被用于劳作。前任维也纳长官，正以谨慎小心的态度和不引人注意的方式指挥此次行动。惩罚正施加于犹太人身上，虽然确实是野蛮，但他们完全是罪有应得的。元首对于如果他们带来一场新的世界大战而给他们的预言，正开始以一种更为可怕的方式被实现着。在此事上，任何人不能感情用事。如果我们不能以对抗他们的方式来保卫自己，那么犹太人就会消灭我们。这是雅利安民族与犹太寄生虫之间生与死的斗争。没有其他政府和政权能够聚集力量来完全解决这个问题。这就像其他情况一样，元首仍然是一个激进解决方案的坚定捍卫者和代言人；这既是形势所需，也是无可避免的。感谢神，在战争期间我们拥有了在和平时期将会对我们关闭的一系列机会。因此，我们需要好好把它们利用起来。［犹太人］已被清理的军政府城市中的犹太人区，又会被帝国所驱逐的犹太人充斥着，在那里过不了多久，程序就会被重复。犹太民族没有什么可以去嘲笑的了。由于犹太人如今在英、美的代表正组织和扩大对德战争，那么他们在欧洲的代表必须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一个实际上必须被视为公正的代价。

[34]




对犹太人区的驱逐、清理和再次充斥这一重复过程的提及，显示出戈培尔意识到犹太人区并不是犹太人痛苦的终点。在他的日记隐私中，他重复着因为犹太人是美、英对外战争的驱动力，因此欧洲犹太人必须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这个政策，远不是正常政府官僚机构崩溃的结果，而是希特勒自己赞同和实施的“激进解决方案”。60%被杀的数字是虚假的，在死亡集中营那些被杀的百分比经常是接近100%。即便在个人反思中，戈培尔也已掌握了处理最微妙话题的技巧。两天后，他写道，犹太人正以每周约1000名的人数从柏林撤离，然后被送往东部。他们“除了承受痛苦之外，就没有其他什么命运可言了。关于继续走他们当前的道路，我们已经多次发出警告，但他们对我们的警告置之不理，现在他们不得不为他们正在做的事情付出代价”

[35]


 。8月，戈培尔在华沙短暂停留，与党卫军官员谈论华沙的犹太人区。他的日记提供了进一步的隐秘证据，以证明他知道“最终解决方案”正在进行中。“犹太人被大量驱逐并被送到东部。这在更大范围内发生着。在那里，犹太人问题正被得当地处理，没有感情用事……这是犹太人问题得以解决的唯一途径。”

[36]


 戈培尔在1942年4月24日的日记中评论道，关于战争，“不管从哪个角度看，国际犹太人都是幕后操纵的力量”

[37]


 。那位骗子大师和愤世嫉俗的操作者提供了充分的证据，以表明他实际上相信一个国际犹太阴谋的存在，且是敌人联盟背后的驱动力量。

这些个人反思所强调的中心点是，激进反犹意识形态为欧洲犹太族群的大规模屠杀辩护，并与之形影相随。它首先和首要的是一种政治上偏执而非生物学意义上的信念和叙事。纳粹种族灭绝政策不是基于这样一种反犹认知，即犹太人的耳鼻过大，或身姿和外形被他们认为是柔弱的，或其性欲对德国妇女和“雅利安种族”构成威胁。诚然，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对犹太人身体和犹太人性欲的色情式痴迷，连同纳粹种族科学的荒谬，导致了可怕的后果。这些偏见、恐惧和着迷，是迫害、强制绝育及不人道医学实验等纳粹政策极其重要的正当理由。它们在德国和纳粹占领的欧洲必然导致了对犹太人的普遍仇恨，并为理想化的雅利安人体征提供了一个可以与之对比的形象；然而，与激进反犹政治叙事的效能相比，这些陈述是造成种族灭绝的次要因素。

[38]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对东欧犹太人所谓身体特征的令人厌恶的攻击变得举世闻名。

但是，纳粹政权强迫所有的犹太人佩戴大卫星，正是因为它的主要官员不能严格根据外表体征来区分谁是或不是犹太人。他们想要阻止犹太人混入非犹太人当中，或者以他们的术语，通过研习模仿。（1942年7月1日的《每周要闻》以图文结合的方式描绘了政策。在黄色大卫星的旁边，以粗体字在中间印着“犹大”，海报声明：“每个人都知道谁佩戴这个［黄色大卫星］就是我们人民的敌人。”）

[39]


 希特勒及其同伙决定谋杀欧洲所有的犹太人，是因为他们相信“国际犹太人”做了什么，远不止因为犹太人的样子。以纳粹的观点，是犹太人的行为，而不是他们的身体，为大屠杀提供了正当性。正如戈培尔在多个场合所说的，如果所有的犹太人因种族原因而都是一个发动对德战争的国际阴谋的成员从而是德国的敌人，那么犹太人身份与行为之间的区分就没有意义了。种族灭绝是纳粹对国际犹太人的回应，他们被视为统一和历史性的活跃分子，尤其在发动对德战争的政治事件上。以纳粹的观点，如果犹太人听从了希特勒的警告，他们就不会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但是他们拒绝了，犯了战略上的错误，发动了战争，他们因此正受到应得的惩罚：死亡。这主要不是厌恶犹太人的身体或恐惧犹太人的性欲，而是所谓的犹太人正发动针对德国的战争，这站在大屠杀逻辑链条的中心。因为激进反犹主义首先和最重要的是一种政治狂热主义的学说，一个将隶属犹太教的人群描述为一个被称作犹太种族的族群，且他们具有非凡的操控能力。该学说提出了种族灭绝。纳粹将犹太人视为一个真实存在的政治主体，并且比反希特勒同盟的各政府都要强大得多。在希特勒于1942年4月对犹太人的第三次主要口炮中，这种将犹太人作为一个政治主体的攻击完全显露出来。这是他对帝国议会最后一场会议的讲话。它的最后行动就是使希特勒的意志变成法律，一致通过而无须讨论。

[40]




在电台全文播报的演讲，部分在《犹太人问题》的首页上被引用。希特勒声称：“由于国家社会主义专注于种族问题的本质，因此我们已经找到了许多进程的解释，而就它们本身而言，从表面上来看是会出现让人费解的情形。”这一揭露产生了以下对近代历史的解释。

[41]




驱使英国在1914年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背后力量是犹太人。在那场战争中，麻痹我们并最终迫使我们屈服的力量是犹太人的一种，它的标语写着德国人不再能扛着胜利的旗帜回家。犹太人煽动了革命［1918-1919］，从而剥夺了我们进一步抵抗的能力。自1939年以来，犹太人已用计使得英帝国陷入最大的危机当中。犹太人是曾经威胁要灭绝欧洲的布尔什维克病毒的携带者。然而在同一时间，他们也是财阀当中的战争贩子。一个犹太人圈子，只会从犹太——资本主义的角度采取行动，已驱使美国参战，反对它自身的所有真正利益。罗斯福总统，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不足，组建了一个智囊团，其主要人物我不必提及他们的名字：他们只会由犹太人组成。

[42]




威尔逊总统身边的犹太人，已经对美国介入第一次世界大战负责。

[43]


 犹太人认同了无产阶级专政和“对国家领导人和民族知识分子的消灭”

[44]


 ，希特勒继续讲道，反犹主义解释了什么是当初看起来“让人费解的”，那就是，苏联与西方民主国家之间的联盟。“犹太资本主义”已与由犹太人统治的布尔什维克国家联合起来，以反对像德、日这种只寻求自由和独立的国家。

[45]




1942年5月27日的墙报，题为“幕后操纵者：他们只会是犹太人！”，转载了希特勒4月26日关于罗斯福、美国犹太人和英国“隐藏力量”的讲话。

[46]


 “幕后操纵者”放在上面，“只会是犹太人”放在下面，在常用的黄色背景上配以黑色粗体文字。犹太人和“罗斯福”以黑体字出现。《每周要闻》将犹太人描述为“幕后操纵者”，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来已是纳粹反犹视觉图像的组成部分。这个最新版本的意义在于摄影技术的应用。国际犹太人不再停留于艺术家的漫画，或者仅仅在海报上列出名字。最终，敌人的真实面孔，国际阴谋的主要人物，展示给所有过路人看到。在右边，以黑体字导入“犹太人”，是莱斯利·霍尔——贝利沙的照片，前英国陆军大臣；瓦尔特·拉特瑙，魏玛共和国前外交部长；库尔特·艾斯纳（Kurt Eisner），1918年至1919年革命期间巴伐利亚苏维埃的领导人，他像拉特瑙一样被右翼刺客所刺杀。左边是“犹太人”伯纳德·巴鲁克、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和马克西姆·李维诺夫的照片。

[47]


 墙报肯定是增强了对纳粹党的忠诚及同路人的信念，同时也让怀疑者们停顿了下来。毕竟，巴鲁克、法兰克福特、拉特瑙及其他人并不是凭空捏造的。他们都是犹太人。可能一个有技术能力派发12.5万份海报印制件到德国几乎每个显著视觉位置的政权，知道这个世界是如何运作的，以及这些犹太人都在干什么。不管怎样，没有其他替代解释能有效回答为什么德国与东西部的敌人再次交战。

德国劳工阵线的主席罗伯特·莱是另一位激进反犹主义的公开鼓动者。

[48]


 这个粗鲁且野蛮的男人在战争早些年对乐于接受的听众的多场演讲中表达了对犹太人的仇恨，并利用他所控制的德国劳工阵线以帮助纳粹宣传的派发。1939年9月5日，在奥地利因斯布鲁克的一次地方纳粹官员会议上，他讲道：“犹太人不能只在我们国家被消灭。相反，犹太人只有在全世界范围内被灭绝，我们才能得到安宁。”

[49]


 1939年12月在波兰罗兹市，那时被德国占领，莱警告道，如果英国赢得战争，“德国人民，男人、妇女和儿童都将会被消灭……犹太人将会%e6%9c%aa%e6%a0%87%e9%a2%98-1.tif过鲜血。火葬柴堆将会建在犹太人要焚烧我们的地方”。犹太人将会以神的名字来做此事，但是“我们想要阻止它。因此，应该是犹太人被饿死、烧死、油煎和消灭。德国人将会生存下去。这就是我们的口号［热烈的掌声，胜利的呼喊］”

[50]


 。1941年9月3日，在向妇女颁发战争服务奖章的仪式上，莱讲道，战争是一场生与死的斗争，且最终不会有《凡尔赛和约》。如果德国被打败了，“德国人民将会被斩草除根，你和我，每一个人，男人和妻子、小孩，未出生的婴儿也会被杀掉。犹太人毫无仁慈和怜悯之心”。德国的许多城市将会变成“沙漠”。

[51]




1942年2月2日，在柏林体育宫对西门子公司员工发表的演讲中，莱声称，犹太人意图消灭和灭绝德国人，“不管年轻或年老的，富有或贫穷的”。但多亏希特勒的领导，德国人已经见到“人类的敌人……犹太人将会且必须被灭绝。这是我们神圣的任务［鼓掌］。这就是这场战争的意味”。

[52]


 1942年5月，在阿姆斯特丹和海牙，莱发表了三篇关于犹太人的演讲。5月10日对在阿姆斯特丹的德国和荷兰工人的一次会议上的演讲，在德国电台上播放，他将战争描述为通过种族联合起来的人民为一边而犹太人为另一边的一种战争。演讲快结束时经常被掌声和笑声所打断，他说了下面的话：“同志们，相信我。我并非危言耸听。我很痛苦，真的很痛苦。犹太人是人类最大的威胁。如果我们不能成功地消灭他们，那么我们将会输掉战争。把他们送到某个地方是不够的。那就好像一个人想把虱子锁在笼子里［大笑声］，它会找到出路，然后又从下面出来且让你又痒痒［大笑声］。你不得不消灭他们，你不得不灭绝他们，［因为］他们对人类所做的一切……［被持续的掌声所打断］。”

[53]


 莱的阿姆斯特丹演讲在公开场合要比大多数纳粹领导人走得更远，通过声称把犹太人从一个地方送到另一个地方是不够的。演讲抄本传达了莱谋杀犹太人的号召，以及听众对此的理解和认同。在这些声明中没有委婉的暗示，听众是能够理解且欢呼雀跃的。

1942年的春季，在新任命的空军元帅阿瑟·哈里斯的指挥下，英国加强了对德国工业中心进行轰炸的行动，目标锁定于工厂和交通，也包括相互比邻且人口稠密的劳工社区。通过迫使德国空军力量集中飞机用于领空防卫，未来两年半的德国上空空战明显降低了德国空军在东西线的作战能力，从而为同盟国的胜利作出了意义重大的贡献。

[54]


 它也造成了估计50万名德国平民的死亡，不成比例地在妇女和儿童之间。轰炸成为戈培尔的一个关键话题。

[55]


 他在1942年6月14日《德意志帝国》的一篇社论中首先发表了评论，题为“空战和神经质的战争”。该社论谴责了丘吉尔和英国的轰炸行动，声称：“恐怖行为不会挫败德国的士气。”

接近该社论的结尾，戈培尔把他的关注点从丘吉尔和英国政府转移到犹太人身上。他们“在这场战争中玩了一个该受天谴的游戏，他们将会为此付出代价，以他们欧洲甚或超出欧洲范围的种族被消灭”

[56]


 。1942年10月21日的《每周要闻》，题为“发明轰炸战争以针对平民的人”，援引希特勒攻击丘吉尔、同盟国的轰炸活动以及罗斯福，并扬言德国将会报复的演讲。戈培尔对“这次战争的两个主要战犯及其背后的犹太人”撂下狠话，“英国的后果将会比开始时更为惨不忍睹！！！”

[57］




墙报也像戈培尔的社论，将反犹信息嵌入抗击同盟国空战的长篇大论中，主题所产生的反响远超过纳粹党的各个阶层。

6月13日，《华盛顿邮报》在第12版刊发了一篇题为“纳粹杀害犹太人以报复英国空袭”的文章。该篇报道称，德国电台播放了短文的完整版，关于戈培尔“威胁要消灭犹太人以报复英国对德国的空袭”。在同一天，《纽约时报》在第7版刊发了一篇题为“纳粹将大轰炸归罪于犹太人；戈培尔说‘全欧洲甚至更大范围内的灭绝行动’将会发生”的文章。两篇文章同时援引戈培尔的演讲，以例证纳粹意图消灭欧洲犹太人。

[58]


 这些文章虽然准确报道了纳粹的谋杀意图，但可以被解读为暗指德国的威胁出于对同盟国战争措施的回应，停止这些将会阻止其所宣布的“消灭”。但是，在希特勒和戈培尔关于犹太人和战争的所有声明文本中，对戈培尔评论的适当解读更多的是犹太人要对整个战争负责，而空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在1941年6月22日就已开始，远早于同盟国对德国的空袭。虽然如此，在德国上空的空战现在在纳粹反犹宣传中也被假定有一个专门的位置。德国被摧毁的城市和平民的死亡成为一个主要的证据，以力挺犹太人的确试图消灭德国人的官方声明。

可能是因为反苏情绪已深深地根植于德国人当中，戈培尔的反苏社论要比对西方的攻击少很多。不过，他和他的部门都没有忽视反苏宣传。《每周要闻》从1942年1月到7月的八个版包含了对俄罗斯的攻击，还有两个版是在秋天。1942年7月，宣传部举办了一个展会——“苏维埃天堂”，在很多德国城市进行了巡展，大概是揭示天堂幻觉背后的真相。在1942年7月19日，戈培尔的文章“所谓的俄罗斯精神”发表了，在这里，他将苏联描述为一个犹太人大脑和非犹太人身体的结合体。“毫无疑问，”他写道，“以东部人类的沉默和顺从来看，国际犹太人是我们所面对的最危险敌手。”

[59]


 “来自东部的风暴”是一个特别的威胁，因为它与“犹太知识阶层连接着，无情地追求着他们的地狱目标”。它构成了对德国和“西方文化”的“死亡威胁”，因为犹太人仅仅在利用“东方普罗大众的动手能力”。目的是创造和利用“苏维埃系统中军队的巨大风暴以反对德国和欧洲”。

在东部前线生死斗争中的战败，将会“导致国际犹太人对欧洲的绝对统治”。德国人民将会“被交付给一个既粗鲁又残忍的落后种族［俄罗斯］，同时［德国人民］最珍贵的东西也将会被摧毁”。虽然他有信心“优等种族”将会得胜，但他也相信“欧洲将会迷失”，如果轴心国未能保护它的话。

[60]




1942年夏季，北非变成轴心国和同盟国之间的一个主要战场，也是纳粹宣传的一个更大关注点。5月下旬，埃尔温·隆美尔将军的德意志非洲军团从利比亚向东推进到埃及边境，在托布鲁克（利比亚港口）打败了英国的第八军，并俘获2.8万名英军士兵。到了6月底，德国军队已入侵埃及并离亚历山大港不到60英里。在托布鲁克溃败之后，英国更换了军事领导人，美国加速运送新式谢尔曼坦克到前线。7月，在阿拉曼出现战争的僵局，伯纳德·蒙哥马利将军被任命为第八军的指挥官，并于9月初成功击退了隆美尔的攻击。1942年10月，英国第八军粉碎了德意志非洲军团并迫使其撤回到的黎波里。纳粹对巴勒斯坦犹太人的威胁被挫败了。

[61]


 然而，它并没有改变英国在《1939年白皮书》中所确立的政策，且这个政策在整个战争期间保持不变。该白皮书颠覆了宣称英国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民族国家的1917年《贝尔福宣言》。相反，它变成英国政府不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国，以及将犹太移民限制在每年1万人以内——相当于不超过巴勒斯坦人口三分之一的政策。虽然丘吉尔赞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愿望，以及大屠杀的消息在1942秋季获得英国公众的了解，但是这些限制在整个战争和大屠杀时期仍保持不变。

[62]




在此形势下，纳粹对阿拉伯世界的宣传，从针对德国和欧洲受众的关于英国和中东的伪学术论文，转移到了对北非和中东的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直接呼吁。在1942年1月，宣传部将其反闪米特行动办公室改名为反犹行动办公室。如此做是要符合一般语言学上的努力，避免“反闪米特”这一用词触及阿拉伯和伊斯兰的敏感神经。错误地认为该白皮书允许所有的犹太人在《贝尔福宣言》的支持下都可以移民到巴勒斯坦，戈培尔在他1942年5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英国人正在做一些愚蠢的事情，他们把巴勒斯坦许诺给犹太人。”他认为：“这对我们而言是极好的消息。我们可以在针对阿拉伯的宣传中好好利用此事。”

[63]


 事实上，一个基于共同对抗英国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联盟，以及共同的反犹意识形态，自1937年以来已经出现在纳粹与耶路撒冷的大穆夫提阿明·侯赛尼之间。这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大屠杀期间是一个牢固的纽带。

[64]


 在柏林——他因逃离拘捕而流浪的地方，在20世纪30年代巴勒斯坦和1941年伊拉克的暴力活动之后——大穆夫提发表广播讲话，以支持纳粹政权进入阿拉伯世界。1942年7月2日，他发表了题为“埃及人民”的讲话。他讲道，隆美尔在北非的最初胜利“让整个东方的阿拉伯人无不欢欣鼓舞”，因为轴心国有“共同的敌人——英国人和犹太人”，并在共同抵抗着布尔什维克的威胁。带着德国占领埃及的前景，阿明·侯赛尼连接了他所说的埃及人民反抗英国帝国主义的斗争与巴勒斯坦人反抗“聚集的英国力量及其与犹太人的联盟”

[65]


 的斗争。正如他在1942年8月8日的日记中所记录的，戈培尔意识到英国关心犹太人移民到巴勒斯坦将会引起阿拉伯人的反抗。他评论道，在伦敦存在着“对穆斯林的相当大的恐惧，这一事实对于我们非常重要，我们可以广泛用于针对世界的宣传之中”

[66]


 。

宣传部扩大了对阿拉伯人乃至所有穆斯林的呼吁。在北非激烈的战斗中，每周《期刊服务》指令强调更深理解“伊斯兰世界作为一个文化因素”

[67]


 的必要性。服务指令警告低估东方文化贡献的“危险”。“肤浅的探讨”源于阿拉伯和犹太人在语言上的相似性，进而导致二者被混为一谈。在德国很多伊斯兰的讨论要么已经过时，要么受教堂辩论的启发。德国期刊编辑需要“加强和深化［纳粹］现有的对伊斯兰世界的同情。我们必须利用这个巨大的文化力量，其本质是尖锐地反布尔什维克和反犹，以向我们靠近。通过一种友好而不是迎合的陈述，我们必须说服全世界的穆斯林，他们没有比德国人更好的朋友。在这个主题的处理中，‘闪米特主义’和‘反闪米特主义’的词汇必须避免使用”

[68]


 。正如早前指令所解释的，纳粹政策应该被描述为对犹太人有敌意而不是反闪米特，使用后一个术语会削弱寻求阿拉伯世界支持的努力。

到了1942年8月，戈培尔与迪特里希及其各自工作人员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严重到足以要希特勒的介入。在控制每日和每周新闻指令进而控制媒体的权力的争议上，希特勒支持了迪特里希，因此他被保证负责和控制宣传部的所有新闻分部，包括德国新闻、海外新闻以及期刊的办公室。

[69]


 这场争论并没有表现出任何重大的意识形态分歧。相反，它说明了希特勒决心把每日每周给新闻界的指令整合到他所制定的军事战略当中去。对此，最好的办法就是指令由迪特里希来传达，因为他每天都在希特勒的总部工作，并直接从希特勒那里收到命令或意见。每一个早上，迪特里希递交给希特勒国际新闻的简报。不管希特勒和戈培尔在基本看法上如何一致，他们并没有每天见面，而且并不在同一个地方工作；而迪特里希却能做到这些，他因此成为希特勒的意愿、暗示和意见被传送和细化成新闻指令的渠道。在一份8月的备忘录中，希特勒写道，迪特里希将会把“元首关于新闻界定位的指令”通过电报或电话传达给他及戈培尔所辖的各分部和工作人员。他是要让戈培尔知道希特勒对宣传部所关注事宜的看法。戈培尔并不被允许直接发布指令给新闻界，但是可以“通过帝国新闻主管”或其代表来转发它们。他们之间存在意见分歧时，迪特里希直接与戈培尔进行讨论，然而这并没有延迟对希特勒指令的下达。这就是说，戈培尔不能否决迪特里希的决定，因为他们都要服从希特勒的命令。希特勒消除了由迪特里希控制每日新闻会议的任何质疑。“在新闻界代表例会面前，帝国新闻主管代表政府。”

[70]




然而，戈培尔仍然控制着《每周要闻》，并用它制作出那个夏季源源不断的反犹文本和图像。8月8日那周的“一个有远见的英国人”提供了反犹和反美主题的一个交织。海报复制了由一个不知名英国艺术家所画的系列漫画，据说是在1909年完成的，提供了美国历史的一个版本。漫画中一个山姆大叔走到一个站在悬崖边上的土著美洲人背后，然后把这个印第安人推下悬崖。而后，隐藏在岩石背后的犹太人出现了，把山姆大叔也推下了悬崖，并站在那里得意扬扬。美国已把原始居民推到一边，而如今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的犹太移民潮已使美国充斥着犹太人，且他们已取代了传统的美国。海报引用了19世纪的犹太历史学家海因里希·格雷茨（Heinrich Graetz）的话，大意是，犹太人将会在“自由和平等的土地”上兴旺发达，以及“一个强大的犹太民族将会在20世纪出现”。

用粗大且醒目的字体，海报断言道：“这正是所发生的事情！犹太人已在美国实现了他们的目标。犹太人和犹太人的同志是美国真正的统治者。他们把美国人民拖入战争，为的是把他们的权力延伸至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我们已经拿起武器抵抗他们！我们不会放下武器直到犹太人及其同伙被打败，以及它的影响力最终被摧毁。犹太人的统治将会被终结！”

[71]




接下来的一周，1942年8月19日的《每周要闻》，在再次唤起声名狼藉的西奥多·内森·考夫曼中继续着另一个反犹主题。题为“犹太人考夫曼胜利了！”的海报展示了一张照片，“犹太人西奥多·内森·考夫曼”在他的打字机旁。这与被装饰在《世界财阀的战争目标》一书封面上的是同一张照片。《布宜诺斯艾利斯先驱报》被用红色字母写在上面。其右边是一个引述，缺少日期和作者，表面上引自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英国人报纸”。正文把以下几点情绪转嫁给《布宜诺斯艾利斯先驱报》：“德国人是残暴的野兽。他们必须像恶魔一样被对待。处理这些生物以区分国家社会主义和所谓的德国人将会是愚蠢的行为。唯一好的德国人就是死了的德国人。因此，我们的座右铭必须是：德国人必须被消灭！”文章回顾了考夫曼关于在德国通过绝育来消灭德国人的计划！“长久以来，我们都知道犹太人和财阀所欲强加给我们的命运是什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如此坚决地反抗以获得这次强加给我们的战争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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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来自新泽西的犹太作家和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家报纸的社论有什么关系？为什么阿根廷的一家报纸会宣扬遥远欧洲一场战争的情绪？如果一个人接受了海报所暗含的假设，即一个团结起来的被称为犹太人与“财阀”联盟的国际主体已经从美国和英国扩张到南美洲，那么秘密就这样被解开了。再次，公共启蒙和宣传部解释了表面现象背后的更深层次真相。因此，内森·考夫曼，一名不能在所谓的犹太人统治的纽约得到任何出版商支持以出版《德国人必须被消灭！》的犹太人，继续充当纳粹德国的主要海报人物之一，以展示国际犹太人阴谋及其消灭德国和德国人的计划。

在死亡集中营运行的头几个月，德国媒体在其对犹太人攻击中仍然保持着克制。但在1942年9月13日，《人民观察家报》上的头版标题又回到了反犹主题，它宣告：“罗斯福和他的犹太人：巴鲁克成为美国经济的独裁者。”文章声称，罗斯福已经任命伯纳德·巴鲁克以指挥所有的美国军工生产。根据《人民观察家报》所述，随着巴鲁克的“任命”，美国的犹太人已经最终实现了它的目标：“攫取美国的所有权力”。它声称巴鲁克是“罗斯福圈子中整个经济帝国主义取向”

[73]


 的中心。文章根本上曲解了事实。在1942年的夏季，罗斯福总统已经任命了巴鲁克，连同哈佛大学校长詹姆斯·B.柯南特、麻省理工学院校长卡尔·康普顿，以共同领导一个技术人员和工程师委员会（后来被称为巴鲁克委员会），负责为战时可能出现的橡胶短缺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在1942年9月11日，经过一个多月的考察之后，巴鲁克委员会发布了它的推荐方案。在声明美国面临“不适或失败”的选择之后，该报告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汽油定量配给和限制汽车的驾驶（包括每小时35英里的速度限制），以避免“民用和军事上的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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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珍珠港被偷袭后，美国橡胶供应的90%被切断，因此迫切需要资源保护与合成橡胶的生产。巴鲁克委员会并不处理与犹太人相关的问题。巴鲁克自己在公共生活中是一个有影响力且备受尊敬的人物，而除了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校长之外就没其他人了。《人民观察家报》文章的言外之意是，柯南特和康普顿是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清教徒集团中的两根支柱，也是让犹太人控制美国的阴谋中的一部分；他们不理解或关心自己正在被魔鬼般聪明的巴鲁克及其犹太人同胞所利用，并因为他们把犹太人的利益摆在那些“真正”的美国利益之先而成为叛徒。

这样的声称，不管它们在纳粹领导人及其追随者那里多么貌似有理，但当它们出现在非犹太同盟国领导人和英美公众面前时，却呈现出一个显著的缺点：它们构成了一个持久的侮辱，暗示同盟国缺乏头脑或自我意志。正如我们已看到的，纳粹反犹宣传的一个核心主题是那个无以类比的阴谋。宣传赋予犹太人最高的自治权，而否认将这些归于他们的同伙、木偶和仆人——在这个案例中，包括美国两个最具名望学府的校长，当然也包括美国总统自己。根据这个推论，詹姆斯·柯南特和卡尔·康普顿没有同意每小时35英里的速度限制和汽油定量配给，因为他们懂一些现代科学、技术和经济，并想要为美国的战争努力作出贡献。然而，他们以及25名为他们工作的工程师，已为帮助犹太人的夺权计划而牺牲了自己的职业操守。纳粹关于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或任何其他人是犹太人工具的指控都有同样的含义。傀儡没有自己的思想，除了犹太人所指示的，他们就没有什么其他动机去行动了。

美、苏、英三国政府并没有将纳粹的灭绝政策置于他们反对德国独裁体制的根本依据的核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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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特勒的敌人不遗余力地强调国家参战的传统原因，即《大西洋宪章》的四项自由、航海自由、侵略和领土扩张的威胁、珍珠港事件后德国攻击美英的船只、纳粹政权本身的邪恶，以及在德国入侵之后苏联的当下生存问题。纳粹宣传声称，其中没有一个是同盟国政策的真正理由，它们的领导人都是撒谎者和伪君子。在这些领导人得到民众支持的程度上，纳粹宣传对它所指控的民主国家的公民构成了持续的侮辱。它先是含蓄，后是明确指控他们往好的说是幼稚，往坏的说是被一小撮聪明的犹太人所愚弄。不管调查如何显示战争期间美国反犹主义的上升，纳粹都未能破坏民众对战争努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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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9月30日的《每周要闻》，紧跟着《人民观察家报》上关于巴鲁克的文章，推出了“面具掉下来了！”的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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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错误地声称，美国的报纸已报道罗斯福任命了一个被称为智囊团的新私人顾问委员会。海报在伯纳德·巴鲁克、亨利·摩根索、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以及被误认为是一名参议员的众议院议员索尔·布鲁姆的照片下方标着粗体字“犹太人”这个词。（布鲁姆是国会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主席。）“半个犹太人”出现在费奥雷罗·拉瓜迪亚照片的下方。国务卿科德尔·赫尔据说“娶了一个犹太女人”。以粗体黑字对黄色背景，它宣布道：“这些是美国真正的统治者！”正文内容如下：

我们长久以来所知道的事情如今已被证实了！在为他的幕后犹太人服务中，罗斯福鼓动了战争并最终驱使美国人民卷入这场无望的战争中。在为世界犹太人的服务中，“民主的捍卫者”现在要求无限制的独裁权力。将犹太人巴鲁克任命为美国经济事务负责人，表明道路正通向哪里……在犹太人罗斯福的奴役之下。随着这个稻草人站在顶端，以色列想要建立一个犹太人的世界统治。欧洲的年轻人，联合他们日本的盟友，将会击败这个计划。直到人类的敌人被消灭，他们才会放下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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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5月下旬的墙报“幕后操纵者”一样，“面具掉下来了！”再次利用摄影技术和它的大规模印制，使得那些不再是秘密或无名的现已声名狼藉的幕后犹太人露出真容。对于纳粹党忠实的信徒和同路人，对美国政策知之甚少和没有其他新闻来源的德国受众，除了被关于国际犹太人阴谋声明的不断轰炸之外，犹太人名字和面孔的绝对数量将大大增加纳粹核心主题的分量。

应戈培尔渴望见到和听到他对国民发表演讲的请求，希特勒于1942年9月30日在柏林体育宫对一群惺惺相惜的听众发表了1小时10分钟的讲话。演讲在全国电台和军队里播放，在德国媒体里被突出地报道。他自信地表示，德国将会导致“这个资本主义、财阀和布尔什维克主义国际阴谋右臂的折断，它是德国人民所面对的最大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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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的军事力量使人畏惧，其盟友引人注目。它现在拥有被占领土上的大量原材料和农业资源。

[80]


 当希特勒谈到需要对同盟国的轰炸行动进行报复时，他对于第一次说出有关犹太人的预言又提供了一个错误的日期。他不断地重复着，好像对犹太人的灭绝是报复同盟国的轰炸行动。下面这段话引起了集合起来的听众的极大热情。

1939年9月1日，在帝国议会的会议中，我说了两件事情。首先，在我们被迫参战后，不管是武器装备还是时间因素都会击败我们；其次，如果犹太人为了灭绝欧洲的雅利安人而释放一场世界大战，那么这将不会是雅利安人而是犹太人被灭绝［长时间的鼓掌］。白宫里精神错乱的幕后操纵者拽着一个又一个民族进入战争。然而，在同样程度上，反犹浪潮淹没了各国人民。它会进一步采取行动，迫使一个又一个国家参战。每一个国家总有一天都会成为反犹国家。德国的犹太人曾经嘲笑我的预言。我不知道他们如今是否还在嘲笑，或者嘲笑已在他们中间消失。我只能许诺一件事。他们会在任何地方都笑不出来。关于这个预言，我会被证明是正确的［听众大声地叫喊着表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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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众在体育宫的反应说明了，纳粹的忠实信徒是知道希特勒用他们熟悉的语言来告诉他们纳粹政权当时正在屠杀犹太人的。此外，名词“灭绝”和动词“使灭绝”的清晰含义，希特勒重复它们的政治和时代背景，以及他对自己是一个预言家的坚持，都表明他已经命令，然后实施了对犹太人的屠杀。尽管他拒绝使用第一人称代词，但他提及自己的预言表明，希特勒当时正忙于对犹太人的屠杀。任何对于犹太人“再也笑不出来”的善意解释都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任何将政治声明视为用来掩盖真实意图的欺骗，而非词意合一的主张之倾向，都是理解希特勒本意的障碍。他在柏林的听众似乎没有受到这种障碍的折磨。可能一些人想知道，希特勒将“任何地方”加进他那结束犹太人嘲笑的承诺到底是什么。可能他们会认为，既然犹太人阴谋是国际性的，那么他就正在寻求将欧洲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扩大到一个对犹太人的全球种族灭绝行动。

总之，他听众的掌声可谓是排山倒海。

六周后，早先从希特勒9月30日的演说中再版的引用语，出现在了大约12.5万份的1942年11月底的《每周要闻》上：“他们会停止嘲笑！！！”以黑色背景下的大白色字母出现。文字采用粗体字，并以常用的警示性黄色为背景。在指向灭绝犹太人的关键句里，“犹太教”一词以特大号出现，随后标的是一个惊叹号。在左边，“罗斯福身边的犹太人”的上面，是一个开怀大笑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和一群穿戴着大衣和软呢帽的人的照片。在底端，“他们会在任何地方都笑不出来！”以更大的白色字体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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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知道当读者和听众读到或听到它时都说了些什么，或者当它被分发和变成德国日常生活组成部分时，人们对于这六周后所看到的图文是怎么想的；然而，我们确实知道一周内有数百万人经过这个墙报，34个其他或多或少刊有明显攻击犹太人文章的《每周要闻》同样也被展示出来。我们知道，如果人们不听广播或者不阅读1942年9月30日的报纸，他们有第二次机会从希特勒的演讲中听到这篇关键文章。

这里没有可靠的证据，不管是警察报告还是回忆录的形式，来告诉我们有多少人有好奇心、政治头脑和道德勇气去推断这张墙报是一个大规模谋杀的公告。然而，我们有信心推断的是，在1942年11月下旬，“他们会停止嘲笑！！！”的海报变成行走于纳粹德国乡村、城镇和主要城市，有识字能力和有意识的数千万行人日常生活经历中无可避免且非比寻常的一部分。

在1942年10月4日，四年计划的负责人，纳粹德国空军元帅，在1934年被指定为希特勒的继任者，并被认为是纳粹政权二号人物的赫尔曼·戈林，证明他自己也能叙述幕后操纵者和牵线木偶的纳粹故事。在柏林体育宫，他警告道：“如果我们输掉了战争，你们［德国人］将会被消灭。”战争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演。它是“一个巨大的种族战争……关于德国和雅利安人是否得以生存或者犹太人是否会统治世界……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在境外作战［鼓掌］。我们知道犹太人！你们可以确信丘吉尔和罗斯福……都是可笑的小木偶，喝醉和精神错乱的人，被吊在犹太人的木偶线上。犹太人可能躲在不同面孔的背后，但是他们那像黄瓜一样的鼻子还在那里。犹太人在任何事情的背后，是他们宣称要斗争到底，直到我们被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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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补充道，德国人不应该自欺欺人地以为犹太人会在不同的德国人之间做出区分，还会饶恕那些不是纳粹的人。他们“对复仇的渴望覆盖了整个德国人民”，他们想要“消灭一切与德国人和种族纯洁性有关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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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即便是在希特勒自信地表示战争进展得很好的岁月里，戈林依然在人群中煽动着绝对且无情的恐怖行为的火焰，渲染德国人落入犹太人之手而遭受大规模谋杀的前景。随着战争的形势转为进攻德国，国际犹太人那所谓的要消灭所有德国人的计划的幽灵，仍然是纳粹宣传的一个频繁要素。

在1942年11月8日，希特勒在慕尼黑向纳粹老兵发表了年度演说，以纪念1923年啤酒馆暴动。它被放在电台里播放，并在第二天被报刊印刷。1942年的第三次，他重复着他那著名的预言。1942年的敌人同魏玛时期的那班人是同一批人，除了他们现在处于国际层面上，从“这个国际共济会会员集会地的首领、半犹太人罗斯福及其犹太人智囊团，到在马列主义俄国中最纯粹的犹太人”。“绝非偶然，同样是这个国家［美国］，过去因为一波谎言宣传而相信它能够打败德国，现在则让一个以同样使命自居的人走向前台。过去他叫威尔逊，今天则叫罗斯福。”旧德国——指第二帝国——“关于犹太人问题所造成的麻烦以及犹太人权力的影响没有进行过任何启蒙”，因此它“沦为［美国人］攻击的受害者”。

另一个群体，曾经在德国非常之强大，已经认识到：“国家社会主义预言并非是在放空炮。这个群体就是我们所有不幸根源的关键力量：国际犹太人。你会回想起我在帝国议会中所陈述的话，如果犹太人想象它自己能够主导一场世界战争以消灭欧洲的种族，那么其结果将不会是欧洲种族被消灭，而是欧洲的犹太人被消灭！［掌声］犹太人总是嘲笑我作为一个预言家。那些嘲笑的人将再也笑不出来了。那些仍在嘲笑的人在短时间内或许也不再会笑了……［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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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尔逊和犹太人能够打败德国，是由于当时未得到反犹主义的启蒙，“半犹太人罗斯福”将会被打败，正如纳粹在魏玛时期打败了他们的对手一样。再次，希特勒话语的含义是明确的。犹太人已意图“灭绝”——那就是杀掉——欧洲人。相反，为再一次避免第一人称和主动动词清晰地连接主语和宾语，希特勒又让他的听众知道纳粹政权正在处于实施灭绝的进程中，那就是杀掉犹太人。对犹太人不会再嘲笑的评论的最合理解释是，一些灾难性事件将会降临到他们身上。对他的评论表示欢迎的掌声表明，这批听众赞同它是对德国最大敌人的正当报复。

紧接着希特勒在慕尼黑的演讲，迪特里希下令在报纸和期刊中强化反犹主题。1942年11月13日的《期刊服务》将编辑的注意力吸引到希特勒的慕尼黑演讲上，是关于罗斯福总统的“流氓本质”。仅次于丘吉尔，罗斯福是“这次战争的主要战犯”，并“代表国际犹太人的利益”进行活动。由于其国内经济计划的失败，罗斯福已尖锐化德国与波兰的冲突，与“英国战争当事方”合作，给法国空头援助承诺，从而将欧洲带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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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指控是一个半真半假的混合物。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道理的，考虑到中立法案的限制、一个不大情愿的国会、1940年的总统大选，罗斯福已支持欧洲的反纳粹力量，并在1939年开始命令美国海军保护大西洋上的船只，以避免德国潜艇的攻击。他如此做的目的在于，阻止希特勒发动战争，防止英国的战败，以及阻挠希特勒想要在1942年取得快速和决定性胜利的愿望。罗斯福鼓励法国政府要挺住。在珍珠港事件后，当然美国对英国的援助明显扩大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战争得以在欧洲延续，部分原因在于罗斯福在阻止希特勒以快速取胜来结束这场战争中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在1942年10月下旬和11月上旬，蒙哥马利的第八军打败了隆美尔的非洲军团。此后不久，美英部队就登陆了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在地中海地区，至少同盟国已经掌握了主动权并致使轴心国处于守势。

[87]


 帝国新闻办公室加强了它的反美宣传。1942年11月20日的《期刊服务》指令，包括了一个关于“美国犹太人的强盗行为”的记录。它提及罗斯福的“歹徒行径”及其与“有组织犯罪的紧密联系”，并声称犹太人是美国有组织犯罪“最重要的”原因。

[88]




在1942年11月18日那周的《每周要闻》，“谁该承担战争罪责？”一文提供了反犹宣传强化的进一步证据。

[89]


 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的一张拼图是非常醒目的，因为罗斯福的图像最大，其次是丘吉尔和斯大林。即便苏联当时正承受战争的最大冲击，文章也把最大的责任推给了罗斯福，超过了犹太人的责任：

在为战争贩子头目罗斯福的服务中，英国煽动波兰反对德国，迫使法国采用英国对德战争的宣言，然后把挪威、荷兰、比利时、希腊和南斯拉夫拖入战争，并最终与具有彻底破坏性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结盟。丘吉尔［对这次战争］负有巨大的罪责。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要对这场战争承担责任。然而，他们身后都站着犹太人。国际犹太人想要这场战争，以实现他们统治世界的目标。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是犹太人意志的工具。这场战争的犯罪当事人，给各国带来痛苦和苦难的是犹太人。

[90]




这些文字颠倒了因果联系。海报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呈现为美、英为服务幕后的“犹太人”权势而发动侵略的结果，而不是由纳粹德国发动的一系列侵略战争，作为回应欧洲其他国家为了自卫而与英国结盟。关于纳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升级所扮演的角色，或将自身的责任投射到其他国家中，纳粹宣传从未放弃或丝毫修饰它那完全无辜的立场。

在1942年11月26日，耶路撒冷的大穆夫提再次通过德国电台用阿拉伯语从柏林对北非听众进行广播讲话。阿明·侯赛尼的演讲，在美国登陆后抨击着美国，是将纳粹宣传转化为阿拉伯世界习惯用语的一个显著例子：

在这场战争中，犹太人在美国的影响力明显地增强了。犹太人和资本家已迫使美国扩大战争，为的是扩大他们在新财富地区的影响力。北非人民非常清楚地知道犹太人所带给他们的不幸是什么。他们知道犹太人是帝国主义的先锋战士且长期虐待北非。他们［北非人民］也知道犹太人在帝国主义中充当间谍和代理人的程度，以及他们如何攫取北非领土的能源以扩大他们的财富……美国对北非的干涉增强了犹太人的权力，提升了他们的影响力，累加了他们的罪行。美国是犹太人的最大代理，犹太人在美国是统治者。

[91]




两周后，在1942年12月11日，阿明·侯赛尼再次通过德国电台对“阿拉伯人”讲话，这次是关于殉道的价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阿拉伯人已经反抗“英国人以及总是藏在他们背后的犹太人”达二十年之久。

[92]


 阿拉伯人民已经为自由和巴勒斯坦、埃及、叙利亚及阿拉伯半岛的独立抛洒出“高贵的热血”。“殉道者洒下的鲜血是生命之水。它复苏了阿拉伯的英雄主义，正如活水让干渴之地复苏。殉道者的死是保护之树，在其阴影之下奇妙的植物再次绽放。”

[93]


 “英国——犹太人的政策”目标是分裂巴勒斯坦并统治阿拉伯其余国家。“我们阿拉伯人”，阿明·侯赛尼继续道，那些已与英国作战的人，“应该明确加入轴心国以及它们的盟友当中，来反抗共同的敌人。对我们来说，这样做意味着我们过去二十年单打独斗的延续。如今我们敌人的强大敌人站在我们这边。”

[94]


 但是，如果英国及其盟友——“上帝禁地”（God forbid）——赢得战争，“以色列将会统治整个世界，阿拉伯人的祖国将会受到邪恶的打击，阿拉伯国家将会被撕碎并变成犹太人的殖民地”。如果英国及其盟友被打败，“犹太人对阿拉伯国家的威胁”将会解除。千百万阿拉伯人将会获得自由，数以千万计的穆斯林将会得救。苏联的战败也会解放更多受苏联统治的穆斯林。美国由于“受制于犹太人的意志”

[95]


 ，什么也没有向阿拉伯人提供过。对于阿明·侯赛尼而言，与共同敌人有关的短期战术考虑和长期意识形态亲密关系都要求阿拉伯去支持纳粹。

自1941年夏季以来，德国对欧洲犹太人实施暴行的大量报道已慢慢地传到同盟国政府那里。在1942年12月，同盟国政府最终大声和明确地谴责当时正在进行中的对欧洲犹太人的消灭。在12月4日，美国63名参议员和181名众议员通过一项国会联合决议，宣布纳粹反犹政策企图“消灭整个人类”。这项决议表达了对美国“业已声明和一贯政策”的支持，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国。纽约州的罗伯特·瓦格纳参议员宣布：“在这一时刻，我们要不断重申这一立场，因为有关欧洲犹太人被大规模屠杀的恐怖报道不断涌现出来。”

[96]


 这些报道也不断涌入到其他执政的和流亡的同盟国政府里面。在1942年12月17日，美国、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希腊、荷兰、挪威、波兰、苏联、英国以及南斯拉夫的政府，连同法国在伦敦的全国委员会，共同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关于这些政府的关注点，它声称道：

从来自欧洲的无数报道中注意到，德国当局不满足于在其野蛮统治所及的全部版图内拒绝给予犹太种族个体最基本的人权，并且现在正实施希特勒那经常重复的要灭绝欧洲犹太人的意图。

从所有被占领的国家，犹太人正被以骇人听闻的恐怖和残忍的状况被运到东欧。在已变成主要纳粹屠宰场的波兰，德国侵略者所建立的犹太人区的所有犹太人正被系统地清除掉，除了一些因战争工业所需且技术熟练的工人之外。所有被带走的都再无音讯。体格健壮的在劳动集中营中被慢慢地活活累死。那些体弱的就被遗弃，以致被冻死、饿死，或者在大屠杀中被蓄意屠杀。这些血淋淋的残暴行为受害者也包括数十万完全无辜的男人、女人和儿童在内。

以上所提到的政府和法国全国委员会以最严厉的措辞谴责了这一野蛮的冷血灭绝政策。他们宣布这些事件只会激励所有爱和平的人们的决心，去推翻残暴的希特勒暴政。他们重申了庄严的决议：确保所有为这些罪行负责的人不会逃脱惩罚，并采取必要的实际行动不断实现这个目标。

[97]




同盟国宣言是一个了不起的声明。十一国政府正严肃对待希特勒对犹太人的威胁。它们的声明中包含相当数量的关于驱逐的准确信息，波兰作为大屠杀的现场，曝光、饥饿和大规模处决，以及对“成千上万”无辜者已经被杀害的一个估计。它并没有包括毒气室里大规模屠杀的细节，但是关于进行中的纳粹大规模屠杀政策，其关键点是正确的。而且，同盟国政府不希望看到同盟国内的反犹主义阻碍对纳粹德国种族灭绝政策的道德谴责。相反，对犹太人暴行的报道加强了同盟国打败纳粹政权的决心。

在同一天，英国下议院议员起立默哀以悼念被纳粹杀害的犹太人，抗议被其中一名议员称之为“令人厌恶的野蛮行为”。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告诉议会，那些负有责任的人将会被绳之以法，虽然目前英国几乎无能为力。罗斯柴尔德讲道，很多英国人“如果不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很可能自己已经成为纳粹当前暴政的受害者，他们可能已经在那些犹太人区、集中营、屠宰场里”。此时，下议院里“鸦雀无声”。他希望美国的声明将会“渗透到被德国滋扰的国家，并给那些被侮辱、折磨和降格的不幸受害者以微弱的希望和鼓励”。

[98]


 自战争爆发以来第一次，负责对纳粹德国进行宣传战的英国政治战执行官，在其12月10日和24日的每周指令中使得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成为英国对欧洲宣传的一个核心主题。

[99]




1942年12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宣传战中是一个意义重大的转折点。只要关于真实大屠杀的事实仍被隐藏或否认，纳粹反犹宣传就会通过诉诸反犹主义，威胁削弱基督教社会居多的同盟国政府。在大屠杀成为同盟国宣传的一个公共主题之后，所看到的不管是定期的还是不定期的主题，纳粹的野蛮行为而不是所谓的犹太人的邪恶，变成了同盟国和被占领国人们议论纷纷的话题。在同盟国中传统的反犹主义并不是一个“种族灭绝的正当理由”。同盟国愿意公开强调大屠杀问题揭示了传统反犹主义的限制，而这一限制也慢慢不再对纳粹政权有利。对“最终解决方案”的报道强调了纳粹德国及其盟友与同盟国之间的明显道德分裂，它们加强了同盟国的信念，即这是一场自由与暴政、良善与邪恶、文明与野蛮之间的战争。

戈培尔对同盟国声明的回应是，把它们当作虚假的“暴行故事”。他、迪特里希，或者其他纳粹官员或宣传家，从未提到过这些指控的内容，而只是否认它们的真实性。可能在回应12月4日的（美国）国会决议中，戈培尔在他12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全世界的犹太人正动员起来反对我们。他们报道说我们在波兰对犹太种族犯下了惨无人道的暴行，并威胁说在战争结束后将参与者绳之以法。这些报道和警告不能阻止我们对犹太人问题实施一个激进的解决方案。而且，这件事将会取决于这些威胁。欧洲的犹太人可能再也没有什么特别要报道的了。”

[100]


 在12月12日，他写道：“关于波兰和犹太人问题的残暴运动的报道，在另一边正形成一个巨大的规模。我担心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不能对这些问题默不作声。我们不得不有一些回应……最好的办法是转守为攻，去谈论英国在印度和中东所犯下的暴行。也许这可以让英国闭上臭嘴。在任何情况下，如此做，我们可以改变话题并提出另一个问题。”

[101]


 那天的早些时候，在他的每日部长会议上，他通知官员“是时候做一些有关英国宣传运动的事情了”，关于“所声称的东方反犹太人暴行”。这个题目“相当微妙”。最好是“不争论，而是给予英国在印度、伊朗和埃及的暴行特别突出的关注。我们反抗这场宣传运动最好的武器就是继续进攻”，并让德国媒体去报道这些故事。

[102]




在12月14日的日记中，戈培尔写道：“英国人和美国人很高兴我们清除了犹太暴民，但是犹太人会施压给英国和美国的媒体。我们并不想在公共场合谈论此事。相反，我正命令开始一场反对英国的宣传运动，关于他们如何对待殖民地人民……我希望以这种方式能成功地迫使英国回应我们的攻击。如此，我们便做到了攻守兼备。”

[103]


 在对个人信念和公共宣传统一性的一个引人注目的重申上，他讲道，犹太人的反抗“只会是无谓的挣扎。犹太种族准备了这场战争。这是世界上发生的所有不幸的智力根源。犹太人必须为这一犯罪行为付出欧洲甚或是全世界的犹太种族被消灭的代价，正如元首在他对帝国议会的演讲中所预言的”

[104]


 。无论何时，不管是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下里，戈培尔都否认纳粹政权正在谋杀欧洲的犹太人。相反，他将指控称之为未详细说明的暴行故事，为他和迪特里希能够隐瞒的细节提供了正当理由，然后是转移要讨论的话题。

在12月14日的部长会议上，戈培尔再次抨击了“世界范围内犹太人反对德国的宣传运动”。他讲道：“这个行动……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地由德国的反制措施来加以反对。对反犹暴行的指控进行彻底或实际的驳斥是毫无疑问的，但这只是一场德国的运动，涉及英、美在全球范围内的暴行。因此，这里必须有关于印度、伊朗、北非以及英美普遍实施的残暴行为的报道，且这些广泛的报道应被反复和着重强调。”这些报道，他补充道，必须在国内外传播。

[105]


 他在12月16日的部长会议上说，制造一个“关于［同盟国］暴行的沸沸扬扬的讨论，会是我们摆脱那令人尴尬的犹太人话题的最佳机会。事情总是这样，每一个政党都会指控其他政党实施暴行。广泛的争吵将会最终导致这个话题从议程中消失”

[106]


 。正如前面所说的，对大屠杀独特性的否认，与其他战时“暴行故事”混为一谈，是与之相伴随的宣传的必要组成部分。

虽然德国人民不能听到安东尼·艾登于12月17日在下议院发表的声明，但是戈培尔能听到。那个晚上，他在日记中回应说，犹太人再次谈论了“所谓的波兰暴行”。他视艾登的演讲为“犹太人在英国公共舆论中巨大影响力”的证据，但没什么可担心的：“我们手里有那么多犹太人作为人质，世界犹太人会小心翼翼地不开展行动，因为他们知道这会激怒我们。”

[107]


 他写道，在下议院中“罗斯柴尔德含泪哀叹波兰犹太人的命运”，议会全体成员站起身来默哀片刻。他补充道，这个行为恰如其分地说明了，“议会实际上是一个犹太证券交易所。英国人真的是雅利安人中的犹太人。飘香四溢的英国外交大臣在这些犹太人物中崭露头角。他的整个教育及其整个关系，都可以指明他是一个彻彻底底的犹太人”

[108]


 。

同盟国关于欧洲犹太人被谋杀的声明，发表在柏林伊斯兰协会成立的前一天。大穆夫提阿明·侯赛尼在活动中发表讲话，他主张阿拉伯人——应该是所有的穆斯林——都要支持纳粹事业。那时，他已经与希特勒和希姆莱举行了私人会议，并已与外交部长约阿希姆·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通过信。在戈培尔的出席下，阿明·侯赛尼读了一篇已经过里宾特洛甫审批的文章。

[109]


 在活动开始前，阿明·侯赛尼已写信给希特勒，以表达他对“希特勒和德国人民的友谊和慰问”。“我们坚信，在世界上数以千万计的穆斯林与德国及其盟友的紧密合作以对抗共同的敌人——犹太人、布尔什维克、盎格鲁——撒克逊人，在上帝的帮助下，将会实现轴心国对这场战争的最终胜利。这个胜利将会给轴心国、穆斯林和所有的人类带来幸福和好运。”

[110]




他的演讲包括了对犹太人的广泛攻击。

[111]


 “犹太人是穆斯林的死敌。他们总是用狡诈和欺骗来表达他们的敌意。每一个穆斯林都知道，从孩提时期就开始，犹太人如何攻击他们以及他们的信仰，仇恨……诡计……密谋”，犹太人都用在穆斯林身上。《古兰经》，他继续道，充满着犹太人缺乏个性、撒谎和诡诈的故事。正如他们在先知时代充满对穆斯林的仇恨一样，他们在现代时期也是如此。在巴勒斯坦，他们试图建立一个“基地，以扩大其对邻国各伊斯兰国家的权力”

[112]


 。犹太人是“地球上的破坏性元素”，他们发动了战争，并使各国彼此为战。他们的“本质”是使世界处于动荡之中。阿明·侯赛尼然后曲解了哈伊姆·魏茨曼所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犹太人战争”。犹太人统治着英、美，是“无神论共产主义”背后的力量。犹太人“驱使各国进入这场消耗战争”，并主导着英国的政策。与同盟国一起，犹太人是“穆斯林”的死敌。阿明·侯赛尼补充道，盟军在1942年秋对北非的进攻说明，犹太人、美国人、英国人和布尔什维克都是“伊斯兰势不两立的敌人”，并已经“压迫和迫害了4000万穆斯林……这场由世界犹太人所释放的战争”。他继续道：“为穆斯林从压迫和迫害的现实中解放自己提供了最佳的机会。”

[113]


 他以对穆斯林的宗教呼吁来结束讲话：如果他们表现出足够的牺牲意愿，神会帮助他们取得胜利。12月18日帝国新闻办公室的指令指示要广泛报道大穆夫提的讲话。

[114]




《犹太人问题》的编辑加入了这次协同运动，12月15日的期刊发表了以“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战后计划”为题的头条文章，它遗憾地写道，对建立一个犹太民族国家的支持在美国和英国上升了。正如《犹太人问题》所说的，“在财阀国家的帮助下，世界犹太人正准备独占巴勒斯坦，从而在将来建立一个世界霸权的地位”，这会“对阿拉伯人民实施恐怖统治”。

[115]


 更值得注意的是，同一期的一篇短文“犹太教和伊斯兰教是死对头”，由现在的约翰·冯·莱尔斯教授所撰写。

[116]


 冯·莱尔斯，一位之前在伊斯兰历史上并没有表现出突出专业知识的人，现在将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犹太人历史呈现为存在已久的伊斯兰对犹太人的敌视。他写道，《古兰经》把犹太人称为恶魔。阿拉伯的政治领袖“麻痹了”犹太人的活动，因此犹太人开始憎恨伊斯兰。即使是基督教的十字军东征也“相当大程度地由犹太人煽动所释放出来”。莱尔斯称赞自己所描述的伊斯兰反犹情绪和行动的悠久历史。“无疑，穆罕默德敌视犹太人的结果之一就是，东方的犹太人被伊斯兰教彻底地麻痹了。犹太人的抵抗破碎了。东方的犹太人根本无法参与犹太人在过去两个世纪里的争权夺利。”由于法律上的制裁歧视，被轻视的犹太人在狭窄的城市街道“过着单调呆板的生活”。与欧洲相反，那里犹太人被允许获得特权或从事偷盗，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使犹太人处于恐惧的状态。“如果世界的其他地方也采用同样的政策，那么我们现在也不会有犹太人问题。”因此，莱尔斯庆祝了“伊斯兰教的不朽功业”，它阻止了犹太人对阿拉伯的统治威胁。如此做，伊斯兰教“开辟了通往更高文化的道路，并赋予其信徒一种教育和人的形式，这仍然使今天的穆斯林认真地看待他的信仰，这个混乱和嘈杂的世界中最高贵的品质之一”

[117]


 。

除了1942年夏秋两季北非战役的战略和短期战术之外，冯·莱尔斯在第三帝国与激进化的阿拉伯人和穆斯林极端主义者之间指出了明显的智识和道德基础。

在1942年的最后一晚，面对着来自斯大林格勒的糟糕消息，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未来几周的主要任务将是准备大后方的“全面战争”

[118]


 。随着1943年初斯大林格勒战役形势的逆转，希特勒发出了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大屠杀期间反犹广播、新闻头条和报刊文章最为激烈和持久的弹幕。从1941年6月到1942年底，反犹仇恨持续上涨的河流伴随着纳粹军队的成功和扩张，特遣部队和治安警察的谋杀，以及死亡集中营全面运行的开始。1943年，迪特里希、戈培尔和他们的工作人员齐心协力，让那条河流泛滥成灾。




第六章 “犹太人对一切都有罪”



激进反犹宣传的洪流始于1943年冬末。这股急流在两次激烈的涌动中持续着，一次是4月到7月，一次在10月和11月。在1939年1月到1945年4月间，发表于《人民观察家报》上的84个反犹标题，其中50%到60%出现在1943年。在1942年，戈培尔、任职于《每周要闻》的图像艺术家施韦策，以及为《犹太人问题》撰稿的反犹知识分子，都已竭尽全力去维护纳粹党和政权的宣传机器，发动对犹太人的最新攻击。在1943年，他们的努力比得上，有时是超过了奥托·迪特里希及其在帝国新闻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所付出的努力。带着希特勒的日常命令，他们发布新闻指令，要求印刷空前数量的反犹宣传，于成千上万个受帝国新闻办公室控制的德国报纸和期刊之上。

正如迪特里希在1939年所声称的，媒体已成为国家的左膀右臂。它们只印刷政府认为适合印刷的新闻。它们那些作为和不作为的罪责在“最终解决方案”的历史上是一篇重要的章节。在1943年，德国媒体没有报道的故事包括：那个在1942年11月被关闭的切诺姆死亡集中营，那里约有15万到30万的犹太人被杀害；其他主要的死亡集中营——马伊达内克、索比堡、贝尔泽克、特雷布林卡和奥斯维辛——在1943年冬春两季满负荷运作（在贝尔泽克一天就有1.5万人被杀害）；1943年2月驱逐柏林、汉堡、科隆和慕尼黑的犹太人；去往奥斯维辛、特雷布林卡和索比堡等地的火车运输；在加利西亚省东部、巴尔干半岛、希腊的萨洛尼卡以及波兰许多小城镇所发生的驱逐和大规模枪杀；更不要说在某地发生的反抗纳粹占领的第一次武装起义、华沙犹太人区的起义及其（纳粹）在1943年4月和5月的镇压，也不适合在受纳粹控制的媒体中报道。

[1]




希特勒在1943年元旦对国民所发表的新年贺词为如何报道定了基调。当前战争对于德国人而言是一件“生死存亡”的大事。德国人将不会再犯相信美、英好意的错误，正如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那样。“因此，当英、美犹太人宣布同盟国的目的是从德国民众中带走孩子、屠杀上百万青年、拆分德国，以及在资本主义或布尔什维克的支持下使它永久处于一个毫无缚鸡之力的状态下而进行剥削时，他们不必告诉我们，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了。”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将绝不投降或屈服那样的命运。

[2]


 在他把信息传给武装部队的同一天，希特勒谈到了德国人在东线和“从挪威到西班牙边界”的进攻。一个从西线对欧洲大陆的入侵将会导致敌人的“快速消灭”，现在法国已被完全占领。对于在北非的战斗，德国和意大利正以某种方式处于一种上升的态势。在大西洋，德国潜艇正在摧毁同盟国的船只。同盟国对德国城市的轰炸已加剧了（德国人）对他们的仇恨。1943年这一年将会是困难的，但不能跟过去一年或1941年冬相比。

欧洲不再需要忍受“每20年或25年犹太资本主义豺狼的多番努力去破坏和平，尤其是对一个新世界的社会结构的破坏”

[3]


 。

1943年元旦发行的《犹太人问题》包含了一篇由定期投稿人霍斯特·希曼所撰写的文章“罗斯福反对欧洲”。文章重复提醒着标准付费的读者，并表达了对最近事件的一种反犹观点。它提出了惯常的指控，即“世界犹太人”发动战争以恢复它在欧洲的地位，并最终“建立一个犹太人的世界统治”。支撑这一声明的证据是一场由美国“犹太财阀”于20世纪30年代在麦迪逊广场公园集会上挑起的“煽动运动和暴行指控”，也包括1937年10月罗斯福的“隔离侵略者”演讲。“若非罗斯福犹太人智囊团的早期保证，英国断不会发动一场战争。”很明显，“北美帝国主义”及相关联的经济利益驱使美国进入战争。希曼在柏林伊斯兰文化协会的开幕式上带着好感提到了大穆夫提的最新演讲，在这个演讲中，大穆夫提已警告法属北非正变成“美国犹太人中心和巴勒斯坦犹太人中心这两者之间的桥头堡”。每份由犹太组织和作家表示支持美、苏的声明中，他都找到了证据以证明世界犹太人的普遍影响力及其“消灭”德国的决心，通过把它（德国）移交给布尔什维克主义。他回顾了考夫曼的《德国人必须被消灭！》及其欲使德国人绝育的威胁。他重复着一个当作事实的谎言，即丘吉尔已批准了一个将所有2岁到6岁的儿童从他们母亲身边带走的计划。没有提及1942年12月同盟国对德国暴行进行谴责的细节，希曼只讲了“美、英、苏在英国下议院发表了地狱般充满仇恨的宣言以取悦世界犹太人”

[4]


 。一个月后，在1943年2月1日发行的《犹太人问题》上，编辑刊发了他们的另一篇犹太人领袖传记概略“萨缪尔·欧文·罗森曼，美国的真正总统”，文章基于瓦尔特·弗罗因德1942年的著作《美国外交政策的伟大无名者》。弗罗因德“揭露了犹太世界政府”，其“最重要的分支”是圣约之子会、美国犹太人代表大会以及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在其顶端站立着“统治世界”的三百人。他们其中一个是纽约法官萨缪尔·罗森曼，他也是罗斯福的顾问和演讲撰稿人。

[5]




在1月的第三周，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卡萨布兰卡的一次战争会议上相聚。他们发布了一个联合声明作为会议成果，该声明认为，“只有通过消除德国和日本的战争力量”，和平才有可能。这要求“德国和日本无条件投降……无条件投降不意味着对德国和日本平民的毁灭，但确实意味着一种基于征服其他民族的德日哲学思想的毁灭”

[6]


 。两位领导人决意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比将会有一个明确的结局。他们想确保德国军队这次将会明白在战场上它已被打败，因此不会再出现背后捅一刀的情形。卡萨布兰卡声明也意味着让苏联放心，西方盟国并没有打算与德国构建一个单方面的和平，并且希望维护反纳粹同盟的团结。虽然同盟国寻求区分纳粹政权和德国民众，但纳粹宣传者压制了这些内容并声称情况正好相反，那就是，同盟国并没有做这样的区分。

与此同时，纳粹领导人的注意力集中到了斯大林格勒所呈现的灾难上。

[7]


 希特勒已拒绝陆军元帅弗里德里希·保卢斯请求被允许向周围的苏联军队投降。从1942年11月他们被围困到1943年2月初的战败投降之间，德国第六军团25万人中的大多数人由于枪伤、冻伤或饥饿而死亡。对苏联以及全世界来说，苏联在斯大林格勒的胜利被看作战争的转折点，如果不是这一决定性的战役，也就不能打消德国军队不可战胜的气焰。国内的德国人，一群被乐观报告和呼吁英雄主义这些来源稳定的精神食粮所喂养着的人，被新闻以及灾难的程度所惊呆。

[8]




在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最后几天，希特勒仍待在他的东普鲁士总部里，并让戈培尔宣读了他每年1月30日对全国的讲话。在讲话中，希特勒再次声称他和纳粹已避免德国毁于犹太人之手，英、法在1939年无端对德宣战，以及在1941年6月对苏联的进攻已使欧洲免于一场“来自东方野蛮部落”的毁灭性入侵。战争是拒绝希特勒和平提议的“挑拨者”的作品。“国际资本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阴谋并不完全是一种矛盾或荒谬的现象。相反，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因为内嵌于二者的驱动力是几千年来被其仇恨所驱使的人们，一次又一次地屠戮、分裂、经济上剥削、政治上毁灭人性。如今，国际犹太人是民族和国家分解的发酵剂，正如它在古代时那样。只要人们没有找到摆脱这种病毒的力量，它就会一直存在下去。”

[9]


 要么德国及其盟友将会胜利，他继续道，要么欧洲将会被来自东方的一场风暴所摧毁。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将会“狂热地”继续战争，因为“在这场战争中不会有胜利者和战败者，而只有那些活下来的和被消灭的”。这次战争，根据希特勒的说法，已成为德国和“国际犹太人”之间一场到死方休的战斗。

在同一天，戈培尔在柏林体育宫向全国发表讲话。战争中当前的战斗路线重现了魏玛政治的那些情形。“正如［在魏玛共和国里］为权力而斗争，犹太人现在也一样，正从一个巨大包围圈的两边围困我们。布尔什维克派出了大规模军队，而财阀则释放出一连串的谎言和诽谤宣传，且狠狠地砸到我们头上。”不仅德国的未来，而且全欧洲“甚至整个西方文明”的未来，都岌岌可危。

[10]


 正如纳粹在魏玛时期已打败一个由财阀和布尔什维克发动的所谓钳形攻势一样，我们将会在国际层面上击败那个联盟的摹本。不管是戈培尔、希特勒还是其他纳粹，都没有提到他们的对手那个时候已尽人皆知的过失——从当时对希特勒的低估，到1933年前后未能形成统一抵抗。一点不令人意外的是，戈培尔既已误叛了过去纳粹政治成功的根源，在其所有关于现实主义和艰难现实的讲话中，对战争的结局提供了源源不断却并无理由的乐观主义。对于斯大林格勒的灾难，在希特勒这边非但没有促进重新评估，反而促使他和戈培尔去强调纳粹党的意识形态根源，并将挫败归咎于军事领导层。

德国媒体以一种军队英雄主义的召唤来回应斯大林格勒的灾难，没有提供死亡、受伤以及失踪人数的数据。

[11]


 《人民观察家报》在第一页提供了少许事实和一个救赎标题——“第六军团在斯大林格勒的战斗结束了；因他们的牺牲德国才能得以存活”。

[12]


 1943年2月5日的《期刊服务》对春季的宣传攻势定了基调。“斯大林格勒战役勇士的不朽英雄品质”将会形成一种确保胜利的精神和力量。“在未来几个月里，这里只是一句话给编辑：与布尔什维克主义和犹太人战斗！”读者必须被告知，德国和其余欧洲国家“如果成为布尔什维克的牺牲品”还能期望什么。“布尔什维克就是犹太人的走狗。”这个后果将包括“美国犹太人考夫曼的绝育计划”、领土分裂以及布尔什维克化。但现在“国际犹太人已把它的面具摘下”。美、英都没有能力和意愿使欧洲免于布尔什维克主义。这里“只有一种保护力量在反抗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消灭意志……德国军队”。

它保卫着“欧洲大陆的文化和生存”。

在东部［斯大林格勒战役］重大决定已作出之后，全部德国期刊的最重要任务是加强和巩固德国人民及其盟友的防卫和取胜的意志。布尔什维克危险的本质必须再三地被置于读者面前。一次又一次，媒体必须展现出布尔什维克主义将意味着不是灭亡就是终身的奴役之苦……如果由犹太当权者所领导的苏联布尔什维克主义成功地打破了德国国防军在东线的防卫屏障，以及德国后方众志成城的铜墙铁壁。这将会在更大程度上重现在苏联已经发生的毁灭、奴役以及人民的贫困化。基于《德国每周服务》［也是来自帝国新闻办公室］的资料而写成的所有文章，必须采用凶残犹太——布尔什维克危险的主题。它必须表明危险只会削弱弱者。在准备拯救自身生命和保护自身最高价值的人们当中，恰恰是这个危险激发了需要克服巨大阻力的力量。我们希望期刊将这些新要求考虑进去，不仅仅是在一篇文章里，而是在整体方向和布局上。

[13]




在这同一个《期刊服务》指令中，帝国新闻办公室包含了进一步的反犹指令。“当犹太人当权时”一文忽略了罗斯福和丘吉尔已在卡萨布兰卡声明中所发布的关于纳粹政权和德国民众之间的区分。加强德国的抵抗力需要强调犹太人当权的后果。越多德国人相信“犹太人消灭所有德国人的坚定意图”，并接受那个战争将只会是“生存或被消灭”的结局，正如希特勒最近已声称的，那么支持战争的德国人就会越多。

[14]


 犹太人反对“欧洲人民”的“战争宣言”，已导致纳粹采取“积极措施”来反对犹太人。期刊被要求去将反犹措施描述为一种“自保行为”。

[15]




媒体反犹运动的加剧在1月份是明显的。在1943年1月14日，《人民观察家报》以“他们因自己的好战而将不能逃脱惩罚：美国犹太人必然指望一波不宽容的浪潮”为头条，并且在1月16日以“罗森曼站在罗斯福身后：美国王座上一个带王冠的犹太人”为头条。罗斯福是“犹太高端金融的一个工具”

[16]


 。犹太人，《人民观察家报》写道，正从幕后出来以暴露“政治和经济上的非犹太稻草人只能在犹太人所控制的木偶线上跳舞”。一场美国的胜利将会意味着一场“犹太世界统治计划的胜利……罗森曼通过罗斯福来说话；世界犹太人则通过美国总统来说话”。在1943年2月7日，《人民观察家报》以“华莱士暴露了罗斯福对未来的梦想；整个世界将会成为一块犹太——美国掠夺者的场地。那些不服从美国命令的人将会被无情地轰炸”为头条。华莱士关于在战后扩大世界各地商旅航空服务的提议，进一步暴露了“犹太——美国帝国主义罗斯福式的世界统治和掠夺计划”

[17]


 。

希特勒在愈演愈烈的反犹宣传攻势背后调动着人马。1943年2月8日，对聚集于东普鲁士总部的党政领导人的一场长时演讲中，他提出了对战争的一种审视。他指出，由苏联所造成的损失程度与在英、美之间的非常不同。根据戈培尔日记中的记录，希特勒讲道：“敌人具有优势，是因为它们被国际犹太人整合在了一起。犹太人在所有敌国里都是驱动元素。在这一点上我们真的是望尘莫及。”因此，犹太人不仅必须被驱除出德国，而且“必须从所有欧洲国家里被消灭”

[18]


 。希特勒给领导人的信息是冷酷无情的。

要么德国将会统治欧洲，要么它将会经历“灭顶之灾”。战败将只可能是因为“人民的软弱”。如果德国人变软弱了，那么他们“将得不到任何东西，除了被消灭”。如果那真的发生了，他不会“对他们抱以怜悯或同情”

[19]


 。希特勒把所有的挫折归咎于每个人和一切事物，最后也包括德国人，但除了他自己。

在战争期间的英、美，对共产主义和斯大林专政的公开严厉批评已经结束。

[20]


 俄罗斯是正承受战争冲击的战时盟友。戈培尔将同盟国反共的停止归因于犹太人的努力，通过淡化威胁以使共产主义在欧洲蔓延，从而削弱欧洲的抵抗力量。

[21]


 在2月11日，《人民观察家报》的头条文章标题为“犹太人仇恨的最新爆发：他们想在文化和肉体上消灭德国人民；然而，我们将会把财阀和布尔什维克的虐待狂们打倒在地”。

[22]


 这篇头条文章提到了在伦敦和华盛顿的“犹太顾问”，他们不仅想“毁掉德国的工业……而且敦促德国人民必须被消灭在这个词的字面意义上”。这篇文章提到了在战后解雇所有德国教师和教授，同时用犹太人替代他们并长期关闭大学的计划。

[23]




在2月12日的部长会议上，戈培尔告诉他的工作人员：“我们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斗争，现在必须主导所有的宣传媒体，作为伟大且普及的宣传主题。”

[24]


 2月12日，罗斯福总统在一次全国广播讲话中宣布，盟军把纳粹赶出突尼斯的行动即将开始，随后是进攻欧洲以摧毁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在描述即将到来的战斗将会付出高昂的代价时，罗斯福评论道：“在东线，令人惊叹的俄国军队已经实施了压倒性的打击；在西线我们也应同样如此。”

[25]


 次日，在《人民观察家报》的首页文章是“罗斯福把欧洲作为战利品抛给布尔什维克主义；犹太人的稻草人屈服于莫斯科；我们将会给他应得的答案”。

[26]


 因为卡萨布兰卡声明已明确表示，罗斯福和丘吉尔为了打败纳粹德国已决心维持与苏联的同盟关系。苏联军队将向西挺进，主要是由于希特勒入侵苏联的结果。1943年形势逆转后，一场英、美从西线的进攻，为一个完全由苏联控制的欧洲提供了唯一现实的选择。戈培尔看待事情的方式非常不同。在2月17日的部长会议上，他强调德国的宣传应该重复并强调“英美对欧洲的背叛”

[27]


 。来自宣传部及其帝国新闻办公室的那些信息是相互协调和相互促进的。

以上所有的主题都呈现于戈培尔最著名的战争演讲之中，题为“你想要全面战争吗？”的三个小时演讲，于1943年2月18日在柏林体育宫发表，并通过德国电台向全国广播。到1943年9月，纳粹党宣传机器已经向所有地区党部办公室派发了1400万份演讲稿。

[28]


 戈培尔在那些“至关重要”的几周里，从“内心深处……带着火热的激情……和神圣的严肃性”发表着演说。

[29]


 他讲道，鉴于对“西方”的危险，纽伦堡纳粹党集会上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主题是及时的，因为“它超过所有之前的威胁”。他提供了三个“命题”。第一，如果德国军队被打败，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将会开始布尔什维克化。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目的是“犹太人的世界革命”，从而给欧洲带来“混乱”的时代，随之而来的是一场“国际资本主义伪装的布尔什维克专政”。德国的布尔什维克化将会涉及“对我们知识分子和整个领导阶层的清算，且其结果是劳苦大众被交付给布尔什维克犹太人的奴隶制度”

[30]


 。欧洲——真正的作为整体的西方——身陷危险之中。苏联政府部门的背后站着“犹太清算突击队……两千年的西方人文建设处于危险之中”。以它的名字来称呼这个威胁是必要的：“国际犹太人”

[31]


 。

他的第二个命题是，只有德国及其盟友才能应对布尔什维克的危险。美、英当然不会阻挡欧洲的布尔什维克化：

犹太人在智识和政治上已渗透到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以至于他们甚至不再去观察或想要识别危险。在苏联，他们把自己伪装为布尔什维克，而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他们则以财阀和资本家的面目出现。犹太人非常熟悉模仿之道。多年来，他们一直试图哄骗他们的主人入睡，从而麻痹他们抵御致命危险的能力……早些时候，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洞察使我们明白，国际财阀和国际布尔什维克主义之间的合作并不完全是荒谬或矛盾的。相反，它有着一个很深且因果联系的意义。横跨我国，表面上文明化的西欧犹太人与东欧犹太人区的犹太人彼此手拉手。这就是为什么欧洲的生灵处于危险之中。

[32]




他的第三个命题是危险即将来临。西欧民主国家中的“麻痹迹象”是“令人心碎的”。犹太人正尽其所能去培养这一意志的麻痹，正如魏玛时期的犹太报纸所做的，他声称道，寻求最小化共产主义的威胁。在1943年，犹太人再次证明了他们是“邪恶的化身”。但是纳粹不会被阻吓：“即便我们境外的敌人在我们的反犹措施上举起虚伪的抗议和流下鳄鱼的泪水，他们也不会阻止我们做必要的事。”德国将不会“在犹太人威胁面前低头”，相反，它将会“立即面对它，当完全和最激进地去消灭及驱逐犹太人成为必要时”。手稿记录了“热烈的喝彩，狂野的欢呼，狂笑”

[33]


 。当演讲者和听众之间的互动变得更为紧密时，戈培尔声明道：“我们将不会允许全世界的国际犹太人在那里叫嚣，并在这场与世界害虫的巨大斗争中使我们远离勇敢和正义的延续。它能且必须只能在胜利中结束！”手稿记录了呼喊“希特勒万岁，暴风般的欢呼，呼喊的合唱，‘德国男人去打仗！德国女人去工作！’更多的喝彩、欢呼、欢笑”

[34]


 。在这骚乱当中，戈培尔呼吁结束“错误的希望和幻想”，并直面斯大林格勒之后令人不快的事实。东线战争是残酷的。正如希特勒在1月30日所说的，它将“不会以胜利者和失败者而结束，而只能以生存者和被消灭者而结束”

[35]


 。更多的“希特勒万岁”的欢呼和喝彩，戈培尔声明：“全面战争是时代的要求”；这是因为欧洲的未来现在取决于“我们在东线的斗争”

[36]


 。现在为国家牺牲的时刻到了，全国人民在战争中要深入参与，“所有人要过一种斯巴达式的生活，无论高矮胖瘦、贫穷或富贵”，并且要增加妇女参加劳动的数量。

[37]




演讲者和听众之间发狂般的互动达到了高潮，当戈培尔抛出如下十个夸张问题时：

与元首和我们在一起，你们是否相信德国武装的必然和全面胜利？……你们是否准备好与元首一起，作为支持战斗着的国防军的后方阵营，以狂野的决心并且毫无动摇地继续这场斗争，超越所有命运的曲折直到胜利在我们手中？……你们是否准备好工作10个小时、12个小时，如果必要的话，每天14和16个小时……以取得胜利？你们是否想要全面战争，如果需要的话，甚至比我们今天所想象的更为全面和激进的战争？……你们相信元首吗？你们是否已准备就绪以所有他的方式跟随他，尽一切所能来赢得这场绝对和无限的战争？你们现在是否已准备好投入你们所有的精力以支持东线战争、我们战斗中的父兄，以及他们所需要的人员和武器，为了打败布尔什维克主义？……你们是否向前线发过神圣的誓言，即后方将以更为强大、不可动摇的斗志支持前线，并为胜利而付出一切？你们是否，特别是你们妇女，想要政府确保每一份劳动力，包括那些妇女，被置于战争［努力］的服务之中……总之那些妇女，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都将会加入，以便男人可以自由地在前线服务？……你们是否支持最为激进的措施以对付一小撮偷懒者和奸商，他们想要在战争期间耍滑头，并利用人民的痛苦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你们是否同意那些寻求逃避战争的人应该掉脑袋？……你们是否同意，后方应该团结一致背负起最沉重的战争负担，并且应该平等地去承受，无论高矮胖瘦、贫穷或富贵？

[38]




在每个问题之后，听众都疯狂地回应“我愿意”，因重复回应而变得更为狂热。戈培尔以一个隐喻和字面的恳求结束演讲：“现在，同胞们，站起来，任凭暴风雨来临吧！”这个训词得到热烈掌声以及呼喊“希特勒万岁”和“胜利万岁”的回应，紧接着齐唱“德意志之歌”。整个场面在德国电台上播放——不断重播——并且包括放在下一周的《新闻汇辑》上，戈培尔协助编辑过每周的《新闻汇辑》。

[39]


 在他次日晚上的日记中，戈培尔写道，当他的演讲结束时，体育宫“从未见过如此混乱的场景”。被全体内阁和许多纳粹党领导人所包围，他认为这次演讲等同于“一场全面的文化动员”

[40]


 。希特勒非常之高兴。

[41]


 戈培尔已强调犹太人正发动一场反对德国至死方休的战争，并且德国人将会实施“最激进措施”作为回应的声明。听众在体育宫的回应毫无疑问地显示，政权对实现希特勒预言的决心在纳粹信徒中仍然很受欢迎。几周后，经过长谈，戈培尔和戈林都赞同在犹太人问题上已经走得太远，纳粹德国已别无选择。然而，这是一件好事，因为“一场运动、一个民族一旦破釜沉舟，就会比还有退路可选的国家战斗得更凶猛”

[42]


 。一个国家之所以被团结在一起，部分要归功于犯罪共谋和畏惧报复而产生的歹徒心态。

在1943年2月24日，随着第六军团在斯大林格勒的战败，希特勒谢绝了参加在慕尼黑举行的纳粹党成立周年庆。但他发送了一份声明，其中包含了陈词滥调的对纳粹党光辉岁月故事的复述。两天后，文本被整合到《人民观察家报》首页的头条文章当中。

[43]


 希特勒对犹太人阴谋叙述的重复，使他一再强调一个大规模屠杀政策的必要性。没有提供关于他计划怎么做的细节，他向聚集起来的信徒保证：“我们将打散并摧毁犹太世界联盟。”他再次向他的旧同志保证：“这场战斗将不会以雅利安人的毁灭而结束，而是以欧洲犹太人的灭亡而终结。”

[44]


 随着战争的继续，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将蔓延到其他国家。正如那些在20世纪20年代试图打败纳粹的人，见证了“一场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全体德国人民当中的急速扩张”，因此在1943年，国际犹太人将不得不面对世界各地反犹主义的增长。战争“使得财阀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一致性和相似性变得清晰明了……同样的联盟我们曾经在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和柏林的红旗之间看过，昔日我们共同的敌人，如今他们再次出现在纽约的犹太人银行、伦敦的犹太——财阀机构和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犹太人之中”。正如德国人民已明白的，进而成功地在国内与犹太敌人作斗争，因此在这次战争进程中，其他民族也将会醒悟过来，并“最终形成一个统一阵线，以反对那个企图消灭他们所有人的种族”

[45]


 。

对希特勒和纳粹忠实信徒来说，战争进程正在证实激进反犹太主义的正确性。挫折和战败，非但没有引起痛苦的重估或反思，反而加深了对最初偏执构想的信念。

接下来的一周，在他2月28日《德意志帝国》上的社论“欧洲的危机”中，戈培尔又回到了一个求解难题的知识分子的论调。他开始写道：“为了理解当前一系列战争，理解犹太人问题是必要的。”文章解释了西方政府和克里姆林宫之间联盟的“谜题”

[46]


 。他们之间只是一种表面和肤浅的不同。如果一个人看看幕后，就会很快发现，“国际犹太人是整个情绪和智识混乱的精神领袖，国家和民族分解的发酵剂”

[47]


 。“财阀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不同，仅仅是“在风格和表面上，而不是在本质上”。一个是“另一个更激进的兄弟”。他们的联盟是“模仿、伪装和欺诈艺术”的一个范例，它被犹太人精炼了。它正在削弱欧洲为保卫自己而反抗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意志。

[48]




在下一期的《德意志帝国》中，戈培尔一再强调“国际犹太人”在反希特勒同盟里所扮演的主导角色。在伦敦庆祝红军25周年纪念日，以及盟军对红军胜利的希望表达，确认了犹太人在幕后操纵。

[49]


 在他几周后的日记评论中，戈培尔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表明他真的相信犹太阴谋在幕后策划事件的真实性，且他有能力将此阴谋论与策略常识结合起来。纳粹应该置身于英、美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争论之外，因为加入他们将会制造“危险，即布尔什维克幕后的犹太人连同盎格鲁——撒克逊国家，能够把我们当作证据去抹黑英、美的反布尔什维克言论”

[50]


 。

那年春季，帝国新闻办公室的指令变得更为集中于反犹宣传攻势上。1943年2月26日发布的《期刊服务》告知编辑，美国在伊拉克、叙利亚和沙特阿拉伯的影响力在增加，以及“在美国领导下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大犹太人国家的计划”。编辑被要求牢记美国（相比较于英国，其关注的是在印度殖民地的穆斯林）“不必考虑穆斯林的问题”。美国人“因此专门代表亚洲犹太人的利益”。美国人想剥削这个地区的财富和“奴役本土居民，一个符合他们将伊斯兰作为一个宗教的敌视政策……加强美国对穆斯林的敌意，这是犹太人统治的一个结果，我们必须避免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即英国在近东的统治会更好”

[51]


 。

在1943年3月19日和20日《人民观察家报》的头版，这个给伊斯兰信徒的纳粹序曲是明显的。在19日，大穆提夫在柏林一个清真寺发表演讲。次日，在《人民观察家报》首页的顶端，刊发了这篇题为“大穆提夫反对伊斯兰死敌的呼吁——阿拉伯人将会站在轴心国这边为他们的自由而战”的文章。

[52]


 阿明·侯赛尼谴责了“敌方压迫者”用掠夺的“资本主义手段”去占领伊斯兰或阿拉伯国家。“所有穆斯林”的职责是与那些“在犹太人的帮助下”旨在“完全统治圣地”的人战斗。阿拉伯人和其他穆斯林有“责任去粉碎犹太人的贪得无厌”。他讲道，最终审判日即将到来，那时穆斯林将获自由。《人民观察家报》报道称，阿明·侯赛尼为“伊斯兰世界杰出人物之一，他已领导阿拉伯人民反抗犹太人的进攻很多年”

[53]


 。

尽管迪特里希是希特勒对新闻界施加日常影响的渠道，但希特勒还是定期与戈培尔进行直接的对话。在3月31日，希特勒告诉他，德国媒体应该“比以前更有力地强调，犹太人是这次战争的罪恶鼓动者”。的确，“我们的媒体必须每天不断提到它”，希特勒补充道，“犹太人问题”需要在针对英国的纳粹宣传中被更多地强调，他认为那里有“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反犹趋势。反犹主义，戈培尔指出，是“一个特别有效的宣传手段”，符合“我们全方位形势的政治目的和需要”

[54]


 。

希特勒给迪特里希下达了同样的命令。4月2日帝国新闻办公室的《期刊服务》声称：“媒体必须时刻关注这样一个事实，即犹太人不仅在苏联，而且在英、美都是绝对的主宰。犹太人对政治和媒体的影响力使得把犹太幕后操控者从阴影中拖出，并清楚地指出和识别他们变得必不可少。在评论和新闻文章中都应该这样做。”在吓人的语调中，编辑们被进一步指示去强调：“犹太人作为一个整体是罪恶的根源……所有国家的罪犯都说一种技术语言，其最重要的成分是希伯来语。犹太人被灭绝对人类来说不是一种损失。”相反，这对于国家来说是很有益的，因为死刑或监禁本来就是用来对付罪犯的。

[55]


 在这份秘密备忘录里，没有夸大其词和无端威胁的理由，帝国新闻办公室通知期刊编辑们，在那时犹太人正被杀害，这对人类来说并“不是一种损失”

[56]


 。受控的媒体不会去调查看看这些预兆词汇的内涵是什么。

媒体运动瞄准那些在西方将苏联政权描绘为一个美好图景的人，例如美苏友好全国委员会里的那些人。它的主席是科里斯·拉蒙特（Corliss Lamont），托马斯·拉蒙特（Thomas Lamont）的左翼儿子，而托马斯本人是卫理公会牧师的儿子和哈佛大学的毕业生。托马斯·拉蒙特长期担任J.P.摩根银行的高级执行官，率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协约国提供银行融资。在摩根死后，他成为董事会主席，于1943年3月开始任职。

[57]


 因此在1943年，科里斯·拉蒙特站在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团体的顶端。在1943年4月8日，《人民观察家报》将托马斯·拉蒙特描述为“幕后的黑暗人物之一，就是他将摇摆不定的威尔逊推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深渊”，从而为J.P.摩根银行带来巨额利润。年轻的科里斯在罗斯福的助手哈罗德·艾克斯和参议员克劳德·佩珀帮助下到访过莫斯科，而其中的参议员克劳德·佩珀“长久以来就是一名为世界犹太人的全球统治而奋斗的战士”

[58]


 。《人民观察家报》然后继续将这种犹太人和美国新教徒后裔的邪恶交织描述如下：

非犹太人和美国老外交官在那里给了新财阀——布尔什维克公司一个迷人的外表和体面的代表。然而，这个企业以爱因斯坦、斯托科夫斯基、卓别林这些名字为鲜明的特征。犹太移民伪哲学家与令人厌恶的电影业犹太人联合起来，后者到目前为止已在好莱坞的沼泽中蓬勃发展。在纽约，卓别林和爱因斯坦追随爱森斯坦和艾伦伯格，尤其是莫斯科的卡冈诺维奇兄弟。犹太人正在一起工作，并希望把权力的杠杆掌握在他们的手里。美国人民既送钱又送武器，而苏联则出人，因为人类生命的蓄水池能为犹太人的战争做出牺牲，其储备几乎跟摩根银行的黄金供应一样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且它通过拉蒙特来为世界犹太人战争做动员。在战争爆发之前几年就已开始的罗斯福战争政策，其意义和目的从来没有比通过［美苏友好全国委员会］的建立更厚颜无耻地暴露给世界公共舆论。的确，这必须被标记为世界犹太人团结及其世界统治意志的一个经典事例。

[59]




这篇文章是关于阴谋心态的杰作，它为一连串美国和苏联著名犹太人名字之间的虚假联系提供了表面上的合理性，然后和一个熟知的非犹太人名字拉蒙特相联系。这篇文章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以证明美国清教徒团体后裔的当权者在为犹太人服务，或者这些人中的任何一名在操控事件。然而，纳粹宣传家将美国清教徒后裔团体所主导的美苏友好全国委员会视为戈培尔已谴责的“模仿”的一个完美例子。毕竟，如果不是因为在幕后指挥行动的“世界犹太人”的指示，为什么富有的银行家会倡导与共产主义者的友好？虽然纳粹宣传家很乐意摆出这种引导性的问题，但他们不会问为什么美国当权者中富有的非犹太成员会甘愿屈服于犹太人，当在科里斯·拉蒙特的母校哈佛大学，犹太人仍然受到入学名额限制之时？如果美国犹太人不能消除犹太人在哈佛大学的名额限制，那么他们去哪里找实施美国外交政策的权力？为什么娴熟老练的政治家如富兰克林·罗斯福，或者见识广博的银行家如托马斯·拉蒙特和他的儿子科里斯都突然变成了犹太人的奴仆，而他们（犹太人）的利益，纳粹却坚持认为与那些非犹太裔美国人相冲突？到1943年，由于记者团体内的意识形态赞同和职业机会主义，以及纳粹的清洗和恐怖战术，受纳粹控制的新闻界的编辑和记者都没有报道这些问题，至少没有印发。

1943年4月12日，德国媒体报道了一个重大暴行故事，也就是在俄罗斯卡廷森林万人坑里，发现他们所声称的1万具波兰军官尸体。实际上，有4000名军官失踪，只发现了1700具尸体。虽然英、美很多领导人起初都认为是纳粹杀了他们，但后来证明俄罗斯人确实要对此负责。

[60］




纳粹宣传强调卡廷故事以攻击苏联，并以此削弱英、美对它的支持。此外，它成为战争中一个最致命公开反犹运动的理由。纳粹媒体声称，“犹太政委”实施了谋杀。帝国新闻办公室的指令声称，谋杀证明了“欧洲各民族的灭绝”现在是一个“犹太人的战争目的”。指令继续讲道，犹太人自己将会被追究责任，且“最终不是欧洲而是犹太人将会被灭绝”

[61]


 。4月13日帝国新闻办公室的指令指示编辑，他们必须“强烈地展示”波兰军官万人坑那“耸人听闻的发现”，它声称他们是在1940年3月到5月期间被苏联人枪杀的。这条新闻应该被列为“人类历史上最恐怖的事件之一”

[62]


 。

1943年4月14日，新闻指令升格了宣传运动的反犹色彩。“关于GPU（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谋杀突击队是由犹太政委构成的耸人听闻的证词应该刊登在报纸的头版上，并附以尖锐的评语。”卡廷屠杀及其“由犹太人实施的事实，没有比这更能证实这个犹太仇恨圣歌”。德国将会注意到它，而且公众应该得到保证：“犹太人自己终有一天会被追究责任，最终不是欧洲而是犹太人将会被灭绝。”

[63]


 一场关于卡廷大屠杀的激烈纳粹宣传运动紧随其后，它不仅强调苏联人的责任，同时也强调犹太人或“犹太政委”是行凶者。

[64]




4月16日的《每日要闻》指令依旧是直言不讳的。

在一些情况下，对犹太——布尔什维克在卡廷所犯罪行的处理，尚未与关于犹太世界性犯罪的必要澄清相伴随。犹太人的强大地位，使其支配布尔什维克主义及资本主义成为可能，这必须在每一个适当的机会中尽可能清晰地向世界强调。这也尤其适用于新闻报道的规划和标题。密谋策划这场战争并在各国当中播撒和培育仇恨种子的犹太世界阴谋，必须在世界公共舆论的意识中强有力地展现出来。这里我们必须通过持续不断的强调，以向世界解释我们那令人信服的论点。

[65]




就在同一天，《人民观察家报》在其头条文章里再次把美国驻莫斯科大使约瑟夫·戴维斯变成了一个犹太人：“犹太人戴维斯：‘我们可以信任苏联。’卡廷，这是犹大打击欧洲的一个例子。”它将杀害波兰军官的杀手描述为“犹太突击队”，他们提供了“世界犹太人”及其财阀和苏联“代理人”已为他人做好准备的一个例子。文章引用了西方记者不愿批评苏联的言论，作为“世界犹太人怎样完全统治华盛顿和伦敦”的证据。《人民观察家报》的文章不断重复着基本的纳粹指控。犹太人已释放战争，“去报复那些已阻挡其奴役世界的计划和已认识到犹太人是我们时代最大威胁的人”。幸运的是，德国军队正保护欧洲，根据希特勒那“犹太人在这个战争中将会从欧洲消失，且是犹太民族而不是西方国家将会被毁灭”的宣告。犹太人将不得不为沾满双手的罪恶“赎罪”，且一些犹太人使得罪恶变得更加深重，诸如伊利亚·艾伦伯格和内森·考夫曼，因为他们号召“消灭所有的敌人”。

[66]




戈培尔将最初国外对卡廷事件的怀疑解释为犹太人权力的进一步证据。他写道：“人们真的可以将美国描述为一个犹太人国家。”他将会强化反犹宣传，从而使得敌国的领导人不会支持犹太人，“这样他们就不会立即被自己的人民怀疑为是犹太人的奴仆”。他将瑞典媒体对卡廷事件的怀疑归因于犹太人的影响。

[67]


 《期刊服务》指示政治杂志的编辑们要去强调卡廷事件，因为它向世界展现了“布尔什维克主义那沾满鲜血的脸庞，及其在为犹太人世界阴谋服务中的消灭意志。尤其是，它有利于清楚地阐述犹太人对这些谋杀行为的责任”。不是利用卡廷事件来试图分裂反希特勒同盟，德国媒体的关注点应该是指出犹太人是同盟幕后的驱动力，及其得以团结的黏合剂。

在面对一个所谓的冷酷无情的国际敌人时，这反过来将会加强国内德国人对战争的支持。

[68]




《期刊服务》的同一期还包括一篇题为“犹大想要谋杀欧洲人民”的短文。在卡廷对波兰军官的谋杀“并不是犹太人仇恨波兰的唯一一次爆发”，而是“犹太人反对所有非犹太人政策的一次有意延续”。如果布尔什维克主义没有被打败，那么这些波兰军官的命运将会“毫无例外地在所有欧洲人民身上重演”。卡廷大屠杀表明：“犹太人消灭……所有非犹太人的计划并不是犹太人的敌人的一种幻想。相反，它们［计划］是真实存在的。犹太人在哪里拥有权力，他们就在哪里努力实现他们的计划。”媒体要强调“全世界的犹太人要对在卡廷所犯的罪行负责”。此外，指令也指示编辑们，“犹太人的人祭”并不是“犹太人反对者所编造的故事”，而是一个“虽困难但仍可证实的事实”。

[69]




4月19日，华沙犹太人区的犹太人对被占欧洲区域的纳粹德国发动了第一次武装反抗。对于起义，德国媒体却只字未提。相反，英、美对德空袭却占据了头条新闻。1943年4月23日，《纽约时报》发表了第一篇关于犹太人区起义的文章。

[70]


 在4月25日的日记中，戈培尔表示他知道犹太人区的战斗。《人民观察家报》加大对卡廷大屠杀宣传活动的力度。

[71]


 《人民观察家报》在1943年5月6日发表了以“在世界犹太人指挥下的美英：财阀等同于犹太——布尔什维克谋杀者”为标题的头条文章。

[72]


 同一天，《纽约时报》报道了关于犹太人区起义的第二个故事。报道称，据波兰的信息源，一场战斗已激烈地持续了“17天”

[73]


 。但仍然没有任何信息出现在德国媒体中。在4月23日和24日，《纽约时报》发表了两篇关于“卡廷事件”的文章，报道称红十字会将会调查德国对此事的指控。

[74]




纳粹政权所开展的运动带有组织协调性，目的是使卡廷事件持续出现在新闻中，这在奥托·迪特里希1943年4月28日的指令中是很明显的。“尽管在每日指令中存在着重复和紧急的指示，”他明显愤怒地指出，“犹太人对卡廷屠杀负责的事实，在相关新闻报道的文字和标题中一直表达得苍白无力。我们要提醒大家注意这个事实，即编辑们现在有责任注意到，在每种情况下，报道和标题都要符合所要求的程序。”

[75]


 次日，迪特里希，一位继续与在东普鲁士总部的希特勒进行日常接触的人，发布了以下长篇指令，命令德国报纸要专注于卡廷惨案中的“犹太人面孔”。

和卡廷大屠杀相联系，标题和插图说明必须不断指向犹太——布尔什维克的谋杀和纵火。这不仅仅要在今天和明天去做。相反，世界的死敌必须不断地被暴露和谴责。媒体将从德国新闻机构获得……关于犹太人的资料，而它必须被适当地运用。此外，从现在起，媒体有义务以更大的力度将犹太人问题作为其永久义务。当报纸写着“伦敦隐藏着犹太——布尔什维克谋杀者”，而不是“伦敦隐藏着布尔什维克谋杀者”时，这并不是反犹主义。当报纸写后一个标题时，他们在呈现犹太人的作者身份方面做得不够。相反，现在的重点是在所有的评论和文章中构建起反犹主义。很明显，人们不可能平白无故地汲取反犹主义，而必须为此有一定的基础，一种其他事物都能加以采用的主题。为此，报纸每天都会收到一个犹太主题，而这不应该会导致思想僵化和想象力缺乏，只是作为一种灵感。在这里，报纸有着广阔的领域且它们自己也能找到需要的主题。例如，这里有无数把犹太人描绘成犯罪分子的耸人听闻的故事，在这里就可以被用上。尤其是美国的国内政治为这些故事提供了一个取之不竭的蓄水池。如果报纸让它们的工作人员在这上面工作，那么我们就有机会看到真实的面貌、真实的行为，以及每天以新颖多样的形式被描绘出来的真正犹太人。此外，德国媒体中的犹太人自然也要作为一个政治行动者而被呈现出来。在任何情况下，必须被确立的是犹太人应该受到责备！犹太人想要战争！在世界各地，犹太人都在准备对德战争！犹太人加剧了战争！犹太人从战争中获利！并一再强调：犹太人有罪！

迪特里希看到了一个“无限大的机会”去“展现犹太人的真实品质”。“在报纸上没有一行是不能做到这一点的，”他再次强调，“参与上述反犹行动是整个德国媒体的职责。”

[76]


 次日，《人民观察家报》的首页头条标题写道：“卡廷惨案再次揭露了世界犹太人，欧洲认出了财阀和苏联犹太人之间的密谋，英、美为掩盖真相而做了可悲的尝试。”

[77]




如果谈及“伦敦的犹太——布尔什维克谋杀者”是“非反犹主义”的话，那么紧接着的是，迪特里希认为好的新闻报道以这种术语去描述英国政府是真实准确的。按照他的逻辑，反犹攻击的缺失将会是糟糕的新闻报道，因为以迪特里希的观点（反映了希特勒的），战争的核心故事是犹太人是导致对德战争的根源。如前所述，针对犹太人的核心指控并不是关于外貌、性欲或犹太人身体，尽管在施特赖歇尔的《先锋报》上这样的攻击持续着。相反，要让“国际犹太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负责仍然是主要的政治指控。它因此充当了大规模屠杀犹太“敌人”的关键正当理由。

《人民观察家报》将西方怀疑主义的源头追溯到了“财阀和布尔什维克犹太阴谋那肆无忌惮的驱动”。“欧洲没有人再会被犹太幕后操纵者所欺骗，不管他们的傀儡是在莫斯科，还是在伦敦和华盛顿。”1943年5月1日，《犹太人问题》这期加入了一篇关于卡廷惨案的重要文章“犹太——布尔什维克的血债”。

[78]


 在5月3日，纳粹党的帝国宣传指挥部向纳粹党的地方官员发送了规则，以用于关于卡廷惨案的演讲之中。演说者要强调卡廷故事提供了如果布尔什维克得胜，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将面临危险的“有力证明”，以及因与苏联的政治安排，“美、英可耻背叛欧洲”的证据。根据指挥部的说法，卡廷惨案揭示了“布尔什维克谋杀体制”的不变本质，而此时此刻苏联正试图将自己向西方展示为一个基督教和民主国家。“卡廷惨案将会一直象征着犹太——布尔什维克的大规模屠杀。”指令创造了一个新词“卡廷化”。就如断头台与“带有犹太人血统的第一次革命”的谋杀者相关联一样，“卡廷化将会成为犹太——布尔什维克杀人狂的一个世界性概念”。

[79]


 演说者应该不断重复“犹太人伊利亚·艾伦伯格”已号召“消灭3.7亿”欧洲人。纳粹党的任务就是强调犹太人在苏联的角色，并利用一切机会“反复地强调犹太人对战争及其可怕后果负有罪责”。卡廷惨案，“对于欧洲和世界而言，是一个令人尖叫且惊恐不已的警告”，关于“一个体制的暴虐……这些行为只会出自其犹太煽动者和奴隶驱赶者的犯罪本能”

[80]


 。

1943年5月5日，纳粹党的帝国宣传指挥部，通过纳粹省党部、专区、社区点这样的广泛组织网络，给地区和当地的纳粹党领导人和演说家发送了另一项指令——“犹太人问题作为国内外政策的武器”。该指令声称，问题已“在德国被解决”

之后，允许犹太人问题从公众意识中消失是“既危险又错误的”，因为它在境外变得更强大了。

[81]


 “这是一场犹太人针对德国及其盟友的战争。就像国内斗争以德国的反犹革命而结束一样，这场战争必定以一场反犹世界革命而结束。”指令继续写道：

在德国，我们使得全民族进行反犹。我们不停地用手指指着犹太人，即使在他们试图伪装自己的时候。一次又一次，我们从他们脸上撕下面具。犹太人经常试图转移公众对我们活动的关注，从而把视线放在其他事情上，因为他们对我们那令人印象深刻的宣传非常不舒服。因此，坚持立场并坚定不移地继续这一宣传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在不久的将来，［由纳粹党组织的］集会浪潮中，犹太人问题现在必须是所有演讲的不变关键点。每个德国人都必须知道，他或她所承受的一切——如不安、受限制、加班加点、对妇女和儿童的血腥恐吓，以及战场上的流血牺牲——都能追溯到犹太人。在每次集会上，以下几点必须被提到：国际犹太人想要这场战争，在所有敌对的民族和国家中占据最重要的经济职位，以及无情地利用他们的权力将各国推入战争；即使在今天，他们在敌国中形成公共舆论，拥有报刊、电台和电影，并将它们当作人民的声音。不过，关于犹太人本质的认识已站稳脚跟且正在发展壮大；没有一个犯罪是犹太人不参与的，而且现今在国外，正如德国早期那样，超过半数的所有经济犯罪、骗子、黑市商人及股票交易投机商都是犹太人；犹太人自身并不持有权力，但他们收买公共人物，作为依赖和奴性的工具，替犹太人做事。犹太人能从战争中获利，故而对长期战争感兴趣。然而，几乎没有一个犹太人扛起过武器或通过双手劳作来获得收入；正如德国早期的情况那样，犹太人把战争和劳动留给其他人；犹太人释放这场战争，是要维护他们的世界权力，并打倒那些认出他们及其图谋的人的一种最后尝试；这场战争将会以反犹世界革命和全世界犹太人的灭绝而结束，这两者都是一个持久和平的前提条件。核心句是这样表述的：犹太人对一切都有罪！

“犹太人问题作为国内外政策的武器”指令最后把接受者的注意力吸引到戈培尔的短文“战争和犹太人”上而结束，并告知他们印制件将会提供给帝国宣传指挥部的“所有演讲者”。

[82]


 在5月6日，《人民观察家报》首页以“世界犹太人指挥下的英美，财阀等同于犹太——布尔什维克谋杀者”为头条文章。

[83]


 在英国，“谈论卡廷事件是被禁止的”，并且将斯大林作为一名伟大人物和民主主义者来歌颂是必要的。伦敦的财阀和莫斯科的布尔什维克已经变得亲密无间。“一个是谋杀者，而另一个则袒护谋杀者。”美国人和英国人都“处于世界犹太人的独裁统治之下”，并参与同样的犯罪。

[84]




在这场致命的反犹运动中，戈培尔已经开始写作整个战争中一篇最为重要的反犹短文及广播演讲。正如他在日记中所写的，他正在写“战争和犹太人”，以“有效地解释犹太人在这场战争的开始及其延宕中所扮演的可怕角色”。

[85]


 短文作为标准头版社论发表在1943年5月9日的《德意志帝国》上，也在那个星期的电台中广播。

[86]


 戈培尔对于一些人“仍然太天真地”去理解战争，以及犹太人问题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表示出愤怒和惊讶。“犹太种族”及其“帮手”正在发动对“雅利安人以及西方文化和文明”的战争。他重复着先前的声称，即“犹太人想要这场战争。无论你从哪个角度去看敌人的阵营，财阀那边或是布尔什维克那边，你发现犹太人作为鼓动者和煽动者，在那些站在敌人军事领导层前台的倡导者背后工作着。他们［犹太人］组织了敌人的战争经济，制订了针对轴心国的消灭和灭绝计划”，并且“［形成了］将敌人联盟团结在一起的凝聚力”。犹太人的“报刊和电台广播中的《旧约》报复威胁”并不“仅仅是政治著作。如果［犹太人］有权力这么做，他们就会满足这些欲望到最后一刻”。犹太人，除了消灭和灭绝我们人民就没有其他的目的了。纳粹德国是犹太人通往世界统治道路上的唯一障碍，也是保护欧洲免于“犹太——布尔什维克危险”的“大坝”。

[87]


 希特勒所有的“预言性话语”都没有“以如此的确定性和必然性”被证实过：“如果犹太人成功地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么它将不会以雅利安人的灭绝而结束，而会以犹太种族的灭绝而结束。”这是一个“需要时间，但不再会被停止”的过程。犹太人不仅要在德国“为他们危害人类幸福与和平的无数罪行付出代价”，也要“在全世界范围内”为此付出代价。

[88]


 如果德国输掉这场战争，那么“我们自己国家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无数人……将会被交付出去，在对这个邪恶种族的仇恨及其消灭意志毫无防御的情况下”

[89]


 。戈培尔向成千上万的读者和电台听众保证：

我们正在向前进。对于实施1939年被犹太人所嘲笑的元首预言，将会一直持续到我们行动过程的终点。即使在德国，当我们第一次起来反对犹太人时，他们就在那里嘲笑。他们中的嘲笑者如今已成过去。他们选择向我们发动战争。但现在犹太人明白，战争已变成了一场针对他们的战争。当犹太人设想完全消灭德国人民的计划时，它因此也就是在写自己的死刑判决。这种情况下如其他一样，世界历史也将变成一个世界法庭。

［90］




短文重复和详细说明了纳粹宣传的基本投射机制：一个被称为“国际犹太人”的历史行动者已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来消灭德国人。相反，德国人扭转了局面，并正在实现希特勒的预言，那就是他们正在消灭犹太人。在这个和其他文本中，戈培尔结合了大谎言或一些谎言——所谓的“国际犹太人”正在指挥一场针对德国的战争；德国并没有发动战争；同盟国是一个隐藏但全能的国际阴谋的走狗——带着纳粹德国当时正在谋杀欧洲犹太人的真实声明。不是愤慨地否认同盟国关于纳粹反犹暴行的指控，戈培尔根据希特勒的指示，将纳粹对犹太人的攻击呈现为一种自卫、反击、报复的正当行为，以回应犹太人所造成的不幸和当时对德国造成的伤害。

[91]


 他对国内外对这篇文章的反应感到高兴。他确信“在布尔什维克主义问题之后”，犹太人问题是“我们宣传马厩里最好的马”。反犹文章应该“每隔一天”就出现在媒体中，德国期刊应该展现“一个反犹面孔”，这两个目标都将通过更年轻且思想可靠的编辑来实现。

[92]




在5月8日对纳粹地方长官的一次演讲中，希特勒强调反犹主义必须再次——就如在纳粹党的早年一样——成为纳粹“文化攻势”的核心。他希望这会在英国蔓延，尤其在保守党里。他重复着他的观点，即犹太人同时控制了布尔什维克主义和西方财阀，且这场战争是一件“消灭或被消灭”的大事。

[93]


 在5月9日，《人民观察家报》发表了以“对犹太人越来越敌视的迹象，犹太人在英国的恐惧……贪财土狼要求滥用国家权力”为标题的头条文章。它视对抗反犹主义的一次伦敦会议为其发展的证据，《人民观察家报》将这归因于犹太人与战争的联系。

[94]


 希特勒告诉戈培尔，他对德国反犹宣传的加强感到满意。戈培尔告诉他，现在它已占到德国对外广播的“70%到80%”的比例。

[95]


 5月12日，当德国人正在镇压华沙犹太人区起义时，《人民观察家报》的头版头条宣称，“莫斯科将会变成世界犹太人的官方中心”；一个巴勒斯坦犹太人国家将构成“苏联控制地中海的基石”。文章声称，苏联已经成为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援，因为它符合克里姆林宫在地中海的未来计划。

[96]


 5月18日，纳粹党的帝国宣传指挥部向政府官员和纳粹党宣传机构发送了“全世界犹太人的黄昏”一文。

[97]


 它引用了戈培尔在“战争和犹太人”一文中对希特勒预言的重复，并宣布反犹主义正蔓延到包括英国和美国在内的敌对国家。这种发展源于一种对“这场战争的所有苦难、贫困和剥夺完全都因为犹太人，战争本身就是犹大的杰作”的不断理解。

[98]




在这段时间里，德国媒体对华沙犹太人区起义及其被残酷镇压只字未提，而只关心所谓的其他人的罪行。在纳粹德国反犹宣传泛滥之中，《纽约时报》报道称，源自世界犹太人大会的一个代表，“在华沙犹太人区所有犹太人都已被清理掉”，也就是说，最初45万人剩下的4万人在最后的战斗中被杀，同时有60名纳粹分子死亡。

[99]


 5月22日，《泰晤士报》报道说，在华沙犹太人区起义的最后几周里，大约有1000名德国人被杀或受伤。1943年6月20日，它报道称，波兰驻美国大使扬·切察诺夫斯基在谈到犹太人区时，已经告诉卡内基音乐厅的3000位观众：“在有记录的人类历史上从未记录过如此连续、如此井然、如此邪恶、如此野蛮、如此不人道的一种残酷和大规模消灭制度。”

[100]


 与此同时，《人民观察家报》在首页发表了“犹太世界政治”和“犹太——美国帝国主义”的文章予以谴责。作为后者的证据，它援引了“犹太人沃尔特·李普曼”对美苏战后合作可能性的研究。《人民观察家报》将李普曼的建议描述为努力建立“华尔街和克里姆林宫犹太世界专制统治”的进一步证明。

[101]




1943年5月13日，戈培尔与希特勒进行了一次漫长且较为引人注目的对话。大部分是希特勒关于《锡安山长老协议》的个人独白。戈培尔最近重读了这份协议并得出结论，与他之前的观点相反，它们实际上适合于“当代的宣传”。它在1943年春“像第一次出版的那样具有现代性”。为展现犹太人为统治世界而奋斗，它采用了极其显著彻底的方式，他对此感到“震惊”。“如果犹太复国主义协议不是真实的，那么它就是由当时一个杰出的批评家所创造的。”他补充道，希特勒对沙皇政治警察所写的无耻伪造文件的起源毫不怀疑。“元首认为犹太复国主义协议是绝对真实的。”希特勒说：“没有人能像犹太人自己那样出色地描述犹太人为统治世界而奋斗。”他继续道，犹太人并不是“按照预定计划工作，而是根据他们种族天性而任意妄为……现代人别无选择而只能消灭犹太人”。奇怪的是，戈培尔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就已听过希特勒在那里整天唠叨着国际犹太人阴谋，却觉得希特勒的评论极其有趣，也许是因为在私下里听到它们凸显了希特勒对这个话题所持看法的强烈程度。

[102]




次日晚上，在得知德国在突尼斯战败之后，戈培尔写道：“反犹宣传必须是我们所有新闻活动的核心内容。犹太人问题必须比过去更加突出地被讨论。”

[103]


 在4月和5月的北非战役中，英国、美国以及一些法国军队打败了隆美尔的军队，并俘虏了27.5万名德国和意大利士兵，只逃出了800人。除了保住北非部分地区的据点外，轴心国已失去两支军队、大量的物质，以及无数的船只和飞机。包括夏尔·戴高乐将军所领导的军队在内的同盟国之间的团结加强了，而意大利的士气在失去其非洲版图最后一部分后一落千丈。

[104]


 次日，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突尼斯战斗的结局是非常令人沮丧的。”在1943年的前五个月，“敌人占据了上风”，对德空袭中实施了明显的打击，在东线造成了“巨大创伤”，并且在北非导致挫败。德国在大西洋的潜艇战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东线的成功对德国的事业至关重要，但不管何时它都无法很快实现。他指出，宣传部有关民众情绪的报告注意到了一种“相当压抑的心情”，由于斯大林格勒以及现在北非战败的共同作用。

[105]


 在1941年夏秋的军事胜利和狂欢中，反犹宣传得到了蓬勃发展，德国在1942年的扩张达到了高潮，而在1943年春天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形势发生了逆转。现在，随着战争形势转而进攻纳粹政权，反犹叙述继续提供了一个看似令人信服的解释。同盟国的团结持续越久，盟军对德国军队造成的打击越大，纳粹领导人越是看到一个强大的国际犹太人阴谋确实存在的证据，以及它的行动解释了为什么德国在战争中会遭遇逆转。以纳粹领导人的观点，反犹宣传不是对残酷现实的转移，而是对事件实际进程的一个恰当回应。因为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核心纳粹意识形态，假设这是一场犹太人发动的对德战争，紧随其后的逻辑是，随着战争形势转而进攻纳粹政权，反犹宣传应该在1943年的春夏秋三季得到加强。

5月17日，帝国新闻办公室下令报纸的文化政治部应该比过去更强烈地由一种反犹观点所引导。

[106]


 几天后，它指示编辑们，除了报道日常事件之外，重要的是要提出关于“战争的意义和使命”的讨论。这些首先在于“国际犹太人的战争罪行，通过其布尔什维克和财阀卫星组织迫使各民族和国家进入战争，为的是摧毁他们的生存能力，从而建立起犹太人的世界统治”。相反，轴心国的战争目的是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建立和平并推动经济发展，当“世界列强”——同盟国和犹太人——出现经济失败而被搁置在一旁之时。

[107]




戈培尔仍然深入地参与反犹宣传攻势。他在1943年5月16日《德意志帝国》的社论上，解释了英国关于苏联对卡廷谋杀负有责任的怀疑，这是犹太人努力降低布尔什维克主义危险的结果。

[108]


 1943年6月5日在柏林体育宫，在向纳粹忠实信徒发表的演讲中，他专注于谴责英国对德国城市的空袭。他声称“犹太人尤其想要侵入欧洲”；但他们不会参与。在他们的地方，英、美的士兵——那是非犹太人——将会付出代价。尽管这样一种入侵要付出可怕的代价，犹太人还是在推动它。“丘吉尔和罗斯福只不过是他们的执行机构。”为了回应那些怀疑他那“世界阴谋集团”正在驱动敌人联盟的观点的人，戈培尔反问道，怎么可能去解释自由拥护者与波兰军官的刽子手、宗教拥护者与无神论者，以及布尔什维克和资本家之间的团结一致，除了指出一群“骗子正在争取世界统治，及其欲使欧洲屈服于犹太人的世界权力争夺”。事实上，没有理由向德国发动战争，除了摧毁这个“最后堡垒”以对抗他们那“背信弃义的犹太——财阀——布尔什维克”计划。敌人的联盟是一个“罪恶的世界阴谋”，除非德国先摧毁它，不然它将会摧毁“既正派又富有创造力的人类”。

[109]


 在他的日记中，戈培尔将同盟国轰炸袭击德国城市的精确性归咎于移民到英国的德国犹太人，以及将战争仍未结束的事实归咎于“伦敦城里的犹太人”。一场短期战争，他写道，将对事业不利。纳粹需要做更多工作去激化英国的反犹主义。那部关于苏联的不加批判的好莱坞电影，是基于大使约瑟夫·戴维斯的《我在莫斯科的使命》拍摄而成，它也是“一个犹太混合物”

[110]


 。

1943年5月21日，迪特里希的办公室向报纸和期刊的编辑们发送了一个指令——“针对犹太人的专题：目标：一个反犹期刊出版社”，它构成了纳粹政权在那年春夏两季反犹新闻和宣传运动的一大亮点。

[111]




德国期刊现在有一个绝佳的机会去坚决地领导全球的反抗斗争。由于犹太人在世界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取得影响力，因此每个期刊都可以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内处理这个主题。我们再次重申，德国人民已经对犹太人知根知底故而不需要对这个问题进行进一步启发的这一不同意见是毫无根据的。即使在德国内的宣传工作，这个论点仍然是正确的，即只有通过经常不断地强调一个被公认的真理，全体人民才能理解并在这个真理上行动……然而，现在［这种宣传］要实现的效果在国外甚至比国内更重要。

[112]




该指令指出，如果他们与同事、朋友和家人分享，或者将其放入寄到国外的信件之中，那么期刊的文章就可以到达外国读者那里。这种“亲密宣传”的可信度是相当大的。

对许多人来说，他们的父兄或朋友写信给法国人、比利时人、丹麦人、挪威人和乌克兰人所说的，都是真相本身。这些意见可以进入外国媒体，并在那里促进反犹主义。只有“所有的德国报纸和期刊在一起，同时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从各个角度强调揭露犹太人的危险及消灭它的必要性”，反犹宣传才会奏效。指令让记者注意《期刊服务》和《德国每周服务》的前三期，它们讨论了这些话题，分别为“当犹太人上台时”、“犹太人是罪犯”，以及“犹太人想谋杀欧洲人民”。特刊包含了以前已被提到过的“最重要的反犹主题”，同时也提到了“反犹著作”，编辑们可以“在德国的每个地区图书馆”找到它们。

[113]




这个指令的语气显得很急促。特别的反犹期刊“不可能在你阅读一次之后就被束之高阁。相反，在未来几个月内，总编辑必须每天把它拿出来读一读。它应该持续地影响他规划下一期刊物的思考。在未来几个月内我们必须做到这么一点，即期刊的每一页都要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提及犹太人问题”。编辑们要把读者吸引到犹太政治领导人、经济学家、科学家、艺术家、银行家、企业家及犹太人所有的公司和银行之上。指令包含了清晰的词汇参考指南。当提及如马克西姆·李维诺夫、拉扎尔·卡冈诺维奇或瓦尔特·拉特瑙这样的人物，或者如罗斯柴尔德银行、莫斯出版社或《纽约时报》这样的企业时，“文本必须写有：犹太人李维诺夫、犹太人卡冈诺维奇、犹太人拉特瑙、犹太人的罗斯柴尔德银行、犹太人的莫斯出版社、犹太人的报纸《纽约时报》”

[114]


 。

对于政治期刊而言，要吸引对“美国政治领导人”如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和萨缪尔·罗森曼，以及苏联“官僚机构犹太化”的注意力。它提到了过去的问题，其中包含犹太人在GPU（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战争工业、农业和军队犹太政委等信息。

[115]


 英、美的反犹主义增长会得到加强，通过期刊关注于犹太人逃避兵役，以及犹太人参与黑市交易和不公平的商业行为等这样的主题。“期刊必须指出，英美犹太人正扮演着幕后操纵者的角色”，他们总是反对“主体民族并支持他的种族同志”。这个专题提供了大量关于美国、英国以及苏联的材料，这些将足够好几个月时间让你的期刊完全充斥着反犹精神，而现在媒体领导必须让每个出版物都需要这种精神。对于这周宣传指令的成果，我们再次给予特别重视，必须在我们所出版的每份期刊上表现出来：德国媒体必须成为一个反犹媒体。

[116]


 这个议题包括一个名为“犹太人有罪”的部分，其声称“所有期刊的使命”是驳斥“对犹太人的所有感情用事”，并强调“每个犹太人，无论在哪里和做什么，都是串通一气的”。没有一个是无辜的；犹太人只是或多或少地伪装了。

[117]




在这个被称为“与世界犹太人斗争”的议题中，纳粹主义的核心指控在指令中得以具体化。

战争的进程已清楚地表明，这是一场由世界犹太人对雅利安人的极大仇恨所驱动的斗争，反对着他们的精神、世界观和文化。伦敦、纽约，尤其是莫斯科的犹太幕后操纵者筹备了这场战争，通过无耻的煽动活动把各民族推入战争，以至于他们拿起武器对抗地球上的雅利安权力。世界犹太人故意扩大这场战争，并希望以雅利安敌手的衰竭作为胜利果实。世界犹太人以三种形式进入了这场冷酷无情的战争：首先，作为犹太人；其次，作为有犹太血统的财阀；最后，作为犹太布尔什维克。

它的目标是“犹太人的世界统治”，而这在《旧约》中就显露无遗。只是“雅利安民族”的努力阻止了犹太人实现他们的目标。“今天犹太人再次寻求世界统治”，一方面通过英美财阀这样的工具，另一面依靠布尔什维克。他们表面上看似不同的政治目标伪装了犹太人的影响力。“这场巨大斗争的真实背景”，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世界犹太人与雅利安人类之间的种族、意识形态、政治和文化的斗争”。犹太人不管表现为“丘吉尔周围的伦敦财阀，犹太人主导的苏联政府，还是以第1级共济会成员罗斯福帝国主义形式的一名好战者……雅利安人”都会提防犹太人。雅利安人都能够认出“世界的头号敌人——无论它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及其有偿和被接纳的傀儡”。

[118]




1943年5月18日，45个国家的代表齐聚弗吉尼亚州温泉城，出席一场关于食品和农业的联合国会议。这次会议的召开是为了促进战后世界食品产量的增加，并消除贸易、运输和内部分配的堡垒。

[119]


 这与犹太人议题丝毫没有关系。然而，在5月21日，《人民观察家报》以“它可能会变成这样，欧洲将被交给谷物犹太人；轴心国为各民族人民的工作和面包而战斗”为题在首页上发表。不是为了实施在温泉城明确阐述的自由贸易原则，《人民观察家报》继续坚持认为，这次会议的真正目的是将“全球食品供应处于美、英、苏以及中国的控制之下，并根据配给制度定额分配给他们”。因此，罗斯福在世界各地消除饥饿的计划，实际上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对华尔街犹太人政治独裁统治的一种锚定”。

[120]




5月25日，《人民观察家报》在首页头条文章中再次抨击了温泉城会议：“国际食品银行：犹太人剥削世界的计划：人民正成为证券交易投机的对象。”

[121]


 《人民观察家报》将创建一个国际食品银行以帮助各国免受干旱和食品短缺的一个英国提议，描述为“《旧约》中关于大高利贷者约瑟夫的故事的忠实复制”。在著名的《圣经》（《创世记》第41章）故事中，约瑟夫将法老的梦解读为“上帝将要做的事，他会让法老看见”；因此，法老必须在丰收的七年里储存粮食，为接下来的七年饥荒做准备。为了感激和认可约瑟夫的远见，法老对约瑟夫说：“你将成为我家的一员！对你的命令我的人民要服从。”在饥荒年代，埃及人由于丰收七年里存储的粮食而能幸存。这是一个关于未雨绸缪意义的寓言，也是欧洲新教徒中的《旧约》读者所熟悉的一个。

[122]


 因此，当德国人在《人民观察家报》首页上读到约瑟夫故事的这种解读时，可能有点惊讶：

在其犹太狂妄和经济残暴不加掩饰的骄傲感中，这个希伯来民族英雄，正如《圣经》所示的，囤积可供应七年的谷物，然后在接下来几年的干旱和收成欠佳里，不仅经济上扼杀了埃及人民，而且也扼杀了邻国人民。只有他占据着运输和销售的供应。他决定了价格，并确保所有的钱都揣进他的兜里。然后，饥饿的人们不得不交出他们所有的牲畜。第二年，他索要所有的农田。最后，他还让他们因饥饿而陷入奴役，并使他们背负上永远的上贡义务。

[123]




《人民观察家报》将《圣经》故事描述为温泉城会议上关于创建一个世界食品银行的提议的“序言”

[124]


 。《人民观察家报》对《圣经》故事的叙述与它关于温泉城会议的报道一样都是错误的。原始文件都不支持以上两点。但这种圣经时代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扭曲比较，包含了一个当前为人所熟知的纳粹宣传主题：在古埃及，就像在20世纪的美国，犹太人是幕后人物和操纵者。在古埃及是约瑟夫，在1943年春是伯纳德·巴鲁克或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每个人都获得了非犹太政治领导人的信任，并利用他们隐藏得很好的力量而让非犹太世界陷入挨饿和被奴役之中。也许《人民观察家报》的一些读者会记得原文与纳粹读本是不一致的，但到那时，许多其他人将会熟悉纳粹沿着这些路线对《圣经》所做出的“诠释”

[125]


 。

在6月2日，《人民观察家报》的首页特载了一篇题为“饥饿与混乱，犹太人世界统治阶段，罗斯福集团的战后幻想”的文章，它的第三个小标题提到了同盟国的战后计划。

[126]


 根据《人民观察家报》的这篇文章，美国犹太人正公开宣称他们的目标是统治世界。这种声称的证据是一篇由记者阿瑟·克罗克和雷蒙德·克拉珀在“犹太人的纽约周刊《观望》”上所发表的文章，设想了一个由美、英、苏控制的“世界政府”的计划。“华盛顿和莫斯科的犹太人”将会处于其核心位置。《人民观察家报》的作者向读者保证，这个计划并不是“两个寻求一个轰动故事的记者的幻想”。相反，“克罗克和克拉珀是在为罗斯福及其幕后操纵者的服务中制订了这个计划”。证据就是美国副国务卿萨姆纳·威尔斯已宣布了“完全相同的计划”。事实上，威尔斯曾呼吁建立一个国际法院和一支国际警察部队，以防止另一场世界战争，促进各国间的战后经济合作，并承认国家间的主权平等原则及人权平等。

[127]


 然而，对于《人民观察家报》而言，威尔斯的计划和温泉城会议实际上都是被设计为促进“饥饿、混乱和普遍的无政府状态，这样犹太人就有机会……去建立他们的统治”

[128]


 。除了克罗克、克拉珀和威尔斯所说的战后计划，以及在温泉城举行了关于战后食品供应的会议这些事实之外，《人民观察家报》文章的其他内容都是子虚乌有。然而，这些少许的适当名字和具体事件足够以一种方式让纳粹的广泛阴谋论里充斥着行动者和行动。

1943年5月5日，随着战争需要对财政的压力以及号召更多纳粹党员加入军队，在柏林的纳粹党帝国宣传指挥部通知各地区的宣传办公室，《每周要闻》的墙报系列将会结束。

[129]


 然而，那年春季宣传部派发了一些战争岁月最具视觉冲击力的反犹海报。这些图像因为青睐简单的信息和醒目的颜色，就省掉了惯用的多行文字。与《每周要闻》相反，这些海报并未标注日期，使其与特定周或月份或者特定系列事件不相关联，因而不会过时。因为它们如此少的文字的特点，所以它们在德国占领的欧洲也能很容易地被翻译从而被派发。“敌人力量的背后：犹太人”是纳粹阴谋论一个非凡的视觉综合，它描绘了反希特勒同盟。它展现了一个穿着平民服装的肥胖、刻板的犹太男人，佩戴的金链上挂着金色的大卫星，并且从由美、苏、英的国旗所组成的帷幕后向外看。他置身于美、苏国旗之间，凸显了纳粹关于犹太人连接这两大列强的观点。再次，“犹大”这个词又以黄色字体出现了。

[130]




另外两幅图像由汉斯·施韦策本人完成。“他对战争负有罪责！”海报提供了核心纳粹信息的同样引人注目的升华。一个强劲的指责之手指向下指着一个正畏缩着的刻板犹太男人。他穿着平民的衣服并弯着腰，好像正试图掩藏，或者至少是避开这指责之手指。在他左边翻领的黄色大卫星清晰地表明了他的犹太人身份。

[131]


 施韦策在这个时期的第二个醒目反犹图像是“犹太人：战争的煽动者，战争的拖延者”，在图中一名看似邪恶的犹太男子从一幅幕帘后面望出去，但被一只强壮的手臂拽到一边。

[132]


 一副表达愤怒和反抗的双拳组合呈现在下面，而两拳之间出现了一幅燃烧着的景象。这幅图像简明地传达了纳粹德国力图拉开帷幕以揭露驱动事件的力量。这三张海报都值得关注，因为它们摒弃了任何关于同伙和帮凶的描述，只专注于一个犹太人物漫画。和这些海报所表达的犹太人权力形象相反，德国和被占欧洲的犹太种族处于完全无权和无助状态，很难想象比二者更大的断层。虽然发行量并不清楚，但取决于其形式，施韦策在同一时间散发的其他海报版本在10.7万和37万份之间。

[133]


 成千上万的人看到了这些海报。

1943年5月，苏联宣布它正在解散共产国际。历史学家已经证明，正式的解散并不意味着苏联战时间谍活动的结束。

[134]


 1943年5月22日的帝国新闻办公室指令，将该声明视为另一个熟悉阴谋的证据。“‘第三国际所谓的被解散’……是犹太——布尔什维克对各国最新和最无耻的欺骗和愚弄。面对所有国家反犹和反布尔什维克意识不断增强的压力，罗斯福和丘吉尔作为资本主义犹太人的拥护者给斯大林提建议，让他采取这种真正的犹太人欺骗策略。”他们这样做了，显然是为了让布尔什维克主义披上“羊皮”，从而让斯大林放手去处理欧洲。为什么罗斯福和丘吉尔会给予斯大林在欧洲完全的行动自由，或者使布尔什维克主义看上去并无恶意，这仍然是一个谜，而这也只能以因犹太幕后操纵者的解围才可以解释。

这一指令在为标题提供以下建议时几乎没有什么想象力：“最新的犹太骗局”；“虚伪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戴着新面具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最新犹太骗局的布尔什维克伪装”；“新犹太人诡计”；“最大的犹太骗局”；“罗斯福的阴谋”；“丘吉尔——斯大林，新的犹太解放策略”；还有“穿羊皮外衣的布尔什维克主义”。

[135]


 第二天晚上，戈培尔在日记中声称，共产国际解体是一个“犹太人的骗局”，它源于罗斯福和丘吉尔正努力使布尔什维克主义显得无害的压力。

[136]




“犹太人战争”这一词组在纳粹宣传中偶尔出现，最值得注意的是，它在反犹宣传家西奥多·塞贝特在1943年6月2日《人民观察家报》上发表的头版文章里出现。

[137]


 塞贝特关心的是如何将反犹主义传承给纳粹下一代的问题。大多数年长的国家社会主义者，他写道，已加入到“主要是出于厌恶犹太人”的运动。然而，到1943年，大量已成年的年轻人既没有经历过魏玛时期的经济危机，“也没有任何与犹太人接触的个人和直接经历”。帝国在1933年后的“清洗运动”将犹太人赶出公众视野是如此之突然，以至于“在掌权仅仅一年之后，人们要绞尽脑汁才能回忆起一幅德国生活完全犹太化的清晰画面”。这是一个问题，因为“在1933年1月，国内外的犹太人，已开始有意识地准备第二次世界大战，一场消灭德国的战争”，而德国是第一个打破“犹太人统治”的国家。在1941年，“当罗斯福——即便在最无恶意的欧洲人看来，犹太人对他的奴役也是显而易见的——最终得到了他想要的战争时”，塞贝特声称，这是犹太人在美国外交政策中所起作用的有力证明。

塞贝特呈现了以下“犹太人战争”的历史。它始于“由英、美、法犹太移民”所煽动的“虚假暴行运动”。恩斯特·托勒、阿诺德·泽维格、库尔特·图霍尔斯基以及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等，“以关于我们革命的无休止谎言来淹没财阀国家的报纸、杂志和图书出版者，早在《纽伦堡法》之前，早在德国犹太人毫发无损之前”。在西方，犹太人是那些“毒害”公众以反对“新德国”的组织的领导人。并不是英国人组织了第一次针对德国的大规模示威游行；相反，它是“伦敦犹太人和在纽约的东欧犹太人”所组织的。并不是“真正的英、美、法公民”组织了反德委员会、收集签名以及筹措资金。他继续道，这是一个“历史事实”，即最初英、美、法的大多数人对国家社会主义并没有任何厌恶。他声称，英国人对于德国在1936年收复莱茵兰地区表现出完全的理解，并且《慕尼黑协议》于1938年在英国也“非常愉悦”地签署了。正是（由于）“这些要么被犹太化，要么依靠犹太人广告生意的盎格鲁——美国媒体，以及英美政府（针对纳粹德国）长年累月、乐此不疲的邪恶煽动和诽谤”，才在德国入侵波兰之后创造了对反德战争的支持。他并没有提到美国没有参加欧洲战争，直到希特勒在1941年对美宣战。

[138]




塞贝特将丘吉尔反对纳粹德国归因于他与伦敦的罗斯柴尔德、纽约的伯纳德·巴鲁克以及其他“犹太金融支持者和密友”的“亲密个人”联系。丘吉尔曾“利用他那跨大西洋的与犹太人的关系，以华盛顿的愤怒来威胁英国人民”，如果他们拒绝支持对德战争的话。在战前和战争期间，丘吉尔与“罗斯福白宫的犹太人大本营”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带着明显的恼怒，他写道，“不再需要提供证据”以证明罗斯福的政策不是为了美国人的利益，而是支持“纯粹的犹太人利益”。虽然美国人民对欧战没有兴趣，但是通过“犹太人对欧洲的复仇战争”，“美帝国主义的目标”将会得到最大的提升，而这个目标是罗斯福“强加给美国人民”的。创立反纳粹同盟一直是斯大林的苏维埃犹太人李维诺夫、迈斯基、卡冈诺维奇、洛索夫斯基等人的工作，他们搭建了一座从犹太化的克里姆林宫到依赖犹太人的唐宁街，再到犹太人白宫的桥梁。只有莫斯科、伦敦和华盛顿犹太人的合作才能带来“苏联与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之间的反常同盟”。“在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和英美航空匪徒大规模屠杀和文化毁灭中”，这个同盟的精神本质是昭然若揭的。在未来的几年里，历史学家将会得出这么一种结论，即“如果国际犹太人不希望它发生，且不在世界历史性罪犯丘吉尔和罗斯福的帮助下多年系统地准备并最终宣战的话，第二次世界大战就不会爆发”。正如华尔街犹太人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血腥杀戮负有责任已被证明的那样，“犹太人像被打入地狱般的恐惧而出现在法庭之上的日子”将会到来，当然除非犹太人成功地“摧毁并焚烧”了欧洲。他们现在要为他们的“自大傲慢和优越感”付出“高昂的代价”，而这最终使得中欧除了战斗就没有其他的选择余地，以避免奴役、屈服以及“永远贫困和民族蒙羞的一种生活”。

[139]


 塞贝特的故事并没有在反对同盟国的战争和反对犹太人的战争之间做出区分。和纳粹领导人的想法一样，在他的脑海里这都是“犹太人战争”。

随着战争的展开，反犹棱镜给了纳粹领导人时间站在他们这边的希望。这是希特勒旨在快速战胜孤立、无准备敌人之最初战略的一次逆转。在5月和6月初，戈培尔在他的日记中透露，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越多的人就会为他们的苦难寻找替罪羊。“在这种情况下，被怀疑是替罪羊的和实际的是同一个。”犹太人担心：“如果战争持续很长时间，他们在敌国的地位将会受到严重的削弱。”

[140]


 他心里所想的是英国和美国。在6月6日《德意志帝国》上的社论“装甲师”中，戈培尔详细说明了战争的延续与反犹主义之间的联系。

[141]


 正如纳粹所声称的，如果犹太人对战争负有责任，那么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世界各地的反犹主义会越增加，就完全合理了。“战争并没有被压碎，而是确认了我们对世界的看法。”

[142]


 由于“被怀疑”和“实际”的替罪羊都是同一个，因此反犹主义既是一个实用的宣传工具，也是对事件的一种准确解释。

1943年春，德国外交部出版了《罗斯福的战争之路：美国总统战争政策的秘密文件》。

[143]


 这本小册子涵盖的时间从罗斯福在1937年的“隔离侵略者”演讲到他在1941年12月8日的宣战。它把世界大战的责任直接算到罗斯福的头上。所谓的文件发现只不过是罗斯福从1937年以来为了阻止希特勒发动战争而支持抵制纳粹政策的公开努力。对纳粹政权而言，这本小册子的价值在于对战争起源给予了一个明显的专家解读，即罗斯福渴望美国的世界统治权。它包括了“犹太人影响力”的熟悉指控，例如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以及纽约州州长赫伯特·雷曼等人施加在罗斯福总统身上的。当战争爆发时，犹太人已经“实现了他们的目标”。

[144]


 在7月2日的新闻指令中，帝国新闻办公室告诉德国的记者，外交部的小册子证明了罗斯福“对战争起源负有的个人责任”，以及“犹太人在美国政治上占有主导影响力”。

[145］




《人民观察家报》在7月4日这期的头版文章专题介绍了外交部关于罗斯福战争之路的文章：“新文件强化了判断：罗斯福的战争罪行被牢固确立了——‘世界总统’，作为犹太战争贩子的稻草人。”

[146]




1943年的夏季传来了噩耗。墨索里尼已被推翻和囚禁，而后只能通过德国伞兵去解救。盟军于7月登陆西西里岛。苏联红军处于迫使德军西撤的早期阶段。8月13日，迪特里希发布了一份值得注意的新闻指令。

来自帝国新闻主管的1943年8月9日《每日要闻》再次清楚地指出，布尔什维克主义和资本主义是同一个犹太世界骗局，只是以不同的名义运作而已。然而，在对布尔什维克主题的处理上，报纸一再屈服于这样的错觉，即资本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两种不同和敌对的观点。特别是在对共产主义的煽动给予不断地宣扬上，媒体如此认真地对待布尔什维克的声明，就好像布尔什维克真的想要摧毁资本主义一样。事实上，这两个犹太体制彼此是在相互合作。现在，德国媒体必须终结这种错误和危险的倾向，因为这破坏了我们的政策路线。那些违反《每日要闻》的编辑将会为此负上个人责任。

[147]




在他的战后描述中，迪特里希的助手赫尔穆特·苏德曼认为，迪特里希的指令力图反驳德国公众中的这样一种印象，即在苏维埃与西方之间有着根本的区别，因此寻求与一方或另一方单方面和平是可能且可取的。正如苏德曼所指出的，对其守旧意识形态一致性值得注意的一份战后声明中，“犹太人是在所有［盟国］中都有影响力的元素”。因此，以德国战争宣传的观点去将他们置于讨论的中心是很重要的，作为敌人阵线的统一发酵剂。

[148]


 戈培尔在8月8日的日记中承认，莫斯科和西方列强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然而，跟迪特里希一样，他加强了反犹宣传，以希望减少英国和美国犹太人那所谓的权力。

[149]




在6月和7月，《人民观察家报》的头版持续着反犹的鼓噪。6月5日，报纸以头条新闻标题，声明“犹太奴”已决定“利用黑人团伙作为对意大利的恐怖传单”。

[150]


 6月18日，它谴责了被认定为“犹太人亨利·凯泽”的造船商，作为在罗斯福政府中战争牟利的一个例子。

[151]


 6月22日，它记录了入侵苏联的第二次周年纪念日。纳粹德国及其东线军队构建了“西方保护墙”，它使得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免受布尔什维克主义和“世界犹太人”的统治。

[152]


 6月23日，《人民观察家报》发表了一篇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关于“我们时代的世界斗争和世界革命”的演讲稿，其中包括了以“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危险，强盗主义与布尔什维克主义之间的联盟”为首页标题的一连串反美陈词滥调。

[153]


 7月4日，《人民观察家报》专题介绍了外交办公室的小册子《罗斯福的战争之路》，并以“罗斯福的战争罪行最终被证实；世界总统是犹太战争贩子的稻草人”为标题进行重点报道。

[154]


 7月20日，在英国轰炸罗马之后，《人民观察家报》以“犹太人对人类文化遗产毫无尊重，恐怖轰炸罗马，英美航空匪徒所犯的新罪”为标题进行重点报道。空袭展示了“这场战争的犹太特征”，导致正如他们做过的那样，要毁灭“始终并将永远与犹太人格格不入的一切”。

[155]




1943年8月，一份来自纳粹党帝国宣传指挥部的备忘录向纳粹党官员和演讲者提供了一份冷静的评估。纳粹党需要克服一种普遍的沮丧情绪。它应该强调三点。首先，“犹太人的消灭意志”存在于财阀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联盟之中，它“迫使我们进行无条件的斗争直到胜利”。这场战争不可能以谈判而结束。其次，“天才”德国的领导阶层，其对欧洲核心地带的占领，其士兵和军备的优越性，及其农业供应的安全，这些都是长期保持信心的基础。第三，“对于胜券在握，我们如此自信的理由之中……最强劲的部分是元首本人。”

[156]


 然而，一份来自纳粹党帝国宣传指挥部的9月初指令显示，对战败后果的巨大恐惧正变成纳粹宣传中一个更为突出的主题。纳粹党的官员收到严格命令，不得透露因盟军轰炸而造成的损失和破坏程度。相反，他们应该指出，“成千上万人死在犹太——财阀敌人炸弹谋杀之下”将会变成“千百万人处于犹太——布尔什维克敌人的统治之下”。“由于犹太仇恨和布尔什维克恐怖行为”，工人、农民、儿童和婴儿将会“像野生动物一样被捕杀”。只有德国的胜利才能阻止敌人实现他们的目标，即“消灭德国”，连同它的社会成就、经济和文化。

[157]




纳粹宣传家将战争形势的逆转，呈现为希特勒和戈培尔对犹太人将企图“消灭”德国人的警告的正确性。将对种族灭绝战争目标的恐惧投射到犹太人身上，已是纳粹政权从希特勒1939年1月30日所作演讲时就已开始的战时宣传的一个主打产品。在斯大林格勒和北非的战败、墨索里尼倒台，以及同盟国对德国城市的轰炸行动之后，纳粹宣传现在声称希特勒关于德国被灭绝之预言的真实性可以在汉堡和科隆的废墟，以及德国军队被越来越强大的红军大规模摧毁中被证实。现实似乎给意识形态以信任。同盟国已经宣布他们正在与纳粹政权、纳粹党以及军队作战，而不是全体德国人民，但纳粹政权竭力说服德国同胞情况恰恰相反，他们生存的唯一希望是继续战斗，以防止被犹太人的凶残之手所消灭。激进反犹主义和培育大众恐惧，仍然是把纳粹德国团结在一起直到纳粹政权被摧毁的信息元素。正如希特勒反复警告过的，战争所留下的只会是幸存者或者被消灭的人。




第七章 “胜利或毁灭”



在1943年夏秋两季，纳粹德国在战争中遭受了更大的挫败。意大利在1943年9月9日向同盟国投降。在东线的库尔斯克，军事史上最大的坦克对抗战以苏联的胜利而结束。库尔斯克战役标志着德国在东线进攻行动的终结，并预示着红军要向德国挺进。不太引起注意但非常重要的是苏联空军力量的增长。闪电战的失败开始摧毁德国在东线的国防军。东西两线的战略互动给德国军队以重创。东线的战斗阻止了德国把军事力量转移到西线，而保卫德国城市以免受美、英轰炸的需要则限制了空军力量的有效使用以对抗红军。

[1]


 德国的空军实力明显地下降了，而同盟国在东西两线的空军实力却增强了。德国武装力量中的死亡人数是令人震惊的。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前，德国在1942年的战斗死亡人数每月平均是大约3.5万人。从1942年12月到1943年3月的四个月里，有近40万士兵死亡。从4月到6月每月平均死亡人数是2.5万人。从1943年库尔斯克战役直到1944年5月，德国战斗死亡人数平均是每月7万，那就是一天超过2000人。

[2]


 虽然单个家庭知道他们的损失，但是帝国新闻办公室——真正的是整个宣传部——对逐渐上升的死亡人数的消息却成功地进行了封锁。

同时，纳粹政权也封锁了“最终解决方案”的细节。从1943年夏季到1944年春季，德国媒体并没有关于里沃夫犹太人聚居区被摧毁的报道，或者事实上波兰的任何一个犹太人聚居区，或者关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第五火葬场在1943年6月下旬的完工，它能在24小时内焚烧4756具尸体。对于特雷布林卡囚犯在1943年8月的起义，4.3万名犹太人中的最后一些人在1943年8月从希腊的萨洛尼卡被驱逐到奥斯维辛集中营，明斯克和维尔纳犹太人聚居区在1943年9月被摧毁，埋葬于巴比亚尔的10万具尸体的挖掘和焚烧以掩盖大屠杀的痕迹等也是只字未提。没有提及明斯克的特遣部队抹掉了谋杀4万多人以及索比堡囚犯1943年10月起义的一切痕迹。纳粹媒体无视1943年10月20日联合国家战争罪行委员会的成立，也没有报道11月3日“收获节行动”（Operation Harvest Festival）的启动，该行动导致马伊达内克4万名犹太人被杀——单独一天就杀了1.8万名；在佛罗伦萨、米兰和威尼斯对犹太人进行逮捕并驱赶到奥斯维辛集中营；阿姆斯特丹犹太人社区的剩余者在1944年2月18日被驱赶到奥斯维辛集中营；或者454 551名奥地利犹太人在1944年4月到7月间用147辆火车被驱逐出境，他们中的大多数在到达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就被毒杀。

[3]


 对这些事件的完全沉默，是帝国新闻办公室和宣传部的最大“成就”之一。纳粹宣传机器使得德国军队所遭受灾难的程度，也包括“最终解决方案”的细节和范围，完全脱离公众的视线。由前线回来的士兵所传播的传言和报告，并不能代替只有自由和善于刨根问底的新闻界以及其他独立媒体才能提供的准确的当下叙述。新闻自由的缺失是实施“最终解决方案”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提条件。

迪特里希和戈培尔都没有留下书面记录，以显示他们对于不管是“最终解决方案”抑或德国人在战场上伤亡人数的真实数字的具体了解情况。戈培尔在1943年10月7日的日记，包括了在波兹南纳粹地区长官一次会议上的一份报告，罗伯特·莱、阿尔伯特·施佩尔、卡尔·邓尼茨和马克斯·阿曼等也出席了这次会议。在会议上，希姆莱告诉那些集合起来的人：“我们能够在今年年底解决全欧洲的犹太人问题。”他为最激进的解决方案作了辩护，那就是“彻底消灭犹太人”。在该日记中，戈培尔认同了希姆莱的讲话，并写道：“在我们的时代，我们必须负起责任来做这件事”，后代人不会有纳粹的“勇气和执着”来实现它。

[4]




截至1943年10月，200万到250万犹太人已经在6个死亡集中营里被杀害。特遣部队在苏联已经杀害了超过60万的犹太人。在波兰和东欧其他地方的村庄和城镇里，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治安警察所杀害。6个集中营中的5个已经完成了任务。奥斯维辛集中营是唯一一个留下来继续运作的。很可能戈培尔所说的“朴实无华的画面”就是希姆莱后来声名狼藉的关于“消灭犹太人”的演讲，该演讲早在三天前就已对波兰波兹南的党卫军军官这一规模更大的听众发表过。

[5]


 但即使在那时，希姆莱也只是提及特遣部队的早期谋杀方式，而对于死亡集中营、毒气室和火葬场却是只字未提。已被我们核验过的证据显示，宣传部及其帝国新闻办公室的高级官员早在1941年秋季就已知道，德国政府实施了一个针对欧洲犹太人的大规模谋杀计划，且他们赞成那个政策。他们利用手中所控制的新闻、广播以及其他媒体煽动着对犹太人的仇恨，为屠杀犹太人提供再三强调的正当理由，阻止任何关于种族灭绝的真实细节出现在新闻中。他们变成了反人类罪行的积极从犯。

从1943年9月底到11月，《人民观察家报》——在另一个集中的反犹宣传运动中——发表了13篇攻击犹太人及其所谓的战争角色的头版文章。头版文章持续着纳粹叙述，将纳粹自身的狂热仇恨和谋杀意图投射到同盟国和犹太幕后操纵者身上（见附录）。

《人民观察家报》对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43年9月犹太新年时表达出对美国犹太人的美好祝愿的回应，说明了编辑们是如何把一些看似无恶意的事情放置在一个邪恶的框架里的。“在过去一年不屈不挠走向胜利的征程中，我们同胞中这一忠诚团队已为国家的成就作出贡献”，罗斯福对此表达了个人敬意。

[6]


 《人民观察家报》以“罗斯福再次声明他与犹太民族的团结”为头版文章来回应。《人民观察家报》认为，它“不是证明了犹太人对战争的贡献。相反，［罗斯福的赞扬］证明了美国人民对犹太人战争的贡献”。“犹太人战争”这一短语已经从塞贝特在春季署名的编辑专栏转移到了秋季的新闻专栏里。罗斯福在犹太新年期间的友好问候证实了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犹太奴”，以及华盛顿和莫斯科争夺世界统治这一“黑暗力量”的一个工具。

[7]


 《人民观察家报》编辑回避了单纯和真实的解释，那就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是一位政治家，他是在向他最忠诚的选民之一和信仰宗教自由的人们表示他的友好。

受控制的新闻界使得纳粹政权阻止德国人阅读反希特勒同盟领导人关于德国暴行的公开声明成为可能。从1943年10月18日到11月1日，同盟国三位外交部长科德尔·赫尔、安东尼·艾登和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第一次在莫斯科齐聚一堂。他们讨论了军事合作及战后安排。随着德军的退败，盟军也收集了关于德国战争罪行的更多证据。主要会议公告包括了“一个严重的警告：在批准和任何德国政府的停战协议时，那些与德国军队的暴行和处决有任何关联的德国官员、人员和纳粹党成员，将会被带到他们犯下令人发指的罪行的所在国家，按照那些国家的法律接受指控和惩罚”

[8]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德国暴行声明”的一个附件，由丘吉尔撰写且只在莫斯科稍事修改，提到了各种犯罪，诸如那些在苏联犯下的；枪杀意大利军官；对法国人、荷兰人和比利人、挪威人质以及克里特岛农民实行死刑；对波兰人的屠杀。

[9]


 然而，尽管到了1943年秋季有许多关于犹太人大屠杀的新闻报道，但这一声明根本没有提到它们，也许是为了不让纳粹的反犹宣传有可乘之机。

[10]




如果是这样，那么这种沉默就跟纳粹宣传家没什么区别了。在1943年11月2日，帝国新闻办公室发布了一份14页的指令，关于新闻界应该如何回应同盟国的莫斯科公告。它声称，德国敌人的团结在于渴望“消灭德国人民”，且被描述为“盎格鲁——美国对欧洲的背叛以及对莫斯科的投降”。关于“暴行宣传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大概也没有什么事实。莫斯科公告意味着美、英并没有设置障碍以阻止欧洲的布尔什维克化。

[11]


 德国士兵是“反击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堡垒”和“西方文化和文明”的捍卫者，他们寻求从“盎格鲁——美国金融——犹太人的影响下”解放出来。

[12]


 即便是莫斯科公告没有提到犹太人，1943年11月5日的《期刊服务》指令还是声称：“莫斯科会议的整个精神完全是犹太人的。那里代表着犹太人的利益。”

因此，“反抗犹太人对于德国期刊记者而言是一个更加明确和需要无条件服从的要求”

[13]


 。

新闻界并没有告知德国读者同盟国在莫斯科已经提到了许多纳粹德国的受害者，虽然没提犹太人。相反，《人民观察家报》宣称：“财阀机器在替斯大林工作：莫斯科扩大了它对权力的要求，苏联成功地煽动着美英。”它声称，“伦敦和华盛顿街上的人们”并不明白斯大林利用西方同盟国的方式，因为普通人“不能清楚地意识到由莫斯科和华盛顿犹太人所保障的资本主义——布尔什维克政策的同一性”，其目标是实现“欧洲的布尔什维克化”。即便是“财阀机器”，包括英国的保守媒体，也都在“替斯大林工作”。很多英国人仍不明白“美英世界资本主义和莫斯科布尔什维克主义是同一回事”。

[14]




对于《人民观察家报》而言，莫斯科会议的结果给了“资本主义和布尔什维克的消灭计划”的同一性，以及同盟国企图将欧洲交付于布尔什维克主义一个正式的表述：“这是已在莫斯科获胜的国际犹太人的精神。”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和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已是“统治着克里姆林宫和华盛顿的世界犹太人的代理人”

[15]


 。在针对民主国家的宣传中，纳粹连接了反资本主义和反犹主义。“犹太资本”，《人民观察家报》宣布道，“谋害着人民”。它拖延战争为的是获得更大的分红和收益，而轴心国正在为“劳苦大众”斗争。“谋杀国家的资本主义受益人”正拖延着战争，为的是获得更多的战争利益。华尔街金融投机者和犹太财阀正在与真诚的雅利安劳动人民交战。

[16]


 在1943年11月30日对2万名青年官员候选人的一次讲话中，希特勒讲道，德国只有一个选择，即“胜利或无情地被消灭”。在这种罕见的公开露面中，希特勒重复着“站在英国政治背后且与苏联结盟来释放这场战争的犹太人权力，其目标在于消灭德国从而把欧洲交到布尔什维克主义手里”。德国人民和德国军队是由犹太仇恨所支配的“我们敌人”消灭［德国］计划的唯一障碍。

[17]




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三人之间的第二次主要同盟国战时会议于1943年12月6日在德黑兰结束。会议公告强调了他们“关于计划摧毁德国武装力量的协定……关于从东部、西部和南部采取行动之范围和时机的协定”。它自信地表示：“地球上没有力量能够阻止我们通过海陆空三路来摧毁德国军队。我们的攻击将会是毫不留情和不停息的。”

[18]


 美、英同意在1944年进攻西欧，而斯大林同意在德国被打败后参加太平洋战争以对抗日本。跟莫斯科声明一样，德黑兰会议的公告对欧洲犹太人只字未提。虽然如此，1943年12月22日的《期刊服务》指令，以反犹谩骂和现代欧洲反犹历史的冗长演绎作为回应。指令错误地声称，罗斯福已经邀请蒋介石参加德黑兰会议。事实上，罗斯福和丘吉尔刚刚在开罗会晤了蒋介石，就在他们两人在德黑兰与斯大林单独会面之前。

[19]


 虽然那里没有“四巨头”的会晤，指令把所谓的蒋介石出席德黑兰会议描述为国际犹太人阴谋扩展到亚洲的证据。“被世界犹太人任命的四个人”——丘吉尔、罗斯福（犹太血统和第1级共济会成员）、斯大林和蒋介石会晤于德黑兰，并开启他们为犹太人世界统治而做出的努力。指出这点很重要，因为“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我们与犹太人的斗争就必须越被强化，从而人民就能识别出这场战争真正有罪的是谁”，以及欧洲的犹太人在短暂的自立之后又如何让“整个世界燃烧起来”。

[20]




在1943年12月12日的日记中，戈培尔再次表达了希望通过传播反犹主义来瓦解同盟国的联合。

[21]


 也许西方犹太人的实力将会被削弱，随着红军的幽灵笼罩着欧洲的未来。打着“犹太布尔什维克”的威胁，以及所谓的罗斯福计划“清算德意志优等种族”的牌，仍是戈培尔在民主国家中煽动反犹主义和挑拨离间同盟国的联合那不成功的努力，以及他在国内较为成功地维持对政权支持努力的一个关键主题。

[22]


 随着一年的结束，这位宣传部长把1943年视为“一次又一次的厄运”，并认为这是“多次被打击，几乎没有成功”的“噩梦”。

[23]


 德国潜艇正被驱赶出大西洋。东线的军队正遭受红军的攻击。德意志非洲军团已被迫撤离北非。墨索里尼已经被赶下台，意大利已经向同盟国投降。美、英空军现正轰炸德国的工业和城市，并逐步击落德国空军的飞机。反犹宣传在分裂反希特勒同盟或破坏对英国、美国或苏联战争的支持中已然失败。相反，关于德国对犹太人施暴以及其他新闻越多地出现在世界媒体里，同盟国就越坚决地争取无条件投降。然而，在德国国内，对德国人将被“世界犹太人灭绝”的预期，直到最后都是纳粹宣传的关键部分。培养绝对的恐惧是激进反犹主义的必然逻辑结果。战争形势越有利于同盟国，纳粹宣传家越是说犹太人拥有巨大的权力并企图消灭德国人是正确无疑的。

在1944年初，尽管所有的证据都走向了反面，希特勒和戈培尔仍说服他们自己胜利是属于他们的，如果欧洲团结在纳粹德国周围以面对苏联军队的向西推进。戈培尔在1944年1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布尔什维克主义越是靠近，我们就越能赢得朋友。”

[24]


 几天后，他在日记中写道，希特勒相信德国军队在东线的挫败是“政治上的胜利”，因为红军向西推进将会“开启西方民主国家和苏联之间的矛盾冲突”。当然，“英国政治中的理性分子”不太容易证明他们有道理，因为“犹太人和丘吉尔的朋友——这通常是同一回事——手里掌握着新闻媒体，特别是报纸”。“若没有以最激烈和侮辱性的方式被攻击的危险”，反对者就不可能发声。

[25]


 到了2月下旬，戈培尔在日记里写下了他一厢情愿的想法：“敌营的和谐已经降至冰点。”

[26]




在1944年1月30日，希特勒发表了对国民的周年讲话，以纪念纳粹执政的周年纪念日。他在东普鲁士战地指挥部对外讲话，而不是出现在柏林的公开场合，他对英国和犹太人进行了惯常的攻击。英国在欧洲大陆的作用已经结束了。德国或苏联将赢得这场战争，如果是后者，德国将会“被摧毁”。在苏联取胜的情况下，英国将不能阻止欧洲的布尔什维克化，因为英国已经屈从于犹太人的“瘟疫”。苏联的胜利将会带来“德意志民族的彻底消灭……这个目标是在公开宣布国际犹太人的意图”！“这些目标的犹太提倡者是否坐在英国或美国，或者他们直接来源于莫斯科的总部”，都已不重要。德国的战败将会意味着欧洲几千年“音乐和物质文化”的结束。犹太人将会在“被摧毁的欧洲领土上庆祝第二个胜利的普林节”。这场灾难由于德国而被阻止了，自1933年1月30日以来已消除了“犹太人的感染”，并从内部粉碎了布尔什维克的危险，因此强大到足以阻止布尔什维克的威胁。虽然犹太人在德国失去了权力，但它能释放一场战争来对抗德国，而这无意地帮助了国家社会主义的思想传播到其他国家。“1939年开始的世界大战将会载入史册，作为1924年对［纳粹］党审判的一次巨大重演。”正如早期试图打败（纳粹）党的努力已经导致了纳粹思想在德国的传播，当前的战争将会“使人们看清楚犹太人问题，并使得对于解决问题所需的国家社会主义答案和措施看上去明显正确并值得仿效”

[27]


 。紧跟希特勒的提示，帝国新闻办公室发射了另一个反犹弹幕。

战争期间，苏联试图向西方展示自己是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并试图在国外寻找支持者来赞美自己。

[28]


 1944年2月3日，来自帝国新闻主管办公室的每日指令同时回应了两件事：一是苏联声称自己现在是一个共和联邦，二是“全世界的犹太新闻界”对苏联努力把自己展现为一个民主国家而“给予的掌声”。西方国家的反应“让我们认识到犹太人的巨大国际阴谋。德国媒体的任务在于呈现和描述这个阴谋”。

[29]


 苏联努力掩盖其专制本质和否认是卡廷事件的元凶，相当于就是一个“巨大的……犹太人诡计。全世界犹太报纸欢迎这种发展的事实，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我们正在与一个巨大的犹太人阴谋作斗争，一个国际层面上的犹太人阴谋”。然而，有苏联这样的一个盟友或许是美、英的利益，但不是苏维埃加盟共和国以及其他盟友伙伴的利益，西方国家对苏联宣告的极大热情“再次使得犹太人问题是理解世界历史的关键这一论断变得清晰起来”

[30]


 。

1944年2月15日，帝国新闻办公室指令继续着反犹攻击。“这场战争的煽动者、支持者和领导者现在是，将来还会继续是，国际犹太人［原文如此］，现在的犯罪种族，正如过去几个世纪一样，应对世界各国彼此为战负责。只有当这个世界害虫被彻底灭绝时，人们才能指望世界各国之间取得谅解。”

[31]


 在3月2日，每日指令规定：“反犹运动作为世界斗争中的重要宣传因素，必须被放置在更为突出的位置上……在每一次机会中，反对主体民族利益的世界犹太人的背后驱动力，都应该被明确下来……证明真实犹太人消灭意图的所有声音都应该被抨击和谴责。德国记者必须建立目标，以保持德国人民感知犹太世界危险的活力。此外更重要的是，他们应该在海外形成这样的讨论……德国在海外的通讯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

[32]




迪特里希继续强化着反犹宣传，3月2日的新闻指令强调：“反犹运动作为世界斗争中的重要宣传因素，必须被放置在更为突出的位置上。因此，在每一次机会中，新闻界都应该专注于幕后世界犹太人的努力，他们反对着主体民族的利益。此外，表达真实犹太人消灭意图的所有声音应该被记录”和谴责。德国新闻界必须“维持德国人民对犹太世界威胁的意识”。德国海外通讯员应该在培养境外的反犹主义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例如，在回应伦敦《每日邮报》的一则报道中，要讲英国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危险的意识已经下降了。戈培尔写道：“德国媒体必须强调这［未能把握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危险］是多年以来持续不断的犹太颠覆工作的结果。犹太人有意识地把人民置于一种麻醉的阴霾之中并减少面对他们的危险，这样他们就能更容易地支配和利用他们了。”

[33]


 第二天，戈培尔和希特勒一致认为，“犹太人问题在英、美已经变成了毒瘤”。他们推测对犹太人开始进行公开讨论是“犹太人统治结束的开始”。

[34]




在1944年3月，来自阿道夫·艾希曼办公室的党卫军官员抵达布达佩斯，以准备把匈牙利的犹太人驱逐到奥斯维辛集中营。他们及其在侵略和占领匈牙利后所设置的政府，开始了迫害的惯用程序。1944年4月27日的帝国新闻办公室指令，命令在匈牙利关于“反犹措施”的报道应该总是伴随着“详细介绍犹太人犯下的罪行，而反犹措施是他们的后果”。它应该不断重申犹太人“有罪”。它不但要讨论“新匈牙利政府”已采取的反犹措施，同时也要描述“先前匈牙利的犹太化”，这已压制了真实的匈牙利并使得布尔什维克的发展成为可能。“报纸也必须说明犹太人是匈牙利的不幸，其已抑制了匈牙利真正的民族性格，犹太人单独要对今天布尔什维克站在匈牙利的家门口负责……如果对普遍的犹太人罪行进行彻底的讨论，那么匈牙利政府的新反犹措施就可以被提到。”

[35]


 这些指令是纳粹政权内部有效协作的例子，这次是在帝国安全总部和宣传部帝国新闻办公室之间。

在1944年4月1日，戈培尔发表了“欧洲的昏迷状态”一文，作为他在《德意志帝国》上的每周社论。纳粹党的宣传指挥部将其派发给纳粹党和政府的地方领导人。他写道，布尔什维克威胁的急迫性将会导致德国人和其他欧洲人重新燃起抵抗的意志，如果犹太人想使欧洲陷入精神恍惚的努力可以被挫败的话。只有德国及其军队才能阻止一个布尔什维克欧洲的发展，一个正被美、英政策所促成的结果。欧洲太多人忽视了这个即将发生的灾难。戈培尔在一个熟悉的资源中找到了这一盲区的根源。“犹太人是这一欧洲昏迷状态的主要根源，且正传播于我们这一地区的各个民族。他们想让危险变得如此之大，以至于无法抵御它。”他们寻求将“公众”放置于“瘫痪而无力抵抗的状态”，以至于它将会被动地屈服于事态的发展。“我们这里正在处理一个影响公共舆论的世界级阴谋”，它正在欧洲各大首都城市被有系统地推行。抗议者被齐声喝止，继而陷于沉默。其结果是，欧洲人“仿佛被催眠了一样眼睁睁地看着危险”

[36]


 。

纳粹的“历史性任务”在于打破这种沉默，以及欧洲对即将到来的布尔什维克危险的麻痹大意。纳粹已经将德国从1933年之前的昏迷状态中唤醒。现在轮到德国把犹太人对布尔什维克威胁的自鸣得意甩到一边去。东边的危险能够产生一个共同的欧洲意志，这反过来将会是“拯救的开始”

[37]


 。希望在于英美国家反犹主义和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交织。他希望这会导致一个“英美国家的政治危机”，因害怕“克里姆林宫的扩张”而产生。

[38]


 在向纳粹官员表达信心的演说中，尽管敌人在数量上占优势，希特勒讲道：“［纳粹］宣传的任务必须是分裂敌人的联盟。”

[39]


 戈培尔自信地表示：“我们的这些宣传——［国家］社会主义、反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反犹主义——虽缓慢但扎实地参透到敌营里。有一天它会从其内部打碎它。”

[40]


 如果它未能如此做，那么纳粹领导层就有一个现成的解释。

1944年，在思量敌人联盟的裂隙时，戈培尔、里宾特洛甫和希姆莱考虑了耶路撒冷的大穆夫提在他们眼前晃悠的前景，其中包括在纳粹联盟中增加来自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支持。大穆夫提与纳粹的合作延伸到发表演讲之外。他催促外交部长，也包括阿道夫·艾希曼，不要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犹太人逃到巴勒斯坦，而是送他们去波兰。他与希姆莱合作建立了波斯尼亚的穆斯林党卫军分部，呼吁德国轰炸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在那些年从纳粹政权获得资金支持。

[41]


 他同时也获得宣传部长的“良好印象”。在与阿明·侯赛尼长时间会晤后，戈培尔在他1944年4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关于他的“绝对日耳曼外貌”，并认为“阿拉伯——伊斯兰人民”与纳粹德国之间没有“利益冲突”。如果我们能够进行正确的宣传，并为阿明·侯赛尼在报纸和杂志上提供必要的版面，那么4亿伊斯兰——阿拉伯人一定能被争取到我们这边来。

[42]




在1944年7月27日，大穆夫提写信给希姆莱，敦促他“尽一切可能阻止犹太人流浪到巴勒斯坦”。这样做将会是“结盟的一个实际例子”，以及德国对阿拉伯人和伊斯兰教徒的一种友好姿态。

[43]


 在1944年10月4日，对与波斯尼亚穆斯林党卫军分部有关的官员和阿訇的一次演讲中，阿明·侯赛尼强调，国家社会主义和伊斯兰之间的“相似性”越来越靠近了。这些包括：一神教，被定义为服从一种精神、政治和军事权威；对服从和纪律的强调；庆祝战斗和劳动。“至于对付犹太人，伊斯兰和国家社会主义已经彼此走得很近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的胜利意味着犹太人的胜利，从而对广大伊斯兰教徒构成巨大的威胁……4亿穆斯林与他们真正的朋友德国人合作，将会对战争产生巨大的影响。这对两者都很有利”

[44]


 。纳粹政权不但强烈反对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国家，并支持反犹太复国主义的阿拉伯人，同时也通过积极接待阿明·侯赛尼促成了纳粹和早期伊斯兰极端主义之间的和睦。

当开始将匈牙利犹太人驱逐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时候，迪特里希1944年4月27日的新闻指令再次提出犹太人要对斯大林专制体制的所有罪行负责。文件强调布尔什维克主义强加于东欧的“恐怖残暴政权”。反犹观点应该仍然是“德国媒体的基本主题之一”。关于匈牙利“反犹措施”的报道必须“伴随着对犹太人所犯罪行的广泛陈述，其后果是现行措施”。

[45]


 媒体要呈现“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真实面孔”以及“犹太政委”的角色。关于布尔什维克攻击牧师、工人被驱逐和“奴役”、“知识分子被清算”、被发配到西伯利亚而与妻儿分离的人的报道，应该“一次又一次地”提请注意“犹太政委”的背景。在关于“匈牙利政府”所采取的当前反犹措施的报道中，媒体应该调查“匈牙利之前的犹太化情况，这［已经］导致了反犹措施的实施”。德国报纸“因此必须确立犹太人是匈牙利的不幸，他们使那真正的、民族的匈牙利居于次要地位。犹太人要独自对如今布尔什维克打到家门口的事实负责……只有当犹太人罪行在媒体被全面和深入地讨论之后，匈牙利政府的新反犹措施才能被提及”

[46]


 。随着驱逐的继续，迪特里希5月4日的指令警告道：“目前德国媒体不值得一提的是，布达佩斯的犹太人正在从遭受轰炸袭击的城市社区中被驱逐出去。”

[47]




反犹和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联合，在1944年5月12日发行的《人民观察家报》头版文章中获得了表达：“与世界革命总部联合起来，莫斯科变成了世界犹太人的官方中心，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国家变成了苏联控制地中海地区的基地。”

[48]


 文章评论了拉比斯蒂芬·怀斯对建立一个犹太人国家的支持，他是美国犹太教改革派的领军人物以及纳粹的公开敌人。由于他发声抨击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怀斯自1933年以来一直是纳粹宣传的攻击目标。他支持建立一个犹太人国家以回应纳粹的迫害。

[49]


 虽然没有证据表明怀斯受到苏联官员的影响或与其有任何接触，但《人民观察家报》模仿“里斯本可靠的政治圈子”编造了故事，苏联驻美国大使已建议纽约的拉比斯蒂芬·怀斯“把世界犹太人的总部从纽约搬到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已表示对犹太复国主义感兴趣，因为它与苏联在地中海地区的目标相一致。“世界犹太人的领导圈子”对“苏联的诱人提议”感兴趣有以下几点原因：他们认为美国在战争中的前景是不容乐观的。如果入侵欧洲失败了，他们“担心会引起美国反犹主义的巨大浪潮”，且会蔓延到英国以及“到目前为止对犹太人友好的国家”。他们也认为，在地中海地区只有苏联有能力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国家。由于犹太复国主义者迁至莫斯科，“世界犹太人总部和世界革命总部……这世界毁灭的两大中心”之间的和睦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权力”，“属于当前真实背景下最具启示的报警信号”。这一“地中海地区的布尔什维克化”是“世界布尔什维克化的一个初步阶段”。

[50]


 到了1944年6月，当欧洲犹太人权力的缺失和无助是那么显而易见时，这样的断言凸显了纳粹意识形态的虚构本质。

随着德国军队在东线节节败退，以及德国城市在同盟国的轰炸下沦为残砖碎瓦，戈培尔强调了逆境中的团结。在诺曼底登陆的前两天，他在纽伦堡的纳粹领导人集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讲道：“我们只是为了生存而战斗，为我们民族和我们自己生命的生存。”

[51]


 以一种通俗和同志式的语气，他为纳粹政权拒绝提供取胜计划相关细节给出了一个有趣的理由。

如果在夺取政权之前，我们就完全与犹太人开展辩论并透露我们意图对他们做什么，那就太不聪明了。这真的很好，这真的很好且很有用，至少有一部分犹太人认为事情不会真的那么糟糕。他们［纳粹党人］谈了很多，但是我们将会看到他们真正要去做什么。他们［犹太人］并没有把［纳粹党］当一回事，这真是太好了。其他政党——德国人民党、面包大师德雷维茨的经济学党（the Economics Party）和民主党——偷偷地纵容这个希望：真是太好了，如果我们真的不能避免与纳粹党人合作，他们也会自食其力……但是如果非要我们对他们说，“你们将在两三周或两三个月被解散；你不能说任何话；我们将用白板拍你们，我们打算单独执政并解散其他政党”——如果当时我们这样说了，比起他们实际做的，各党很可能会建立起更加坚固的防卫。

[52]




简言之，对手已经低估了纳粹的意图及其意识形态的严肃性，这“真是太好了”。到了1944年6月，纳粹德国对于在执政中会做什么事已经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了。但是正如纳粹宣传所提示的，历史正在莫斯科、伦敦和华盛顿的幕后运作，因此戈培尔通过暗示政权有尚不能透露的取胜秘密计划，以寻求安抚纳粹党的忠实信徒。敌人，当然陷入了“犹太人的诡计”之中，并试图使德国人对即将到来的入侵感到焦虑不安。但是英国人，而不是德国人，正遭受“侵略”之苦，一个引起听众笑声的巧妙术语。

[53]


 戈培尔自诩过去对战争的现实主义态度。“我并没有对自己在1939年、1940年、1941年、1942年和1943年所说和所写的感到羞愧。”他对困难并不沉默，但是自信有理由感到乐观，因为希特勒本人的存在。如果纳粹党和人民“坚信胜利的话，政权将走出当前的危机并最终取得胜利！这不仅是勇敢的心和我们心灵深处的决绝！这是无条件地服从和忠诚于我们的元首！”人群以热烈的掌声回应并高喊“希特勒万岁”。

[54]




在5月14、15、18日的《人民观察家报》上，由苏德曼撰写的专题文章“斯大林和犹太人”发表了。

[55]


 他问道，像斯大林这样一个显然很普通的人是如何成为苏联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的。苏德曼在他所声称的统治了这个党的犹太人的欲望之中找到了答案。他们意识到俄罗斯社会中浓厚的反犹主义，因此他们找到了一个像斯大林这样的人，少有的能讲工人阶级语言的知识分子。在20世纪20年代的新经济政策时期，布尔什维克找到了一种途径去“掩饰布尔什维克国家并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国际犹太人的独裁这一事实”。当列夫·托洛茨基快要成为列宁的继任者时，党内的犹太人明白，如果其领导人是一个犹太人如托洛茨基的话，那就会破坏刚成立不久的政府。斯大林，正好由于与托洛茨基的冲突，对于党和政府内成千上万的“莫斯科犹太人”而言，似乎是领导职位的合适人选。“为了犹太人和苏联国家的利益……一个绝对的犹太人不能成为俄罗斯人的偶像。列宁的继任者需要像列宁那样为犹太人服务，但他自己不能是明显被认出是犹太人的人！”这是为什么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卡冈诺维奇支持斯大林为列宁的继任者。在苏联政治的复杂阴谋诡计中，“只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在许多犹太人被枪杀的岁月里，犹太人对斯大林的影响，犹太人在党和国家机关所有部门的权力，仍然是无可争辩的”。即便是他送“最亲密的朋友们”去死，斯大林仍然是犹太人的忠实工具。

[56]




对于纳粹政权而言，1944年6月6日的诺曼底登陆是国际犹太人阴谋在工作的另一个例子。

编辑们于1944年6月22日，即德国入侵苏联的第三周年纪念日，在《人民观察家报》头版上表达了这一观点。头条标题是“元首伟大的决定——犹太布尔什维克世界阴谋是如何被挫败的；入侵——通往莫斯科目的地的道路”。

[57]


 文章梗概如下：

这是我们第三次纪念德国军队走上前去防御犹太——布尔什维克对西方的攻击。今天我们从许多文献证据中得知当时西方面临着多么大的危险。布尔什维克主义看到了最好的机会来释放世界革命以淹没欧洲。元首的决定驱除了这一危险，克里姆林宫独裁者和世界犹太人的邪恶计划被挫败了。在莫斯科的命令和指示下，如今的世界革命通过入侵［诺曼底登陆］而实现了。反对西方人类的巨大犹太——布尔什维克世界阴谋的黑暗驱动力，它的世界革命最重要的工具是入侵，在战略和政治发展的概述中是显露无遗的。

[58]




文章声称，美、英对德国的攻击是在为苏联的利益服务。他们的战士“已经为布尔什维克主义而［在战斗中］倒下”。在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已经命令开始整个努力”，这样做，“重拾了他的最初目标……这就是犹太——布尔什维克推动世界革命和建立犹太人世界统治的最初计划：德国在与西方列强的战斗中被榨干了”。这些西方列强健康的民族核心人员是如此之脆弱，以至于他们将无法再提供任何抵抗布尔什维克病毒的力量。因此，所有的欧洲，也包括美国，将会成为犹太——布尔什维克轻易捕获的猎物。然而，由于德军在1940年进攻法国的成功，斯大林最初的计划被中止了。

当时克里姆林宫要么选择放弃主宰欧洲和世界革命的目标，要么选择与德国开战。斯大林已经“命令军队向德国挺进”，这被希特勒“在最后一刻”决定于1941年6月22日进攻苏联所挫败。《人民观察家报》的文章将美、英愿意在1944年6月从西部进攻欧洲大陆解释为克里姆林宫谋划欧洲的重启，以及西方民主懦弱屈服于苏联意志的证据。

[59]




像所有论述犹太人的重要《人民观察家报》文章一样，这篇文章杂合了一个阴谋论命题、谎言，以及相当数量的与事件实际进程看似关联的事实信息。除了关于“犹太——布尔什维克阴谋”的谎言，以及将德国在1941年6月的侵略描述为一场先发制人的攻击之外，文章解释了类似的事件——西方的空战、对德国城市的空袭、诺曼底登陆的长期准备、斯大林不断请求开辟第二战线——通过阴谋论的歪曲棱镜。诺曼底登陆事实上缩短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使美英军队得以进入中欧地区，从而阻止了西欧的布尔什维克化，这正是纳粹宣传声称它意图要引发的。文章提供了一个不平等伙伴之间阴谋叙述的另一个例子，通过否认一些人的自主性和主观性，即英国和美国的领导人，而把非比寻常的权力归给那些并不拥有的人，即犹太人。

1944年8月8日，戈培尔在波兹南的纳粹党官员会议上发表了一份冗长、漫无边际和冷酷无情的战争概述。

[60]


 “德国国家社会主义世界和犹太——财阀——布尔什维克世界的对抗已经白热化，现在正处于最严重和最戏剧性的阶段。”同盟国对德国的空袭持续着。德国现在承受着严重的石油短缺。在东线取得胜利的愿望已经无法实现。在7月20日政变未遂之后，戈培尔明白了为什么在1939年到1941年间如此成功的军队，在东线却经历如此“巨大的军事灾难”：“前线的中层指挥官……并不想要赢得战争。”

[61]


 “叛逆将军”要对东线的失败负责。现在卖国集团已经被捣毁，未来军事胜利的前景增强了。

[62]


 然而，对军事领导人的叛国指控丝毫没有提振民众的情绪。

在9月初，宣传部报告了关于战争胜利的严重沮丧和无望的迹象。

[63]


 更雪上加霜的是，同盟国空袭了所有的德国主要和中等城市——美因茨、威斯巴登、沃尔姆斯、卡尔斯鲁厄、路德维希港、曼海姆、科隆、杜塞尔多夫、杜伊斯堡、伍珀塔尔，也包括德国的铁路网。到了9月中旬，特里尔已处于同盟国的猛烈炮火之下，亚琛也已被部分疏散。戈培尔展示了他对同盟国的全然无知：（他）在9月21日规劝希特勒与苏联开展单方面和谈，以期分裂敌方同盟——好像斯大林也准备好与希特勒达成同样的协议，就是在数百万苏联士兵和公民因为德国的入侵和占领而死亡之前他（斯大林）所达成的。

[64]


 但是希特勒并没有采纳建议。

帝国新闻办公室指令也试图通过生动描述苏联战胜德国的后果来维持支持度。1944年9月22日的《期刊服务》指令重复着反布尔什维克主题的重要性，强调它“与反犹宣传的紧密联系不能被忘记”，责备一些经济类杂志忽视反犹主题，并建议他们去调查“犹太人为世界金融和经济统治所作的斗争”。

[65]


 1944年9月30日的指令，确认“反犹新闻工作”跟以前一样重要，但在用词方面需要谨慎。正如“反闪米特主义”术语在德国媒体中高频率出现，帝国新闻办公室表示担心“我们与非犹太闪米特人即泛阿拉伯世界的关系会被破坏，而这一关系对我们很重要。因此，媒体必须注意把‘反闪米特主义’和‘反闪米特’这样的用词替换为‘反对犹太人’，‘敌视犹太人’，‘反犹主义’和‘对抗犹太人’或者‘反犹太族’”。

[66]


 宣传部已经明显注意到一些记者提到了“犹太人复仇”。这一策略“不可取”，因为指出犹太人的复仇计划会“在意识形态并不确定的圈子内”激发一种印象：“这种‘复仇’正是敌人所称的我方针对犹太人残酷行为的结果。很明显，复仇预示着一个过去的不公正。因此，我们只会说犹太人的消灭计划，并再三指出从一开始犹太人就是侵略者”，而且德国以“血战到底”的态度来回应。

[67]


 纳粹宣传已经不断地阐明政权正在意图消灭或当时正处于“灭绝”犹太人的进程中。但是它否认自己做过任何事，除了对“国际犹太人”所发动的战争的回应。如此做，它维持了核心谎言，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欧洲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之间没有区别，以及“最终解决方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关键剧集。

1944年夏季对于东西两线的德国军队都是毁灭性的打击。从6月到10月，每天平均超过7200名士兵死亡。从诺曼底登陆到1944年10月末，1 082 197名德国士兵在战斗中阵亡。每月死亡数字如下：6月182 178名；7月215 013名；8月348 960名；9月151 957名；10月184 089名。在1944年的所有死亡人数中，244 891名在西线战场，1 232 946名在东线战场。然而，1941年到1943年西线的德军死亡人数并没有超过所有战场总死亡人数的3%，在1944年比例却升至14%左右。即便是在诺曼底登陆后的几个月里，德军战场死亡人数的68.5%左右发生在东线战场，由于苏联以闪电战作为回应来摧毁正在撤退中的德国国防军。

[68]


 在西线，同盟国把德国赶出了比利时。戴高乐宣布巴黎在1944年8月24日获得解放。

[69]


 德国的空中防御被摧毁了。对于西方和苏联的空军力量，纳粹德国已失去所有战场的制空权，也包括自己的城市和工业区。德国潜艇对大西洋的威胁已基本上解除。在1944年10月，在全部世界海洋上，德国潜艇仅努力击沉了一艘刚过6000吨的商船，并在法国大西洋沿岸失去了基地。纳粹德国的盟友——法西斯意大利、维希法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已被赶出战争。西方国家与苏联之间的结盟保持不变，尽管存在明显的紧张状态和分歧。法国军队重新被武装起来。到了1944年10月，战争逼近德国东西两线的边境。

[70]




内部反对第三帝国的最后一次可能性，以1944年7月20日政变的失败而结束。面对可怕的损失，德国军队继续着战斗。当戈培尔号召纳粹党的忠实信徒和同路人战斗到最后一刻的时候，民众却很不情愿地支持着政权。戈培尔对战时实情的妄想式理解，在他于1944年10月3日在亚琛的纳粹党会议上所发表的讲话中显而易见。美军正在城市的郊区战斗。到那时为止，大约370万名德国士兵死亡，无数的士兵受伤，成千上万的平民死于空袭，德国的许多大城市在不同程度上沦为残砖碎瓦。戈培尔承认：“我们认为军事发展将采取不同于实际的路线；尽管如此，我们今天的情况并不比我们在1939年9月的更糟。考虑到我们能有五年的时间来击退充满仇恨敌人的整个世界，如果他们不能占据帝国的重要部分——而不是小部分——那就是这场战争真正令人惊讶的地方！”一个拥有如此壮举的国家，他认为将会取得胜利。

[71]




戈培尔毫不犹豫地把注意力吸引到防守的优势上。战争，他继续道，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那就是德国本土的防御，在这一点上，民众不但要“狂热，而且被狂热”是至关重要的。德国敌人的补给线正变得更长，而德国的变得更短。随着战争逼近德国本土，防御的天然优势将会发挥作用。他指出，苏联在1941年的反应让我们看到了希望。正如当德国深入俄罗斯时苏联的抵抗增强了，因此在1945年，随着战争逼近德国领土，德国的抵抗也会增强。更进一步，他强调盎格鲁——美国的力量并不比苏联强到哪里去。两者都将会“在德国的土地上建立一个恐怖的政权”。在任何情况下，他“知道”德国将会赢得战争，由于德国制造的新武器以及敌人现在“犯了我们之前所犯的错误”，那就是在入侵其他国家的进程中延长补给线。

[72]


 德国仍然将会赢得战争。如果失败了的话，整个德国人民的结果将会是灾难性的。尽管有这大胆的演讲，戈培尔在1944年秋的日记中反映出德国领导层的沮丧情绪——面对美、英空军的日夜轰炸，以及红军在东线的继续推进。到了1944年11月，每天有1200架美、英轰炸机飞行于德国的上空。戈培尔承认轰炸对德国的士气产生了致命的影响。

[73]




在这种沮丧之中，1945年1月21日，戈培尔在《德意志帝国》上发表了专门针对犹太人的最后一篇社论“敌人联盟的黏合剂：世界不幸的起源”。

[74]


 这篇文章既是愤怒和仇恨的大爆发，也是战争如何和为何落到如此地步的一个解释。他的主题、语言和语法都是那么熟悉：“如果我们不牢记国际犹太人是所有堕落活动的背后驱动力，通过我们的联合敌人向这个世界撒谎并企图从黑暗中控制人类，那么理解这场战争是不可能的。可以这样说，它［犹太人］形成了牢固敌人联盟的水泥，尽管在各成员之间存在显著的意识形态和利益的冲突。”资本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有“共同的犹太人根基”。国际犹太人有各种手段来“压迫和统治各国”。它在“所有敌国和大多数中立国家”控制着公共舆论，那里对犹太人的批评是“被禁止的”。德国已经击垮了犹太人的权力，但是他们反过来“鼓动全世界来反对我们”。所有的俄罗斯、英国和美国的士兵都是“这个寄生种族世界阴谋”的雇佣兵，这当然不是在为他们国家的利益而战斗。那一天，他预言道，将“不会遥远，欧洲甚至是整个世界的各民族都会爆发出强烈的怒吼：犹太人对这次所有的不幸负有罪责！因此，他们必须很快从根本上受到清算”

[75]


 。犹太人努力为避免这种指控而去证明纳粹分子是在寻找替罪羊将会是徒劳无益的。因为他们的犯罪证据太明显了。

是谁驱使俄罗斯人、英国人和美国人去打仗，在这场对抗德国人民的无望斗争中牺牲无数的生命？是犹太人！在他们的报纸和电台广播里，他们高唱战争之歌，而被他们迷惑的各国人民却惨遭屠杀。是谁制定了仇恨和消灭我们的新方案，从而使得这场战争进入令人惊惧的欧洲生命及其经济、教育和文化自我屠杀和自我消灭的可怕行为当中？是犹太人！是谁建立、实施以及小心翼翼地看护着美、英与布尔什维克主义之间那令人厌恶的同盟？是谁用愤世嫉俗的伪善和恐惧来为这种不正当的政治局面提供正当理由？……是犹太人，只有犹太人！他们的名字是摩根索和雷曼，站在罗斯福背后那所谓的智囊团之中。梅尔切特和萨松充当丘吉尔的财政资金支持者。他们被称为卡冈诺维奇和艾伦伯格，是斯大林的引导者和智识向导。不管你从哪个角度看，你所看到的都是犹太人。

[76]




这是“不能再被否认”的全部“真相”。犹太人在这个问题上公开跳出来就已经犯错了。“不是欧洲，而是犹太人自己将走向灭亡。”其结果是，“世界——不仅是德国——不幸”的根源将被“埋葬于黄土之下”。

[77]




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纳粹宣传仍然在那里不断重复着过去的宣传。就雅尔塔会议所做的报道准备中，1945年2月2日的新闻指令，简单地提到了“我们敌人的犹太人联盟”，它被描述为未能成功实现动摇帝国以及麻痹德国人民。

[78]


 然而单单在1945年1月，德国战斗死亡人数就超过45万，而平民在同盟国轰炸德国城市的过程中死亡人数持续上升。现在，希特勒对国家灭绝的可怕预言，似乎在许多德国人看来，就像是关于真实展开着的末日的一个声明。

[79]


 德国宣传驳斥了同盟国试图区分纳粹政府和德国人民的努力，通过指出敌人为所有德国人准备了阴险的命运。只有继续服从希特勒才能避免“财阀——布尔什维克犯罪集团的嗜血和专断”。几天后，帝国新闻办公室指令指示记者要解释清楚，“财阀和布尔什维克，美国帝国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世界统治，将会意味着永久的战争，只有他们被打败，和平才会出现”。

[80]




同时，1945年2月同盟国雅尔塔会议的公告重申了同盟国的团结并决心打败纳粹德国。文本包括关于占领和控制德国、赔款，建立联合国、波兰和南斯拉夫，以及一个自由欧洲的声明。而纳粹宣传部关注的是德国自身的那些部分。“纳粹德国，”同盟国坦率地断言，“是注定要失败的。德国人民只会使他们失败的代价更大，因为他们试图继续无望的抵抗。”公告详细说明了德国人最应该担心的是什么：

我们绝不更改的目标是摧毁德国的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并确保德国不再威胁世界的和平。我们决心解除和解散所有的德国武装力量；永久解散德国总参谋部这一使德国军国主义一再死灰复燃的机构；移除或摧毁所有的德国军事装备；消除或控制所有能被用于军工生产的工业；将战犯绳之以法，并对德国人所造成的破坏进行迅速的惩罚和实物赔偿；彻底摧毁纳粹党、纳粹法律、组织和机构；在公共机构和德国人的文化和经济生活中消除所有的纳粹和军国主义影响，并且在德国采取其他为世界未来和平与安全所必需的举措。消灭德国人民并不是我们的目标，但只有当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被根除的时候，德国人才有希望过上体面的生活，并在国际间的礼让中占有一席之地。

[81]




尽管雅尔塔公告清楚地阐明了，纳粹党和政权及其相关组织，而不是整个德国人民将被摧毁，但是纳粹宣传家们坚持认为情况恰恰相反。1945年2月16日，《期刊服务》指令转向《我的奋斗》以解释雅尔塔会议的结果，并驳斥了有关同盟国将会在德国人之间进行区别对待的看法。希特勒已写道，犹太人将会消灭民族知识分子和奴役各国。指令声称，“这是来自雅尔塔的消灭计划”，“意图消灭全体德国人”是敌人的战争目标。战败意味着裁军、工业限制、强制驱逐、“这个国家领导层的消灭，那就是我们所有阶层和专业领域的整个知识分子”。德国人所面临的选择不是胜利或战败，而是“胜利或灭绝”。

[82]


 除了英、美“对斯大林所制造的事实的无条件认可，以及将欧洲交给布尔什维克”，斯大林、丘吉尔和罗斯福的唯一共识是“灭绝德国人民的共同意愿”。然而，“这种由犹太人共同领导的财阀——布尔什维克敌人所发动的狂热灭绝行动”将不会削弱德国的抵抗。相反，它会增加德国的抵抗。德国人民知道为他们准备的是什么，如果战败的话。“国家社会主义德国的国家领导层并不是一群狭隘、局限、自我封闭的人。相反，他们深入士兵、工人、农民、技术工人、公务员和知识分子当中。任何人被布尔什维克的子弹从脑后开枪但幸存下来，都将按照雅尔塔的那些战犯的意愿被驱逐到西伯利亚的布尔什维克强制劳动集中营。”的确，“所有战争的痛苦和威胁都是较小的，当与敌人为德国所计划的一个布尔什维克治下的‘和平’的命运相比较”。为了生存，德国人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继续抵抗，并与指令所称的1918年到1919年间的后方失败形成鲜明的对比。在同一天，《人民观察家报》在首页尽忠地发表了头条文章“德国只在抗衡莫斯科：雅尔塔协议，意味着欧洲的死亡，德国对罗斯福和丘吉尔向斯大林投降的评估被印证了”

[83]


 。

当希特勒拒绝任何投降谈判，以及国内反对的所有可能性都已消失时，纳粹宣传家就号召全国人民继续战斗，而这场战争中德国的战败几乎只是时间的问题。红军在1945年1月27日解放了奥斯维辛集中营，并在2月13日解放了布达佩斯。

美军在3月7日跨过了莱茵河。战争最后几个月德国军队和平民的死亡人数是惊人的：在1945年元旦到5月8日的战争结束之间，140万德国士兵在战斗中阵亡；超过37万名士兵在战争的最后5周内死亡。

[84]


 超过50万的德国和俄罗斯士兵以及德国平民在柏林战役中死亡。

[85]


 在同一时间，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在死亡行进当中奄奄一息，大约2.5万名德国平民在2月13日至14日英国对德累斯顿的空袭中丧生。

[86]


 在这场死亡和毁灭大灾难的发展过程中，苏德曼在1945年3月22日《人民观察家报》的头版社论中，重复着战败后国家灭亡的预言。敌人联盟的胜利将“不仅是消灭和毁掉帝国的生存，同时也必会导致我们人民中所有的创造性和生产性部分的奴役，继而是灭绝”

[87]


 。现在所有战线上的“狂热抵抗”是必不可少的，为了分裂敌人的联盟。“犹太工具不堪一击的本性”，在英美战士为欧洲然后是全世界的布尔什维克化而正在进行的战斗中，是非常明显的。德国对西方国家的“绝对抵抗”将会粉碎这个联盟，“其真正的基础只在于犹太人针对德国人民的仇恨计划”。

[88]


 在另一方面，苏德曼写道，把反希特勒同盟整合在一起的唯一因素就是犹太人。但正因为如此，“狂热抵抗”以及非犹太英国和美国士兵的死亡才是有意义的，因为它增加了压力以制止这场犹太人战争。

在1945年2月28日，戈培尔发表全国广播讲话以提振士气，谴责东西方的敌人，以及为纳粹德国为什么会遭受如此严重的挫败提供一种解释。

[89]




我们并不对在这次巨大斗争的挫败感到羞耻。他们可能仅仅是因为西欧和财阀领导的美国给予了苏联在侧翼的军事支持，并绑住了我们的手脚，但我们至今仍然试图将布尔什维克主义打倒在地。财阀血淋淋地仇恨和报复帝国和德国人民的计划，并不比苏联的那些更严重……在这面对来自东方最大威胁的时刻，这将是本世纪永久的蒙羞和耻辱，欧洲可耻地陷入困境之中并被西方国家所抛弃。的确，这些国家如此堕落，以至于它们甚至鼓励来自亚洲内部的风暴，同时试图打破最后一道可以被用来阻止它的保护坝。无论如何，我们没有别的指望。经过多年瓦解和颠覆的系统工作，国际犹太人对这些国家的公共舆论毒害如此之深，以至于他们再无能力思考——更不用提行动了——为他们自己。

[90]




关于为什么纳粹德国将要输掉这场战争，戈培尔直至最后都从未在迷幻却内部一致的反犹主义辩解上动摇过：它已经遭到背叛和放弃，有人可能会说，被屈服于犹太人统治的西方同盟国“从背后捅了一刀”。在纳粹领导人的眼里，第二次世界大战像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因德国贵族的背叛而结束。这次虽然背叛并非来自内部，正如1918年到1919年那样，但来自境外，在西方犹太财阀的手里。戈培尔认为，实际上是犹太人权力以及伦敦和华盛顿的政策制定者阻止了纳粹德国赢得战争。在1945年2月，宣传部长坚持犹太人要对第三帝国即将到来的战败负责。正如1945年春的死亡行军的历史记录在近年来让人回想到的，针对冷酷无情而即将取胜的敌人的“复仇”一直持续到最后。

[91]




4月4日，帝国新闻办公室最后指令中的一个，命令整个新闻界和所有宣传要“专门服务于”提振前线和后方士气及抵抗精神的目的。

[92]


 实现目标的每一个直接或间接手段都是被鼓励的。所有可能削弱它的情形都要避免。“报刊和电台的主要任务”是要强调东西方敌人的“臭名昭著的一致目标与消灭德国人民的同一个邪恶计划”。新闻界需要清楚阐明，如果德国人现在停止战斗，“丘吉尔、罗斯福会和斯大林一样”，“冷酷无情地实施对德国人的消灭计划”。

[93]


 新闻界要促进政权和人民之间、战场和后方之间的团结。在4月中旬，在这些呼吁团结的过程中，迪特里希辞去了帝国新闻主管的职位。

希特勒于1945年4月30日在他柏林的地堡里开枪自杀。在4月29日，他已写好了“政治遗嘱”

[94]


 。他所发动的战争现在明显地输掉了，就像他与军事现实的关系一样。红军的炮弹已落到他地堡的院子里。希特勒一辈子都把德国的挫败归咎于其他人而不是自己。“说我或德国的其他人在1939年想要战争并非事实。它是由那些国际性政治人物渴望和专门发动的，不管是有犹太人血统，还是为犹太人的利益而工作。”他已经提出“太多的裁军计划”去承担对战争的责任。从德国城市的废墟当中，“对最终要负责的人的仇恨将会被不断地更新。我们必须要责备的人是国际犹太人及其助手！”“这个残酷斗争的真正犯罪当事人是犹太人！”

[95]




戈培尔在1945年4月19日的晚上发表了他的最后一次公开演讲。希特勒，他讲道，对德国——事实上是欧洲和整个西方——连同它的“文化和文明”的存续负责。

[96]


 他声称道：“财阀和布尔什维克主义之间的堕落联盟正在分裂。”然后他提供了一种宗教和世俗的鲜明交织。随着敌军猛攻帝国，他讲道：“国际犹太人作为幕后的驱动者将会口吐白沫。它不会想要和平，直到实现它那毁灭世界的邪恶目标。它徒劳地追寻那个目标。上帝在过去经常站在超乎万邦的权力之门，这一次也会再次将撒旦推入他所来自的那个地狱深渊。”希特勒，一名“世俗的伟人”，是根据上帝的旨意来这样做的。如果没有他，欧洲早已落入布尔什维克主义之手。本着“日耳曼忠贞服从”的精神，戈培尔呼吁对希特勒的忠诚。十二天后，在1945年5月1日，随着成千上万的人死于柏林战役之中，以及希特勒地堡上方的烈火熊熊燃烧，戈培尔总结道，没有希特勒的生活是不值得活的。他的妻子玛格达毒死了他们的六个孩子，然后她和戈培尔服用氰化物药丸自杀了。

[97]




希特勒的遗言重复着那引导他对犹政策的强迫性叙事。“我毫不怀疑，如果欧洲人民再次被这些国际货币和金融阴谋家当作股票市场上的股票那样对待［正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那样］，那么这群人将要被清算，在这场残酷斗争中一群真正有罪的人：犹太人！我没有让一个人怀疑，如果没有真正有罪的当事方为他的罪责付出代价，纵然是通过更人道的手段，那么这次数百万的成年男性就不会死去，数十万的妇女和孩子也不会在城市中被焚烧或在轰炸中死去。”希特勒重复着那句熟悉的直率声明，关于他意图进行大规模屠杀，但没有提供其实施的事实细节。他如此总结道：“首先，我命令国家的领导层和民众小心翼翼地维护种族法案，并参与残酷地抵抗世界人民的投毒者国际犹太人当中去。”

[98]


 直到最后，他仍坚持无辜、无责任和投射的偏执逻辑。希特勒、戈培尔、迪特里希和纳粹政权里的其他官员，在宣传部内外的，在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整个期间，都曾经重复着要谋杀欧洲犹太人的威胁，或者按照他们的术语要改造他们。希特勒在1939年元旦首先发表了他那谋杀的预言，就在他发动战争的前八个月。在1941年6月入侵苏联时，也就是“最终解决方案”在1941年夏秋两季开始时，他和他的同伙们吐露了出来。当死亡集中营在1942年开始运作、1943年冬春两季战争形势转为攻击纳粹德国，以及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战争最终打到德国家门口的时候，他们又这么做了。1945年4月29日从希特勒笔尖流出的偏执版本，一个国际犹太人阴谋正发动针对无辜纳粹德国的侵略和种族灭绝战争，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大屠杀的开始到结束，一直是纳粹政权反犹宣传文本和影像里的核心要素。




结论



当希特勒及其同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从迫害走向大屠杀时，他们说这样做是为了反击国际犹太人阴谋，他们要为发动和逐步升级一场对德灭绝战争负责。欧洲最长久的反犹仇恨，部分导致了对欧洲犹太人的大屠杀，正如我所展示的，是因为纳粹政权的领导人通过这种偏执叙述的扭曲棱镜来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事件。因果倒置，纳粹宣传把一个政权奔向战争和大规模屠杀的主观性，投射到它那手无寸铁的受害者身上。如此做，纳粹领导人公开声称，战争和大规模屠杀之间的联系是具有必然性和因果性的，并不是时机、地缘或机遇上的巧合。投射和偏执服务于侵略和种族灭绝。将抽象的意识形态主张转化为当下事件的故事——新闻——从而使得那些基本的纳粹信念易于传入广大受众当中去。在一连串自我实现的预言当中，希特勒的“被包围噩梦”变成了现实，随着他入侵一个又一个国家，从而导致在苏联和西方民主国家之间出现一个不太可能结成的联盟。在1941年夏秋两季当胜利触手可及之时，在1942年和1943年当僵局转为挫败之时，偏执妄想似乎与事件的实际进程结合了起来。希特勒不承认他自己决定和行动的后果，而是在其宣传部发言人的协助之下，在纳粹宣传中灌入了一种内在一致却和那个时代的政治或军事现实全然无关的叙事。

这种分析要求重新思考“反对犹太人的战争”这一著名短语的含义。

[1]


 对于纳粹领导人及其数百万追随者而言，这里没有两个相互区分的事件，即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一方，而“最终解决方案”为另一方。相反，反对犹太人的战争在他们的眼里，同义于第二次世界大战，那就是对抗英国、苏联、美国反希特勒同盟这些主要列强的战争。在纳粹看来，这些是犹太幕后操纵者的共犯和傀儡。在私人会谈以及对数千万人广播的演讲中，他们声称犹太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驱动力。他们将表面上看似无限制的自治、自主和权力归于犹太人，而否认将这些归于那个时期最具权势国家的政治领导人，尤其是温斯顿·丘吉尔、富兰克林·D.罗斯福和约瑟夫·斯大林。

[2]


 随着同盟国推进对纳粹德国的战争，纳粹坚持犹太人将会为此付出代价。当苏联的坦克和美、英的轰炸机给第三帝国的军队和城市以重创，纳粹宣传机器将同盟国的攻击解释为犹太人的无端攻击，以及国际犹太人的确是在推动消灭德国人的进程的确凿证据。

伴随大屠杀且为其辩护的激进反犹主义，将犹太人首先描述为由一个种族构成的政治主体。的确，一种卑劣但非种族灭绝的传统反犹主义是激进反犹主义的序曲，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1933年到1941年纳粹的反犹迫害政策。它们包括：在专业领域内进行清洗；抢夺财产并使之在经济上大规模贫困；1935年纽伦堡种族法的强迫集中居住和种族隔离；人种上的伪科学，通过对大脑、鼻子和耳朵的比较测量；“雅利安人”美丽而犹太人丑陋的幻想；1938年11月的大屠杀；逮捕、监禁及任意施暴。这些措施虽很可怕，但都不至于导致一个大屠杀政策。大屠杀核心意识形态的正当理由，在于将犹太人描述为正构建一个强大的国际反德阴谋，而它是世界战争幕后的驱动力。战争和大屠杀时期的纳粹宣传将《锡安山长老协议》里的阴谋理论带到了欧洲的20世纪中叶，并用当代莫斯科、伦敦和华盛顿政治舞台上的名字和面孔来充实那个阴谋。

随着偏执逻辑将战争说成是犹太人对德国发动的，以及随着详细的每日每周事件记录从它那里产出，纳粹领导层将表达它决心消灭和灭绝欧洲犹太人的最非比寻常的声明，嵌入一个表面上看似普通和正常的战争进攻与反击的叙述当中。否认“最终解决方案”的独特性是其实施的一部分，因为按照这个术语在欧洲长达几个世纪的理解，它并非战争行为，而是对无辜者的一次大规模屠杀。种族灭绝的特殊语言与更为普通和传统的战争叙述的交织，是纳粹主义反犹宣传的一个主要特征。这就是为什么在纳粹的想象中这里没有一个无辜的犹太人。随着犹太人发动和逐步升级战争，在这种内部一致但非理性的“疯狂话语”的框架内，对犹太人的凶残仇恨作为一个整体随着战争的扩大、逐步升级并最终打到德国境内而被强化，就完全有道理了。

[3]


 因此，当欧洲犹太人的毫无防卫能力在死亡集中营里被证明时，纳粹宣传通过预言犹太人意图消灭他们所有人，试图在无数德国人心里灌输恐惧。正如戈培尔所说的，犹太人是罪有应得的。以这种方式，纳粹将最不寻常的历史事件——事实上是独一无二的——大屠杀，呈现为战争逻辑的一个普通结果。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任何人在纳粹德国定期地去阅读一份报纸、听广播，或者路过纳粹在1941年到1943年期间的政治海报，他就会知道纳粹政权关于意图消灭欧洲犹太人的威胁和吹嘘，接着是公开声称它正在实施那个政策。声称不了解谋杀意图以及要兑现这些威胁的声明那是在公然藐视证据、逻辑和常识。我们可以自信地说，无数的德国人在许多场合被告知犹太人已经发动一场战争来消灭德国人，但是纳粹政权正在消灭犹太人以回击。

证据显示，当希特勒、戈培尔和迪特里希使用“消灭”和“灭绝”这样的词汇时，纳粹德国的居民明白这些词汇指的是大屠杀政策。正如在第一章中所提到的，这种评定代表了对传统观点的一种修正，它与乔治·奥威尔有关，那是关于在这个极权体制中委婉和简单言语所起到的作用。当纳粹提及消灭和灭绝犹太人时，他们并不是委婉地说，也不是当时德语政治文化中的委婉术语。纳粹说的就是那个意思，且清楚地传达给了千百万人。与以往的军国主义用途相比，例如法尔肯海因将军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凡尔登所提倡的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或对敌军的完全消灭。希特勒、戈培尔及其他人使用术语“灭绝”来提及对整个民族的大屠杀，而不是整个军队。

[4]


 当纳粹谈论犹太人消灭和灭绝德国人的计划时，他们的意思是犹太人将要实施大屠杀，而不仅仅是打败德国的军队。对于德国人而言，在德国军国主义的历史上，纳粹关于转换位置和消灭欧洲犹太人的声明就是非比寻常的声明。这些大屠杀的威胁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

证据也显示，纳粹将他们关于总体意图的直率讲话与对“最终解决方案”任何事实或细节的压制结合了起来。他们这样做是出于现实和意识形态的考虑。在战争中隐藏秘密减少了同盟国空军力量对死亡集中营攻击的可能性。鉴于纳粹领导人相信伦敦、莫斯科和华盛顿的犹太幕后操纵者正操控着政策，特遣部队和治安警察的谋杀、毒气室和焚尸炉在媒体的精确报道，将会增加外交压力从而导致种族灭绝的结束。公众对1938年11月的大屠杀的反应使得纳粹领导层认为，只有适度而不是种族灭绝的反犹主义，才能在超出纳粹党范围的德国社会里获得支持。对歧视和驱逐的支持并不必然扩展到大屠杀。对大屠杀的真实报道也会与希特勒作为一名西方文明守护者的神话，以及一个强大的犹太民族正与德国交战的宣传自相矛盾。纳粹将希特勒呈现为一位英雄式的道德领袖，他正在与所有强大且又邪恶的敌人战斗。对犹太人种族灭绝的真相将会揭露他是一个史无前例的罪犯，并且也会揭穿关于犹太人权力的捏造。若犹太人果真如此强大，那么为什么他们会无力自救？关于死亡集中营的细节将会把希特勒消灭和灭绝犹太敌人的威胁排除在战争逻辑之外，并直接将其归入犯罪领域。对同盟国战争和对犹政策的不区分宣传叙述已然失败，因为很明显，对犹太人不断声称的消灭与被理解为武装国家之间冲突的战争毫无关系，而与对无辜平民的大屠杀息息相关，作为其主要目标，而不是作为达到其他目标的手段。对灭绝非比寻常的讨论与更为普通的战争语言的交织已经变得不大可能。相反，对于那些相信巨大阴谋存在的人而言，对于事实的陈述会因相反的原因而令人恐惧。如果犹太人是如此之强大，用关于“最终解决方案”的新闻报道使得他们更为愤怒，又有何意义？直言不讳的讲话与对事实的压制交织在一起，足以巩固一个“匪徒契约”，同时也给那些沉默、冷漠和漠不关心的大多数人提供了一块看似可以合理否认的遮羞布。

纳粹同时代的人与后来的历史学家一样，很难理解权力狂热的所有维度。卡尔·布拉赫尔关于纳粹历史也是被低估的历史的精辟评论仍然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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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法国大革命时期意识形态概念形成以来，现代政治中的政治复杂性意味着超越其潜在或真实意义的明确陈述，并且将理念视为工具而用于其他目的。这种理性主义偏见妨碍了所有政治光谱的观察家，让他们觉得纳粹反犹宣传只不过是被卑鄙和邪恶小人所投机利用的一系列令人作呕的策略。尽管存在着大量关于纳粹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屠杀的文献，但关于人类动机的理性主义偏见依然持续着，并被社会科学的实证主义和对历史学科中知识和文化史的挑战所强化。对纳粹德国中非理性和反理性潮流的影响和攫取权力的抵制一直都相当大。

但是，希特勒、戈培尔、迪特里希以及他们的工作人员都是娴熟的撒谎者，也包括那些陷入阴谋论偏执逻辑的人，而这从一开始就被最基本的事实驳倒了。纳粹领导层将人类普遍存在的妄想和幻想的能力推向了极端。这些人不相信这些幻想的假设基于人类理性能力的乐观看法，既不被现代历史事件所证明，也不被我们现在对人类经验中非理性力量所起作用的普遍认识所证明。有分量的证据所导致的结论是，纳粹领导层的成员按照他们所说所做的那样看待世界，并提供了一个似乎给了他们一个铁定解释的事件叙述，也为统一意识形态与实践战争和大屠杀提供了正当理由。

从20世纪30年代的扩张外交到1939年至1941年间开始的侵略战争然后是大屠杀，希特勒的政策推动着事件的发展。同样在那些年里，纳粹宣传却声称情况恰恰相反，纳粹德国仅仅是在回应其他人发起的威胁和实际攻击。纳粹宣传所呈现的更多的是偏执而非夸张自大，更多的是义愤无辜者的断言而非雅利安人世界统治的蓝图。即便是1939年1月30日希特勒那臭名昭著的预言也是如此。知道自己打算要尽快发动一场战争，他命令他的宣传者去声称完全相反的事情正在发生，那就是国际犹太人计划发动和实施一场消灭德国和德国人的战争。对于纳粹领导人而言，希特勒所发动的即将到来的战争似乎证实了他们偏执反犹主义的有效性，并使得这个几个世纪以来的旧有仇恨的影响激进化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

希特勒如此公然地违背年代顺序和因果关系的基本逻辑，以至于过去乃至现在都很容易把他的断言视为一种犬儒主义工具，只能用来劝服那些最幼稚的狂热分子。它们虽然是相互矛盾的，但由一个优等民族统治世界的宏伟愿景却与义愤填膺的无辜受害者的偏执并存着。如果是纯粹的重复，在公共场合和私人场合都可以作为信念的证明，那么看来希特勒、戈培尔、迪特里希及他们的工作人员，还有一个未确定比例的德国听众和读者，都相信一个国际犹太人阴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希特勒同盟背后的驱动力量。如果他们以愤世嫉俗的态度看待他们自己宣传的这一方面，他们就不会留下太多被怀疑的痕迹。然而，资料来源指出真正相信者的存在。他们肯定的是，“最终解决方案”是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惩罚，纳粹认定犹太人对发动和延长第二次世界大战负有罪责。相信是否真诚就是次要的事情了。正如E.H.贡布里希所说的，一个全能、四面包围的阴谋神话“变成了自我确认。一旦你陷入这个虚幻的世界，它就会变成现实，因为如果你与每一个人战斗，每一个人就会与你战斗，你表现出越少的仁慈，你就越会承诺你旁边的人战斗到底。当你陷入这个恶性循环之时，就真的是无处逃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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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因此，希特勒和戈培尔在关于《锡安山长老协议》的真相上是在浪费彼此的时间和深夜沉思。他们的确是极权主义者和狂热分子。希特勒与戈培尔对权力的拥有，并没有在其观点与桀骜不驯的现实相碰撞的时候缓和他们的观点，反而加剧了这两个人的激进主义，因为他们要让事实与他们为意识形态所驱使的“预言”相一致。虽然他们讨厌欧洲启蒙运动的普遍主义和人文主义的核心内容，但他们称自己的机构为公共启蒙和宣传部。作为怀疑所有意识形态的时代继承人，他们是怪人一类的现代主义者，相信自己已经发现了那潜伏在幕后的真理。他们相信自己理解世界的真正运作方式，比那些陷入意外事件之中，被常识所困的大众要高明得多。应该清醒地注意到，戈培尔和迪特里希都获得过德国著名大学的博士学位。帝国新闻办公室和宣传部的工作人员中充满了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们构成了反犹知识分子的一个共同体，由他们都会阅读的书籍、杂志和报纸联结在一起。他们得到了知识分子所追寻的认可。他们的书籍和论文都被大规模出版，被广泛派发，在报纸和杂志上受到好评，而且可能被许多人阅读。这些宣传家在他们那一代并不是最杰出或最具创新思想的人，但他们没有一个是最笨和最平庸的。大量纳粹德国的才智浪费在了反犹宣传的制造和传播上。

关于纳粹政权内部的冲突已有大量论述存在，但是战时宣传的研究揭示了不同、有时是对立机构之间的合作。正如戈培尔和迪特里希之间的紧张关系所表明的，高级官员参与了地盘争夺战——在关于谁能控制新闻界的事例中。但是，他们也精诚合作以追求一致的目标。迪特里希的新闻指令定期让3000份报纸和期刊的编辑去关注戈培尔的作家作品。戈培尔的宣传者则详细说明了帝国新闻办公室每日每周新闻会议所传达的新闻指令。然后，纳粹党及其激进成员的庞大集团散布着该政权的宣传。

对纳粹宣传体制机制的重新审视，要求修正关于谁在某些方面扮演关键角色的想法。约瑟夫·戈培尔的巨大名声、大量已出版的作品，以及他那非凡的日记全都影响了关于纳粹宣传的学术研究。然而，尽管宣传部长明显是一个关键人物，但他控制第三帝国的日常和期刊新闻工作的程度，并没有像通常所认为的那样。阿道夫·希特勒这样做了，或者更确切地说，希特勒是通过奥托·迪特里希和帝国新闻办公室这样做了。希特勒和迪特里希在塑造新闻战时叙述中的关键作用，在战后纽伦堡部委审判中得到了彻底的审查。一旦希特勒和戈培尔都死了，可以理解的是，迪特里希的辩护律师会把他的当事人作为官僚机构中无足轻重的一员，与著名的宣传大师戈培尔进行比较。然而，在审判的进程中，美国检察官把德国记者奥古斯特·布拉梅尔和西奥多·奥贝尔海特曼在战争期间所隐藏的新闻指令引入证据当中。奥贝尔海特曼的战时指令档案对于证明迪特里希的反人类罪是至关重要的，由于他在该政权的反犹宣传运动中所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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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虽然一些历史学家研究了奥贝尔海特曼档案的内容以及新闻办公室《期刊服务》指令，但在详细说明纳粹政权的反犹叙述及其塑造德国媒体中，希特勒、迪特里希和帝国新闻指令所扮演的角色仍停留在大部分纳粹宣传学术研究的边缘。指令清楚地显示了激进反犹主义在纳粹德国塑造新闻的方式，并说明希特勒是如何通过迪特里希和帝国新闻办公室的官僚机构对德国媒体施加持续的压力。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如要理解激进反犹主义如何塑造纳粹德国的新闻，以及政权如何能够对德国媒体施加定期的影响，指令是必不可少的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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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1949年4月14日的判决日，纽伦堡部委审判的法官们对那些轻视“这些新闻和期刊指令”意义的评论家提出了异议。虽然法庭认可了戈培尔有时能够影响宣传部的新闻指令，但是迪特里希的作用是最为关键的。指令“不仅仅是政治论战……毫无目的地表达反犹主义，它们不仅被设计为在战争中团结德国人民。它们所明确表达的目的在于激怒德国人去反对犹太人，为已采取或将要采取的措施辩护，压制对犹太人遭受种族迫害之措施的公正性的任何可能怀疑”。法庭在与他们的争论中发现，“迪特里希有意识地实施，并提供借口和正当理由，参与了针对犹太人的反人类罪”，从而认定他有罪。这一判决标志着自大众传媒发展以来，第一次指控决策者利用新闻媒体来煽动与种族灭绝有关的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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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为《每周要闻》的周墙报是另一个重要的视觉证据。尽管这些对纳粹德国日常生活的普遍入侵很重要，但它们并没有出现在关于纳粹政权的大部分作品中。它们在“反动现代主义”的历史中构成了一个篇章，现代技术和政治反动的交织是纳粹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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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报所展示的美感是传统的，实际上是反动的，与表现主义、包豪斯以及达达主义等艺术运动的文化现代主义相比。但是，海报应用大规模印制技术以向广大受众传播它们多姿多彩的政治信息。一方面，反犹视觉宣传通过将他们还原为“犹太人”的原型，从而使得犹太人失去个性。另一方面，《每周要闻》以大批量制作诸如伯纳德·巴鲁克和马克西姆·李维诺夫这些实际人物的照片为特征，试图在那个巨大阴谋上贴上名字和面孔。对于没有其他可靠和容易获得的外面世界信息来源的广大受众而言，这些照片以及伴随它们的看似准确的详细信息，必然增加了阴谋论的可信度。从1940年到1943年初大约三分之一的时间，墙报以激进反犹主义及其凶残启示的叙述为特征。这些信息每周一次吸引公众的注意，散布在德国行人每天都会经过的数以万计的地方。我们不知道在纳粹德国的人们对这些以“他们会停止嘲笑！！！”或“犹太人阴谋”为标题的墙报都说了些什么，但是我们确实知道人们都看过它们。

犹太复国主义以及巴勒斯坦犹太人问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大屠杀时期的一个次要问题，但其副作用至今仍然伴随着我们。虽然政权在1933年到1939年期间的确允许犹太人移民到巴勒斯坦，以及一些官员认为通过驱逐出境可以清空德国的犹太人，但这不是希特勒的观点。阴谋论及其相关的对巴勒斯坦“犹太教廷”的担心，引发了反对在巴勒斯坦或其他地方建立犹太人国家的想法。纳粹支持一些犹太人移民到巴勒斯坦，并不与希特勒认为犹太复国主义计划是国际犹太人推进世界统治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必须在此基础上加以反对的观点存在冲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意识形态的这种深层结构，融合了关于赢得阿拉伯人以及最终泛伊斯兰支持地中海战争重要性的战略争论。这一情形导致了纳粹主义和激进的伊斯兰极端主义之间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思想会面。通过耶路撒冷大穆夫提，纳粹主义的消息扩散到阿拉伯及其他伊斯兰世界。以大穆夫提的观点，国际犹太人不仅赢得了世界大战，同时在1948年随着以色列的建国而又赢得一次胜利。近几十年来，在伊斯兰极端主义者的意识形态文件中，一直存在着对历史偶然性和复杂性的替换，看似绝对清晰简单、焦点集中在据说是国际犹太人所作所为的偏执阴谋论也是一样。纳粹主义对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的影响的研究仍处于早期阶段。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项研究的主题在作为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表现之一的恐怖主义上有着当代的反响。

这里所呈现的材料并不能解决大多数德国人对大屠杀的认识或思考，他们如何回应由纳粹宣传所制造的激进反犹言论和图像，或者在第三帝国里激进反犹主义有多普遍等问题。在这些事件中，智慧的开端就是对于“普通德国人”究竟从纳粹宣传中得出了什么，坚持某种克制，更不能期待确定性。

但我们确实知道有一个群体反对对犹太人的驱逐，那就是犹太丈夫的非犹太妻子。我们知道即便是在德国军队战斗到最后一刻，后方也从未崩溃过，即使在遭受几乎难以想象的伤亡时。在战争后的那一年，同盟国占领当局已有充足证据去逮捕大约10万人以指控他们犯有战争罪和反人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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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这些事实，关于绝大多数纳粹德国的德国人真正相信什么的断言，怀疑态度是合适的，因为证据并不能充分支持那方面的断言。这一时期的证据是零散的和多逸事的，并非基于人口的代表性样本，而且受到纳粹安全部门收集和报告模式的污染。战后的记录受到了记忆和政治私利的扭曲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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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维·班克尔，一位揭露了大多数德国人对死亡集中营有所了解的学者，研究了东线回来的战士所传播的关于枪杀和毒杀的传言，以及同盟国电台广播的报道。他写道：“很明显这里不存在信息的不足，毫无疑问，那些希望知道的人，他们有可支配的途径来获得这些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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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们所能“知道的”是零碎的，且不足以取代被纳粹政权摧毁的准确可靠的新闻报道。班克尔的研究表明过硬的事实是稀少的，而且也很让人怀疑，那些想知道的人是否有能力掌握“最终解决方案”的尺度和方法。马丁·布罗萨特对纳粹统治下的巴伐利亚的详细研究，显示了在斯大林格勒战败之后对希特勒和纳粹的幻灭和怀疑在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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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不管他们表现出多么失望和愤世嫉俗，德国军队一直战斗到最后。

伊恩·克肖，一位研究了纳粹政权信息及其从下属单位所接受的信息的学者，总结道，“绝大多数德国人”对于犹太人的命运“丝毫没有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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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关于死亡集中营的了解程度“将永远不得而知”，但值得怀疑的是，关于奥斯维辛集中营作为一个死亡集中营的传言会在德国得到广泛传播。“‘最终解决方案’的绝对保密说明了，比其他更为清楚的是，纳粹领导层认为它不能依靠民众对其灭绝政策的支持。”无论如何，大众对种族灭绝的支持是不必要的。人民当中“潜在的反犹主义和冷漠”，足以“允许纳粹政权中越来越多的犯罪‘动态’仇恨发动大屠杀所需要的自主权”。

[16]


 虽然我们不能解决大多数德国人知道和相信了什么，但目前的工作确实比以前更详细地探讨了，那些卷入政权“动态仇恨”的人在关于大屠杀期间犹太人的传言上都信了哪些。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通过这里所描述的反犹叙述，一群狂热但为数不少的人嵌入或徘徊于纳粹党的前线组织之中，以及这些狂热分子被一个温和的反犹形式已变得司空见惯的社会所包围着。

希特勒自杀时，他可能是精神病患者。然而，正如那些关于极权主义的原创作家所理解的那样，精神疾病并不是理解纳粹政权和大屠杀的关键。许多能较好调整情绪、受过良好教育、能力很强、有专业素养的人，在为纳粹党和政权的工作中接受了一种意识形态的观点——激进反犹主义；而这与事件的实际进程毫无关系。以不同的形式和最激进的方式，这些信徒庆祝了纳粹政权在希特勒所选定的时间和地点，掌握主动权并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积极努力，同时声称他们以及希特勒是一个巨大犹太权力网络的无辜受害者。在21世纪的头十年，激进反犹主义和极权主义的疯狂言论以不同的习语和文化语境回归了。如果假设这部著作所探究的叙事不会换一个版本在未来发生作用，那就太自满了。历史不是阴谋的产物，政治事件充满了偶然性；这一洞见虽常常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却是一个历史学家对这种最致命的意识形态毒药所能开出的最重要的解药。｛书.籍.朋.友.圈.分.享.微.信Booker 527｝




附录



在《人民观察家报》上，1939年有2个反犹标题，1940年没有，1941年有17个，1942年有4个，1943年有50个，1944年有10个，1945年春季有2个。大部分的反犹标题出现在四个时期：1941年7月到8月（7个），1943年4月到7月（26个），1943年10月到11月（13个），1944年5月到6月（9个）。


1939


Jan.5, “62，000 Jews in State Bureaucracy of USA.”

Jan.31, “The Führer before the First Reichstag of Greater Germany, ‘We Fight an Enormous Fight; We Will Win This Battle’——Prophetic Warning to Jewry.”


1941


Feb.5, “Churchill Promises Germany As Booty to Jews, Solidarity with World Parasite Again Announced.”

Mar.18, “Who Governs the ‘Democracies’? Blood Guilt of Capitalism in Jewish-Anglo-Saxon Form.”

Mar.29 (Alfred Rosenberg)，“The Jewish Question As a World Problem.”

July 10, “Bolshevism Reveals Its Jewish Face: Litvinov-Finkelstein Comes Out from Behind the Scenes.”

July 12, “The Summit of Jewish Shamelessness: Bolsheviks' Crimes Attributed to Our Army——Battlefield Hyenas in Role of ‘Liberators.’”

July 13, “Jewry ［Juda］Floods England with Soviet Lies; British Made Stupid by Moscow's False Reports.”

July 15, “London Commits Itself to Rescue of Bolshevism; Moscow Pact Shows Plutocrats and Soviets Arm in Arm against Europe; Sober Neutrals Grasp True War Situation.”

July 23, “Roosevelt Primary Tool of Jewish Freemasonry; Sensational Document Reveals Connection of the Warmonger with International Clique of Masons; Source of Roosevelt's Hebraic Hatred against Reich.”

July 24, “Enormous Jewish Extermination Program ［Vernichtungsprogramm］: Roosevelt Demands Sterilization of German People; German People to Be Exterminated within Two Generations.”

Aug.10, “Jewish World Domination on Point of USA Bayonets; Roosevelt's Navy Secretary Announces ‘New Program.’”

Aug.19, “Roosevelt's Goal Is World Domination by Jews——the Program: Control over Both Hemispheres, Arms Monopoly of English-Speaking People, and Lash of Hunger against Europe.”

Sept.14, “Germany's Cities to Be Depopulated; Roosevelt Adviser Demands Destruction of Our Economy.”

Oct.10, “The Military End of Bolshevism: The Eastern Campaign Has Been Decided; Timoshenko and Voroshilov Army Groups Surrounded; Budjenny Army Group Dissolving——Incomparable Masterstroke of Strategy.”

Oct.27, “They Are Digging Their Own Grave: Jewish Warmongers Seal Jewry's ［Judas］Fate; Their Crimes Receive Deserved Punishment; Antonescu Rejects Impudent Complaints of Romanian Jews.”

Oct.29, “Roosevelt Outdoes Himself: Most Recent Emergence of His Jewish Gangster Fantasy; Germany Wants to Divide South America and Abolish All Religions.”

Nov.7, “Litvinov-Finkelstein Sent to Roosevelt As Jewish Adviser: Stalin Hopes for Activation of American Help for Soviet Union.”

Nov.12, “The Jewish Enemy.”


1942


Feb.20, “Declaring War Aims Is Supposed to Stress Confidence in Victory; Vansittart Dreams of Germany's Complete Extermination; Churchill Promises Galician Jews ‘Free Austria.’”

Aug.24 (Joseph Goebbels), “Prisoner of the Kremlin.” (South German edition)

Aug.29, “Informative French Document: USA Stands under Jews' Thumb; Already in 1926, Government and Congress Obeyed Jewish Commands.”

Sept.13, “Roosevelt and His Jews: Baruch Becomes U.S.Economic Dictator——Man Who Twice Drove America into War, Speculator, Tribute Hyena, Secret President.”

Sept.24, “Comintern Plan for Bolshevization of U.S.Negroes, Roosevelt As Moscow's Pace-Setter.”

Nov.18, “Roosevelt's Fifth Column: The Jews' Role in North Africa; in Moscow's Synagogues They Give Jahweh's Blessings to Stalin.”


1943


Jan.14, “They Won’t Escape Punishment for Their Warmongering: USA Jews Must Count on Wave of Intolerance.”

Jan.16, “Rosenman Stands behind Roosevelt: A Crown Jew on Throne of USA; USA President Unquestionably Tool of Jewish High Finance.”

Feb.7, “Wallace Reveals Roosevelt's Dream for Future: Whole World Will Be Field for Jewish-American Exploiters. Those Who Don’t Follow American Orders Will Be Bombed Mercilessly.”

Feb.11, “Most Recent Burst of Jewish Hatred: They Want to Exterminate the German People Culturally and Physically; However, We Will Strike the Plutocratic and Bolshevik Sadists to the Ground.”

Feb.14, “Stalin's Agents at Work, Roosevelt Throws Europe to Bolshevism As Booty; Jews' Straw Man Bows before Moscow, We Will Give Him the Answer He Deserves.”

Feb.20, “First Echo of Our Answer to Goebbels's Questions: Passionate Agreement of Our People Is Important, Strong Echo in Entire World.”

Feb.24, “These Plans Will Undermine Eastern Front; USA Completely Agrees with Bolshevization of Europe; Stalin Will Trample Balkans and Hungary.”

Feb.26, “Twenty-five Years Ago, I Predicted Victory of Party; Today I Prophesy the Victory of Germans: Führer's Address to His Old Party Comrades.”

Mar.20, “Appeal of Grand Mufti against Deadly Enemy of Islam: Arabs Will Fight for Their Freedom on the Side of the Axis.”

Mar.23, “Europe Understood the Führer: Merciless Battle against the Bolshevik World Enemy; Continent Determines Its Fate According to Its Own Law.”

Apr.11, “Again, Seven Jews Appointed as Soviet Generals: Jewish Plutocracy Threatens with Anger of Bolshevik Racial Comrades.”

Apr.15, “Why Stalin Is Silent about Poland: The Secret of Katyn——A Polish Delegation Visits Site of Bolshevik Mass Murder.”

Apr.16, “The Jew Davies：‘We Can Trust Soviet Union’; Katyn——an Example of Jewry's Blow at Europe; Where Are the 500,000 Polish Soldiers Who Fell into Soviets' Hands, 12，000 Captured Polish Officers Assassinated by Jewish Commandos?”

Apr.18, “The Gangster from New York.”

Apr.30, “Katyn Again Reveals World Jewry; Europe Recognizes Conspiracy of Plutocrats and Soviet Jews; England and USA Make Pitiful Efforts at Concealment.”

May 3, “England Knuckles Under to Kremlin Jews; Cynical Abandonment of Poland in Light of European Press.”

May 6, “USA and England under Orders from World Jewry: Plutocrats Identify with Jewish-Bolshevik Murderers.”

May 9, “Signs of Growing Hostility to Jews; Jewish Fear in England; Screams for Help from Courts; Profit Hyenas Demand Misuse of State Power.”

May 12, “United with Main Headquarters of World Revolution, Moscow Will Be Official Center of World Jewry; Jewish State As Cornerstone of Soviet Control of Mediterranean.”

May 12, “40，000 Polish Jews Released As Soviet Agitators; Bullets in the Skull for 12，000 Officers, Death By Starvation for 1.5 Million, Passports and Train Tickets for the Jews.” (South German edition)

May 13, “Letter of an English Sailor, ‘On the Day on which There Are No More Jews in the World’; Belated Recognition in Great Britain.”

May 21, “It Could Turn Out This Way: Europe to Be Delivered to Corn Jews; Axis Powers Fight for Right of All Peoples to Work and Bread.”

May 25, “International Agricultural Bank, Jewish Plans for World Exploitation: Daily Bread of Nations to Become Object of Stock Exchange Speculation.”

June 2, “Hunger and Chaos as First Stages of Jewish World Domination, Postwar Fantasies of Roosevelt Clique.”

June 2 (Theodor Seibert), “The Jewish War.”

June 2, “Murder ‘in the Spirit of Freedom’: London Admits Terror As Principle; Churchill's House Organ Admits to Gangster Methods of Air War.” (South German edition)

June 5, “Negro Bands to Be Used As Terror Flyers over Italy——Ineradicable Disgrace in Conduct of War by Servants of the Jews.”

June 18 (Alfred Rosenberg), “The World Parasite.”

June 22, “Two Years of War against Bolshevism: The West's Protection Wall Stands-Uncompromising Struggle to Defeat Europe's Deadly Enemy.”

June 23, “Financial Scandal in Roosevelt's America: Armaments Hyenas Make Enormous Profits——the Jewish Business.”

June 24, “Greatest Danger in World History, Alliance between Gangsterism and Bolshevism; Alfred Rosenberg Describes Great Struggle of Our Time.” (South German edition)

July 4, “New Documents Confirm Judgment: Roosevelt's War Guilt Irrefutably Proven——‘World President’ As Front Man of Jewish Warmongers.”

July 18, “North Africa, Colony of Roosevelt-Jews.”

July 20, “Jews Show No Respect for Humanity's Cultural Treasures: Terror Bombs Strike Rome; New Crimes of British-American Air Gangsters.”

July 23, “Why Not Annex Like Texas? England and the Empire to Become American: Chicago Daily Tribune Uncovers Plan for Jewish World Republic.”

July 24, “Jewish-American Imperialism Operating at Full Tilt: New Evidence of Arrogance and Greed.”

July 26, “The USA's Dream of World Domination: Portugal's Colonies Also to Become American Booty; New York Jews Strive for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All Colonial Territories.”

Aug.20 (Helmut Sündermann), “Our Enemy's War Aims.”

Oct.1, “Roosevelt Again Declares Solidarity with Jewry ［Juda］; Growing Criticism of American Jews to Be Stifled.”

Oct.6, “Jewry Presents the Change: Palestine, Egypt, and Iraq to Become Jewish-American Colonies.”

Oct.9, “Adolf Hitler：‘This War Will End with a Great German Victory’; Meeting of Reich Leaders and Gauleiters; Displays Fighting Determination of German Nation.”

Oct.11, “England As Policeman for World Jewry: British Military Power to Establish Order and Security in Palestine.”

Oct.13, “Unified Jewish Direction behind Plans for Extermination——Simultaneous Dreams in Moscow and Washington.”

Oct.26, “Anglo-Americans Abandon West to Moscow; Small Nations Receive No Protection against Soviets from USA and Great Britain.”

Oct.30, “Plutocratic Apparatus Works for Stalin; Moscow Expands Its Claims to Power: Success of Soviet Agitation in England and USA.”

Oct.31, “USA President Confirms It: Europe to be Delivered to Bolshevism; Hull and Eden Executive Organs of World Jewry.”

Nov.1, “Bolsheviks Agitate among North American People; Jews Appeal for Cooperation with Soviets.”

Nov.5, “Roosevelt Suffers Blow: Alarming Impact of Gubernatorial Elections in USA, Advance of Republicans against Democratic Clique in White House.”

Nov.16, “Why Jewish Capital Murders the Peoples: Dividends Prolong War; Axis Fights for Productive Man.”

Nov.27, “Establishment of Jewish Bank for Plundering World: All Nations of the Earth to be Beaten with Chains of Gold.”

Nov.30, “What the Führer Demands of German Officers: Courage, Hardness, and Political Fanaticism, Victory or Merciless Extermination-There Is No Third Option; Adolf Hitler Spoke to 20，000 Officer Candidates.”

Dec.21, “USA Jew Confirms Betrayal of Small Nations: Baltic States and Poland to Become Bolshevik Dominions.”


1944


June 10, “Jewish Business with Invasion.”

June 22, “Führer's Great Decision: How Jewish-Bolshevik World Conspiracy Was Thwarted; Invasion——the Path to Moscow's Goal.”


1945


Feb.13, “Kremlin to Dominate Europe, Stalin Has Freedom of Action.”

Mar.22 (Helmut Sündermann), “Our Stance and the Enemy Coalition.”

Mar.23, “Jewish Occupiers in Cologne, Programmatic Appointment to the Anglo-American Occupation Authorities.”

Apr.14 (Eugen Mandler), “Enemy Cooperation.”

注释：《人民观察家报》有两个重叠的版本。除非特别注明，这些标题来自北德国版本（柏林），而不是来自南德国版本（慕尼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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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与文化的历史，以及政治文化之历史的相关努力，都假设关于纳粹德国最为重要的文件是那些无数人都读过、听过和见过的。通过图书馆之间的租借，所有这类出版物—书籍、演讲以及日报和期刊的文章—在美国、欧洲和以色列的研究型图书馆里都可供使用，不管是原始纸质材料还是微缩胶卷，而这要感谢互联网把国家研究类收藏转化成对分布范围很广的学者而言一种公开且可供使用的资料。此外，两个未被充分利用的资料在我的这项研究工作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第一个是奥贝尔海特曼档案。它包含了所有帝国新闻办公室的战时新闻指令，且它们在美国检控官对奥托·迪特里希的纽伦堡部委审判指控中首次为人所知。但是它们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鉴于其重要性，特别是对战争期间的纳粹反犹宣传研究。在美国国家档案馆的庭审抄本中，档案在最初审判中的使用是明显的；完整的原件放在德国科布伦茨市的联邦档案馆里。美国大屠杀纪念馆的大屠杀高级研究中心现在拥有一个微缩胶卷形式的副本。

任何对战争期间纳粹宣传的研究都绕不过这一涉及纳粹宣传所有主题的广泛收录，不仅仅是在犹太人问题上。第二个是科布伦茨的主要国家档案馆所保存的《每周要闻》的完整收集—1937年到1943年的纳粹墙报。它也一样到现在都未被充分利用。读者会注意到，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首次出版的《戈培尔日记》在这项研究工作中有着相当大的用途。纳粹宣传文本和一些视觉图像大量各式各样的英译本可在卡尔文学院（Calvin College)的网上德国宣传档案馆里搜索到，网址是http：// www. calvin. edu/academic/cas/gpa/。

查阅关于纳粹德国和大屠杀的大量学术研究时会惊讶地发现，在深入研究纳粹政权中反犹主义所扮演的角色方面，这项研究竟是第一个基于档案资料的研究。那些对帝国公共启蒙和宣传部的组织机构和重要主题令人印象深刻的学术著作包括（按年代顺序排列）：Derrick Sington and Arthur Weidenfeld, The Goebbels Experiment
 : A Study of the Nazi Propaganda Machine
 （1943）; Oron J. Hale, The Captive Press in the Third Reich
 （1964）; Ernest Bramsted, Goebbels and National Socialist Propaganda
 , 1925-1945
 （1965）; Carin Kessemeier, Der Leitartikler Goebbels in den NS-Organen “Der Angriff” and “Das Reich”
 （1967）; Jürgen Hagemann, Die Presselenkung im Dritten Reich
 （1970）; Jay Baird, The Mythical World of Nazi War Propaganda
 , 1939-1945
 （1974）; Julia Sywottek, Mobilmachungfür den totalen Krieg
 : Die propagandistische Vorbereitung der deutschen Bevölkerung auf den Zweiten Weltkrieg
 （1976）; Robert Herzstein, The War That Hitler Won
 : The Most Infamous Propaganda Campaign in History
 （1978）; David Welch, Nazi Propaganda
 : The Power and the Limitations
 （1983）; Caesar Aronsfeld, The Text of the Holocaust
 : A Study of the Nazis' Extermination Propaganda
 , 1919-1945
 （1985）; Peter Longerich, Propagandisten im Krieg
 : Die Presseabteilung des Auswärtigen Amtes unter Ribbentrop
 （1987）; Iring Fetscher, Joseph Goebbels im Berliner Sportpalast
 , 1943
 ：“Wollt Ihr den totalen Kreig?”
 （1998）; Norbert Frei and Johannes Schmitz, Journalismus im Dritten Reich
 （1999）。在1990年以德文出版以及在1993年以英文出版的拉尔夫·乔治·罗伊特（Ralf Georg Reuth)的《戈培尔》，用大量研究来呈现戈培尔的政治观点和行动、幕后施政行为及其私生活等的一个全面看法。关于戈培尔对犹太人的看法，见Christian T. Barth, Goebbels und die Juden
 （2003）。Ernst Piper, Alfred Rosenberg
 : Hitlers Chefideologe
 (Munich: BlessingVerlag, 2005)，强调了罗森贝格对政权反犹宣传的重要性，从其思想库到《人民观察家报》的页面。

虽然其他机构也进行宣传，例如党卫军、外交部和军队，但宣传部以及戈培尔和迪特里希的工作人员给德国人和外国受众提供当下纳粹叙事的核心内容。一个非常有意思但很奇怪被忽视的研究包含了关于帝国新闻办公室至关重要的资料，见Alexander Hardy, Hitler's Secret Weapon
 : The “Managed” Press and Propaganda Machine of Nazi Germany
 （1967）。哈迪是对奥托·迪特里希进行战后纽伦堡审判的美国检控官之一。在审理过程中，检控团将每日秘密新闻指令引入证据当中，就这一点我已经将其用到这项研究中。E. H. Gombrich, Myth and Reality in German War-Time Broadcasts
 （1970），清晰扼要地对纳粹叙述的偏执本质提供了深刻见解，而它增强了这项研究的证据和主张。

著名的反犹影片如《犹太人苏斯》和《永恒的犹太人》引起了广泛注意，但纳粹海报宣传较少被经常研究。Franz-Josef Heyen的Parole der Woche
 : Eine Wandzeitung im Dritten Reich
 , 1936-1943
 （1983）对墙报的基本事实提供了一个概述。Jürgen Bernatzky，“‘Juden-Läuse-Flecktyphus’: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 Antisemitismus im Spiegel des politischen Plakats”, in Gunter B. Ginzel, ed., Anti-Semitismus
 : Erscheinungsformen der Judenfeindschaft gestern und heute
 （1991），研究了纳粹海报的反犹主题。Ruth Mellinkoff, Outcasts
 : Signs of Otherness in Northern European Art of the Late Middle Ages
 （1993），研究了黄颜色和对犹太人的消极看法之间存在已久的历史联系。Peter Paret, “God's Hammer”, in German Encounters with Modernism
 , 1840-1945
 （2001），对汉斯·施韦策进行了一个机智评估。Ulrike Bartels, Die Wochenschau im Dritten Reich
 : Entwicklung und Funktion eines Massenmediums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völkischer-nationaler Inhalte
 （2004），在研究纳粹政权每周的《新闻汇辑》方面是一本具有开创性的著作，但多数停留在研究它所呈现的对战争的看法。

汉娜·阿伦特的经典著作《极权主义的起源》在主张严肃看待纳粹意识形态狂热性上，发出了最早、最大和最具影响力的声音。乔治·奥威尔的《纳粹主义战时短文》虽然采取了不同的角度，但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出发点。关于一个最新哲学评估，见Berel Lang, Act and Idea in the Nazi Genocide
 （1990）。弗里茨·斯特恩和乔治·莫斯的著作构成了任何纳粹政权知识和文化之历史的一个固有部分。Norman Cohn, Warrantfor Genocide
 （1967），关于《锡安山长老协议》的研究仍然是研究纳粹宣传的必读著作。Karl Dietrich Bracher, The German Dictatorship
 （1970），是第一本将犹太难民学者关于反犹主义的作品并入德国历史的著作，在对纳粹德国观念、机构和政治之交织的研究方面仍然是一项卓越的分析。伊恩·克肖两卷本《希特勒传》（1999, 2000），极好地结合了社会、政治和知识历史的深刻见解。它吸引和扩大了对纳粹神话与德国精英和普罗大众对它们（纳粹神话）的反应之间关系的重要学术研究。关于反犹主义的大量学术著作，一些特别有帮助的最新作品是：Robert Wistrich, Antisemitism
 : The Longest Hatred
 （1991），将1941年到1945年的种族灭绝带入一个跨度更大的时间框架内；Susannah Heschel, Transforming Jesus from Jew to Aryan
 : Protestant Theologians in Nazi Germany
 （1995），探索了纳粹和传统基督教反犹动机的互动；Steven E. Aschheim, Culture and Catastrophe
 : German and Jewish Confrontations with National Socialism and Other Crises
 （1996），包括了关于“犹太化”（Verjudung)的一篇见解深刻的论文，一个在纳粹宣传中非常突出的主题。拥有众多关于反犹作品的作者沃尔夫冈·本茨，仔细考察了沃尔夫冈·迪威尔格对内森·考夫曼《德国人必须被消灭！》德文版的研究，见“Judenvernichtung aus Notwehr? Die Legenden um Theodore N. Kaufman”,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29, no. 4 （1981）: 615-630。关于将奥地利和奥地利天主教并入一个通常由路德及其继任者所垄断的故事的一项最新重要综合研究，见John Weiss, The Ideology of Death
 : Why the Holocaust Happened in Germany
 （1996）。关于大穆夫提对纳粹反犹宣传的贡献，见Simon Wiesenthal, Großmufti—Großagent der Achse
 (Salzburg: Ried Verlag, 1946）; Klaus Gensicke, Der Mufti von Jerusalem
 , Amin al-Husseini und die Nationalsozialisten
 (Frankfurt am Main: Verlag Peter Lang, 1988）。关于纳粹在20世纪30年代对犹太复国主义和巴勒斯坦的意识形态和政策，见Francis R. Nicosia, The Third Reich and the Palestine Question
 , 2nd ed. （1999）。关于反犹知识分子，见Alan Steinweis, Studying the Jew
 : Scholarly Antisemitism in Nazi Germany
 （2006)。

过去十年，关于导致大屠杀的决定，历史学家已经极大地充实了我们的知识，尤其见Richard Breitman, The Architect of Genocide
 : Himmler and the Final Solution
 （1991）; Christopher Browning, Paths to Genocide
 （1992）, Nazi Policy
 , Jewish Workers
 , German Killers
 （2000），以及The Origins of the Final Solution
 : The Evolution of Nazi Jewish Policy
 , September 1939—March 1942
 （2004）; Phillipe Burrin, Hitler and the Jews
 : The Genesis of the Holocaust
 （1994）。关于希特勒的犹太人政策与同盟国政策之间的关系，见Shlomo Aronson, Hitler
 , the Allies and the Jew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Uwe Dietrich Adam, Judenpolitik im Dritten Reich
 （1972)。

关于大屠杀的年表、意识形态根源、实施以及基本事实，见Walter Laqueur, ed., and Judith Tydnor Baumel, associate ed., The Holocaust Encyclopedia
 （2001）; Lucy Dawidowicz, The War against the Jews
 , 1933-1945
 （1975）; Leni Yahil, The Holocaust
 : The Fate of European Jewry
 (Hebrew ed., 1987; English ed., 1990）。关于至关重要但未被研究的大屠杀地理学，见Martin Gilbert, The Macmillan Atlas of the Holocaust
 （1982)。

研究战争和大屠杀之间关联的第一个努力尝试是Asher Cohen, Yehoyakim Cochavi, and Yoav Gelber, eds., The Shoah and the War
 （1992）。格哈德·温伯格关于希特勒外交和军事战略的非凡作品对于学者和严肃大众读者而言是必不可少的读物。Germany
 , Hitler and World War II
 （1995），任何读者都会觉得这是一本好书。The Foreign Policy of Hitler's Germany
 : Starting World War II
 , 1937-1939
 （1980），温伯格的这部著作对《慕尼黑协定》之前和之后纳粹政策里的时间和战略，提供了一个强有力和详尽的记录。Weinberg, World at Arms
 : A Global History of World War II
 （1994），对于学者和严肃大众读者而言是基本读物。Richard Overy, How the Allies Won
 （1995），理查德·奥弗里［跟温伯格一样］将偶然性重新引入历史事件当中去，而这有时回想起来似乎是一个预定的结论。对于希特勒意识形态和战略的一个理解，见Weinberg, Hitler's Second Book
 : The Unpublished Sequel to Mein Kampf by Adolf Hitler
 （2003）, 以及The Foreign Policy of Hitler's Germany
 ; Eberhard Jäckel, Hitler's World View
 : A Blueprint for Power
 （1981; German ed., 1969），以及克肖的《希特勒传》。安德烈斯·希尔格鲁贝尔（Andreas Hillgruber)在德国历史学家中是一名开拓者，他阐释了融合生存空间想象和暴力反共的激进反犹主义如何制造了一个在东线战场的种族战争和大屠杀的政策。对于更年轻一代的学者而言，他在20世纪80年代历史学家之争中的不幸受累掩盖了他的重要贡献。他的Hitlers Strategie
 : Politik und Kriegführung
 , 1940-1941
 （1982 ［1965］）和Germany and the Two World Wars
 （1982; German ed., 1967），在理解意识形态对政策的影响方面是必须要读的。Jürgen Förster, “Operation Barbarossa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The Attack on the Soviet Union
 , vol. 4 of Germany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1998; German ed., 1996）, pp. 1245-1255，有助于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理解。Omer Bartov, Hitler's Army
 : Soldiers
 , Nazis
 , and War in the Third Reich
 （1991)，研究了东线战场上德军普通士兵之中的意识形态传播问题。

Wendy Lauer, Nazi Empire-Building and the Holocaust in Ukraine
 （2005），利用了更多最新公开的档案。关于德国军事思想上的“灭绝战争”的概念，见Isabel V. Hull, Absolute Destruction
 : Military Culture and the Practices of War in Imperial Germany
 （2005）; Jan Phillip Reemtsma, “Die Idee des Vernichtungskrieges: Clausewitz, Ludendorff, Hitler”, in Hannes Heer and Klaus Naumann, eds., Vernichtungskrieg
 : Verbrechen der Wehrmacht
 , 1941-1944
 （1995）, pp. 377-401; Jehuda L. Wallach, The Dogma of the Battle of Annihilation
 : The Theories of Clausewitz and Schlieffen and Their Impact on the German Conduct of Two World Wars
 （1986）。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经验的连续和断裂，见希尔格鲁贝尔，以及John Home and Alan Kramer, German Atro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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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Rüdiger Övermanns, Deutsche militärische Verluste im Zweiten Weltkrieg
 （2000），在我们对纳粹军队中何地、何时以及多少人死亡的了解之中，这一著作相当于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提升。

关于纳粹意识形态影响和反应的学术研究已经努力得出了貌似可信的结论，它基于逸事、非典型和不科学的样本选择。更多的警示被呼吁，特别是随着回应丹尼尔·戈德哈根（Daniel Goldhagen)在Hitler's Willing Executioners
 （1996）里的主张的外流（outpouring），而它们是具有挑衅性质的，在我看来，推测远超出了证据所能支撑的结论。关于20世纪30年代德国精英的回应，见Saul Friedlander, Nazi Germany and the Jews
 , vol. 1, The Years of Persecution
 , 1933-1939
 （1997）; Jehuda Bauer, Rethinking the Holocaust
 （2001）; Robert Gellately, Backing Hitler
 （2001）。Michael Wild, Generation des Unbedingten
 : Das Führungskorps des Reichssicherheitshauptamtes
 （2003），对从20世纪20年代大学的激进右翼到党卫军和帝国安全保卫处领导层的道路提供了一个迷人的描述。政府部门里记者和宣传者之轨迹的一项比较研究仍在进行。Jerry Z. Muller, The Other God That Failed
 : Hans Freyer and the Deradicalization of German Conservatism
 （1987），提供了一个知识精英游走纳粹意识形态和政治之路的一个极好例子。Steven P. Remy, The Heidelberg Myth
 : The Nazification and Denazification of a German University
 （2002），提供了海德堡大学政治和文化的一个清晰研究，而戈培尔于1921年在这里获得博士学位。关于20世纪30年代纳粹德国传播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的思想和机构，见Claudia Koonz, The Nazi Conscience
 （2003）。关于精英和大众对纳粹反犹政策的回应，见David Bankier, The Germans and the Final Solution
 : Public Opinion under Nazism
 （1992），以及他编的Probing the Depths of German Anti-Semitism
 : German Society and the Persecution of the Jews
 , 1933-1941
 （2000）。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德国社会，见Jorg Echternkamp, ed., Das deutsche
 Reich und der zweite Weltkrieg
 , vol. 9/2, Die deutsche Kriegsgesellschaft
 , 1939 bis 1945
 （2004）; Marlis G. Steinert, Hitler's War and the Germans
 : Public Mood and Attitude durng the Second World War
 （1977; German ed., 1970）。另外，关于克肖的《希特勒传》，见他的Popular Opinion and Political Dissent in the Third Reich
 : Bavaria
 , 1933-1945
 （1983）。关于信念、犬儒主义、“抵抗”以及撤退的交织，见Martin Broszat and Elke Fröhlich, Alltag und Widerstand
 : Bayern in Nationalsozialismus
 （1987）; Martin Broszat, Klaus Dietmar Henke, and Hans Woller, eds., Von Stalingrad zur Währungsreform
 : Zur Sozialgeschichte des Umbruchs in Deutschland
 , 1943-1948
 （1988）。然而，关于西德纳粹时期编史的重要批判历史，见Nicholas Berg, Der Holocaust und die westdeutschen Historiker
 : Erforschung und Erinnerung
 （2003）。

美国和英国的情报机构编辑了很多关于纳粹政权的资料，见Richard Breitman, Official Secrets
 : What the Nazis Planned
 , What the British and Americans Knew
 （1998）; Richard Breitman, et al., U. S. Intelligence and the Nazis
 （2005）。关于美、英特别是苏联如何解读纳粹的宣传，仍有很多工作要做。Alexander Nekrich and Mikhail Heller, Utopia in Power
 : A History of the Soviet Union from 1917 to the Present
 （1986），有力地描述了斯大林在1941年的误判。Amir Weiner, Making Sense of War
 :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the Fate of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2001），评估了持有战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犹太人的命运。关于这一时期的苏联犹太人，见Benjamin Pinkus, The Jews of the Soviet Union
 : The History of a National Minority
 （1988）；关于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见Nicholas Werth, “A State against the People: Violence, Repression, and Terror in the Soviet Union”, in Stephanie Courtois, ed., 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
 （1999）, pp. 33-268。纳粹关于美国的宣传，见Philipp Gassert, Amerika im Dritten Reich
 : Ideologie
 , Propaganda und Volksmeinung
 , 1933-1945
 （1997）。

关于这一时期美国人生活中的反犹主义和犹太人处境，见Jerold S. Auerbach, Unequal Justice
 : Lawyers and Social Change in Modern America
 （1976）; Neil Baldwin, Henry Ford and the Jews
 : The Mass Production of Hate
 （2001）; Scott A. Berg, Lindbergh
 （1998）; Henry L. Feingold, A Time for Searching
 : Entering the Mainstream
 , 1920-1945
 （1992）; Marcia Graham Synott, The Half-Opened Door
 : Discrimination and Admissions at Harvard
 , Yale
 , and Princeton
 , 1900-1970
 （1979）。Peter Novick, The Holocaust in American Life
 （1999），在美国官方和大众对大屠杀新闻的回应方面提供了一个准确的判断。Charles Herbert Stember, ed., Jews in the Mind of America
 （1966），提供了来自公共舆论调查的非常有意思的结果，在书籍出版时代是一种新的尝试。关于罗斯福政府对希特勒和大屠杀的反应，见Robert Dallek, Franklin D. Roosevelt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 1932-1945
 （1979）。关于英国的反应，见温斯顿·丘吉尔的多卷本战争史和马丁·吉尔伯特的多卷本丘吉尔传记，以及Bernard Wasserstein, Britain and the Jews of Europe
 , 1939-1945
 （1988）。

关于纳粹政权成员以及在某些情况下关于他们的战后命运，现在标准的参考作品是 Wolfgang Benz，Hermann Graml, and Hermann Weiß, eds., Enzyklopädie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1997）; Ernst Klee, Das Personenlexikon zum Dritten Reich
 : Wer war was vor und nach 1945
 （2003）。关于纳粹主义的词汇，见Victor Klemperer, The Language of the Third Reich
 , LTI
 , Lingua Tertii Imperii
 : Notes of a Philologist
 （2000; German ed., 1949）; Cornelia Schmidt-Berning, Das Vokabular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1998）; Klemperer, I Will Bear Witness
 , 1942-1945
 (German ed., 1991; English ed., 2000）。关于一个标准的德国人传记百科全书，见Walther Killy, ed., Deutsche Biographische Enzyklopädie
 (1995)。

在我关于叙事和意识形态的思考中，我仍然要感激社会理论家从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和马克斯·韦伯到丹尼尔·贝尔和克利福德·格尔茨的著作，以及到历史学家如卡尔·布拉赫尔、弗朗索瓦·菲雷、乔治·莫斯、托马斯·尼佩代和弗里茨·斯特恩的著作。这是一项努力构建和发展观念与政治之历史的工作，而他们对此真的是做得太好了。关于文化传统连续和断裂的有益反思，见Michael Andre Bernstein, Foregone Conclusions
 : Against Apocalyptic History
 （1984）。David Carr, Time
 , Narrative
 , and History
 （1986），提供了有益的洞察。Michel Foucault, 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 A History of Insanity in the Age of Reason
 （1965），非常机智地捕捉到了“疯狂话语”的愚蠢和逻辑。Max Horkheimer and Theodor Adorno,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1944），在法西斯主义和偏执狂之间的联系方面有非常准确的洞察，虽然在对现代性的归纳方面与我关于历史特异性的观点存在冲突。Richard Hofstadter, The Paranoid Style 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Other Essays
 （1965），对于研究现代历史中政治狂热主义的历史学家而言是一个重要的读物。自从我在Reactionary Modernism
 : Technology
 ,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Weimar and the Third Reich
 （1984）中将他（戈培尔）描述为一个反动的现代主义者，约瑟夫·戈培尔和纳粹宣传就已经是我一个感兴趣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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